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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我国第一本语用学专著
〔1〕

 于1988年出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独立研究分支，受到我国学界的欢迎，而且与国际同行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术上取得飞跃的发展。语用学一般被看作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研究面广，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多门学科，因而也被看作是一门综观性学科，但凡涉及人们对自然语言的运用和理解，涉及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使用和认知，都属语用学的研究范围。正因为这门学科领域广阔而实用，能有效地指导我们日常语言运作，因而引起我国语言学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同行投身到这个领域从事研究与教学，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多种有关语用学的专著和教材。种种迹象表明，语用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是我们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语用学作为一个热门学科，相关教材及论著层出不穷。既然有如此丰富的教材，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语用学十二讲》呢？我们以这本教材的几个显著特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1．语用学的论著虽多，但涉及语言使用与理解的综观性教材尚不多见，要求深入浅出、适合语言类专业学生使用的教科书更付阙如。《语用学十二讲》正是以此为主要目的而编写的一本内容新颖、反映当代语用学重要课题最新成果的教科书。

2．随着语用学学科的普及和进步，从事这个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也须不断得到充实，而像《语用学十二讲》这样一本紧跟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能为他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和提供更多的新信息，让他们更有信心跟上时代，取得更大发展。

3．本教材特别突显了多个语用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例如，本书介绍了实验语用学，它将有助于推进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等语用学理论的研究。在严格的实验模式下，这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定义将被转换成一个个具有操作性的实验量，容易为教师和学生所接受，同时也能锻炼学生动手动脑、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增强学习兴趣。实验语用学在国内外都算得上是本学科的前沿研究。我们希望这本教材能提供一个与广大同行进行交流的机会，共同推进中国语用学的发展。

4．本教材的参编人员均来自教学一线，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保证了本教材的实用性。在何自然教授的带领下，参与编写工作的人员多为语用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教授、博士，他们正在第一线从事语用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大多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承传了上一代学者优良严谨的治学传统，也是语用学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者，他们自身的学术研究正处于学科前沿。

鉴于这些原因，在众多的语用学论著里再增添这样的一本具有上述鲜明特点的、由青年学者掌舵的《语用学十二讲》就不是多余的了。

本书作为一本汇聚最新研究成果的普通语用学教材，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可作为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专门从事语用学研究的专业人士的参考书，还可作为公选课教学用书，让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含研究生）了解语用学，培养他们良好的语言习惯和言语修养，提高他们使用语言与人沟通的能力。

本书编排新颖、实用。全书分12讲，每一讲围绕一个课题展开论述，由导读、主要内容、练习题（配参考答案）、文献选读等部分构成；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基础合理使用每一讲的不同部分：“导读”将本讲的核心、重点内容以纲要的形式展现出来，方便预习和复习；“主要内容”是相关专题的理论介绍及分析应用，是课堂教学、自学的主要内容；“练习题”是对基本理论的巩固和拓展，培养读者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演绎归纳的能力，提升理论应用的水平；“参考答案”提供简单明了的习题答案，方便读者及时监控自己的学习掌握情况；“文献选读”围绕本讲课题选取名家的论著，目的在于培养阅读相关文献的能力，为进一步研习有关课题作准备。本书涵盖了指示语、合作原则、言语行为、礼貌与语用、关联理论、顺应论、模因论、语用与翻译、跨文化语用学、会话分析、实验语用学等课题，涉及语言与社会、文化、心理和认知方面的知识，内容丰富、全面。

本书由李捷、何自然、霍永寿任主编，参与编写和审阅工作的人员有：

何自然（教授；博士生导师）编写第一讲及其他章节内容，审阅全书及定稿；

陈新仁（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审阅第四、五、十、十一讲初稿；

李　捷（讲师；博士生）编写第二、六、十二讲，参编第一讲及第九讲，校阅全书和统稿；

霍永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七讲，全书校阅及参与统稿；

李海辉（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三讲；

毛延生（副教授；博士）编写第四、五讲；

戴仲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编写第八讲；

李占喜（副教授；博士）编写第九讲；

景晓平（副教授；博士生）和胡旭辉（博士生）编写第十讲；

李　民（讲师；博士生）编写第十一讲；

李　磊（副教授；硕士）参编第四讲的部分内容；

梅翠平（讲师；硕士）参编第五讲的部分内容及本讲习题；

庄美英（讲师；硕士）参编第八讲的部分内容。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多方的帮助和支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恒平主任曾亲自到广州部署编写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榕教授给予了大力鼓励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如出现错误、纰漏，恳请方家指正。凡使用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学单位、教师可写信到电子邮箱yuyongxuel2@126.com免费领取配套课件，同时我们也欢迎广大读者来信与我们进行切磋、交流。





编著者

于广州

2010年9月

注释


〔1〕
 　《语用学概论》，何自然编著，1988，湖南教育出版社。


第一讲　语用学概述

导读：语用意义涉及发话人、受话人等语境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判断一个意义是否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需要从发话人、受话人、语境等因素来考虑。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话语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发话人意义和发话人所指、指引词语、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前提、语言的非直义用法等。语用学来源于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与逻辑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断交融，形成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1.1　引言

语用学，pragmatics，最先由美国符号学家、哲学家Morris于1938年在他的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提出。他认为句法学（syntax）、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一并构成了符号学（semiotics）研究的三大分支，并对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做了界定：句法学（即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所谓符号使用者和解释者，实质上就是指交际中的人。因此，语用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发话人和受话人是如何使用语言这一符号来达成交际目的的。Morris（1946）后来对语用学做了进一步定义：语用学是对“符号的来源、用法及其在行为中的作用”的研究。当时，受研究条件和思路的影响，语用学只处于萌芽状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学家仍很少关注语用学，即使有人提及语用学，也只是将它比作“杂物箱”（ragbag; Leech, 1983）或“废纸篓”（waste-paper basket; Bar-Hillel,1971），扮演着容纳从语义学角度无法解决的问题的角色。这个角色也从深层次说明，语用学与语义学有着很大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确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的发行和1986年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国际语用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简称IPrA）的创立。而促成这一变化背后的因素是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0世纪，随着数理逻辑的发展，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由此产生。此前西方哲学也有过几次值得一提的转向：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哲学研究焦点从神学转移到人类自身；笛卡尔（Descartes）和康德（Kant）时代，哲学研究的重心由外部客观世界转移到人的意识主体世界；而语言哲学则从纯粹主体转向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符号（语言）。语言哲学时代的巨擘有弗雷格（Frege）、罗素（Russell）、摩尔（Moore）、皮尔斯（Peirce）、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奥斯汀（Austin）和塞尔（Searle）等。他们对语用学的发展都有所贡献。例如，分析哲学创始人之一的Wittgenstein，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论”和“工具论”，强调语言即使用，具有行事的功能。而哲学家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更是语用学的奠基之作。而他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Searle（1969）所发表的《言语行为》延伸了这一理论，认为言语行为是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随着语言哲学思想的不断传播，语言学家的研究思路和对语言的看法也在改变。例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1968）在60年代说过，像结构语言学那样用特别抽象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与用较为实际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两者之间并无对立之处（这里的“结构语言学”泛指当时对抽象的语言系统的理论研究，“较为实际的方法”指语言的实际用法研究，即语用学）。他指出，人们热衷于研究语言实际用法的倾向与探讨形式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并不对立，因为那些抽象的理论归根到底是为了解释人们如何实际使用语言。这就是说，语言学应从整体上（包括语用学在内）看作是一门学科，而研究语言的抽象形式和语言的实际使用只不过是属于语言学这门学科整体内的分相研究。Lyons也认为，对语言作抽象理论研究的所谓“形式主义”（formalism）与人们所热衷的对语言作实用性研究的“现实主义”（realism）之间的“对立”其实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制造”出来的。一旦诸如此类的障碍和问题被解决了，语用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就成为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时至今日，语用学强大的学科生命力使得它成为语言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分支。语用学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它能不断吸收各个学科的菁华，与本学科的研究使命相结合，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不断推陈出新，力求多视角地对语言进行综观性的研究（Verschueren, 1999/1995）。语用学直接来源于语言哲学，发展过程中与逻辑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不断交融，形成明显的跨学科发展趋势。现在，语用学的触角已经伸向语言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如与文体分析相结合的篇章语用学，与二语习得、（狭义）应用语言学相结合的语际语用学，等等。作为语言哲学转向另一个产物的生成语言学派，也对语言的语用方面给予了充分重视。多元的学科渊源不仅形成了语用学多样化的研究视角，也使得它在定义、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多重性。

1.2　什么是语用学

尽管学界对什么是语用学各持己见，但广为接受的是Davis（1991）的语用观：语用学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以及在理解和运用语言时的心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内容既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因此，语用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发话人意义和发话人所指、指引词语、直接与间接言语行为、会话含意、关联理论、前提、语言的非直义用法等。Davis的这一观点克服了Morris（1971）将语用学研究范围无限延伸后导致的误解：Morris认为“语用学是研究符号的有生命方面，即……研究符号作用下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理和社会现象”（p.43），这个范围过于宽泛。究竟什么是语用学？这里从以下各方面进行阐述。

1.2.1　分相论与综观论

Levinson（1983）根据学者们不同的语用观将研究语用学的阵营划分为两大流派：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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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学派将语用学看成是与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morphology）、语义学等一样的语言学研究分支，是一种分相论，也称微观语用学（micropragmatics），它把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局限在与句子结构和语法有关的各个具体论题之内，如对指示语（deixis）、前提（presupposition）、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言语行为（speech acts）、会话结构（conversational structure）等语言构成成分进行动态研究。欧洲大陆学派则主张凡与语言理解和使用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综观论，也称宏观语用学（macropragmatics）。宏观的语用学研究面非常宽广，除了上述这些内容外，还包括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人类文化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二语习得等方面的部分内容。

英美学派所主张的分相论为语用学划定了较清晰的界限，与综观论相比，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和可理解性，因而更为流行。相当多的语用学著作（Levinson，1983；何自然，1988，1997；何兆熊，2000；Green，1989/1996；Blakemore，1992；Mey，1993；Thomas，1995；Grundy，1995；Yule，1996）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从时间上看，综观论与分相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据Verschueren的发现，早在70年代，Haberland和Mey（1977）就提出了语用综观的想法，认为“语言学的语用学……可以说是看待语言现象的一个新途径，而不是要表明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见Verschueren，1995：12）。1985年，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Verschueren在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语用学研讨会上发表了《语用综观》一文，明确提出了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综观（a perspective on language）的观点。1999年，他对1987年在《语用学：关于语言顺应的理论》提及的综观论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出版了Understanding Pragmatics的专著，系统地阐述了语用综观论和顺应论，认为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使用这种行为的综观，关注的焦点是语言的使用和选择。他提出语用综观论的理由是：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形态学和语义学都与语言的组成成分如语音、语义有关，而语用学研究的内容不是严格的语言组成成分，它只不过为人们分析语言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在语用综观论的统领下，顺应论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使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为了顺应而不断选择的过程。任何语用描写和语用解释都应从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结构对象（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和顺应过程的意识显突程度（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四个角度进行综合的语用分析。Verschueren算得上语用综观论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学派的影响延续至今。例如，Yan Huang（黄衍，2007）所出版的Pragmatics与Horn和Gregory Ward（2006）所编著的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沿袭的还是英美学派的做法：在讨论指示语、前提、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课题后，对语用-语义、语用-句法、语用-认知等跨面研究做了探讨。欧洲大陆学派这边的发展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IPrA）所主办的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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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刊、在荷兰出版且被Elsevier数据库收录的Journal of Pragmatics月刊以及Pragmatics and Beyond 系列丛书之中，最近的研究兴趣是实验语用学。这个圈子不仅定期组织召开实验语用学研讨会，还于2009年11月20日在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建立了以法国学者Ira Noveck为领军人物的网上交流平台——欧洲实验语用学网站http://www.euro-xprag.org/，提供有关实验语用学的研究课题、目标、研究方法、会议信息等内容，以及资助欧洲各成员国的实验语用学研究项目。实验语用学本质上还是综观论。可见，这两大阵营的语用观对语用学这一学科的发展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1.2.2　语用学的定义

语用学的定义有诸多版本，涵盖了语用研究的多个层面。譬如，Levinson（1983：7—24）认为语用学是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学问，研究内容包括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理论不涉及的意义的各方面、语言理解所必需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使用者将语句和恰当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等部分。通过不同的角度，“语用学”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1）研究发话人意义，如：

a)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Yule, 1996:3)

b) Pragmatics is a theory which seeks to characterise how speakers use the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to effect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Kempson, 1975:84)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ability of language users to pair sentences with the contexts in which they would be appropriate. (Levinson, 1983:24)

d) In this book I shall be working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pragmatics as meaning in interaction. (Thomas, 1995:24)

e)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Yule, 1996:3)

Yule（1996）认为语用学应该研究发话人／作者所传递的意义和受话人／读者所理解的意义，即话语的生成和理解。因为话语理解发生在话语生成之后，因此话语生成过程——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的阐发过程至关重要。以上这些说法都是从这一角度来对语用学下定义的。如果从发话人角度来看，语用学的研究层面应关注发话人如何通过特定话语来表达特定意图，以及影响这种意图表达和理解的语言、语境和语用因素。该层面的研究课题有：对请求、建议、拒绝、道歉等直接或间接言语行为所传达的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force，相当于语用用意、发话人意义）进行研究；对实施某特定言语行为而使用的语用策略（如礼貌策略）及其运用的条件等进行研究；对发话人所表达的语用移情、语用态度等进行探讨等等。

2）研究受话人的理解，如：

a)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Yule, 1996:3)

b) Pragmatics, as a topic in linguis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context to make inferences about meaning. (Fasold, 1993)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understanding intentional human action. (Green, 1996:2)

Fasold（1993）从话语理解的角度认为，语用学是利用语境去推导意义的学问。也就是说，受话人为了获知发话人意欲传达的交际信息往往需要对话语明说内容（what is said）进行推理，通过推理获取话语表面意义以外的相关信息，即话语的含意。这与上述Yule（1996：3）关于语用学“研究如何通过话语明说内容传递更多的信息”的定义相一致。这一类的定义侧重于研究受话人如何对发话人发出的话语进行理解，相关的研究面包括：从发话人的话语特征入手，探讨它们为受话人的理解提供了哪些线索或证据；受话人如何利用语境因素理解发话人所表达的信息意图；导致受话人对发话人所说话语产生误解的因素和这些话语对受话人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理解本身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所以这方面的课题主要涉及言语交际中的认知。

3）研究语境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如：

a) Pragmatics can be usefully defined as the study of how utterances have meanings in situations. (Leech,1983: ×)

b)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conditions of human language uses as these are determined by the context of society. (Mey, 1993:42)

c)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contextual meaning. (Yule, 1996:3)

语境在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发话人要得体地运用语言必须考虑语境因素，可以利用受话人、时间、地点、交际双方的社交距离以及上下文环境等语境信息营造出奇妙的话语内容；受话人须结合语境来理解发话人，这样才能恰当地理解发话人在特定语境中所传递的交际信息。因此，Yule认为“语用学研究语境意义”（Yule, 1996: 3）。其实这一认识与Leech（1983）的观点一致，都主张语用学研究话语在不同情景下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对前提、含意、施为用意以及其他语用含意的表达和理解都离不开语境，语境是语用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语用综观论，如

Pragmatics (is) a general 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any aspect of) language, i. e. a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full complexity of its cogni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i. e. meaningful) functioning in the lives of human beings. (Verschueren, 1995:13-14)

上文已经提及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论，这里不再赘述。综观论是一种广义的语用观。持此类广义语用观的还有Green（1996），她指出语言学的语用学（linguistic pragmatics）是涉及语言学、认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哲学（包括逻辑学、语义学、行为理论）、社会学（包括人际动态学（interpersonal dynamics）、社会规约）和修辞学等领域的一门交叉学科，有些方面属于认知科学范畴。因此，语用学涉及解释发话人如何采取一定行为去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此过程中发话人的信念、意图或目的、计划以及行为等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语用学研究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及其理解问题。

除上述定义外，Blakemore（1992）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最后形成了对话语理解的系统的认知语用分析。她指出受话人的语言知识和其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隐含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差异。Leech（1983）认为语用学就是研究不同言语情景（speech situation）下的意义，这反映的是语言知识与非语言知识之间的差异问题。但Blakemore则认为，Leech提出的言语情景包括一些独立于发话人和受话人的客观因素，它不是一种心理构建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而背景知识、话语目的等都应该是话语情景中的不同因素。与她的认知心理学视角不同，Leech的研究属于一种社交语用分析或社交语用方法，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而Blakemore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视角。

对语用学的定义持相当中肯意见的要当数英国学者Thomas（1995），她提出了动态语用学（dynamic pragmatics）的概念，主张言语交际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动态过程。她认为，言语交际与意义生成都是动态的，意义不只是词义，也不只是由发话人单方面生成的或由受话人解释的，她还强调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应是言谈应对中的意义，语用学是对话语生成者传递意义和话语接受者理解意义过程的动态研究。该过程涉及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以及话语语境（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和语言的语境）和话语的潜在意义之间的协调等多种语用动态特征。与前面很多定义不同的是，她认为语用学研究既要考虑发话人，又要考虑受话人，同时还要顾及话语的作用和影响意义的语境因素。简言之，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话语和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她重新审视了语用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并宣称，语用学同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话语分析等一样，都是语言描写的一个层面。它有自己的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语用学所探讨的问题，如语用前提、语境意义、言语行为、含意、间接性以及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意义磋商等，都是语用学所特有的。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不只是社会、语境等参数的静态反映，也是语言的动态变化。

关于语用学的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只是给出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它们能有助于初学者把握语用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定义入手，可以概括出语用学的多个研究层面。

1.2.3　语用学的研究面

根据语用学的研究角度和内容，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研究层面（见Smith & Leinonen，1992；何自然、陈新仁，2004）：

1）研究语言形式如词汇、语言结构的语用属性，属于语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是语用学和语法学、语义学的跨面研究。内容涉及：一些与特定的言语行为有关而在遣词达意时可能出现的词汇变异；诸如so，well等在语用上称为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s）而在语法上又分别称为从属连词和副词的词语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差异；诸如manage，forget等含蓄性动词、criticize，charge等评价性动词，以及even，just等聚焦性副词（focusing adverbs）所表明的语用前提和逻辑-语义前提的差异；诸如some，but以及不定冠词a等一类词语所表示的常规含意；诸如in front of，then，there等指示词语形式的不同理解及导致这些理解差异的因素；一些语用含糊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例如怎样才算说谎，Peter is bald是不是说Peter一根头发也没有呢，France is hexagonal应该怎样理解，Could you tell me when we get to Birmingham, please？一类句子的歧义如何排除，以及母亲对儿子说You are a piglet又应如何根据形象获得准确的理解等。

2）研究交际的意向性。交际具有意向性，发话人在交际中会有关于交际要达成何种目标的预期，并在意义表达中体现意图；为保证交际畅通，受话人要理解发话人的意图。这个层面既涉及发话人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表达特定意图，又涉及受话人如何利用语境因素理解发话人所表达的信息意图。与会话合作原则或会话含意相关的很多研究都属于这一层面，主要研究交际双方如何“合作”和对意义进行“磋商”，是语用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层面。

3）研究语篇意义（discourse meaning）。内容包括：话题变换标记的研究；参与谈话的人如何对话语的观点进行论辩和阐述；对特定的言语行为如何表达其顺序和层次，研究它们是否在受话人预期之内；如何认定发话人的态度是真诚还是奉承，以及他使用何种手段来取得说话的机会。这个层面甚至包括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简称CA）。

4）研究语言使用的得体性。语言的使用要受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也成为评判某种交际行为是否得体的参照点。因此，这个层面主要围绕发话人和受话人在特定语境条件中所实施的交际行为得体与否（或者说是否恰当），以及相应的语用表达效果。

以上内容从宏观方面给出了语用学的研究层面，与Levinson（1983）所提出的指示语、会话含意、前提、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大致相同。只不过，后者是从语言实际出发，更接近使用中的语言，讨论的对象更具体。

近年来，在国际语用学学会（1986年成立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努力下，世界各地的语用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在语用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共识：加强语言功能和语言使用方面的研究，使语言（学）研究者和语言使用者都能分享研究成果，比如，会话合作和礼貌原则的研究对人们的交际就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加强对自然语言的认知和交际研究，寻找出合理的语言认知模式，在自然语言的理解、人工智能的开发方面作出贡献，如在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等领域形式语用学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开展语用学的跨面研究，为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语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失语症患者语用能力的恢复等方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和经验依据，如语际语用学的研究就可用于指导外语教学。这些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语用学的研究方向。

1.2.4　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用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其他学科一样，语用学整体上采用量的研究（又称定量研究、量化研究）和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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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研究方法。因第十二讲将详细讲述定量研究法，这里只谈质的研究方法。它指不依赖统计分析等数量化资料与方法而对社会、语言、心理等现象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常见的资料收集方法有观察法、访谈法、文本法等。质的研究法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工具和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陈向明，2000）。就理论渊源而言，质的研究方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现象学、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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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eneutics）、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民俗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也有部分内容源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质的研究广泛应用于多学科的领域。

质性资料的分析与理论建构常用到的一种方法是扎根理论研究法（grounded theory），也称扎根法，是一种以经验资料为基础建立理论的研究方法（Strauss, 1987：5）。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不是先建立理论假设，而是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对所收集的原始资料进行思考、比较、分析、归类、概念化，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采用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说，它是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某种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新的内容、概念和思想。

质的研究的程序不同于定量研究，在撰写质的研究论文时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从论文的组成部分来看，一般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背景知识、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研究结果、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与讨论等部分。在写作过程中要强调对田野工作的展示与反思，而对于个案研究应强调对个案的整体性的展示。这是定性论文写作的特别之处。在呈现研究结果时，可采用类属型、情境型和结合型等处理研究结果的方式。类属型指将研究结果分门别类，以分类的形式给出研究发现；情境型则展示研究的情境和过程；结合型将上述两者进行有机整合。在语用学的质的研究中，一般先采取类属型将研究结果进行整体展现，之后在进行深入讨论时会用到结合型的方法。

尽管量的研究法和质的研究法在具体功用、操作步骤、结果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但它们作为研究方法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因此任何关于两者孰优孰劣的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都是进行语用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及重大突破的基本方法。由于语用现象具有错综复杂的特性，很多时候需要将两者进行巧妙结合才能完成研究任务。这一点在语用学的发展实践中并不难发现：研究者把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语料中获得的原始语料尽可能量化、数字化，进而统计分析以弥补质性研究主观性的弊端，同时也尽可能在问卷调查法、实验法等量化研究中增加研究者深度访谈和实地观察的实践，以避免全盘数据化的刻板，弥补量化研究因过度形式化而削弱解释语用现象的力度。不过，到目前为止，语用学较多地采用质的研究法而较少采用量化法，因而导致相当多的理论暂时未能得到系统的证明。鉴于这种情况，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倡以量化的方法来研究语用学，这种取向充分体现在实验语用学的产生上。不论是质的研究法，还是定量研究法，只要能有效地解决研究中的问题，都是好方法。

1.3　语用学的学科渊源

语用学是人文科学整体水平发展到一定层次而产生的新生学科，有着多元的学科渊源。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其他学科如语义学等学科都为语用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这种多学科渊源使得语用学能对语言的使用作动态研究，这种传统也使得它能不断突破局限，拓宽研究视野。

1.3.1　语用学与哲学、逻辑学

首先要提到的是语言哲学和逻辑学。语言哲学家Frege、Russell、Wittgenstein、Austin、Grice以及西方哲学日常语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对语用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语用学很重要的一个理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就是语言哲学家Austin（1962/1975）提出来的。Austin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Searle（1969）对言语行为的研究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数年之后，Searle（1975,1979）深化了言语行为理论的研究，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并发展了语用逻辑。1985年，Searle & Vanderveken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理论——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对言语行为语句特别是其中的施为用意（illocutionary force）做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逻辑的发展已经接受语用学的原则和方法，那种与人无关并且试图适用于一切人的逻辑理论受到了挑战，无人在场的逻辑学已经变成了有人在场的逻辑学。这一转变使得逻辑学在语用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而另一位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1975）提出了会话合作原则，为解决语义、语用和自然语言逻辑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认为逻辑算符∧，∨，[image: alt]
 ，～，[image: alt]
 等与其所对等的自然语言符号and，or，some，not和if ... then之间的差异仅仅是使用上的差异，例如She got pregnant and married与She got married and pregnant，用逻辑来分析分别是p∧q和q∧p，它们在逻辑上是完全等值、不存在任何差别的，但在自然语言上它们的意思显然存在差异。据此，Grice指出逻辑分析只能解决日常语言中的部分语义问题，其他的意义部分要通过语用或其他方法来解决。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把上述两个例子的意思看成是p∧q/q∧p加上额外的语用含义，这样就较好地解决了之前的问题。语用形式推理也体现了逻辑学在语用学中的渗透。

在语用学的视野中，逻辑学重新获得人的维度。逻辑学是从来不关心人的，这来源于逻辑学根深蒂固的观念：逻辑要为思维立法。因此，逻辑学只有抽去人的因素，它才能适用于一切人。在传统逻辑和近现代逻辑中，人的因素都被排斥于逻辑学之外，为的是使它们能适用于一切人。但是，这种做法在语用学领域行不通。在语用学中，话语的意义与发话人、受话人、时间、地点等语境要素密切相关。例如，“他说他是好人”这句话有多重含义，语句中的两个“他”可能指同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两个人，必须结合语境才能确定它的真正含义。

1.3.2　语用学与符号学

语用学与符号学也有着密切联系。语言哲学家如Wittgenstein、Austin等认为，语言的意义不仅与语言的形式结构和意义相关，而且与语言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的意向有关。而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即交际者是语用学研究须关心的焦点之一。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初，Saussure和Peirce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分别使用了“semiology”与“semiotics”的术语。Saussure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是符号系统中最重要的一支。他探讨了符号的社会功能以期建立一种符号学，使语言得到科学描述，“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符号学（semiology，来自希腊语semeion‘符号’）。……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高名凯，1982：38）。Peirce对符号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符号、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的三元关系，对后来符号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到了很大作用。现代符号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Morris，他提出了有关符号的系统化理论（1938；1946），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他对符号学的三分法，即把符号学分为符号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以及语用学。前文已经提到，“语用学”这一术语就产生于此。后来，Morris（1946：219)将语用学重新定义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它研究符号的来源、应用及其在行为中出现时所产生的作用或效果”。这两个定义是语用学最早的定义，而它们都是从符号学出发的，因此说语用学源于符号学丝毫不过分。

1.3.3　语用学与社会学

语用学的社会学倾向源于欧洲，首见于英国、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之后盛行于欧洲大陆，接着蔓延到其他区域直至澳大利亚（何自然、陈新仁，2004）。社会学（sociology）研究诸如劳动、文化、道德、职业分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语用研究的社会因素，语用学与社会学之间由此就建立了联系。语用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外交、社会阶层等社会因素都紧密联系，受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影响，是一种与社会语言实践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反过来，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对不同职业的语言特色、会话特点等进行分析。例如，语用学理论可用于法庭语言特点及其语用功能的研究，也可以用来对法庭审判时的交际过程进行分析。与此类似，临床语用学（clinical pragmatics）则对医-患语言、临床语言进行语用学研究，研究对象为医疗门诊、临床护理、保健护理（如产前保健、美容护理等）、健康咨询等场合下医生与患者、护士与患者、医疗工作者与咨询者、医生与护士等之间使用的专业性话语（它们统称为医疗话语（medical discourse））。这一领域还可以延伸到语用损伤（pragmatic impairment）的研究（见本讲阅读文献），研究脑受损、脑外伤等患者所出现的交际混乱（communication disorder）等语用问题。语用学理论还可以从语用策略和语用效果角度对社会用语进行较系统的分析等等。

除此之外，语用学与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目前为止，它们都以质的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重视实地调查，收集原始材料（语料）。它们在收集口头、书面等一手语料时会分别使用现场录音、拍照等方法，也经常会利用媒体提供的现成报道、谈话录音、文学作品、报刊杂志等二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只不过它们对这些材料的研究的切入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语用学的社会学倾向要求语用学关注语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环境中语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Fasold（1993）甚至认为语用学尽管涉及语境，但它应被看成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部分。可见社会学对语用学的影响之深。

1.3.4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心理学

语用学与认知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哲学上看，认知语言学是对哲学中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背离，倡导体验主义（experientialism）。Lakoff等（1999）提出了以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为主要内容的体验哲学观。认知语言学坚持体验哲学观，以身体经验和认知为出发点，以意义研究为中心，旨在通过认知方式、概念结构、人类认知等对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规律做出一致性解释。受体验哲学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坚持认为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所谓“认知”的中间层次，概念是通过身体、大脑和对世界的体验形成的，特别是通过感知和肌肉运动能力而得到的，并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被理解。认知语言学与心理学也有着密切联系——受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或Gestaltism）的影响，认知语言学强调整体知觉在学习和记忆中的作用，认知过程通过整体结构进行而不是通过符号的机械运算。在认知语用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引入认知语境这一因素来解释语用认知过程。但是在认知操作过程的探讨中，一般采取思辨、理论驱动的方法，由此建立各种认知模型，或称理论。关联论和顺应论都可以归入到这一类中，它们是认知心理学与语用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认知心理学上的研究成果能为某些语用现象提供解释、验证或理论依据。近年来，随着实验语用学的兴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为语用实验的设计提供了便利。这样也能克服目前认知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足，譬如，认知过程原本就是主观的，如果研究它的方法还是主观的，那么陷入以偏概全、循环论证等困境就在所难免，而采取客观的实验方法或许能较大程度地解决这些问题。

1.3.5　语用学和语义学

语用学和语义学都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但两者之间的分界问题仍未见分晓。语用学通常被理解为研究语义学不涉及的那部分意义。广义而言，语义学研究非语境中的意义（Lyons, 1977; Levinson, 1983），而语用学则研究语境中的意义，即话语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发话人意义。例如：

（1）It was very considerate of you to drink all the milk when you know I need some for the baby.

此例中considerate的非语境意义是“为他人考虑周到的”，但根据句子上下文语境，它的语境意义却是“一点也不为他人考虑的”，意思正好相反。这里的语境意义是非语境意义的反语。语用学研究的就是某一话语在一定语境条件下的意义，它与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或目的密切联系。语用学与句法学、语义学的差别是（表1-1，改编自Kasher, 1998: 386）：

表1-1　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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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给出了这三个研究分支的区别，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学界一般存在三种观点（Leech, 1981: 319-320）：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语用学与语义学是互不相同但又互为补充的两个研究领域。第一种观点主要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的生成语义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表达的各种意义都能用句子的语义结构式或逻辑式来表达，所以没必要将语用学独立开来。第二种观点主要以Wittgenstein、Austin、Searle等语言哲学家为代表，例如Wittgenstein主张“意义就是使用”（meaning is use），语言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语义学自然被语用学所包括。第三种观点是一种中庸论，根据符号学视角下的语用学定义可知：语义学指狭义语义学，即逻辑语义学，它研究句子和词语本身的意义，研究命题的假设条件，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不受语境影响的意义。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言语使用上的意义，研究传递语言信息的适切条件，语用学研究的意义是话语行为的意义，是在语境中才能确定的意义。因此，从意义理论整个体系来看，语用学、语义学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研究重点。英国语言学家Leech（1983）指出，语义学揭示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中的句子意义（sentence meaning），语用学揭示三元关系（triadic relation）中的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他使用mean的两个义项来说明二者的区别（表1-2）:

表1-2　Leech（1983）对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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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语用用意：

（2）A: You are a fool!

　　B: What do you mean by a fool?（参见毛利可信，2009：11）

B对fool（笨蛋）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当然很清楚，所以才会生气地质问A：“What do you mean by a fool？”（你说我是笨蛋你什么意思啊？！），这时B不是在向A询问fool的字面意思，而是在质问A：“你为什么要辱骂我？！”，即质问A的话用意是什么。这个例子说明语用学是以发话人的意图为研究对象的。值得注意的是，B在这里行使的是质问而不是询问的言语行为。

我们认为，语用意义传达发话人意图，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其意义会处于待定状态，受话人要利用语境信息作动态解读才能获得正确解读。而语义学关注的意义具有静态性和规约性，是抽象的非语境意义。

1.4　语用学研究的分支

语用学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了数个跨学科的研究分支，如语用语言学、社会语用学、认知语用学、语际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计算语用学、实验语用学等。每个分支下面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甚至独特的研究方法。因本书的后面各讲将详细阐述这些分支，这里只作简单介绍。

1.4.1　语用语言学

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是语法与语用的界面（interface）研究，探讨语言结构及其语用意义之间的关系，主要对相同或相似的语言结构在语境不同的情况下所具有的不同语用功能进行研究。如：

（3）A. Perhaps you could read through this by Friday.

　　B. Could you possibly read through this by Friday?

（4）A: Have you bought your coat?

　　B1: Yes, I have.

　　B2: Yes, I have bought my coat.

例（3）中的两句话所表示的命题意义大体相同，但语用意义有差别：A听起来给人一种居高临下、命令式的感觉，B相对较为缓和、客气，尤其适合于在陌生人之间打交道。例（4）中的B1和B2都给出了肯定回答，但B1是采用正常的英语语法表达，让人感觉自然得体；B2重复了发话人的部分内容，并且这种重复不为英语语法所需要，这就流露出受话人对发话人表现出急躁和不耐烦的情绪。

1.4.2　社会语用学

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研究社会各组织架构与语用之间的关系，包括Leech（1983）所提及的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社交语用学主要指对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社交与文化的研究。社会语用学涉及的课题有：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进行研究，例如对话中的面子研究；语言与文化、语言与民俗、语言与教育、语言与经济、语言与政治、语言与外交等方面进行的语用研究；不同行业如医学、法律、经济、广告中语言运用策略和技巧的研究等。

1.4.3　认知语用学

认知语用学（Cognitive Pragmatics）研究话语的认知加工过程。顺应论和关联论是这方面的理论。顺应论提到的意识突显（salience）其实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是信息加工的一种方式。关联论认为人们能不断认知对方交际意图进行成功交际的原因是：交际是一个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过程，交际双方说话是要让对方明白；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得益于寻找关联的最佳认知模式：通过利用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之间的最佳关联进行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取得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最终达到交际成功。语境假设指认知假设，即在话语明说（explicature）的基础上，受话人根据认知语境提供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语信息而作出的关于当前语境的假设。语境假设会因人而异，所以就造成对同一话语的不同理解。

认知语用学是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之间的跨面研究，主要以话语理解为研究对象。它为言语交际过程寻找认知心理理据，为语用推理机制作出解释。

1.4.4　语际语用学

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研究人们使用二语／外语时的语用行为，探讨二语／外语习得者母语和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间的关系，是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SLA）和语用学的交叉研究。语际语（Interlanguage），又称中介语或过渡语，指学习二语或外语的人所使用的非纯正的语言。语际语是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套用母语模式或滥用目标语模式或用已学过的词汇及语法绕弯子说话造成的（王宗炎，1988）。语际语用学研究如何理解语际语中的话语、语言行为、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和语际语言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效果（Kasper, 1989）。Kasper & Blum-Kulka（1993）指出，语际语用学的任务是研究人们运用二语／外语时的认知能力、产生语用失误的原因以及人们用语际语进行交际时所达到的语用效果。

这一方面的成果可以用于指导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指导学生在使用目标语时要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将所掌握的词语、语法规则进行恰当运用，有效地进行语用习得。

1.4.5　跨文化语用学

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研究在使用二语／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出现的语用问题，内容涉及对比语用研究和语际语（或中介语）的语用研究等内容（Kasper,1989），探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差异、语用近似、语用失误以及本族语者对语用失误的容忍度和接受度。“请求”、“道歉”、“致谢”等言语行为能体现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本领域研究的基本切入口。跨文化语用学通过对两种语言的语用成分进行系统对比有助于了解两种语言在表达含意、前提、施为用意等方面的异同，有利于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方面相互了解与交流。跨文化语用研究可从语用语言学和社交-语用学两方面进行（何自然、冉永平，2009）：语用语言学范围内的跨文化语用研究通过考察同一词语的不同文化内涵、同类篇章的不同结构、操不同语言的发话人在表达同一事物时在逻辑思维方式、语法等方面的差异，来研究语用上的差异；社交-语用学范围内的跨文化语用研究探讨参与交际的文化因素。例如，操外语的人依附什么样的文化背景进行交际，打招呼时该遵循哪种习惯，怎样得体地向外国人表示感谢、道歉或提出请求，这些都是跨文化语用学感兴趣的内容。

1.4.6　计算语用学

计算语用学（Computational Pragmatics）指与计算机等技术相关的语用研究，涉及人工智能、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机助网络交际、基于语料库的语用学研究（Corpus-based Pragmatics）等内容。机助交际（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如互联网）指借助计算机网络所进行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传递。CMC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CMC变得日益频繁，QQ聊天与论坛、BBS论坛、Blog（博客）论坛与回应、MSN交流、电子邮件、视频对话、声频对话等已成为重要的CMC形式，它们也具有语境的互动性，与电话、电视等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交际手段（何自然、冉永平，2009）。

人机互动以及CMC交际中的话语衔接、人际关系构建和维护、言语行为类型等都是本领域的重要议题。计算语用学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从日常言语交际扩展到QQ、E-mail、BBS、Blog等网络交际语言，有利于构建全面的语用学理论。

1.4.7　实验语用学

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是研究语用学、心理语言学和推理的心理机制的全新学科（Sperber & Noveck, 2004: 1），涉及语言学、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是语用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Experimental Pragmatics 这一术语最早见于1999年的Cognition杂志（Nicolle & Clark, 1999: 165）。从广义上看，它指以定量研究法为手段来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定量研究法主要指调查法（如问卷法、调查表法、随访法等）和实验法（涉及对特定变量的人为操纵）。从狭义上看，它只指使用实验法来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这也是广为接受的观点。

实验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例如可以用它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致谢、道歉等言语行为，或用它来研究学习者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的发展等等。但最近的发展趋势是倡导将实验法推广到语用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例如话语理解和产出时的认知加工过程。在这一视野中，语用学的理论几乎都能通过制定一定的实验方案得到（局部）验证。探讨人类大脑的语言机制是整个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不同的分支研究这一机制的不同层面。语用学研究这一机制中的得体使用和正确理解话语这两大层面，而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心理加工过程。基于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实验语用学尤其主张采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手段和技术来探讨语用研究课题。

实验语用学已经在欧洲、美国兴起，中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实验语用学对研究者的要求近乎苛刻，它几乎要求他们同时具备语用学、心理学、统计分析、实验设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求他们是电脑操作高手，能非常熟练地使用软件进行运算和编程，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5　语用学的热点议题

语用学研究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充分展示了语用学多元化发展的路向（李捷，2008a），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下文根据现有文献，对时下的热点议题进行评述。

1.5.1　词汇语用学

词汇语用学（Lexical Pragmatics）是基于语用学与语义学、词汇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之间的界面研究，指“试图对与词汇的语义不明确（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问题密切联系的语用现象作出系统的、解释性的说明”（冉永平、张新红，2007：22），包括形容词或词缀的语用属性、语用畸形、词汇阻遏现象、词义调整、标记语的语用功能等研究课题。语境、交际者、发话人意图等语用动态因素在词汇语用学研究中的作用显而易见。因此，词汇语用学研究通常依托于会话含意学说或关联理论：前者主张词项的表征具有语义上的不明确性，理解语义不明确的词汇须结合语境和常识进行必要的语用充实；后者则认为词汇语用学研究词汇的字面意思在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收窄、近似、喻化、扩充，这些调整都是基于最佳关联而作出的假定，通过调整语境，提取相关的百科信息，就能获得预期的理解。

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些课题的研究已取得喜人进展。例如，冉永平（2005）提出以语境为基础的词义语用收缩与扩充的语用充实模式，并从关联论的视角作了解释；牛保义（2005）在研究中发现动词的语义修正在作格句引导话语参与者实现语用功能的过程中表现为语义功能的收窄等等。尽管词汇语用学刚起步，但已体现了语用学研究的一个精密化态势，能为语用意义的自动识别提供有益的启示。

1.5.2　法律语言的语用分析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和法学的交叉研究，研究语言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语言行为的特点、规律及其运用（杜金榜，2000）。作为一种机构性语言，法律语言是一种具有某种特殊用途的语言变体或语域：在语篇结构层次上高度程式化，注重前后层次、埋伏照应、结构严谨、详简得当；在句法层次上多用结构紧密、说理完整的长句，使用并列结构和复杂的同位语成分；在词汇层面上既使用法律术语，也使用一般词汇。因此，语用学理论如语用前提、言语行为理论（如张新红，2000）、合作原则（如廖美珍，2004）、顺应论等都可成为法律语言语用分析的理论基础。从语用前提的角度关注法律语言几乎在语用学诞生之初就已开始：通过使用类似“你在抢原告的钱包时有没有看清她的脸”等带有预设的庭审提问，律师能轻而易举地将被告引入到预期的陷阱：不论被告的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被告抢原告钱包这一事实都成立。正因为预设的奇妙作用，有关学者呼吁庭审禁止使用预设。冉永平、张新红（2007）以顺应论为依据，提出庭审提问是一个由提问者根据法律程序、机构权利和心理动机等三个语境因素进行语言选择的动态顺应过程，为研究法律语言提供了新视角。

法律语用学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目前研究的语料多为法律文本或二手的口头语料，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更多的田野调查，采取现场录音、拍照等方式取得一手语料。除了研究庭审提问，我们也可以分别关注法官、律师、被告、原告和证人等单方交际者的语言运用规律。由于法律语言可能承载着当事人的隐私以及受到其他因素的限制，法律语言的语用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1.5.3　语用意义的自动识别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语用学交叉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学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语用意义的自动识别问题。语用意义即发话人意图，是语言结构在具体交际语境中的动态体现。语用意义自动识别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定性、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语言结构、交际语境、语用意义三者间的相互关系，并借助一定的形式化手段对它们分别进行表征，然后建模确立三者之间的关系（杨平，2007）。以“语用意义”的不同定义为线索，语境形式化有语境规则化和语境数字化这两种处理方式，它们分别与逻辑规则推导模式和统计型模式两种语用意义自动识别模式相对应（见冉永平、张新红，2007）。前者包括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BDI（Belief/Desire/Intention）模型和以会话发展和动态模型理论为出发点的DMS（Dialogue Management System）模型，后者主要指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线索模型即clue-based模型。BDI模型主张语言的使用是用言语发出行为的过程，而在发出言语行为时，人们总抱有一定的意图（intention）和愿望（desire），同时还必须对交际对方的知识状态有一定的信念（belief）和推测。因此，在BDI模型中，语境、语言形式和语用意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根据信念、意图、行为计划的形式化表征、有计划的推理规则和定理证明公式三个方面来确立的。DMS模型是以“寻求信息”为目的的人机对话系统中对话处理器（DM）的关键成分，主要利用语境知识和自然语言引擎处理系统来解释发话人意图和交际目的并生成回答。其中的语境模式由世界知识及其应用模式（World and Application Model）和语篇模式（Discourse Model）构成。DMS模型克服了BDI模型只研究孤立话语、不考虑整个会话的流动性和语境的动态性及复杂性等不足，能较好反映交际的动态性。

与以逻辑和哲学理论为基础的BDI模型和DMS模型不同，clue-based模型从概率理论和定量统计分析出发，强调语言结构显性特征在理解语用意义中的作用。“Cue”（线索）实质是指词汇、句法、语调和语篇等层面上的特征，它们使得语境和语用意义在语言形式上充分体现出来，语用意义与线索之间存在一定的概率关系，语用意义和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概率算法得以表征。

语用意义自动识别研究要求研究者不但具有语用学的背景知识，还必须具备扎实的计算机编程及应用功底。由于语境这一十分活跃因素的参与，动态的语用意义自动识别研究比静态的句法意义的自动识别研究相对要艰难得多，要走的路也更长。

1.5.4　语言模因现象的语用研究

自《现代外语》2003年第二期发表我国第一篇试图将模因论（memetics）与语言语用结合起来研究的论文（何自然、何雪林，2003）以来，短短几年间，模因（meme）语言语用研究在国内越来越受到注意。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模因的理论框架经学者们的努力正日渐成型（何自然，2005，2007）。语言模因论认为模因与语言相辅相成：模因可以通过语言复制、传播而生存，语言是模因的主要载体之一；模因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发展，使语言在保持连续性的同时永葆活力。语言模因论还主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模因，可以体现在词语、句段乃至篇章层面，以重复与类推为复制传播的重要机制；语境是推动语言模因传播流传的重要动力；语言使用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和交际意图有选择性地重复或类推出某种语言模因，帮助自己有效地达到交际目的。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与不同的语境相结合，出现新的集合，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交际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和交际意图需要将储存在大脑里的各种信息或直接套用，或部分地调出、改造、模仿，组成新的模因变体。

经过近十年的探讨，学界对语言模因的关注已经从最初的表层现象描写转向了较深层次的理论构建阶段。在语用理论的引进与吸收问题上，我们基本认同“引进较多，原创很少”这个事实。语言模因论是国内学者吸收这个学科在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首次提出的、用于解释语言语用现象的理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会话合作原则、关联论、顺应论等颇具影响力的语用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便会发现国内学者现在走的道路与上述原创理论提出者所走过的道路是多么的相似。对这一勇敢的尝试，我们应多加鼓励和支持。

1.5.5　语法-语用界面研究

语用与语法之间沟通的方式有两种：互相区别和相互联系。在语用学产生之初，着眼点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以便确立各自的研究任务。时过境迁，目前的热点是二者之间的联系。Brisard等（2009）和Ariel（2008）提到了语法-语用界面研究问题，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语法和语用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语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长期的语用过程中形成的。同一说法被广泛使用，形成规律，就会成为语法。

语法-语用界面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语法识别和语用解歧。语法识别，指语言作为代码信息在规则、语义、结构方面的识别。代码信息有各种各样的特定形式，它们可能是唯一的，也可能是可选择的；它们有类型的区分，并受规则和逻辑支配，遵循一定顺序和语义进行组合、排列。只凭语法代码信息识别语句结构，有时是无法确定其句意是否通达的。它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发话人的认知语境。在语用解歧方面，词的歧义无法从语法或代码形式去识别，要靠上下文和语境来帮助解歧：

（5）a. At the end of the road was a bank ...

由于the road的导引，受话人会认为这里的bank指银行，但随着情节的展开——

　　b. At the end of the road was a bank ... a steep mud bank.

随后听到的bank是陡壁的、泥泞的（steep mud bank），这时受话人就会明白这里讲的是一道堤岸，而不是银行了。代码识别和语用解歧其实就是识别句子意义和理解发话人意义的另一种表述。代码识别得出的是句子的字面意义、不依赖语境的语义意义，语用解歧分辨的是发话人的意向，是依赖语境推出语用意义的过程。

语法-语用界面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同义语法结构的语用差异。美国语言学家Bolinger（1977：X）说过，语言本身可以做到“一种形式表达一个意义，一个意义使用一种形式”。Quirk也曾指出：没有意义上的差异就没有形式上的不同。所谓同义结构其实并不同义，因为它们的形式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何自然，2000：39—47）。同义结构存在语用差异，这是语法-语用界面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部分。请看例子：

（6）a. It is right for you to do so.

　　b. It is right of you to do so.

　　c. You are right to do so.

上例a、b、c句式不同，意义近似，似乎可以互换。但（6a）可改写为For you to do so is right，语用上强调对行为作出评价：做这件事是正确的。（6b）的right在语用上既对行为作出评价：it is right即to do so is right，也表达了当事人的特性：right of you即you are right。因此，（6b）讲的是：做这件事正确，（可见）你是正确的。（6c）讲主语you的特性，同时也表明you是行为to do so的主体，不过语用上主要是强调当事人的特性：（且不谈你做什么）你是正确的。类似例（6）的三类同义句式在英语中是常见的。其中的形容词大都是一些用于动态描述的形容词，如：foolish, clever, cruel, brave, generous, good (＝kind或well-behaved), kind, rude, reasonable, selfish, sensible, silly, stupid, wicked, wise等。语用上，这类形容词既可以表达发话人认为当事人如何，同时也可以认为当事人所做的事如何。

词类或结构的功能代谢（functional metabolism）是语法-语用界面研究的另一个内容。为正确理解语句，要从形式上进行语法识别，还要进行语义-语用推理，以了解话语字面意义和语用意图。语用推理的结果通过语法化过程而最终演变为一种语法规范句式。语用语法化过程中最常见的现象是词类或结构的功能代谢，指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三者之间的补偿（徐盛桓，1999：10—13），即在一定的语境中，语句某成分本身的功能消失，充当了具有另一功能的成分，从而出现功能之间的代换、固化，最终形成新的语法现象。功能代谢有词类功能代谢和结构功能代谢两种。

词类功能代谢指词类因语用的需要而发生词性转化。当这种转化普遍被语言使用者接受时，不合语法的词类会“合法”地被应用，成为新的语法现象。例如：应语境的要求，会有名词用作动词（N→V）、名词用作形容词（N→Adj）等变化，它们通过语法化的过程而最终被归入原来没有归属的词类范畴。
〔5〕

 例如：

（7）a. The boy jacketed his book. ＝ The boy protected his book with paper. (N→V)

　　b. He filmed the story. ＝ He reproduced the story on a film. (N→V)

（8）a. This furniture is reproduction. (N→Adj)

　　b. His accent is very Oxbridge. (N→Adj)

（9）a．我们学校很郊区。（名→形）

　　b．他的心态和性格很平和、很老百姓……（名→形）

　　c．越来越多的明星不介意拿自己的隐私出来贩卖，只是，在“禁令”之下，他们做得更加巧妙，更加“擦边球”而已。（《新快报》2009/4/29）（“擦边球”＝与政策、法规轻微抵触。名→形）

（10）a．他电话你了吗？（名→动）

　　b．今天你“人肉”了吗？（《广州日报》08/6/26 A26）（“人肉”或“人肉搜索”，指通过网友追索人或事物的底细。名→动）

　　c．这条山寨街是网友从照片中“人肉”出来的。（《广州日报》2009/3/11 A17）（名→动）

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在一定语境中能相互补偿。（7）—（10）各例中，发话人在话语中用名词代替动词或形容词，在语用上能准确传达他当时的主观感受或对事件所抱的态度，从而取得更好的交际效果。（7）—（10）各句失去了动词、形容词具有的施为和描述功能，但用了名词出来顶替，在话语中仍发挥着这些功能。在语用中名物充当施为和描述特性，临时“合法”地变成动词和形容词，这种功能代谢就是一种常见的语用语法化现象。

关于结构功能代谢，可以看一组例子：

（11）a. Children are pleased when they are in the sun.

　　b. Bob is grouchy when he is hungry.

　　c. Cats are lovely when they have green eyes.

在这些句子中，when从句引导时间从句功能消失，顶替了一种条件从句。这种“另类”的when从句修饰的是整个主句，用于把主句描述的情况限制在when从句所描述的特定条件之中（何自然，2000：12—20）：（11a）的Children are pleased在they are in the sun这种条件下才会出现；（11b）和（11c）中的Bob is grouchy和Cats are lovely也只有分别在he is hungry和they have green eyes的情况下才是这样。这种从句固化为限制性when从句可以看成是结构功能代谢，是语用语法化的又一个例子。

语用语法化为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如何演变出新的语法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语用语法化须研究语法／语用界面，探讨语法和语用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认识语用现象的固化过程。语用语法化是语用语法的一个重要部分，需要我们今后认真研究，从而完善语用-语言学的学科内容，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我们的语言实践。

1.5.6　语用与语境研究

语境是语用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之一，要研究语用意义就不得不关注语境。通俗地讲，语境指语言运作的环境；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它指与语言使用和理解过程有关的一切环境。但这个术语从来就没有明确到底哪些才属于与语言使用和理解过程有关的环境。过去，语境往往指语言语境，即上下文，但这个定义太狭窄了。上下文只是语境的一种，常见于句段、篇章，它可能指词语与上下句段或篇章之间的意义关系，所以，当代语言学家把上下文看成是linguistic context，或称为co-text（=the actual text surrounding any given lexical item；McCarthy，1991：64）。这样的语境，分析起来往往是一种静态的观察，不能反映语境的全貌。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语境（context）指在语言运作过程中与之有关的语言或非语言成分，是产生话语的环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discourse is produced；ibid．）。人们依据话语产生的环境，判断出话语表达的意义。不过，如果把语境中的上下文（co-text）分离出来，不把它看成是语境的组成部分便说语境（context）是产生话语的环境，那么语境的定义就会不够全面，话语意义也就不一定能够被准确认知了。有学者之所以主张语境不包括上下文，是因为他们认为上下文只用来分析现成的语段篇章，是形式的、静态的。他们强调语境与语言行为的过程有关，涉及说话双方的主观成分，而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环境。他们认为，由于语境会随着语言运作的变化而变化，它必然具有不断变化的动态性。

可以说，当代语用学对语境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广泛性和动态性。1）语境的广泛性。所谓语境的广泛性指语境不再局限于语言语境，即上下文。语境是广泛地与语言意义表述有关的一切因素。如果我们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那它必然是在社会的某种环境中使用。这种与语言运作有关的社会环境范围很广，很复杂。它不但指语言运作的现场，而且要考虑语言运作者双方的身份、地位、性别、长幼，双方的语言、文化背景、思想意识及民俗习惯。2）语境的动态性。所谓语境的动态性，就是说不能将语境理解为固态的，不变的。相反，语境是动态的，因为它主要与言语有关，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内容、目的以及这些内容和目的本身都可能出现种种变化。曾经有学者谈论语境时，以为语境是一个约束人们运用语言时不可抗拒的“无形的恢恢的网”，认为语言使用者是“语言环境的奴隶”（钱冠连，2002：81）。其实，这个看法过分强调语境的客观性，把语境固化了。人们为了成功交际而使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绝非是屈从于语境，被动地使用那些可以不经脑子的、固化了的语言。

语用学是研究意义的，但它研究的意义往往与语境有关，语用学家们重视从语境的角度研究语用学。他们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语境意义的学问（Yule，1996：3）；语用学研究话语如何在情景中获得意义（Leech，1983：13)；语用学研究如何利用语境来推断出意义（Fasold，1993：119）；语用学研究由社会语境确定的人类使用语言的条件（Mey，2001：42）。关联论（Sperber & Wilson，1995）认为，动态的语境有助于获取事物认知的最佳关联，从而在交际过程中只需付出较少的努力就能推算出最大的认知效果。顺应论（Verschueren，1999）则认为语言使用过程中选择语言必须与语境顺应；语境是在交际中动态生成的。语境有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前者包括语言使用者（utterer-interpreter）、心理世界（mental world）、社交世界（social world）和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等因素；后者则是我们通常说的上下文，包括篇内衔接（cohesion）、篇际制约（intertextuali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

近年来，语用学界对语境的研究不断升温。van Dijk（2008）回顾了过去几十年语境学研究的进程指出，话语研究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两个新兴领域，过去主要关注的是语篇和话语的结构和策略，但忽略了对语境的研究。在现有的研究中，人们又常有一种根本的误解，以为各种社会因素（如性别、年龄等）直接导致了语言使用的变异，以为处于相同社会条件中的人会以相同方式来讲话。这种客观主义语境观隐含一种无端的决定论，会给人以误导，因为事实上男性讲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人讲话也不只限于一种风格。van Dijk认为，在社会结构和话语之间尚有一个环节，那就是语境。首先，这种语境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是交谈者在交际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心理模型；其次，交际者根据具体情境中的相关特征来建构语境，表现为场景记忆（episodic memory）中的情景模型。例如，男人可以同时具备父亲、丈夫等身份。当父亲与儿子交流时，他的父亲的身份特征才是相关的，而作为丈夫的身份特征则会因语境不相关而隐藏起来。据此，他提出了语境的社会认知说（socio-cognitive theory of context），认为语境会因人而异，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的心理模型，是关于交际环境的心理建构。

如果说van Dijk强调语境的社会认知成分，那么Verschueren（2008）突出的却是语境与结构之间的动态性。我们在前面提到，当代语用学认为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话语的运作不受制于预先设定的语境，相反，语境是在话语的运作过程中随话题和发话人角色的变换和话语结构的不断选择而不断变化的。Verschueren从顺应论角度探讨了语境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他认为，人们经常把语境与意义联系在一起去讨论语境如何影响意义的解读，却很少探究语境与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作为顺应的对象，结构指话语选择来表达意义的语言组织形式，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语篇、语段、语句、词组、词汇等的组合。作为顺应的因素，语境指的是交际事件的各种因素组合，涉及语言使用者、客观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以及语言的上下文等，由交际双方视线所及来确定。这就是说，语境是由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创造的，而不是事先确定的。语用学研究语境中的意义，语境与语用研究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受限于研究条件，目前对语境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练习题

1．什么是语用学？宏观语用学和微观语用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2．语用学的研究层面有哪些？

3．质的研究方法与量的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4．什么是语境？它在语用学研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5．试设想出至少四种语境说明下面这个对话中Mary要表达的意思。

　　John: Look! Peter's coming.

　　Mary: Oh, I wish it were Susan!

6．阅读下列材料。

语境：Sandy的祖母不小心被一只猫绊倒摔伤过世了，她很难过。下面是她的几位外国朋友安慰她的话：

Katherine: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Leslie: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grandma.

Wendy:　　I was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grandma killed herself.

Ninja:　　I was very sorry to hear your grandma tripped over the cat, cartwheeled down the stairs and brained herself on the electricity meter.

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以上哪些话语是得体的？哪些是不得体的？为什么？

文献选读

Language is central in mainstream pragmatics. Sperber and Wilson (2005: 468) define pragmatics in general terms a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language' and more specifically as 'the study of how contextual factors interact with linguistic meaning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tterances'. Virtually all pragmatics textbooks similarly assume the centrality of language (e. g. Green, 1989; Grundy, 2000; Leech, 1983; Levinson, 1983; Mey, 2001; Thomas, 1995; Verschueren, 1999; Yule, 1996). It is rather surprising, therefore, to find that a great deal of published work on pragmatic impairment appears to make no such assumption. Rather than an exclusive focus on language, it is common instead to find non-linguistic features of communication such as gaze, gesture, posture and social rapport described as examples of pragmatics even when they occur independently of language use.

Dronkers, Ludy and Redfern (1998), for example, assume that pragmatic behaviour is isolable and distinct from linguistic behaviour, as is evident from the title of their article, 'Pragmatics in the absence of verbal language'. Others feel a need to distinguish at least implicitly between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pragmatics by using terms such as 'pragmatic language impairment (PLI)' (Bishop, 2000) and 'pragmatic language disorders' (Martin and McDonald, 2003; my emphasis). It would seem that many language pathologists, despite acknowledging mainstream pragmatics as their information source, at least covertly take a much broader and less exclusively language-oriented view than linguists-far closer, in fact, to Morris's original semiotic conception of pragmatics a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signs to interpreters' (Morris, 1938: 6). Why should this be so? Firstly, clinicians frequently encounter individuals with minimal linguistic capacity — for example, following a stroke — who are nonetheless able to communicate quite effectively using nonlinguistic and nonverbal means such as body posture, gaze and gesture (e. g. Goodwin, 2000b).

(Indeed, therapy often concentrates on these spared abilities as a means of compensating for linguistic disability (Carlomagno, 1994; Davis and Wilcox, 1985. ))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equally familiar with the converse situation — for example, individuals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 who are unable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despite having reasonably good linguistic abilities (e. g. Blank, Gessner and Esposito, 1979). The key factor which differentiates such cases is the level of competence in a range of nonlinguistic cognitive capacities such as memory, attention and inferential reasoning, and clinicians have thus tended to be far more aware than linguists of the role of cognition in pragmatic functioning (Perkins, 1998c). A further motivation for a semiotic view of pragmatics comes from neurolinguistics, which suggests that much of what is commonly understood as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controlled by the right cerebral hemisphere, as opposed to linguistic competence, which is subserved to a much greater extent by the left hemisphere (Paradis, 1998a). This apparent double dissoci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pragmatics evident in clinica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rather than focusing so exclusively on linguistic pragmatics, as linguists and pragmaticists have tended to do so far, it might be more fruitful to consider in a more integrated fashion the role of nonlinguistic as well as linguistic, and of nonverbal as well as verbal, competencies in pragmatic functioning. Thus we might define pragmatics generally as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capaciti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Some progress in this direction has been made by theories of pragmatics such as Relevance Theory (Sperber and Wilson, 1995), which emphasizes that language is one communication 'aid' among many, albeit a uniquely complex and central one. Also, the pragmatic significance of the way in which communication may be distributed across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modalities has started to be addressed in the psych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language (Clark, 1996; Kendon, 2004; McNeill, 2000a) and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Kelly, 2001). What has not yet been fully appreciated, though, is the uniqu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such an extended view of pragmatics afforded by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Excerpted from Pragmatic Impairment by Michael Perkins, 2007:9-10)

注释


〔1〕
 　注意：这里的划分依据是他们对语用学的理解，不是他们所在的国家、地域，英美两国的学者中也有持综观论的，反之亦然。


〔2〕
 　该刊前身系国际语用学会（IPrA）曾不定期出版的语用学论文集IPrA Papers in Pragmatics, 1991年改为季刊Pragmatics，从较广的范围刊登语用学论文，将语用学视为语言和交际在功能方面（即认知、社会、文化方面）的综观。


〔3〕
 　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有时也译作定性研究，通常也将它们混作一谈。这里我们采用陈向明（2000：23）的观点，将质的研究与定性研究区别开来。定性研究基本上不要求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一般采取形而上的、思辨的探究方式，结论更多地体现出对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对原始资料的收集，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或构建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哲学思辨、个人见解。这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是不需要建立研究假设，而量的研究中建立研究假设是必要环节。这也是质的研究同量的研究的明显不同之处。语用学中经常用到质的研究方法，例如基于语料的语用学研究。


〔4〕
 　诠释学认为意义不是简单被挖掘出来，而是协商所得的解释。理解本身就是关于世界的实践，是人成为人的条件。


〔5〕
 　近来，有学者（邓云华等，2009）将这里讲的词类功能代谢看作是转类词在语义上的功能转换。他们从认知的角度，用所谓构式语法理论对英汉转类词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各类词的相互转化派生出了新的意义和用法，但我们觉得这些词语本义没有变化，它们仅仅是出自语用需要，在语用语法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功能代谢现象。


第二讲　指示语

导读：指示性（indexicality）是自然语言的固有属性之一。指示语的存在能提高语言的运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冗余，所以指示性也就成了自然语言的一种共性。

指示语映射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体现话语中的空间、时间、移动等概念，它包括话语进程、会话双方相互识别及相互关系等指称信息。指示语所表达的这些指称意义或含义统称指示信息。

2.1　引言

指示（deixis）这一术语历史悠久，源于希腊语，意为“指点”（pointing）或“标示”（indicating）。指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语言现象，反映了语言结构对言语交际中所涉及的人、事、物、时、空等信息的指称、指引关系。指示语（indexical expressions或indexicals）就是行使指示功能的语言结构形式，如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物主代词、时态、某些情态助动词和表示移动的动词、时间和地点副词、某些称谓以及在特定语境中表示事物和人的社交关系的词语或结构。指示语映射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话语中的空间、时间、移动等概念，它包含话语进程、会话双方相互识别及相互关系等指称信息。指示语所表达的这些指称意义或含义统称指示信息。

指示性（indexicality）是自然语言的固有属性之一，是自然语言的共有现象。使用指示语，能提高语言的运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冗余，所以指示性也就成了自然语言的一种共性。语言哲学家Bar-Hillel（1954）在研究“指示语”（indexical expressions）时就指出指示性是自然语言的天然特性，言语交际中所用的大多数陈述句都包含与发话人、受话人、说话时间或地点相关的隐性指称信息，如I，you，this，here，now，yesterday等，要结合相应的语境才能明白它们的指称内容和整个话语意义。指示语的使用和理解与语境密切相关，离开相应的语境，我们就不能理解指称信息，因而不能成功解读话语意义。这一现象一直被语用学家们所关注。Levinson（1983：54-55）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就注意到，离开语境的指示信息很难理解，例如，我们在一办公桌上见到如下留言条：

（1）I'll be back in an hour.

纸条上既没有提供一个可供in an hour参照的具体时间，我们也不知道留言人离开办公室的大致时间，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法知道留言人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没有相关的语境帮助我们来理解这里的时间指称信息in an hour。再如，晚上有人刚说下面这句话时突然停电了，黑暗中受话人因看不见发话人的眼神和手势，也就无法知道发话人所说的两个you和this的所指内容：

（2）Listen, I'm not disagreeing with you but with you, and not about this but about this.

再假定我们从大海里捞上来一个装着纸条的瓶子，纸条上写着：

（3）Meet me here a week from now with a stick about this big.

我们还是没法知道纸条上的me，here，now，this指的是谁、在哪里、何时、带多大的棍子，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收纸条的人是谁。虽然从纸条上句子的语气来看默认收件人是you，但它究竟指谁，我们同样无从知道。这跟我们小时候被大人们忽悠的情形非常相似，例如，当我们向父母央求买个新玩具时，他们总会说：

（4）乖！明天我们再去买！

到了第二天，当我们又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理直气壮地宣布“明天到了”时，他们就会说：“明天不是还没到吗？今天是今天啊！”按照他们的说法，“明天”是永远也到不了的。大人们当时就是利用小孩子对时间指示语的理解不是很在行来逃脱纠缠的。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指示涉及指示语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和理解，是发话人信念和意图在语境中的体现，指示现象体现了语言结构（指示语）与语境之间最直观的关系，要顺利解读指示语就得利用语境，而语用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境条件下的语言使用和理解。这样一来，无论是从指示语的使用还是理解来看，指示语都是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据Verschueren（1999）的观察，作为话语与现实世界联系方式之一的指示语本身并不能提供准确的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需要在指示语境（deictic context）的帮助下，确定出一个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作为参照点。如果指示中心不同，即使指示词语相同，它们所表述的确切信息也不同。通常而言，只有在发话人与受话人共知的语境信息条件下才能准确确定出指示中心（deictic centre），例如：

（5）I'll put this here.

这个例子中有I，this，here等指示语，要理解这些指示语，就要知道它们的指示中心，否则不知所云。指示语通常以发话人所处的语境信息为指示中心，由此产生距发话人物理或心理近、远的“近指”与“远指”。前者如here，this，now，后者如there，that，then等。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表示人称、地点、时间等概念的代词都用来指示。请比较下面几例：

（6）You, you, but not you, are dismissed.

（7）What did you say?

（8）You can never tell what sex they are nowadays.

其中的you在例（6）、（7）中是指示用法（deictic use），在例（8）中是非指示用法（non-deictic use）。原因是，前两句中的you的解读需要借助诸如手势、眼色或其他语境要素，而后一句中的you是泛指，不需要语境信息就能解读。Fillmore（1971）区分了两类指示用法：手势用法（gestural use）和象征用法（symbolic use）。用于手势用法的指示语需要凭借一些体现言语交际事件的肢体语言来确定其意义，这些肢体语言可以是听觉、视觉和触觉方面的，例（6）中的you就是指示语手势用法的一个例子；象征用法的指示语只需要知道言语事件的基本时、空、与话者角色（participant-role）、篇章（discourse）等参数就可以理解，譬如例（7）中的you只需要知道当时环境和参与会话的对象即可。非指示用法还可以区分为照应用法（anaphoric use）和非照应用法（non-anaphoric use），在John came in and he lit a fire 中的he是照应用法（前照应用法，anaphoric use），其中的he承前指称John，而例（8）中的you不以语境为转移，能指任何人，表示普遍适用的泛指，是代词非指示用法中的非照应用法。

为了便于下文叙述，我们在这里先略谈一下指示的分类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将指示划分出不同的类别。指示语按其指示性质及与语境结合的不同情况，可划分为三大类型：人称指示（person deixis），如me，you，him，she；空间指示（spatial deixis），如here，there；时间指示（temporal deixis），如now，then（Yule，1996）。但Fillmore（1971）曾提出，在这三大类型的指示语中，还可以多分出话语指示（discourse deixis）和社交指示（social deixis）这两大类。受此启发，Levinson（1983：68-94）将指示直接划分为人称指示（person deixis）、时间指示（time deixis）、地点指示（place deixis）、话语指示（discourse deixis）和社交指示（social deixis）五大类。在此基础上，Verschueren（1999）又将人称指示并入社交指示中，得出时间指示（temporal deixis）、空间指示（spatial deixis）、社交指示（social deixis）和话语指示（discourse deixis）四大类别。这里，我们除分别介绍这些指示语外，还将探讨它们的语用功能。

2.2　人称指示

人称指示语是言语事件参与者角色关系的客观体现。语言结构形式上的人称代词是语用学上典型的人称指示语，但纯语法的人称代词的使用和理解不需要启动语境参数，因而与语用上的人称指示语不是一码事。何自然、冉永平（2002）这样来区分语法上的代词和语用意义上的指示语：教师在讲授yes-no疑问句型时，要求学生将“I am a teacher”转换成yes-no疑问句，学生可能会给出“Am I a teacher？”和“Are you a teacher？”两种答案，这两个yes-no疑问句都合乎语法，就语法而言，它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从语用上看，根据这里的语境，最恰当的应该是“Are you a teacher？”，因为第二人称才适用于发话人（学生）询问受话人（教师）的身份，而“Am I a teacher？”用的是第一人称指示语，只适用于发话人向受话人确认发话人自己的身份，在这里，显然与该教学活动的语境不符合。鉴于对语用知识的掌握一般要求二语习得者具备更高的语言能力水平，所以在初学阶段，教师对上面两种答案都认可；但随着他们二语水平的提高，教师就会倾向于只认可“Are you a teacher？”这一语法和语用都合格的句子。

人称指示语可分为三类：包括发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指示语，包括受话人的第二人称指示语，既不包括发话人也不包括受话人的第三人称指示语。人称指示语是一般以发话人为指示中心，受话人理解话语时要对人称指示语作相应的变换，这在交际中是不言而喻的。如果随意打破这种默认的交际规则，会造成语用失误，导致交际失败。不过，这条规则的违反却能造成乖谬效果，产生语言结构与语境间的不和谐、不一致，从而引发幽默效果。例如，流行日本动画片《蜡笔小新》中有一句经典中文台词是：

（9）“妈妈，你回来了。”这句话的语境是五岁的小新放学回家向居家的妈妈打招呼，按照常规应该是“妈妈，我回来了”。这里，制作者通过指示语（注意：这里的“你”、“我”要根据语境才能确定究竟指的是谁）的错用表现了小新的怪异性格特征，娱乐了观众。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类似例子（引自Levinson 1983:68）：

（10）A melamed (Hebrew teacher) discovering that he had left his comfortable slippers back in the house, sent a student after them with a note for his wife. The note read: "Send me your slippers with this boy". When the student asked why he had written "your slippers", the melamed answered: "Yold! If I wrote 'my' slippers, she would read 'my' slippers and would send her slippers. What could I do with her slippers? So I wrote 'your' slippers, she'll read 'your' slippers and send me mine".

（译文：一位希伯来语教师发现自己的一双舒适拖鞋忘带了，就差一名学生带着他写给他妻子的便条去取。他在便条上写道：“Send me your slippers with this boy”。当学生问他为什么写your slippers时，他说：“笨蛋！如果我写‘my’slippers，她就会读成‘my’slippers，然后把她的拖鞋拿来给我，我拿她的拖鞋有什么用？所以我就写了‘your’slippers，这样她读到‘your’slippers时就会把我的拖鞋送来了。”）

这些笑话诚然能让人开怀一笑，但对指示语的使用我们也不能大意。下面几节将较详细地讨论上述的三类人称指示语。

2.2.1　第一人称指示

第一人称指示语通常指发话人或说话方，在英语里可以通过I，me，we，us，my，mine，our和ours等语言结构表现出来，在汉语里可以通过“我（们）”、“咱（们）”、“俺（们）”等表现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人称指示语有单、复数之分，从语法语义上来说，单数形式表单数概念，复数形式表复数概念，但是在语用上，情况就未必如此了，例如：

（11）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这里的指示代词we是复数形式，但它在不同语境里可以产生单、复数两种不同的语用意义。假如这话是丈夫受外出办事的妻子的嘱托准备给孩子准备中餐却发现冰箱里面空空如也时，对有些失望的孩子说的，这时we指的就是包括发话人（父亲）和受话人（孩子）的复数意义；假如这话是班长代表全班学生们向他们的任课老师提出的有关作业问题的意见或建议，那么句中的we就不包括受话人在内；再假如这句话是一位父亲对一个因玩耍而弄脏衣服的小孩说的，那它其实指的是小孩而不包括发话人父亲在内，这时候在语用上表示的是单数。基于此种语用现象，学者们在研究we时区分出“包括受话人的we”（we-inclusive-of-addressee；如此例中的前者）和“不包括受话人的we”（we-exclusive-of-addressee；如此例中的后者）。这种区分在let us这一组合的使用中得到充分诠释：let us缩写成let's时，原则上用于包括受话人在内的场合，而let us不包括受话人在内。其中的us也能兼表单、复数语用意义。根据夸克等人（Quirk et. al, 1985）合著的《英语语法大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let's在非常通俗的口语中有时可用作单数，这就是说它可以不包括谈话的对方，而只借指单数的“让我”，相当于let me：

（12）Let's give you a hand. (＝ Let me give you a hand. )

汉语中，“咱”既可以表示单数“我”，也可以表示复数“我们”，可以说是单复数同形的第一人称指示语，下面是有关“咱”的例句：

（13）等咱有了钱，喝豆浆吃油条，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

　　　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等咱以后有了钱，吃包子喝白粥，想蘸醋就蘸醋，想蘸酱油蘸酱油。

　　　包子买俩儿，吃一个，扔一个！

　　　等咱以后有了钱，用Sony带COMBO，想装XP装XP，想装Vista装Vista。

　　　电脑买两台，用一台，留一台。

（14）你若无意向咱行，为甚梦中频相见。（摘自柳永《玉楼春》，黑体为著者所加）

例（13）是一句网上流行语，其中的“咱”指发帖的那位网友；如果这话是现实中一位丈夫对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说的，那“咱”就既指发话人，也指受话人。例（14）中的“咱”指“我”。与we的用法类似，“咱”也有一种不包括发话人在内的用法，用来指称受话人“你”。譬如，在北方很多夫妻不仅用“咱爸妈”指自己的父母，也可以指对方的父母，相当于“你爸妈”；而在南方一般只用“爸妈”来行使相同的指示功能，省略“咱”。

有时候，第一人称指示语的复数代词表示发话人和伴随者，但伴随者在很多语言中不一定都必须指人。在英语中，像“May we come in？”一类话语中的we，很可能是发话人和他的小宠物；在汉语中，小孩子抱着自己的救生圈去游泳，会说“让我们下水吧”，“我们”包括物体救生圈。

2.2.2　第二人称指示

第二人称指示语表示以受话人为中心，可通过英语中的you, your和yours和汉语中的“你（们）”、“汝”、“尔”等第二人称代词来体现。与前面所举例子相似，第二人称代词可以是指示性的，也可以是非指示性的。当人称指示需依靠语境来确指时，就是指示用法；当人称指示无需语境就能明确其所指，或笼统表示泛指时，就是它的非指示用法了。第二人称指示语可以指一个或多个受话人，所指对象是发话人意想交谈的对象，可在场可不在场（如打电话、写信）。you既可以单指又可以复指，在没有语言提示的情况下它的指称是不确定的。例如：

（15）I'm glad that you received my invitation.

其中you究竟是指所有在场的人或是一个人、几个人，难以断定，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确定其所指内容。又如：

（16）I'm glad that all of you received my invitation.

根据例中的语言提示all of you可知you是复指，可指所有在场的受话人，但它也有可能不包括旁听者或发话人的随行者。此外，借助于发话人的手势或者眼神，you还可以指称不同的对象［见例（2）］。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第二人称指示信息有时可以通过第一人称指示语表达［如例（11）］,在汉语中这种用法也存在：

（17）我们要再接再厉，为今年的高考再创辉煌。

这是一位教育局的领导视察一所高中时，在该校的高考动员会上的发言。这里的“我们”指该高中的师生，即“你们”。这位领导通过使用“我们”，给受话人一种亲切感，拉近了双方的心理距离。这种用法在正式场合多出自师长、领导之口，而在非正式场合，常为父母、顾客所用。在语用学上，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语用移情，详见下文。

另一种值得一提的第二人称指示语是呼语（vocatives）。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可分别用作呼唤语（calls或summonses）［例（18）］和称呼语（addresses）［例（19）］：

（18）Hey you, you just scratch my car with your frisbee.

（19）I'd be very grateful, sir, for your advice.

呼唤语和称呼语的区别是：呼唤语常用于句首，作为一个独立的言语行为；称呼语是一个插入成分，放置的位置相对自由。因此，例（19）中的称呼语sir可以放在呼唤语（18）的Hey you的位置上，但（18）的Hey you放在（19）称呼语sir的位置上就不妥了。另外，不是所有的呼唤语都能用作称呼语，但所有称呼语却都能用作呼唤语。称呼语还会随所处语境和谈话双方的感情或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第二人称指示语是针对受话人而言的，在谈及伤痛、犯错、批评等有损受话人面子的事件时，发话人一般会采取某种言语策略来降低受话人的面子受损程度，最常用的莫过于省略第二人称指示语和借用第一或第三人称指示语，下面我们各举一例加以说明：

（20）同事6岁的女儿拔完牙后被同事带回单位，有人指着她的嘴问：“牙还疼不疼？”那小女孩的回答让旁边的一群人笑翻了：“啊呀，牙齿被留在医院里了，我不知道它疼不疼啊！”

（21）某女排教练在总结决赛失败原因时大声地对参赛球员说：“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把既定节奏打出来……”

（22）老师看见小明打碎了教室窗玻璃，准备溜之大吉。老师堵住他：“有人打碎了窗玻璃还想来个‘跑得快’……”

例（20）中的“牙还疼不疼？”是“你的牙还疼不疼？”的省略，是询问伤痛表示关心对方的常用表达法，如“腿好了吧”、“血压没事了吧”等等；（21）中的“我们”是指作为受话人的参赛球员，如果用“你们”就非常直接地表达了教练不满参赛球员的表现；（22）中的“有人”指“你”，肇事者小明，是老师对他的一种含蓄的批评。人类是爱面子的动物，所以在提及伤痛、犯错等消极事件时，我们不要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能够轻描淡写地带过去，就没必要大肆渲染以免损害对方面子。这条语用原则在西方文化中也是通用的，如有人告诉你他外祖母去世了，你听完后最好说I'm sorry to hear that，用表示第三人称的指示代词that来指你知道的那个噩耗，而不是用与“你”相关的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grandmother has passed away。如果使用后者，会导致受话人误会你是在幸灾乐祸。

第二人称指示语在汉语和许多欧洲语言中有“你”—“您”、“ТЫ”—“ВЫ”（俄语）、“tu”—“vous”（法语）、“du”—“Sie”（德语）之分，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和表现不同的情感。由于这些指示语的使用主要取决于社交场合和谈话双方的关系，我们也将之归入“指示语的语用功能”中讨论。

2.2.3　第三人称指示

第三人称指示在英语中可由代词he/she，it，this，that，one，they，these，those等来实现，汉语中则由“他／她”、“它”、“这”、“那”、“他／她／它们”、“这些”、“那些”等来实现。专有名词和称谓名词也可以充当第三人称指示语。第三人称代词常用于照应或泛指，偶尔才用来指示。第三人称指示语的使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三人称指示语转指发话人。第三人称指示语借指发话人本身，常在电话交谈、广播、电视节目中出现，这样能使发话方的立场显得中立，符合特定场合的交际要求。例如：

（23）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准时收看由小丹为您带来的《今日播报》。洗车，对于有车一族的朋友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如果小丹要问，您知道咱们深圳市每年要耗费多少洗车用水吗？（深圳宝安电视节目《三位少年和一座缺水城市》，2007-02-25）

（24）“想肯定还是会去想的，但那毕竟已经是四年前的事，现在的王皓跟四年前也完全不一样了。”（人民网奥运频道，2008-08-17）

（25）Hello, this is John Smith.

（26）Billie wants an ice-cream, Mummy.

例（23）中电视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用自己的名字而不用“我”来指称她本人，从语境来看该节目涉及深圳市洗车用水的一项调查报告，与比较主观的第一人称“我”相比，这里的第三人称显得更加客观，体现了职业主持人高超的言语技巧。例（24）是在北京奥运会上乒乓球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0横扫韩国队后中国乒乓队员王皓接受采访时对公众说的，此前的雅典奥运会他不敌韩国选手，与金牌擦肩而过，这里他用他自己的名字指“我”，在表示本话语的客观性的同时，既表达了自己的谦虚和信心，又警告了对手，用语很到位。例（25）是打电话时接话人的自我介绍，是约定俗成的用法。例（26）是一个叫Billie的孩子对母亲说的，他不说“I want an ice-cream, Mummy”，而是习惯以自己的名字Billie作为第三人称指示语客观地提出要求，同时也为该要求万一被拒绝时带来的失望留出了空间，该例是第三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研究的典型例子，读者感兴趣的话，可以对此作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电视、广播、网络中主持人可以认为自己是与观众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我”或I更能体现主持人与受众之间的友好亲切关系，甚至连“我是主持人某某”中用以标识身份的“主持人”都省去，如：

（27）Welcome to AMERICAN MOSAIC in VOA Special English. I'm Doug Johnson.

（28）说财富故事，品人生百味，欢迎收看财富故事会，我是王凯。

第三人称指示语it在“It's me”中使用时也是发话人向受话人介绍自己的用语，但要符合以下条件：

1）受话人对发话人很熟悉，单凭声音就能辨认出发话人；

2）在电话等双方不是面对面地交际时，发话人深信对方能够根据声音辨认出自己；

3）黑暗中面对面的谈话或见面时因发话人外貌变化很大，对方几乎认不出发话人。

以上条件具备其一便可使用It's me这一用语。换言之，It's me预设发话人与受话人相互认识，对陌生人使用会使受话人莫名其妙。

第三人称指示语借指受话人。第三人称指示语用来借指受话人，常见于小孩与父母和老师之间的交流。

（29）妈妈对孩子：宝宝乖，不哭啦！

（30）Sunday school teacher: "Can my little boy tell me what children go to Heaven?"

　　　Nasty little boy: "Dead 'uns."

例（29）中的“宝宝”指的是受话人孩子。例（30）是一个幽默故事，主日学校的老师用名词短语my little boy指受话人you，并希望他的小学生回答说有福气的孩子（the blessed children）才能进入天堂，可是小学生却出乎意料地回答说死了的孩子（'uns=ones）才会进入天堂，弄得老师啼笑皆非。

第三人称指示语指第三方。这种用法很常见，与以上两者情况相比，它不是语用学关注的焦点。在日常生活中，这方面的经历并不少见：

（31）小王：“我在纽约见到他了，我告诉他你要结婚了……”

　　　小宋：“是吗！他自找的！他当初选择潇洒地离开时，可曾有半句诺言给我？”

（32）Let him have it, Chris.

例（31）是小王回国参加大学室友小宋的婚礼时私下里对她说的，会话中的“他”显然指的是小王的前男友，但究竟谁是旁听者就不得而知了，只有那些语境共知者才能明白。例（32）中的him和it的指代关系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指示用法。比如，这里的him可指John或Bob, it可指一块巧克力或一辆自行车，该话语的意思也会随着其指代对象的改变而改变。从这里我们看出，第三人称指示语指第三方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语用功能：屏蔽发话人不想让旁听者知道但会话双方都共知的信息。这个用法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老时间老地点见，老规矩！”像这样的话语，可以在任何场合当着任何人讲，但旁人很难破解成功。

2.3　时间指示

时间可通过时间指示和绝对时间来表示。指示时间是以说话时刻为参照点来计算和理解时间，如“现在进入辩论的总结陈词阶段”、“今天是春游的好日子”中的“现在”和“今天”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必须依赖说话的时间来确定。绝对时间不受说话时间影响，以日、月、年份等为基础来表示时间，如“2004年6月9日”、“公元前486年”等。由此可见，时间指示用来传达会话所涉及的时间信息，常以发话人的说话时刻为中心，与语境密切相关。要准确理解时间指示信息，必须考虑到时间指示语使用的语境。从语义上来说，时间副词today指言语事件发生的当天，now表示说话时刻，yesterday表示言语事件发生的前一天，next week就指说话之后的一周等等，它们的意义是相对固定的。在语用中，它们的指称却存在很多变数，在不同的语境下上面的today，now可以指this instant，this year甚至this century。

为了理解时间指示信息，我们还要区分历法时间单位（calendric time units）和非历法时间单位（non-calendric time units）。以下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对这两种单位加以比较（表2-1）：

表2-1　历法时间单位和非历法时间单位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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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的区分，英语中的year、汉语中的“年”可以分别理解为历法时间单位“年份”（如“Year 2010”和“2008年”）和非历法时间单位“年”（从2005年8月1日上午8点至2007年8月1日上午8点为两个年头，“2 years”或“两年”）。同理，month和“月”可理解为“月份”和“月”，day和“日”可理解为“日子”和“天”。

不过，有几个特例我们要注意：

1）academic year、“学年”不是历法时间单位，它的起点和终点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对于2006年春季入学和同年秋季入学的06级本科学生，在校四个学年对春季生而言是2009年底毕业离校，而秋季生则是2010年6月底左右毕业离校。

2）季节是历法时间单位，在各个地方和国家都有固定的名称。受纬度、季风、日照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方、各个国家会根据当地的气候特征划分出不同的气候，因而导致它们的起点和终点有所不同。这种情况类似于中国并行的阳历和农历，都是历法单位“年”，在各自的历法系统中一年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固定的，但阳历2004年和农历2004年的起点和终点并不相同。

3）星期是历法时间单位，但以哪一天为第一天却受文化、生活习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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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时间指示语的语境性

时间指示语通常由指示修饰语和时间单位组合而成，其中指示修饰语（deictic modifiers）又由this, next, last等一些指示代词或形容词构成。时间指示语的使用错综复杂，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语境性。

时间指示语的语境性一方面表现在语境优先于指示先用权（pre-emptive）。我们先引用一个例子来谈谈什么是指示先用权。Levinson（1983：75）提到，在“I'll see you on Thursday”这个句子里，如果说话时间就是星期四，那么这句话中的Thursday肯定是指下一个或更远的星期四，不会是指当天，因为时间指示副词today要优先于名词Thursday；如果说话时间是星期三，tomorrow的先用权也排斥Thursday的用法，所以也不会是指说话那周的星期四。由此可见，语用上的指示先用权实质就是指示代词或副词比名词优先使用。不过Levinson对这个例子的讨论显然是从理论上来说的，在现实语言活动中，即使说话时间是指Thursday，也没人会用“I'll see you today”这么蹩脚的话语。如果说话时间是星期三，用“I'll see you on Thursday”来指随之而来的第二天也不见得就怪异，这样究竟是tomorrow优先于Thursday还是掉过来，还得看语境：非正式场合tomorrow优先于Thursday，正式场合Thursday优先于tomorrow。也就是说，在现实言语交际中，像today、tomorrow等具有先用特性的指示词的使用还取决于语境因素。

时间指示语语境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情景时效性。前面我们提到过指示语能提高交际效率，这与指示语的情景时效性很有关系。时间指示所具有的易感知性和使用方便性使它取得了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优势（李军等，2006）。

2.3.2　时间指示语的语法机制

时间指示语可通过词汇、词组、时态等语法机制来实现：

1）时间指示副词

时间副词也可以用作时间指示语，如now，then，today，yesterday，tomorrow，before，afterwards，later，next，soon等等。

例如，时间指示副词now，既可以指说话时间，也可以指包括说话时间在内的一段时间：

（33）a. The boss wants to meet you now.

　　　b. John lives in Chicago now.

再如，时间指示副词then既可以用来表示过去某段时间或某个时间点，相当于汉语的“那时候”、“那时”、“当时”，也可以用来指将来，表示“到那时”。如下例：

（34）I was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 then.

相应的语境可以是：爷孙两个正在清理地下室，突然孙子发现一件年代久远的旧衣服，拿着看了半天，很是疑惑时，爷爷说了这句话。then指的是爷爷穿那件衣服的时候。

其他时间指示副词如today，yesterday，tomorrow，before，afterwards，later，next，soon等也可以从语用的角度来分析，限于篇幅，这里不赘述。

2）时间指示短语

时间短语也可以用来表达指示意义。譬如，the day after tomorrow（后天），this weekend（这周末），next week（下周），next year（明年），from now on（从现在起），from then on（从那时起），later on（表将来某一特定时刻）等固定搭配短语以及由within, in, after, on, from, ago等组成的时间介词短语都可以用作时间指示。

英语中有大量的介词，它们与历法／非历法时间单位组成不同的时间指示短语表示不同的语用意义，我们在使用时须加注意：

a．介词in和after都可组成时间介词短语，但在语用上两者组成的介词短语的时间指示意义并不一样：

（35）He will arrive after four o'clock.

（36）He will arrive in four hours.

例（35）中，after与历法时间four o'clock连用，表示当事人将于四点钟之后到达；（36）中in与非历法时间单位four hours连用，表示当事人将在四个钟头之内到达或经过四个小时后才到达。

in和after的语用区别还体现在after a while和in a while中：

（37）He came back after a while.

（38）I'll do that in a while.

从中可以看出：after a while常指短暂时间后发生某行为，in a while指说话时刻后不久将发生某行为，所以下列句子常让人感觉别扭：

（39）*
 I did it in a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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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fter＋数量词＋非历法时间单位”的语用意义还跟句中动词的时体有关。在“I did it in an hour”中动词为一般过去时，意思是“我花了一个小时做这件事”或“我在一小时内完成了这件事”；若用将来时——“I'll do it in an hour”，还有“我将在一小时耗尽之前做这件事（哪怕我从现在起白费了45分钟后才开始做）”的意思。可以说，“in＋数量词＋非历法时间单位”的介词短语往往含有“特定将来”（definite future）的时间指示信息，而“after＋数量词＋非历法时间单位”则一般指示“特定的过去”（definite past）的时间指示信息：

（40）a. He will die in a few days.

　　　b. He said he would come in a few days.

（41）a. He died after a few days.

　　　b. He came back after five days.

此外，介词in很少与历法时间连用，但介词after能自然地与历法时间单位连用，用来描述话语陈述行为发生在某时间以后的情况，如下例：

（42）I'll be free after two o'clock.

（43）On and after the first of May the railway timetable will be altered.

b．介词in和within接时间单位所组成的短语表时间指示时，意义也不尽相同：

（44）She divorced Schwartz and married Harry in the same week.

（45）She divorced Schwartz and married Harry within a week.

例（44）中的week是历法时间单位，指在同一个历法星期单位里先后发生了“离婚”和“结婚”两件事；例（45）中的week是非历法时间单位，指在一周即七天时间内发生了“离婚”和“结婚”两件事。如果把后句中的within a week改为within the week则意思相当于within the same week, week便指历法星期，两句意思便一样。一般说来，不作历法时间单位的日期名词与介词连用时，通常前面使用不定冠词而不使用定冠词：in a while, within a fornight, in a trice, within a week分别比*
 in the while, *
 within the fornight, *
 in the trice和*
 within the week说起来要自然得多。

c．介词on与历法星期名称连用，也有别于指示修饰语＋历法星期名称。例如：

（46）He was to meet her on Thursday.

（47）He was to meet her that Thursday.

例（46）中的介词短语指说话时刻前某时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四；（47）的时间指示语指与该时间同一历法星期中的星期四。让我们再看下面的例子：

（48）He had arrived in Guangzhou on Thursday.

（49）He had arrived in Guangzhou that Thursday.

例（48)指说话时刻前某时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四，（49）指与该时间同一历法星期中的星期四。可以设想该时间是星期五，这时的that Thursday可以换作a day before；也可以设想该时间是星期六，that Thursday可以换作two days before。但如果设想该时间是星期一，我们当然仍可以换作four days before，但要改成on Thursday而不能用that Thursday了，因为本周的星期一不可能与上一周的星期四同处一个历法星期之中。

3）时、体的时间指示用法

英语中，动词的时和体都打上了时间参照的烙印，因而能用来指示时间。时本身表示的意义就是指话语表述的时间与说话时刻之间的关系；体用来描述一个动作不同阶段的特性，譬如起始、未完成、持续、重复，或终结等。时与体虽然表示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一起配合使用的。这样，时间指示语用意义的理解不只是依赖于时间指示本身揭示的意义，还得结合动词时与体的应用。Bar-Hillel（1954）称得上是最早对时态的指示信息进行分析的学者，他曾指出动词的时态具有指示性，其指示和真值情况要根据说话时间等语境信息才能确定，例如下面一组例子：

（50）a. I am hungry.

　　　b. I was hungry.

　　　c. I will be hungry.

例（50a）表明发话人说话时感觉饥饿的状态；（50b）指发话人在说话之前感觉饥饿；（50c）表示发话人说话之后的某个时候将会感觉饿。由于人说话的时间总会随着话语的推进往后推移，以此为参照点的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是动态的，这样就导致时体指示模糊不清，指示效果不强。

2.4　空间指示

地点指示又称空间指示（spatial deixis），指话语交谈中所指地点在不同语境中的远近所在。英语常见地点指示语有here, there, where（包括旧词hither, hence, thither, thence, whither, whence等），left, right, up, down, above, below, in front, behind等等。地点指示信息来自话语中所谈及物体的所在方位或说话时刻发话人和受话人双方所处的位置。物体的方位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客观的，但由于发话人或受话人所处位置、观察视角不同，加之话语中一些表状态或移动的动词的介入，为表示事物的准确位置和方向，发话人在话语中通常会根据语境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地点指示语。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般认为，英语中表示距发话人物理或心理距离较近的副词有here和指示代词this/these，较远的相应地有there和that/those，它们都可单独使用或组成名词词组。而在理解地点指示语时，受话人会根据语境来适当进行换称，例如寒假时家住北京的A给家住广州的同学B打电话：

（51）A：我们这里好冷，你们那里呢？

　　　B：这里不冷啊，你们那里确实有点冷。

此例中，A与B都以自己的所在地为中心，以“这里”来指称，称对方所在地为“那里”。如果脱离语境，我们很难理解它们的具体所指。

地点指示语是靠语境决定其准确方位的。Grundy（2008）通过描述Durham大学语言学系所处的方位来解释英语的地点指示。该语言学系位于Durham大学沿河校舍的一幢大建筑物的三楼，系的办公室设在正对楼梯的一个房间。沿着走廊离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文学教研室。现在假设有人从楼梯上到三楼，向正对楼梯的语言学系办公室里的秘书打听文学教研室在什么地方。秘书的回答有两种说法，但都准确地讲清楚文学教研室的位置：

[image: alt]


图2-1（引自Grundy 2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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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引自Grundy 2008：30）

（52）Just along the corridor on your left.（见图2-1）

（52'）Just along the corridor on your right.（见图2-2）

这两句话所说的方位完全相反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秘书说（52）是因为她看见问路人从楼梯上来正向着她站着，而文学教研室正好是在问路人左边的走廊上。秘书有时改口说成（52'）则可能是因为看到问路人不是从楼梯上三楼来的，而是已经在三楼，从楼梯右边的走廊过来。他停在语言学系办公室的门口，侧着头向秘书打听文学教研室的位置。看来，（52）只大体指出文学教研室位于楼梯左侧的走廊，没有说明在走廊的哪一侧，而（52'）则清楚地指出文学教研室同语言学系办公室一样，位于问路人正向着的走廊的右侧。前者笼统，后者清楚，皆因问路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地点指示要看以什么作为参照物，从而决定是指示用法还是非指示用法。假如有一张照片，银行家（the Banker）站在中间，两旁分别是杂货商（the Grocer）和政客（the Politician）。现在要描述银行家旁边的杂货商（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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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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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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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IAN

图2-3　地点参照点

说话人可以说：

（53）Well, the man I'm going to describe is

　　　a. to the left of the Banker.

　　　b. on the left of the Banker.

　　　c. on the Banker's left.

在这三个选择中，说话人应该说哪一个才准确地让受话人明白他／她要描述的是杂货商，而不是政客呢？根据Grundy（2008）的看法：

1）a是指示用法。指示语to the left/right of sb.总是以发话人（或受话人）作为参照点。所以，如果要描述杂货商，就应选用a。

2）b可能是指示用法，即以发话人（或受话人）作为参照点，这就同a一样，要描述的是杂货商。但是，b也可能是非指示用法，即以照片中的银行家作为固定的参照点。因此，如果选择b，说话人也可能被误解为要描述政客了。

3）至于c，它用名词＋所有格's作为指示语，只能理解为非指示用法，即认定说话人要描述的是照片中位于银行家左边的政客。

一些具有移动意义的动词也能体现地点指示，如come和go，bring和take等。这些动词的内在指示关系值得注意，它们的移动方向和意义往往要参照语境，根据说话双方所处位置才能确定：

（54）I'm going to London.

（55）I'm coming to London.

这两句话隐含的指示信息是不一样的：（54）说明发话人和受话人都不在伦敦，因为go表示以发话人所在地为出发点的移动；（54）则说明受话人在伦敦，因为英语习惯用come表示朝发话人所在方向移动。在这两者中，前者似乎比后者更常见些，毕竟适合后者使用的语境受限得多：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极可能在赶往伦敦的途中往伦敦捎信时才用到（55），而现在随着移动电话或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旅途中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

地点副词here和there所包含的指示信息也相当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中，here可以表示at this spot, in this hotel, on the earth, in/on this city/state/country/hemisphere/planet/galaxy等信息，并不仅仅指发话人所在地点，也可能包括受话人所在的地点。there一般不指发话人所在地方，可用来表示远离发话人的事物，例如：

（56）There it is.

（57）There comes the bus.

There的使用也可借助于手势或者眼光，指近离受话人、远离发话人的物件等，例如：

（58）Hand me that pen over there, will you?

此外，there还有一个“前照应”用法（anaphoric use），表示话语中曾提及或者隐含的某个地方。例如：

（59）Sandy wants to go to the park, but doesn't know how to get there.

（60）We're supposed to see Dr. Gesundheit today, but Sandy refuses to go there unless she gets a balloon.

一般认为，指示性指称（deictic reference）说明的是客观事物与没有明确语义指称的语言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即语言形式X用于表示事物A，而前指指称（anaphoric reference）则表示一个语言形式与另一个语言形式之间的关系，即语言形式X用以表示前述另一语言形式所指的内容。

2.5　指示语的语用功能

除了表示指称意义以外，指示语还具有一些常见的语用功能。在传统的研究（参见本讲文献选读部分及Fillmore，1971；Levinson，1983；Verschueren；1999）中，社交指示往往被独立分离出来，与其他几类指示语并列为指示语的五大类别。我们认为此类指示语的应用实质上体现了指示语的社交功能，从语用功能的角度来探讨它们可能会更贴切些。这里我们以人称指示语为例加以说明。

2.5.1　礼貌

指示语的使用受文化、权力、交际距离等社会交际因素的影响，有意识地使用指示语来表示礼貌是常见的一种语用功能。指示语用来表礼貌时，会打破上文所提到的常规指称用法，灵敏地反映交际参与各方关系的动态发展。

人称指示语用来表示礼貌在很多语言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例如，在汉语中第二人称有“你”—“您”和欧洲许多语言中类似的“T”—“V”的使用就体现了指示语的礼貌功能。对于前者我们普遍认为“您”是“你”的敬称，是用来称长辈、有地位及不相识的人等的尊敬语。尽管后者的使用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而错综复杂（何自然、冉永平，2002：63—65），但法语中的“tu”—“vous”、德语中的“du”—“Sie”、俄语中的“ТЫ”—“ВЫ”用法还是存在区别的：“ТЫ”、“tu”、“du”类似于汉语中的“你”，而“ВЫ”、“vous”、“Sie”相当于汉语中的“您”。在法语里，“vous”（您）可以用来称呼师长（例如，职员对上司、学生对老师，不过儿童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都可以用“tu”而不用“vous”称呼）、不熟识的人；在德语里，“Sie”也用来指称长辈或初次认识的人，在使用”Sie”时一般与对方的姓氏结合使用而不是姓名；俄语中的ВЫ用法大同小异。不过，这一使用规则一般适用于正式场合。在非正式场合，诸如精品店、小卖部、唱片行等场所，我们被店员以tu、du、ТЫ、你等来指称也是正常的。此外，它们的使用还跟其他交际因素有关系，例如，对方倘若一开始就道明“我们以‘你’相称吧”，那上述的“您”系列尊称指示语都可以改成对应的“你”普通系列指示语。随着时代的改变，本来应该使用“您”系列尊敬语都可用“你”系列普通语代替，在德国的有些团体或聚会，使用“du”被视为是团结或是归属感的象征。尽管如此，我们可不能因此否认指示语表礼貌的功能。事实上，使用“您”系列词语作为尊敬他人的礼貌用语是不可能消亡的，因为面子需求是人类的普遍需求（见第五讲），一个有力的例子就是德国教师们现在称较年长的学生或学徒时都还使用“Sie”。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您”、“ВЫ”、“vous”、“Sie”在各自的语言里都可以表示复数，同时也都可以用来表示敬意。如在汉语里，王力（2004）的研究发现，“您”在宋元史料里并不表示尊称，而是表示“你们”。实际上，“您”就是“你们”的合音。如：咱是您的姊夫。“您”的语音发展史是nim→nin。后来，“您”和“你们”有了分工：“您”用于单数，“你们”用于复数。俄语里用作尊称的“Вы”（您）也借用第二人称复数“вы”（你们）来表示，这主要是受十八世纪法国的影响：古俄语中一直都是只用“ты”表示“你”，只用“вы”表示“你们”。

英语里要使用第二人称的敬语时，只能借助其他手段，如使用疑问句式和情态助词shall，could等。

第一人称指示语的礼貌功能一般用复数形式表示，有时为了表示谦虚，有时为了缓冲对受话方面子的损伤程度。这类用法有特定的语境，常出现在报告、序言、公开讲演等场合。在总结自己取得的成绩或批评他人时，报告人常冠以“我们”、“咱们”，前者是为了谦虚，后者是为了保全挨批评人的面子。例如，一位主管教学的系主任向全系作年终汇报时说：

（61）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在教学管理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62）我们要改正备课不认真、上课不用心的做法……

上面两例均为一位系主任向全系作年终汇报时的用语。（61）中的“我们”其实主要是指他本人，因为他负责教学管理；（62）中的“我们”则指“有些老师”，用“我们”有与其他老师共勉之意。

第一人称复数代词借指单数的用法还能巧妙地改变发话人的口吻，使话语变得不那么专横霸道，如：

（63）学点统计学——这就是我们对教师，特别是外语教师提出的要求。

（64）刚听取了大家的建议，我们有些初步的意见反馈给大家。

2.5.2　语用移情与离情

指示语的一个基本特性是以发话人为中心，但在现实交际中，由于语用意图、社交文化等因素的介入，会使它们的使用偏离这一中心。换言之，指示语的使用还存在语用视点的选择问题。根据冉永平（2007）的研究，语用视点就是一种“语用站位”（pragmatic stance），指发话人站在什么角度说话。譬如，本该用人称指示语“你”或“你们”的场合却出现了“我们”，这时发话人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体现了发话人对受话人、某事／某物或命题内容等所附带的态度、情感、立场等以及发话人对某事／某物所持的认识趋向。

换言之，语用视点的变换可以体现发话人的情感倾向或认识倾向（Field，1997）。发话人顺应某些语境时，会以对方为中心来考虑问题，根据对方在心理、情感、精神和物质等方面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视角，以便充分理解对方或满足对方的需求。这样一来，发话人在话语中主动移入了情感，移情由此产生。在人际交往中，移情（empathy）主要体现的是交际双方之间的情感及心理趋同（冉永平，2007）。移情的目的在于实现交际双方之间的情感趋同，意在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或缓和人际关系，从而实现所期待的交际效果。

冉永平（2007）还区分出与移情相对的语用离情（de-empathy）现象。他认为，离情是交际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情感及心理层面的趋异和排他性，甚至对立。指示语的语用离情功能在于体现发话人和所指对象之间在情感或心理方面的离异，从而制造双方之间的社交距离。当人称指示语在一定语境中显现交际主体之间的情感趋异，尤其是发话人对所指对象产生排他性时，就会疏远交际主体之间的人际关系，出现语用离情。这是发话人蓄意体现他与指称对象之间有情感距离，是表达不满的重要语言手段或策略之一。例如：

（65）记者：您认为您的三个女儿又到法院上告的目的是什么？

　　　老李：她们三个女儿告我是为了504和604（两套）房子的继承权，还是为了钱。

　　　　　　（转引自冉永平，2007：336）

以上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一位年逾70的老李时的对话。老李的三个女儿为了争夺他的房产两次到法院状告自己父亲，要求分割财产，老李对此非常不理解，并表现出极度气愤，不仅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体现得淋漓尽致，话语中人称指示语“她们三个女儿”的选择也可略见一斑。按常规，老李应使用“我的三个女儿”或“三个女儿”，以表达父女之间的亲情，但他却选择了体现离情的语言形式“她们三个女儿”。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言，这显然表现了发话人和所指对象（三个女儿）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趋异，拉大了双方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距离。由此可见，特定语境下的人称指示语具有影响人际关系的离情功能。

指示语的礼貌和语用移情实质上是统一的，只不过讨论的角度不一样：讨论礼貌时我们侧重于社交文化语境对指示语的影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的；讨论语用移情和离情时则是从发话人的态度、情感、立场等心理因素对指示语的使用来看的，是心理学的交叉视角。

练习题

1．为什么说指示语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2．什么是指示语和指示信息？请举例说明。

3．试述指示语的种类？并分别举例。

4．仔细阅读下面一组关于人称指示语“咱们”的语料，并回答问题。

语料　1

语境：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2009年5月5日播出了一则题为《十字街头　无主线杆》的法制报道，内容是：竖立在郑州市某区路中间的线杆被市民撞断后，摇摇欲倒地歪立在路中间，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却无人前去认领该线杆。为了找出线杆的主人，“今日说法”栏目的记者前去采访了一系列可能相关的部门，以下是他们之间的部分对话（被访人A、B、C分别是电信、联通公司郑州分公司和郑州市政管理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被访人A：确实不是电信公司的，这具体哪儿的，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这个电线杆不是咱们的？

被访人A：对，不是咱们的。

记者：上面的线路有咱们的吗？

被访人A：上面的线路也不是咱们的。





记者：这个电线杆子是咱们的吗？

被访人B：不是，不是，这不是我们部门的。已经来过好几回了。

记者：这个杆子上的线有没有咱们的？

被访人B：没有，我们的线都在那边呢。





记者：如果找不到线杆的主人，咱们就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解决现在这个杆子的问题吗？

被访人C：可以说是一个困难，毕竟我们不能去强行地把它拆除。





语料　2

语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09年05月08日播报了某地一考生王某顶替同学罗某上大学事件的进展。罗某在2004年高考“失利”，于次年复读后考入了大学。但2009年3月她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盗用。几经调查，她发现自己在2004年已被贵州某大学录取，但她全然不知，而冒名顶替她上大学的竟是自己的高中同班同学王某。就罗的录取通知书如何到了王的手里这一问题，中央台记者采访了贵州某大学校办主任吕某。

吕某：原则上所有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要通过邮局寄出，是不准个人代为领取的。但该生系调剂录取，又是补录的，因临近开学，考生本人或监护人，亦可委托他人直接到学校领取。

记者：对来人身份的核实，咱们有没有进行登记？

（1）上述语料中黑体标示的“咱们”究竟指的是发话人和受话人双方，还是只指其中的一方？为什么？

（2）上述“咱们”的用法体现了人称指示语的何种语用特点和语用功能？

5．读下面两则笑话，分析人称指示语的幽默制笑机制。

（1）一位原告与他的律师之间的对话：

　　“送去啦，律师先生。”

　　“他说什么了？”

　　“他让我见鬼去吧。”

　　“那么你呢？”

　　“我不就来您这儿了嘛！”

（2）政府某部门两职员争得面红耳赤，没注意部长就在旁边。

　　甲说：“你是十足的糊涂虫！”

　　乙也不甘示弱：“我从没见过你那么蠢的人！”

　　这时，部长忍不住插嘴：“两位先生，请注意！”

　　他说：“显然，你们忘了我在这里。”

文献选读

I turn now to a brief survey of deictic expressions in language. Linguists normally treat deixis as falling into a number of distinct semantic fields: person, place, time, etc. Since Bühler (1934), the deictic field has been organized around an origo or "ground zero" consisting of the speaker at the time and place of speaking. Actually, many systems utilize two distinct centers—speaker and addressee. Further, as Bühler noted, many deictic expressions can be transposed or relativized to some other origo, most often the person of the protagonist at the relevant time and place in a narrative (see Fillmore 1997).

We can make a number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deictic expressions may be used. First, many deictic expressions may be used non-deictically — anaphorically, as in We went to Verdi's Requiem last weekend and really enjoyed that, or non-anaphorically, as in Last weekend we just did this and that. Second, when used deictically, w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used at the normal origo and those transposed to some other origo. It might be thought that the latter are not strictly speaking deictic (since they have been displaced from the time and place of speaking), but consider He came right up to her and hit her like this here on the arm, in which the speaker pantomimes the protagonists, so licensing the use of come, this, and here. Third, as noted, deictic expressions may be used gesturally or non-gesturally (this arm versus this room), while some like tense inflections may not occur with gestures at all. "Gesture" here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widest sense, since pointing in some cultures (like the Cunha) is primarily with lips and eyes and not hands and since even vocal intonation can function in a "gestural" way (Now hold your fire; wait; shoot NOW, or I'm over HERE). Similarly, many languages have presentatives (like French voila!) requi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omething simultaneous with the expression, or greetings requir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ight hand, or terms like thus requiring a demonstration of a mode of action.

The deictic categories of person, place, and time are widely instantiated in grammatical distinctions made by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see Fillmore 1975; Weissenborn and Klein 1982; Anderson and Keenan 1985; Levinson 1983, chapter 2; Diessel 1999). Bühler's origo, the speaker and the place and time of her utterance, along with the role of recipient or addressee, recurs at the core of deictic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after grammar. These are the crucial reference points upon which complex deictic concepts are constructed, whether honorifics, complex tenses, or systems of discourse deixis. They constitute strong universals of language at a conceptual level, although their manifestation is anything but uniform: not all languages have pronouns, tense, contrasting demonstratives, or any other type of deictic expression that one might enumerate.

Unfortunately, cross-linguistic data on deictic categories are not ideal. One problem is that the meaning of deictic expressions is usually treated as selfevident in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and rarely properly investigated, and a second problem is that major typological surveys are scarce (but see Diessel 1999, Cysouw 2001). But despite the universality of deictic categories like person, place, and time, their expression in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s anything but universal. For example, despite claims to the contrary, not all languages hav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ronouns (cf. "The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pronouns are universal": Hockett 1961: 21), not all languages have spatially contrastive demonstrative pronouns or determiners (contra Diessel 1999, who suggests universality for such a contrast in demonstrative adverbs), not all languages have tense, not all languages have verbs of coming and going, bringing and taking, etc. Rather, deictic categories have a universality independent of their grammatical expression — they will all be reflected somewhere in grammar or lexis.

…

5.4 Discourse deixis

In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there is frequently occasion to refer to earlier or forthcoming segments of the discourse: As mentioned before, In the next chapter, or I bet you haven't heard this joke. Since a discourse unfolds in time, it is natural to use temporal deictic terms (before, next) to indicate the relation of the referred-to segment to the temporal locus of the moment of speaking or the currently read sentence. But spatial terms are also sometimes employed, as with in this article or two paragraphs below. Clearly, references to parts of a discourse that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by knowing where the current coding point or current reading/recording point is are quintessentially deictic in character.

A distinction is often made between textual deixis and general anaphora along the following lines. Whereas textual deixis refers to portions of the text itself (as in See the discussion above or The pewit sounds like this: pee-r-weet), anaphoric expressions refer outside the discourse to other entities by connecting to a prior referring expression (anaphora) or a later one (cataphora, as in In front of him, Pilate saw a beaten man). Insofar a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aphoric and cataphoric expressions is conventionalized, such expressions have a clear conventional deictic component, since reference is relative to the point in the discourse. Thus Yélî Dnye has an anaphoric pronoun yi, which cannot be used exophorically and contrasts with the demonstratives that can be used cataphorically, looking backwards in the text from the point of reading like the English legalese aforementioned. These expressions, with their directional specification from the current point in the text, demonstrate the underlyingly deictic nature of anaphora.

Many expressions used anaphorically, like third person pronouns in English, are general-purpose referring expressions — there is nothing intrinsically anaphoric about them, and they can be used deictically as noted above, or non-deictically but exophorically, when the situation or discourse context makes it clear (as in He's died, said of a colleague known to be in critical condition). The determination that a referring expression is anaphoric is itself a matter of pragmatic resolution, since it has to do with relative semantic generality. For this reason, the ship can be understood anaphorically in The giant Shell tanker hit a rock, and the ship went down, while resisting such an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p hit a rock, and the giant Shell tanker went down (see Levinson 2000a for a detailed Gricean analysis, and Huang 2000a, this volume for surveys of pragmatic approaches to anaphora).

An important area of discourse deixis concerns discourse markers, likeanyway, but, however, or in conclusion (see Schiffrin 1987; Blakemore, this volume). These relate a curre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ior utterance or text, and typically resist truth-con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For this reason, Grice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noting that but has the truth-conditional content of and, with an additional contrastive meaning which is non-truth conditional but conventional.

(Excerpted from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Edited by Laurence R. Horn and Gregory Ward, 2006: 111 - 112, 118 - 119)

注释


〔1〕
 　在我国，星期制于明末随基督教传入，也称礼拜，起初以七曜命名，到清末逐渐为星期日、星期一……星期六所代替。英语中的星期命名如Sunday（即Sun's Day）、Monday（即Moon's Day）和Saturday（即Saturn's Day），保留了罗马星称传统，其他的来源于日耳曼和北欧神话。信奉圣经的国度和地方倾向于遵循传统，以Sunday作为一周的第一天（耶和华的安息日，“圣日”）；实行五天工作周的地区和国家习惯于星期一（Monday）为第一天。


〔2〕
 　本书中短语和句子前加星号的表示不符合语法的表达。


第三讲　言语行为理论

导读：言语行为理论经过五十年的发展，至今已成为语用学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言语行为这个概念已深入人心。言语行为理论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被广泛应用到二语习得、对比语用学、跨文化语用学等学科当中。语言的施为功能是一个新的意义维度，对语用学与语言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讲介绍言语行为理论的起源、发展与现状，着重论述Austin与Searle的主要观点，并对该理论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

3.1　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产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首先由牛津大学哲学家Austin创建，后来经美国哲学家Searle改良、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被人们接受的哲学理论和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也成为语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Austin的思想在他于美国哈佛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William James Lectures）中逐步形成，后来他的讲稿被整理成册，取名《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于1962年出版。Austin去世后，Searle对Austin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修正，使其合理化、系统化，并深入研究了间接言语行为，使言语行为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Austin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是对分析哲学思想的回应与挑战。以Russell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认为，自然语言中存在着许多歧义、不精确性，不能很好地表达哲学命题，甚至造成悖论，因此主张改良自然语言，建立“理想语言”，以便为哲学研究服务。Austin则认为，自然语言本身是完备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有效地使用它来实现各种功能，关键在于了解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另外，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命题的真值取决于它的真值条件，一个命题如果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得到证实则为真，得到证伪则为假，如果命题无法验证则无真假。因此，一个语句的意义就在于它表达的命题的真假值，如果命题为真或为假则语句是有意义的，否则语句是无意义的，这就是真值条件语义学的语言意义论。Austin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并非总是表达一个或真或假的命题，在很多情况下是实施诸如命名、洗礼等各种行为，即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这就是他的言语行为思想的起源。

无独有偶，当时另一位哲学家Wittgenstein也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观不满，他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中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的观点，认为语言的意义只有根据它在各种游戏即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才能得到阐释，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游戏论（language-game theory）。另外，Strawson提出要区分语句和语句的使用，在指称或谈论事物的时候我们靠的不是语句，而是语句的使用，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语句去完成一个指称的“行为”。可以说，言语行为理论是在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及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意义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

Austin将话语分为表述句和施为句两大类别，并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认为一个言语行为由三个层面构成：以言指事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3.2.1　表述句与施为句

Austin首先区分了语言中的表述句（constatives）与施为句（performatives）。表述句即陈述句（statement），用来描写、报道或陈述某一客观存在的事态（state of affairs）或事实，它们是可以验证的，具有真假值。相反，施为句用来实施某个行为，即创造一个新的事态以改变世界状况，它们不具备真假值，不可以验证。例如：

（1）The cat is on the mat.

（2）It is raining outside.

（3）I bet you six 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

（4）I name this ship Queen Elizabeth.

（5）I sentence you to ten years of hard labour.

其中（1）、（2）是表述句，它们是对客观世界的描写。如果那只猫确实是在垫子上，则（1）是真的，否则它是假的。如果天确实是在下雨，则（2）是真的，否则它是假的。相反，（3）—（5）不是表述句，而是施为句，它们分别实施“打赌”、“命名”、与“判刑”的行为，它们没有真假值，无所谓真假，但是它们给世界带来了某种变化，例如一艘原本没有名字的船只现在有了名字，一个刑事犯从此要去服刑。这些行为与兴建桥梁等物理行为一样改变了世界的状况。

虽然施为句没有真假值，但是它们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felicitous or infelicitous），相应的言语行为也有有效与无效之分（happy or unhappy）。就命名行为而言，如果命名人没有相应的权威，或者这艘船已经有了名字，或者没有相应的仪式与观众，那么该命名行为就是无效的；就打赌行为而言，如果受话人不响应发话人的打赌提议，那么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就判刑行为而言，如果不是法官在法庭上正式地说出这句话，那么判刑行为也是无效的，受话人就不必去服十年劳役。

施为句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含有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如上面例子中的bet，name，sentence。这些动词的作用是对发话人当前正在进行的行为进行描述或命名，如bet表示发话人正在实施一个打赌行为，等等。施为句还具有其他语法、形式上的特征，它要求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时态是一般现在时，语态是直陈式主动语态。施为动词可以与副词hereby（特此）搭配，这样可以检验出一个动词是否是施为动词以及所在语句是否是施为句。例如：

（6）I hereby promise to help you.

（7）I hereby declare the Olympics open.

（8）? I hereby beat the eggs till fluffy.

凭借语言直觉我们知道（6）、（7）是自然、合格的语句，因此它们是施为句，其中动词promise，declare是施为动词，发话人说出这些话语就意味着他作出了承诺或者已经宣布奥运会正式开幕。（8）显得不自然，说明它不是施为句，beat也不是施为动词，此时发话人不是在实施什么言语行为，而是在边示范边讲解烹饪技巧。

言语行为的核心意思是“说话等于做事”，说出某句话语就等于正在实施或已经实施了相应行为。为此，Austin设计了一个施为句的检验公式：IN SAYING“I x ...”，I WAS x-ING。将此公式带入例（6）、（7），可以得到下面（9）、（10）。

（9）In saying "I promise" I was promising.

（10）In saying "I declare the Olympics open" I was declaring the Olympics open.

这个公式说明了言语行为的实质就是用语言做事，而不是描述客观世界，施为是语言的特殊功能，是超越真值条件的语言使用。

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Austin将施为句又分为显性施为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与隐性施为句（implicit performatives）。显性施为句是含有施为动词的语句，直接表明发话人正在实施什么言语行为，他的话语语用用意是什么，如上述（3）—（7）。隐性施为句不包含施为动词，如果将显性施为句中的施为动词去掉，只保留宾语从句，句式作相应调整，即可得到对应的隐性施为句。

（11）a. I suggest that you apply for this job

　　　b. Apply for this job.

（12）a. I promise I will help you.

　　　b. I'll help you.

（11）a、（12）a是显性施为句，（11）b、（12）b是对应的隐性施为句。可以看出，与显性施为句相比，隐性施为句的主要差异是缺少了施为动词。通过添补施为动词，隐性施为句可以恢复为显性施为句。隐性施为句的特点是发话人的话语意图含混、不明确，受话人必须借助语境才能理解发话人的意图，明白发话人在实施什么言语行为。

（13）You can move the fridge.

（14）There is a policeman at the corner of the street.

（13）这句话如果是房东对房客说的，那么它实施的是“允许”行为，如果是房客对房东说的，那么它实施的是“建议”行为。（14）如果是对一个准备停车的朋友说的，发话人的意图是提醒或警告这位朋友不要乱停车，否则会被罚款；如果是对一位前来问路的陌生人说的，发话人就是在建议他向警察求助。可见，如果没有施为动词的提示，隐性施为句的理解必须依赖语境。

总之，Austin区分表述句与施为句的目的在于，表明表述句的功能是描述事态，具有真假值，施为句的功能是实施言语行为，不具备真假值，但是有合适性。然而，他后来发现这种真假值与合适性的严格二分不能成立，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改，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

3.2.2　言语行为三分说

随着对问题讨论的深入，Austin发现真假值与表述句、合适性与施为句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有一些表述句有涉及合适性问题，有些施为句也有真假值问题。例如：

（15）All of John's children are bald.

（16）I predict that the weather will turn fine next week.

（17）I state that the world is flat.

（15）是一个表述句，如果约翰的孩子都是秃子，那么该句为真，如果约翰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不是秃子，则该句为假。但是如果约翰其实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John's children这个指称短语的前提失败，整句话无从判断真假，是不合适的。可见表述句不仅涉及真假问题，也涉及合适性问题。（16）是一个施为句，实施“预测”行为，其合适性条件在于发话人有无足够的气象知识或证据来作出预测。如果发话人预测不准，则“天气即将转好”这个命题将被证明是假的，可见施为句也有真假问题。另外，Austin还发现其实表述句也是一种施为句，例如（17）中发话人虽然做了一个假的陈述，但是他做了一个陈述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陈述”也是一种言语行为。这就说明表述句与施为句的二分是有问题的。

基于这种认识，Austin将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以言指事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以言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以言指事行为是说出话语的行为，包括发出声音、连词组句、表达一个完整命题；以言行事行为指发话人通过话语表达其话语意图、目的；以言成事行为指话语在受话人的思想、行为、态度等方面产生影响。例如：

（18）There is a snake in the grass.

这句话的以言指事行为是发话人说出这些词，并用它们表达“草丛中有条蛇”这个命题的行为，以言行事行为是发话人通过这句话提醒受话人不要到草丛中行走的行为，以言成事行为是发话人劝阻了受话人到草丛中行走的行为。可见，以言行事行为是关于话语意图的行为，以言成事行为是涉及话语效果的行为，Austin用两个检验公式来体现二者的区别：

以言行事行为：In saying X，I was doing Y

以言成事行为：By saying X，I did Y

将公式代入（18），可以得到下列的结果：

以言行事行为：In saying“there is a snake in the grass”，I was warning you against walking in the grass.

以言成事行为：By saying“there is a snake in the grass”，I dissuaded you from walking in the grass.

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同一个行为的不同层次，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事行为必须依赖指事行为，如果没有指事行为，行事行为无从谈起；行事行为还必须带有话语意图，如果发话人没有意图，话语就不构成行事行为，只是单纯的指事行为。成事行为依赖指事行为与行事行为，但是后者不能保证成事行为的成功实施，原因是成事行为涉及话语效果，而话语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取决于受话人的主观判断、反应以及一定的语境因素，不是发话人能完全控制的。发话人能控制的是自己的话语意图，因此指事行为与行事行为常常是同时实施的，这也是“说话即做事”的体现。

3.2.3　言语行为的类别

Austin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他将言语行为分为五类：

裁决类（verdictives）：表达裁决或评价，如法官或裁判的裁决。这类动词包括：decree, convict, estimate, condemn, absolve, judge, appraise, characterize, rate, rank, diagnose等。

行使类（exercitives）：表达权力的实施，这类动词包括：vote，appoint, order, nominate, veto, tresign, annul, advise, urge等。

承诺类（commissives）：表达承诺或宣布意图，这类动词包括：promise, guarantee, pledge, commit, oppose, undertake, intend, plan, swear, vow等。

表态类（behabitives）：用于表明态度，这类动词包括：apologize, thank, complain, congratulate, compliment, condole, criticize, sympathize, deplore, bless, welcome等。

阐述类（expositives）：用于解释、阐述与论证，这类动词包括：affirm, state, deny, describe, refer to, argue, illustrate, explain, define, agree等。

如前所述，Austin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使用自然语言可以实施许多功能，因此他致力于划分言语行为的类别，以期涵盖语言中的所有言语行为。他的这个分类是比较粗糙的，受到了许多学者，尤其是Searle的批评。不幸的是，Austin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后不久，未能来得及完善这一理论就去世了。后来的工作是由Searle完成的。

3.3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

Searle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是所有言语实践都与言语行为有关，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同传统的语言学观点不同，传统语言学是把符号（词和句）作为交际单位。Searle认为，讲一种语言就是完成一系列的语言活动，如陈述、命令、询问、允诺等。语言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理论，说话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实施行为的方式。

3.3.1　言语行为的重新分类

Austin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不尽如人意，Searle对它提出了如下的批评：1）混淆了施为动词与言语行为，将二者等同起来，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其实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2）各种类别之间出现交叉重叠现象；3）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的一致分类标准。Searle认为第三个缺陷是主要的缺陷，其余缺陷均源于此。因此，他从确立分类标准出发，着手对言语行为重新分类。

Searle认为，语言使用是受规则制约的社会活动。首先，他区分了两类规则：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与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所谓构成性规则就是定义规则，是构成某种活动的规则。被定义的活动须按特定的规则行事。譬如，国际象棋中的车王异位、马不别腿、底兵升后都是构成性规则，中国象棋中马走日、象走田、炮走直线隔子打子也是构成性规则。违背这些规则，则国际象棋不成其为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不成其为中国象棋了。调节性规则是辅助性规则，譬如礼仪规则、交通规则。被调节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规则，活动仍然存在，但是活动的顺利性、效果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没有交通规则，车辆还可以通行，但是不会顺畅，可能还发生很多事故。再如，中国象棋对弈时，很多棋手第一步走炮二平五或炮八平五，这是调节性规则，这么走是增加赢棋的机会。如果不这样走，第一步走帅五进一，虽然没有违反中国象棋的规则，但是绝不会有赢棋的希望，除非双方棋力相差悬殊。在这两类规则中，Searle认为制约言语行为的是构成性规则。

区分了两类规则后，Searle（1969：57—61）以“承诺”为例给出了构成言语行为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合适性条件：

1）正常的语言输入、输出条件成立。即发话人与受话人都知道如何使用语言，双方都知道自己在正常使用语言而不是在开玩笑或者演戏，也不存在耳聋、失语等影响交际的问题。

2）发话人在话语中表达了一个命题。

3）表达这个命题时，发话人述及自己的一个将来行为。

4）受话人乐意发话人去实施这个行为，发话人也相信如此。

5）发话人正常情况下不会去实施这个行为，这一点对发话人和受话人来说都是明显的。

6）发话人有意去实施这个行为。

7）发话人有意通过话语使自己承担实施这个行为的义务。

8）发话人有意让受话人知道，说出该话语就算是发话人已经承担起实施这个行为的义务，发话人想要受话人通过识别其意图来知道这一点，而且想要受话人通过理解话语意义来识别其意图。

9）语言的语义规则规定，当且仅当条件1至8成立时，话语才算是正确、真诚的。条件2）和条件3）合称为命题内容条件（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对所承诺的行为作出各种规定，说明发话人不能代他人作出承诺，也不能对过去的行为作承诺；条件4）与条件5）合称为预备条件（preparatory condition），条件四将“承诺”与“威胁”区分开来，条件5）说明不能对即将自然发生的事情作承诺；条件6）称为真诚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它将有诚意的承诺与无诚意的承诺区分开来；条件7）称为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说明承诺对发话人后来行动具有约束力。这四类条件中，基本条件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言语行为施为性的根本所在，也是Searle对言语行为分类所采取的主要标准。Mey（1993：101）认为基本条件的地位高于其他条件，它涉及言语行为的实质，是所有条件中真正体现构成性规则的条件。参照“承诺”行为的合适性条件，Searle还给出了“请求”（request）、“断言”（assert，state，affirm）、“提问”（question）、“感谢”（thank）、“劝告”（advise）、“警告”（warn）、“问候”（greet）、“祝贺”（congratulate）等行为的合适性条件（Searle，1969：66—67）。这些合适性条件的合理性与解释力可以通过下面三个例子得到初步说明。

（19）If you keep molesting my sister, I promise I'll kill you.

（20）I am sorry that Mrs. Smith is getting divorced.

（21）Job interviewer: Could you tell a little about your work experience?

　　　Job applicant: Sure! (proceeds to relate his work experience)

　　　Job interviewer: Thank you!

　　　Job applicant: You are welcome.

（19）含有施为动词promise，但它不是“许诺”行为，而是伪装起来的“威胁”行为。我们知道，“许诺”行为的预备条件是“所谈及的事情对受话人有利”，此例中发话人提高的是他要杀死受话人，这显然对受话人不利，预备条件不成立，故不是“许诺”行为。相反，“威胁行为”的预备条件是“所谈及的事情对受话人不利”，所以它是“威胁行为”。（20）中虽然出现了I am sorry这个经常用来道歉的语言形式，但它表达的不是“道歉”行为，而是“同情”行为。“道歉”行为的命题内容条件是发话人承认过去的某件事情为自己所为，预备条件是这件事情对受话人不利，真诚条件是发话人对此表示后悔（Thomas，1995：99）。如果将（21）理解为一个道歉行为，则意味着发话人与史密斯太太有染，导致她离婚。显然，发话人没有这方面的过失，所以他只是对史密斯太太快要离婚这件事表示同情、难过。（21）中求职者的第二个话轮You are welcome是不合时宜的。虽然面试官说了Thank you，但是这句话是话轮结束的提示语，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感谢”。You are welcome只有在回应对方真正感谢时才是合适的。“感谢”行为的预备条件是受话人的过去某个行为使发话人受益，而且发话人也确信如此，这个条件在（21）的对话中并不成立，因为求职者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并不使面试官受益。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商场、酒店等服务性机构中，我们可以听到提供服务的一方与接受服务的一方都频繁使用Thank you！这个语言形式来提示某个服务环节或项目已经结束，它至多是个礼仪性致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感谢。它不涉及发话人受益的问题，所以不能以You're welcome来应答，这是英语学习者容易忽视的问题。

在考察言语行为合适性条件的基础上，Searle着手对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进行分类。他采取的分类标准是施为意图或目的（illocutionary point）、适从方向（direction of fit）及心理状态（psychological state）。施为意图指发话人的话语意图、目的，与基本条件密切相关；适从方向指命题与事态之间谁与谁趋同、吻合的问题，这一标准的设立出于哲学家对语言与世界的联系的关注；心理状态指发话人对行事行为涉及的命题或事态的态度。Searle（1979：12—20）按以上标准将行事行为分为如下五类：

A．断言类（assertives）

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使发话人对命题的真实性作出保证，适从方向是使话语符合客观事实，心理状态是相信。这类行为包括断言（assert）、陈述（state）、声称（claim）、确认（affirm）、否认（deny）、告知（inform）、通知（notify）、提醒（remind）等。

B．指令类（directives）

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让受话人做某事，适从方向是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希望或需要。这类行为包括请求（request）、要求（ask）、恳求（plead）、允许（permit）、敦促（urge）勒令（demand）、命令（order）、劝告（advise）、乞求（beg）、邀请（invite）等。

C．承诺类（commissives）

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发话人承担履行诺言的义务，适从方向是使世界符合话语，心理状态是意向，即发话人有意兑现诺言。这类行为包括许诺（promise）、承诺（commit）、发誓（pledge）、宣誓（vow）、提供（offer）、拒绝（refuse）、保证（guarantee）、威胁（threaten）、承担（undertake）等。

D．表达类（expressives）

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表达发话人对命题的一种心理状态，没有适从方向，因为它不要求话语符合世界或世界符合话语，命题的真是被预设的。真诚条件是心理状态的真实性。这类行为包括感谢（thank）、祝愿（wish）、祝贺（congratulate）、道歉（apologize）、吊唁（condole）、哀叹（deplore）、欢迎（welcome）、批评（criticize）、抱怨（complain）等。

E．宣告类（declarations）

这类行为的施为意图是促成话语命题与世界的对应，适从方向是双向的，既使话语符合世界，也使世界符合话语，没有心理状态。这类行为包括宣告（declare）、辞职（resign）、任命（appoint）、提名（nominate）、祈福（bless）、洗礼（christen）、命名（name）等。

与Austin的分类相比，Searle的分类由于有了一套较为明确的非语言分类标准，显得更具系统性，是目前比较完美的分类。然而，这些标准也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Searle（1976：4—8）讨论了行事行为的十二个区分维度，但他为什么选中了施为意图、适从方向与心理状态作为行事行为的分类标准却没有给出恰当的说明。Mey（1993）建议把发话人与受话人作为分类标准之一，突出他们之间的相对权威，以区分指令类行为中的“请求”与“命令”，Verschueren（1999）则认为，如果换用其他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得到不同于Searle的分类结果。我们认为，Searle在设定分类标准时过于注重命题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指令类行为与承诺类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改变世界的主体的不同，如果将施为力度纳入分类标准，我们可以突出“请求”与“恳求”、“承诺”与“宣誓”之间的差异，或许这样区分更具有现实意义。总之，以上五类行为还有进一步细分的余地。

3.3.2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Searle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他对言语行为的重新分类，而是在于他发现了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现象并构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所谓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实施另一行为而间接得以实施的言语行为。例如：

（22）Can you do me a favour?

（23）Do you want me to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22）表面上在表达询问，实际上在表达“请求”行为，后者是通过前者间接实施的。（23）表面上表达询问，实际上在实施“提供”行为，后者也是通过实施“询问”行为而间接实施的。传统的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多数语言都具有三种基本句型，即陈述句（statement）、祈使句（imperative）与疑问句（interrogative），分别对应着“陈述”、“命令”与“询问”三种典型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施为意图与句型的典型功能吻合，则话语实施的是直接言语行为，否则就是间接言语行为。（22）、（23）的句型都是疑问句，但都不是用来询问，而是分别用来发出请求与表达提供，这种不一致说明它们实施的是间接言语行为。Searle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包含了发话人的两层用意，次要用意（secondary force）与首要用意（primary force），或者说字面用意与间接用意，发话人在表达字面用意的同时也表达了间接用意，后者是通过前者间接得以表达的。

合适性条件构成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实施受制于合适性条件是否成立。因此，直接言语行为假定了其合适性条件已经成立，而间接言语行为没有这个假定。因此，Searle（1979：45）认为间接言语行为可以通过询问或陈述相应的合适性条件来实施。以间接请求为例：

（24）Can you pass me the salt?

（25）You could be a little more quiet.

（26）Would you mind not making so much noise?

（27）Officers will henceforth wear ties at dinner.

（28）I would like you to go.

（24）表达的是请求对方把盐递过来的间接用意，从表面上看，它是在询问对方递盐的能力，涉及请求行为的预备条件。同理，（25）表达的是请求对方保持安静的间接用意，是通过提及受话人能力这个预备条件得以实现的。（26）的间接用意与（25）相同，即请求对方保持安静，但它涉及的是对方乐意做某事这个预备条件。（27）述及请求行为的命题内容条件，即受话人将要作出的某个行动，（28）涉及请求行为的真诚条件，即发话人表达促使受话人做某事的意图。可以看出，以上间接请求均涉及“请求行为”的合适性条件，涉及方式包括询问与陈述。其中两个例外是（26）与（28），（26）不能换用陈述的方式，（28）不能代之以询问的方式，原因在于从理性的角度讲，一个人不能代替他人表达其意愿，也不能向他人询问自己的意愿。

我们可以总结出实施间接请求的规律：a）发话人可以通过询问预备条件是否成立，或通过陈述预备条件已经成立，来实施间接请求；b）发话人可以通过询问命题内容条件是否成立，或通过陈述命题内容条件已经成立，来实施间接请求；c）发话人可以通过陈述真诚条件，但不能通过询问真诚条件是否成立，来实施间接请求；d）发话人可以通过询问受话人是否愿意做某事，但不能通过陈述受话人愿意做某事，来实施间接请求（Searle，1979：45，作者略有简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合适性条件没有包括基本条件，发话人不能通过询问基本条件是否成立或通过断言它已经成立来实施间接请求。我们认为，基本条件是构成性规则的典型代表，是言语行为施为性根源所在，也是发话人施为意图的直接体现。间接请求的特点就是发话人的请求意图被隐藏起来，如果明确提及基本条件，无异于将发话人的施为意图“公之于众”，这样就成了直接请求了，如（29）所示：

（29）a. I want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b.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c. I request you to pass me the salt.

间接言语行为普遍存在于语言的使用当中，在具体语言的使用中多数言语行为都不是直接的，因此间接言语行为现象的发现具有现实意义。关键问题是发话人如何可以做到在实施某个行为时实施另一个行为，受话人又是如何根据发话人的字面用意理解其间接用意的。Searle（1979：46）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取决于话语双方共有的背景知识和受话人的推理能力。以上述（24）为例，受话人要理解“递盐”这个间接请求用意，必须经过下列的推理步骤：

1）发话人问了我一个关于我的递盐能力的问题（会话事实）。

2）我假定他是合作的，因此他的话语带有一定的目的与意图（会话合作原则）。

3）会话情景显示，理论上发话人对我的递盐能力不会感兴趣（背景信息）。

4）而且，他可能知道我对他的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5）所以，他的话语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问题，他可能有某个隐藏的用意（从1）、2）、3）、4）步推出）。这个用意是什么呢？

6）任何指令类间接言语行为的一个预备条件是受话人有能力做被请求去做的事情（言语行为理论）。

7）所以，对他的问题的肯定回答就蕴含了他请求我递盐的预备条件成立。

8）我们正在就餐，餐桌上人们总是把盐递来递去（背景信息）。

9）所以，他已经暗示请求行为的预备条件是成立的，他可能要求我创造条件以答应这个请求（从7）、8）步推出）。

10）所以，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的用意的话，他可能在请求我把盐递给他（从5）、9）步推出）

这个推理过程显得繁琐，Searle声称他还没有穷尽所有的步骤，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其中，步骤5与步骤7是关键步骤。步骤5表明受话人总是先理解字面用意，只有在字面用意说不通的情况下才去揣摩发话人的间接用意，因此它是推理的触发机制。步骤7为受话人推理提供导向，为他提供了可选答案，引导他作出正确判断。虽然过程复杂，但是经过推理得出的结论却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例如：

（30）A: 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B: 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经过类似的推理步骤（见Searle，1979：34—35），A可以推知B是在拒绝他提出的去看电影的建议。但有些情况下B的间接用意不一定是拒绝建议，请看（31）：

（31）A: Let's go to the movies tonight.

　　　B1: 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but let's go to the movies anyhow.

　　　B2: I have to study for an exam, but I'll do it when we get home from the movies.

在此例中，虽然B提到了复习考试的事情，但不是以此为借口拒绝去看电影，而是在设法克服困难，积极响应A的建议。如果（30）中B间接用意是拒绝建议，那么（31）中B1、B2的应答就有逻辑矛盾。

重要的是，这些步骤并不构成一个严密的推理过程，其中哪些步骤是前提，哪些是结论并不是很清楚。从形式逻辑三段论的角度来看，它没有包含一个以全称命题表述的大前提，例如（24），为什么在“询问”这个字面用意说不通的情况下，受话人就一定就会联想到“请求”这个间接用意，而不是其他呢？是什么排除了其他逻辑上的可能性？

Searle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规约（convention）。语言使用的规约把某些固定的语言形式，如Can you ...？，Could you ...？，Will you ...？等，与“请求”的间接用意联系起来。由于规约的作用，受话人可以轻松、准确地从发话人的字面用意推断出他的间接用意。（24）—（28）是依赖规约来理解的，由于这个原因，它们被称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conventional indirect acts），（30）中B的话语的理解没有涉及规约，因此它是一个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act）。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相对较为容易，但是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就困难多了，其或然性更大，如（31）所示。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3.4　言语行为的语境考察

言语行为理论提出后，在哲学界与语言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些学者对它极力推崇，也有些学者对它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言语行为或施为动词的施为性（performativity）问题。Thomas（1995：44）认为Austin的施为假设根本不成立，她试图否认语言的施为功能。Mey（1993）则认为，语言中不存在言语行为，所谓的言语行为不过是语用行为（pragmatic act）；言语行为不是语言驱动的，而是语境驱动的；施为性既不在于施为动词，也不在于合适性条件，而在于语境恰当性。争论的焦点之二是言语行为的地位问题。Sperber和Wilson（1986）认为，在言语交际中，言语行为这个概念就是多余的，人们不必要知道自己实施什么行为就可以进行成功的交际。另外，Thomas（1995）指出，Searle没有充分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动因。这些批评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Austin和Searle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言语行为的各种逻辑可能性，是言语行为的哲学观，而非言语行为的语用观。为了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的现实作用，有必要结合语境来考察各种言语行为的使用条件与效果。

3.4.1　言语行为的施为性

Austin把语言或言语行为的施为性归结于施为句，他为施为句设计了一个具体、直观的语言标准：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时态一般现在时，语态直陈式主动语态，施为动词还必须通过副词hereby的检验（参照2.1节）。然而，在现实语言使用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反例，例如：

（32）We pledge our lives, our fortunes and our sacred honour.

（33）I am asking you to do this for me Henry. I am asking you to do it for me and Cynthia and the children.

（34）Passengers are hereby advised that all flights to Phoenix have been cancelled.

（35）You are fired.

（36）I'll come and see you next, and that's a promise.

（32）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而不是单数，来表达一个“发誓”行为。（33）虽然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作主语，但是时态是现在进行时，不是一般现在时，表达一个“请求”行为。（34）中的主语是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语态是被动语态而非主动语态，表达一个“通知”行为。（35）的人称是第二人称，语态是被动语态，表达一个“解雇”行为。（36）根本没有施为动词，只有名词promise，照样实施“许诺”行为。这些例子在人称、时态、语态、动词方面与Austin的公式不吻合，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施为功能，说明什么问题？Thomas（1995：44）指出了三点：第一，我们没有形式、语法的手段来区分施为动词与其他动词；第二，施为动词的出现并不能保证言语行为的施为；第三，没有施为动词的情况下也可以实施言语行为。Thomas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我们下面将主要针对第一点展开讨论，第二、三点在必要的时候作简要说明。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施为句的主语不一定是第一人称单数，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复数、第二人称单复数、第三人称复数。这样看来Austin的规定确实是过于严格，但是考虑到他主要关心的是诸如“命名”、“洗礼”等仪式性言语行为，在这些行为中，施为主体的唯一性与权威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么看来，Austin对人称作出严格的规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实人称、数是次要问题，只要根据施为主体的具体情况作出说明就可以了，这不是关键问题。

从时间来看，上述例子呈现出一个共性：无论是一般现在时还是现在进行时，无论是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它们的动词都涉及说话时间——现在。这说明施为时间与话语时间是一致的，发话人在说出话语的同时也在实施一个行为，这是施为动词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可称之为即时性特征。即时性可以说明下面两句不是施为句：

（37）I promised to come.

（38）I'll promise to come.

（37）、（38）之所以不是施为句是因为施为动词promise指向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过去或将来，它们不具备即时性，而具有跨时空性，因此它们不能施为。Thomas提到的第二点所暗示的也就是这类句子，但是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并不对Austin的施为假设构成真正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施为动词的特征问题。（32）—（36）中的施为动词（个别情况是名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指向话语行为本身，都在对发话人的自身行为进行指称、描述或命名，这可称之为反身性（reflexivity）。言语行为一个特点就是说话即做事，话语与行为是互指的，说出话语就等于实施行为，反之亦然。因此，反身指涉是施为动词的另一个区别性特征。Austin提到的副词hereby，意为“特此”、“值此”，既体现即时性，也反身指涉话语与话语场合，兼备施为性的双重特征，故可以用来检验施为动词。可见，Austin的直觉是对的，只是他太注重典型例子，没有考虑到变异，观点没有表述到位而已。

我们认为即时性与反身性是施为句或施为特征的主要区别特征，它可以将语言中的施为动词严格区分出来。先看一组例子：

（39）I hereby fry an egg.

（40）I hereby run five miles everyday.

fry, run是活动动词，而非施为动词，他们指向、描述的是发话人的物理行为，不是话语行为，因而它们不具有语言反身性。还有一些看上去像施为动词，其实只是一个伪施为动词，原因也是如此。例如：

（41）? I hereby hint tha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accident.

（42）? I hereby lie to you that I am a famous professor.

（43）? I hereby boast that I am the best badminton player in my university.

这些例子前面的问号表示它们不符合语言直觉，hint，lie，boast之所以不能成为施为动词是因为它们不具有语言反身性，亦即不能自我指涉。如果发话人把它们用作施为动词来指涉自己的话语或行为，就会导致矛盾。（41）中hint意味着话语方式是隐含的，不是明晰的，但是hint话语内容又是明确说出来的，这种不一致就是矛盾。to lie意味着发话人并不相信自己话语的真实性，但是他想误导受话人相信，而且这种误导的意图不能被受话人识破，但是（42）的发话人明确表明自己的话语是谎言，从而暴露了自己想要误导对方的意图，引起受话人的警觉，这也是矛盾。（43）中的boast与（42）有相同之处，但更大的问题是涉及道德评价的问题：一般的理性假设是人人遵守道德，不夸浮吹嘘，发话人将自己话语明确标记为吹嘘，无异于自我挫败，即自己的计划被自己破坏了。可见，这些动词都涉及语言的否定性自指，造成语用悖论，即“我没有做我正在做的事情”。其他动词如allude to，slander，insult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能成为施为动词。虽然它们不是施为动词，亦即不是行事动词（illocutionary verbs），但是它们是成事动词，可以对言语行为的成事效果进行跨时空描写。

成事动词也可以通过即时性特征得到解释。例如：

（44）? I hereby persuade you to give up smoking.

（45）? I hereby convince you that the current economical situations are really discouraging.

无论是劝服还是说服，都是言语行为在受话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在逻辑上后于言语行为发生的，所以不具备即时性特征，因而不是施为动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行事行为是因，成事行为是果，先有行事行为后有成事行为，行事行为与指事行为同时发生，而成事行为的发生只能后于指事行为、行事行为。因而persuade，convince只能是成事动词。类似的动词还有annoy，amuse，frighten，threaten等。

关于施为动词与成事动词的差别，我们还可以从形式上来认识。一般来说，成事动词可以用try to，fail to，manage to，successfully来修饰，而施为动词不能。例如我们可以说I tried to/failed to/managed to persuade you to give up smoking，但不能说
*

 I tried to/failed to/managed to advise you to give up smoking，其中的理由是发话人可以控制自己的话语意图，但不能控制话语效果。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理由有待思考。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施为句或施为动词在语言中确实是存在的，它们的区别性特征是即时性与反身性或称反身自我指涉。虽然Austin没有把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但是Thomas的批评也是值得商榷的。

3.4.2　言语行为与礼貌

语言礼貌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Brown和Levinson（1987）认为，虽然各种文化环境下礼貌的方式及语言表现不尽相同，但是礼貌作为社会、交际的制约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在言语行为的研究中，首先把言语行为与礼貌问题联系起来的是Searle本人。他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的主要动因是出于对礼貌的考虑（Searle，1979）。结合（24）Can you pass me the salt？这个例子来分析，Searle（1979：48）认为这句话的礼貌性在于两点：其一，发话人没有假定他知道受话人有能力实施这个行为，而如果用祈使句这样的直接言语行为则有这样的假定；其二，话语形式是个问句，对问题的回答可以是肯定，也可以是否定，至少在形式上为受话人留下了拒绝的余地。

Searle是针对一些诸如“递盐”、“保持安静”等小请求展开讨论的，这些请求要求受话人付出的代价较低，所以规约性间接请求就足以体现礼貌了。在另一些请求中，发话人必须使用更为间接的方式，例如：

（46）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lend me your car for just two hours.

对于受话人来说，借车给别人用会给自己的出行带来不便，其代价远远超出为他人递盐，因此这样的请求不能以Can you ...？形式的规约性间接影响言语行为的方式实施，否则发话人显得轻率、突兀、失礼。综合Searle的解释，我们认为（46）的礼貌关键在于发话人弱化了其施为力度：发话人用的是过去时态，也就是说他将请求行为置于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这种时间上的距离导致心理上的距离，从而缓和了受话人的心理压迫感，降低了驱使力度，从而表现出礼貌。

除了请求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言语行为，诸如拒绝、抱怨、批评、责骂等，也需要礼貌修补。不同的是，要求语言形式的间接度及言语行为的修饰力度不同。例如：

（47）A: Would you like to come for dinner Sunday night?

　　　B: Well, I'd love to. But ..., unfortunately, my sister is coming over for a visit. It's too bad I can't come.

此例中，如果B直截了当的以No加以拒绝，则十分不礼貌。但他使用了well这个拒绝提示语，but ...这个犹豫标记，还表示了不能参加晚宴的遗憾，对方的感受就不同了。

语言使用中有一些行为也涉及礼貌的问题。这类行为包括应允、赞美、表扬、祝愿、祝贺、问候、提供、邀请等。这些行为不能以间接的方式实施，只能以直接的方式施为，否则就是不礼貌的。例如：

（48）Congratulations on your promotion!

（49）Bon appettit!

（50）Do come and visit us sometime.

（48）的“祝贺”行为必须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而且还要兴高采烈的说出这个话语，稍有犹豫就显得诚意不够，更不能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如果发话人说出Can I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promotion?这句话，则让人觉得荒唐、不可理喻。（49）是法国人在饭桌上说出的话语，意思是祝愿对方有个好胃口，享用美食，道理与（48）相同。（50）使用的不仅是直接方式，而且加上了do这个强调语，以加强语气。这是因为“邀请”是一个加强面子的行为，越直接越能体现发话人的诚意，体现了礼貌的慷慨原则。类似的话语还有很多，诸如Good morning! Good luck!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Have a good trip! Take care! Enjoy your stay! I'd like to drink to your heath! Stay cool! Best wishes! 等等。

总之，涉及礼貌的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在语境上呈互补分布，各司其职，任意一方都不能取代对方的功能。在实际语言使用中，间接言语行为占大多数，但这并不能说明直接言语行为就失去了其用武之地，更不能说明言语行为的概念没有意义。

3.4.3　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的语境对比

如3.4.1节所述，Thomas指出没有施为动词也可以实施言语行为，并举例说，英语中的“邀请”行为极少是用invite这个施为动词发出的。诚然，没有施为动词的隐性施为句也能实施各种言语行为，但是它们在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上完全不同于显性施为句。请看一个例子：

（51）We are sorry that a life was lost.

这是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针对中国副总理钱其琛要求美方道歉一事所作出的回应。可以看出这是个隐性施为句，它没有包含施为动词apologize。从效果上看，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与不满。我们知道，施为动词的一个特征是它的仪式性，即场合的正式性。美方不用显性施为句直接道歉显得没有诚意，没有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正是美方有意要做的，动机是逃避责任。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的效果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再看：

（52）a. I'll help you

　　　b. I promise I'll help you.

（53）a. I love you.

　　　b. I swear I love you.

（54）a. Get out!

　　　b. I am ordering you to get out.

（52）a是隐性施为句，（52）b是显性施为句，都是实施“许诺”行为。但是，（52）b使用了施为动词promise后，对发话人的约束力增强了，使得他更有义务履行诺言，同时受话人更有权力期待发话人兑现承诺。如果发话人食言，则受话人更有权力追究他的责任。相反，如果发话人只是说出（52）a，那么即便他食言，他也可以寻找借口，逃脱责任。同理，（53）b对受话人的安抚作用远远超过（53）a，更有利于加深双方的感情，也更迫使发话人以实际行动表现对受话人的关爱。（54）说明，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优先考虑使用隐性施为句，但是如果这样做效果不佳，则只能改用显性施为句。在（54）a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及受话人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发话人只能借助（54）b来加强命令口气，敦促受话人执行命令。以上例子表明，虽然隐性施为句与显性施为句实施相同的行为，但是它们在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上有很大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当然，在另外一些情形下，隐性施为句也不能为显性施为句取代。例如：

（55）Shoplifter! Stop him!

（55）在呼吁路人协助抓小偷，在这些紧急的情形下，发话人只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主要信息，没有时间说出一句完整的请求话语I hereby ask you to stop the shoplifter。如果是这样的话，呼救就失去其紧迫感了。

以上例子说明，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在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别，一般来说显性施为句具有正式性、强调性、说明性，这些特征是隐性施为句所没有的。显性施为句与隐性施为句在语境里也是呈互补分布的，这一点与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的互补关系是相通的。隐性施为句的普遍存在并不能否定显性施为句的作用，可以认为，否定施为动词施为性的观点似过于偏激。

练习题

1．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哲学背景是什么？

2．什么是言语行为？

3．Austin的施为句有什么句法的、形式上的特征？

4．Searle把言语行为分为哪几类？分类标准是什么？

5．什么是间接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是如何理解的？

6．言语行为的礼貌规律是什么？

7．简要说明下列话语中的斜体部分为什么不具备施为功能。

　　1）I (hereby) knock you out of consciousness.

　　2）I (hereby) deceive you into believing that I am a police officer.

　　3）I (hereby) talk you out of buying that ugly dress.

　　4）I (hereby) insult you.

　　5）I divorce you.

　　6）I (hereby) flatter you about your new house.

　　7）I (hereby) threaten to give you a failing mark if you don't hand in your paper on schedule.

　　8）1 (hereby) slander you.

　　9）I (hereby) order you not to obey this order of mine.

8．以下例子中斜体部分的发话人在表达什么样的间接施为用意？

　　1）You can use my help, Cynthia.

　　2）A: Do you want to take this trip with me?

　　　B: Well, I wish I could ...

　　3）A: It's the telephone.

　　　B: I am in the bath.

　　4）If you had been more careful, we wouldn't have had the accident.

　　5）A: Jane wants to speak to you on the phone.

　　　B: I am not in.

9．以下各例中发话人分别在实施什么言语行为？其中A、B两种实施方式在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上有什么差异？

　　1）A: How many times have I told you not to talk with your mouth full of food?

　　　B: Don't talk with your mouth full of food, honey!

　　2）A: You are fired.

　　　B: I hereby fire you.

　　3）A: You have my sympathy.

　　　B: I hereby sympathize with you.

　　4）A: Thanks for coming to see me off.

　　　B: I hereby extend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you for coming to see me off.

　　5）A: Come on! Do have another drink.

　　　B: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other drink?

　　6）A: Cheers!

　　　B: I hereby propose a toast.

　　7）A: 7 no trumps.

　　　B: I bid 7 no trumps.

10．将下列请求行为按礼貌级别从低到高排序。

　　1）Can you lend me 100 dollars?

　　2）Lend me 100 dollars.

　　3）Would you mind lending me 100 dollars?

　　4）I don't suppose you happen to have 100 dollars on you, do you? Because I'd like to buy this computer and I am 100 short. I can let you have it back tomorrow.

　　5）I don't want to bother you, but do you think you could possibly lend me 100 dollars?

11．看下面一则笑话，简要分析房子主人的禁令为什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从前，某人家住闹市，每天过往行人熙熙攘攘，在他家墙壁乱涂乱画，弄得很脏，他看了很不高兴。为制止这种行为，他在墙上写下一行字：“此墙不准写！”有人路过这里，觉得这个警告有趣，于是在墙上提了一个问题：“为何你又写？”房子主人见状十分气恼，理直气壮地在墙上挥笔写下：“此墙是我的，想写我便写！”更有人唯恐天下不乱，往上又加了一句：“要写大家写！”此时的墙壁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文献选读

We can now clarify the notion of meaning. W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nventional meaning of words, sentences and other symbols, and the speaker meaning which the speaker expresses in making an intentional utterance. In the case we have discussed, the symbol in question has a conventional meaning: it is raining, and when the speaker makes an utterance with this symbol, her expresses a speaker meaning, a speech act meaning: it is raining. When the speaker intentionally utters a token of the symbol, the production of the token is the 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 of his intention to utter it. And when he utters it meaningfully he is imposing a further 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 on the token uttered. The 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 is: that it is raining. That intentional imposition of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on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is the essence of speaker meaning.

The capacity to do this is a crucial element of human cognitive capacities. It requires the ability to think on two levels at once, in a way that is essential for the use of language. On one level the speaker intentionally produces a physical utterance, but at another level the utterance represents something. And the same duality infects the symbol itself. At one level it is a physical token like any other; at another level it has a meaning, it represents a type of a state of affairs.

There are two separate aspects to what I have said so far. First, speaker meaning consists in the double level of intentionality I have tried to describe. The speaker intentionally produces an utterance, and he intends that the utterance should itself have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for example truth conditions. But, and this is the next crucial point, if he is to succeed on a regular basis, then there has to be somesocially recognized conventional device, some repeatable device, the production of which can be regularly and conventionally taken by his interlocutors to convey the message. Now we are getting much closer to language, because the first phenomenon is crucial to the performance of speech acts, and the second phenomenon, the repeatable devices, consists typically of words and sentences of a language.

For the sake of explanatory simplicity, I have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 convention before that of speaker meaning. But which really comes first, speaker meaning or convention? In the order of logical dependence the speaker intentionality must be logically prior, because these conventions for unstructured propositions encode preexisting speaker meanings. However, without language and its conventions you can only have very simple speaker meanings. You can think, and mean, for example: it is raining here. But you cannot even think, and much less say and mean, for example "It would be nice to visit the zoo next Sunday but I have to stay home and work on my income tax." We will get to this point, the dependence of complex thought and meaning on language, in the next section when we get to symbols that have a compositional structure. For now I will just remark: if the speakers and hearers are to evolve a system where they can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they will have to develop a set of conventional devices for conveying speaker meaning.

When our animals develop a language, they are developing a set of devices for public,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at means they develop a set of devices, the production of which will be the imposition of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s, by convention.

This is the first step on the way to language, but only a first step because so far we do not have syntax. The devices we are imagining correspond to unstructured propositions, and have no internal syntactical structure. In English we would have to translate them as one word sentences: "Rain!" "Danger!" "Food!" etc. (Adapted from Searle, J. 2007. What is language: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In: Savas L. Tsohatzidis (ed.), John Searl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rce, meaning and mi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注释


*
 　例子之前加星号，表示后面的说法不合适。


第四讲　会话含意理论

导读：会话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和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会话中的词语除了具有自身的表层含意之外，往往还会有含蓄隐晦的深层意思。这种深层意思就是说话者的“用意”，是话语的隐含意义。根据言语交际语境推导出来的话语用意就是会话含意。会话含意是言语交际间接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它不是去说明人们表面上说的什么，而是侧重这样说到底传递的是什么意思。言语交际双方都有相互合作、求得交际成功的愿望，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的共识，并遵守一些诸如真实、充分、关联、清楚等原则和准则，这就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假定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中所说的话都符合当前交际意图实现的目标和方向。

4.1　引言

Scienc刊登了2005—2030年内国际学术界亟待解决的25个重大科学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追述并探究人类的合作性行为的缘起与发展轨迹。要想破解这一重大科学课题，语言交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切入维度，这是因为人类合作性行为的发轫与成形均伴随社会性的言语交际特征。确切地说，任何一次成功的交谈都不会是由一些不相关的话语构成。恰恰相反，成功的交际多是交谈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共同的交谈目标或者有一个被双方和多方所接受的交际意向使得合作性交际成为可能。这一目标或方向有可能是在谈话一开始就得以明确，也有可能是在交谈过程中动态生成。人类对于这一前沿课题的探究可以回溯到Grice早期的语用学思想当中。1967年，哲学家Grice就话语交际的普遍规律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首次提出用于解释人类话语交际规律的合作原则。

在Grice（1975）看来，交谈是受制于一定的制约条件的。确切地说，交谈之所以不是一连串互不连贯的话语，是因为交际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些基本原则，这保证了交际活动能够顺利进行。Grice（1975）把这种交际者共同遵守的原则称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如果在交际中发话人的话语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某一准则，那么他可能是有意为之。此时受话人就要根据当时的语境，推断出发话人违反合作原则相应准则的目的，即了解他违反合作原则某准则而催生的话语隐含意义。Grice把这种在言语交际中动态触发的隐含意思称作“会话含意”。Grice（2002）认为，如果参考“合作原则”中各项准则进行言语交际，人们就可以推断出发话人在话语中有意超越字面意义的隐含意义。因此，Grice（1975）将合作原则定义如下：合作原则要求每一个交谈参与者在整个交谈中所说的话符合当时交谈的目标和方向。

4.2　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是描述会话中人们如何进行语用推理的学说，它由四条准则组成。如果发话人的话语在表面上违反了合作原则下任何一条准则，那么他可能是故意这样做的，而受话人则要根据当时的语境，推断出发话人表面违反合作原则的目的，也就是要弄明白他的话语含意。因此，合作原则是解释会话含意的理论。

4.2.1　合作原则的四准则

Grice（1975：307—308）认为，不管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如何，他们在谈话中都遵守合作原则。换言之，“根据会话的目的或交流的方向，使自己讲出的话语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交际所需的”。它下辖四个范畴，每个范畴又包括一项准则和一些次准则：

1）量准则（Quantity Maxim）：所讲的话达到所要求的详尽程度。

（a）所说的话应包含实现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

（b）所说的话不应超出实现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

（1）Mrs. Green has three daughters.

（2）Some people believe in God.

假设例（1）包含的信息是发话人所要表达的全部信息，即Green太太只有三个女儿，不是一个，也不是四个，那么此时发话人就遵守了量准则。例（2）中，发话人提供出了当前交谈所需要的信息，但它同时间接地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即Not everyone does (believe in God)。

2）质准则（Quality Maxim）：尽量保证话语的真实性。

（a）不要说自知是不真实的话；

（b）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Physics is difficult to learn.

（4）Smoking is hazardous to one's health.

如果例（3）中发话人认为物理很难学，而且可以举例说明为什么物理很难学，那么此时发话人就遵守了质准则。例（4）的使用者遵循了合作原则中质准则而说出的实话，它既表达了发话人自己的看法，又有证据支撑自己的看法，但隐含了这样的意义，即I believe (I have evidence) that smoking is (hazardous to one's health)。这里，Grice强调了质准则不得违反，如有违反就是说谎，进而导致了一种道德上的冒犯（moral offence）。

3）关系准则（Relation Maxim）：要有关联。

说话要贴切。

（5）You've got up here now.

假设例（5）话语中的here指学生的教室，now指当时说话的时刻，不是指今天、21世纪或2011年，而是当发话人说出上述话语的时候，受话人正好来到了教室。这些均表明发话人遵守了关系准则。再如：

（6）I've got to go now.

理解例（6）必须参考关联的语境，这样方可找出当时发话人想要传达的同话语最密切的隐含意义。如果受话人是在发话人家里做客时听到了例（9），那么go now是指发话人要立即外出。此时，其隐含意义不但是说主人要出门，而且还在催促客人马上离开，即I'm going out right now, and you'd better come next time。

如果客人是在主人家里说的，主人也会根据语境与话语的关联情况推断出go now的隐含意义是客人打算马上结束拜访，即I'm leaving right now。这显然是客人在向主人告辞。

4）方式准则（Manner Maxim）：要清楚明白。

（a）避免晦涩；

（b）避免歧义；

（c）说话要简明扼要（避免赘述）；

（d）说话要有条有理。

（7）They washed and went to bed.

（8）He shaved and listened to the radio.

例（7）的话语是按照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完成语义信息表征的，因而显得十分清楚明了。该例表明发话人遵守了合作原则下辖的方式准则。例（8）的两个动作可以理解为同时进行，即一边刮脸一边听收音机，也可理解为先后进行，即先刮脸然后再听收音机。为了遵守方式原则，避免歧义，发话人如果要让受话人知道两个动作先后发生的隐含意义，他／她就需在描述第二个动作前加上逻辑关系词then，即：He shaved and then listened to the radio。

以上我们对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所下辖的四个准则作了简单的介绍。就该原则的实质而言，发话人和受话人需要不断地理解对方说话的目的或动机。前三条准则主要讨论“说什么”，而第四条准则主要说明“怎样说”。首先，量准则就会话中发话人所提供的信息量予以规定。它要求发话人只提供对方所要知道的信息，而不说他不想知道的信息；给对方的话既不过多也不过少。其次，质准则就话语的真实性予以圈定。它要求发话人应该说真话，不说谎言或者说缺乏证据的话。这种交际的真实性是指发话人自认为的真实，如果发话人无意中说了谎，受话人仍认为他遵守了质的准则——说的是真话。再次，关系准则要求发话人告诉对方的是与主题有关的内容。最后，方式准则要求所有的交谈内容都必须简洁、清晰并且有序。如果所有的会话参与者都遵循上述准则，那么言语交际就能直接、有效地进行下去。

鉴于合作原则提出的初衷在于揭示言语交际本身的基本规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合作原则对于非言语交际是否具有同样的解释力？国际语用学界对此予以探究的不乏其人，美国语言学家Georgia Green就是力求拓展合作原则解释力的学者之一。1996年，Green将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更为笼统地概括为一个陈述句——“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目标行事”。这与Grice所界定的合作原则最大的不同在于Green重新赋予“合作”这一核心概念更为丰富的宏观性语用内涵，并在外延上将其定位于更为广阔的对象空间。在她看来，合作原则的普适性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言语行为，在其他社会活动中也应该同样适用。

根据Green的观点，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可以全部转述如下：

A．量准则（Quantity Maxim）

　（a）行为者会尽可能多做事情，以实现当前目标。

　（b）行为者不会做超出需要的事情。

B．质准则（Quality Maxim）：行为者不会欺骗对方。因此，行为者会尽量实事求是。

　（a）行为者不会弄虚作假。

　（b）行为者不会无中生有。

C．关系准则（Relation Maxim）：行为者的行为将会与他的意图有关、有联系。

D．方式准则（Manner Maxim）：行为者会对有共同目标的对方清楚地表现自己的行为。

　（a）行为者不会向对方掩饰自己的行为。因此，在交际中，行为者不会含糊敷衍。

　（b）行为者会采取一定的行动，以便明确地再现自己的交际意图。

　（c）行为者不会把过多的精力花在不必要的行为上。

　（d）行为者会有序地实施某一计划，以增加实现某一目标的最大可能性。

Green认为，经过以上重释之后的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既可以适用于言语交际，也可以用于解释非言语交际。此间，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合作原则的支撑性概念“言语”被“行为”所替换，这直接导致了合作原则在外延与内涵上均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不可否认，这的确对于提升合作原则的解释力大有裨益，但是也将我们引入一个语用学研究不得不去面对的两难困境：语用学研究到底是应该锚定于微观的言语现象，还是应该兼收并蓄地涵盖宏观的非言语维度？这种思潮上的冲突在当今语用学发展格局当中显得格外惹人注目，最为典型的就是“分相论”与“综观论”之间的隔阂与分歧。这种研究路向到底何去何从在Green对于合作原则的重释上同样有所体现。例如，既然Green对于合作原则的重释突显了“合作性”在满足人类多个层面需要上的不可或缺性特征，这正好与科学界在21世纪人们对于人类“合作性行为”的高度关注不谋而合。但十分有趣的是，为什么这一思想在以往的10年当中却未曾引起语用学界的充分关注？

4.2.2　会话准则的违反

合作原则其实是一种主要针对会话运作规律的原则。如果在交谈时人人都严格遵守合作原则之下的四项准则，那么人们就可以进行效率最高、最为合理的语言交际。然而，所有这些准则仅仅是人为规定的。事实上，人们在会话过程中经常违反或藐视这些准则。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些违反，受话人才能根据具体的语境推断出其中所蕴含的会话含意。Grice将“会话含意”的产生流程描述如下：当发话人说谎时，他／她违反了合作原则的质准则，而受话人理解的前提是发话人并没有背离合作原则。这表明说谎的一方违反了合作原则的质准则，而当真的一方却遵守着合作原则，并且以为对方也一直在遵守合作原则。然而，发话人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某一准则，并不都是为了说谎，有时可能出于礼貌或特定语境的需要，说了一些违反合作原则某一准则的话。当受话人察觉到发话人的话语没有遵守合作原则的相应准则时，他就要迫使自己透过对方话语的表面意义，去领会发话人话语中的深层含意，于是就产生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在遵守有关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的同时，不同的发话人、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与倾向性。对一些发话人来说，他们在方式准则方面可能会特别注意，因此他们很强调话语的清楚、完整，而把真实性、信息量方面的准则放在次要地位。对另一些发话人来说，他们很可能把重点放在质准则上，因此他们在谈话时注意话语的真实性，强调说话要有根据，而对话语完整性、合乎语法性等却不大重视。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会话都会传递某些含意。受话人能从发话人的话中推断出含意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发话人根本就不愿意遵循合作原则。他／她选择“无可奉告”或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这种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不会产生会话含意，其结果只会是受话人不愿意继续进行交际。

2）发话人说一些容易引起误导的谎言。如发话人不想接受某个邀请，但又不想得罪人，因此可能会说：“I'd like to, but I'm afraid I can't today. Someone is going to see me。”但如果发话人不想让对方知道他违反了质准则，如果他的目的是要使对方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那么他是在说谎，这种对质准则的违反只会产生误会，并不产生会话含意。然而，如果对方明知你事先没有安排，你说了假话，并且想让对方知道你说了假话，在这种情况下，你违反了质准则，又让对方对此了然于胸，这种违反质准则的交谈就会产生会话含意。字面意义是说另有他约，深层用意则是谢绝邀请。

3）发话人面临一种冲突，为了维护一条准则，他／她不得不违反另一条准则，因此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别人要求发话人提供信息，但发话人没有足够的信息量。例如：

（9）A: Which hotel he is staying in?

　　B: One in the downtown.

例（9）B的回答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然而他又不愿意撒谎。他显然违反了量准则，因为在回答中，他给A提供的信息少于A所希望得到的信息。但B在确实不知当事人地址的情况下，他违反量准则是为了遵循质准则，即不说没有充分根据的话。但是如果B知道当事人的地址，则会话含意就会是“我不想告诉你他的确切地址”。

4）公开表示与别人不合作，受话人可能因此会有两个选择。其一，他认为发话人在撒谎，或说一些无关的话。其二，他假设发话人是愿意合作的，他的不合作只是想对受话人传递某种特殊含意，而且他希望受话人能深悉此意。一般说来，受话人都会作出第二种选择，正因为这样才使发话人表达的含蓄意义让受话人得以推断及破译出来。

违反合作原则的相应准则进而触发会话含意的情况十分常见。下面我们将就具体事例说明违反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如何导致会话含意的产生。

a．量准则的违反

违反量准则意味着发话人提供的信息不足或过量。例如：

（10）(A woman is sitting on a park bench and a dog lying beside her. A man comes along and sits down on the bench.)

　　　Man: Does your dog bite?

　　　Woman: No.

　　　(The man reaches down to pet the dog. The dog bites the man's hand.)

　　　Man: Ouch! Hey! You said your dog doesn't bite.

　　　Woman: He doesn't, but that's not my dog.

在例（10）这个对话中，因为女士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所以导致这位先生的手被狗咬了。她如果早点说“这只狗不是我的”，这位先生的手可能就不会被咬。对话中的女士故意违反量准则，很可能因为她不愿意与这个陌生人交流。有趣的是，这位倒霉的先生未解其意。又如：

（11）Father: How did you do your history exam?

　　　Tom: Oh, not at all well, they asked me things that happened before I was born.

在例（11）中，父亲需要的回答仅仅是“考得不好”，而Tom给了过量的信息。这暗示Tom认为考得不好不是他自己的错，而是考试本身的错。

b．质准则的违反

违反质准则是指发话人提供的信息与其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或意图相反，或者是故意说一些没有道理的、缺乏证据的话。在许多情况下，比喻、夸张和讽刺等修辞手法也可以看作是对质准则的违反。例如：

（12）A: It's rather cold today, isn't it?

　　　B: But the weatherman said it would be warm. He must take his reading in a bathroom!

在例（12）中，A和B在谈论当天的天气。毫无疑问，两人都很清楚当天的天气状况。但是B用的是反语，言外之意是讽刺气象员的天气预报不准确。再如：

（13）Driver: (Being stopped by traffic police because of traveling at 130 miles per hour) Sorry, officer. Was I driving too fast?

　　　Policeman: No, sir. You were flying too slow.

在例（13）这个对话中，很明显警察的话违反了质准则，进而导致了反语性表达。据此，我们也就很容易了解警察先生的话语所蕴含的隐含意义，即“你确实是开得太快了”。

有时候，会话中常常出现的某些修辞手法，如隐喻、夸张、语用缓和等都可以看作是对质准则的违反。在这些情况下，发话人往往故意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语，让受话人自己去推导出相应的语用含意。例如：

（14）A: Tom is a very brave soldier, isn't he?

　　　B: Yes, he is a lion in battle.

在例（14）中，Tom当然不是一头狮子，这是一个违反质准则的夸张隐喻。B是以此来喻指Tom具备一种十分勇敢的品格。显然，本例的理解不能囿于话语的表面意义，否则就会导致交际中的信息阻遏。

c．关系准则的违反

违反关系准则是指发话人所提供的信息与受话人所需的无关。如：

（15）A: How do you like this performance?

　　　B: It is a nice theater.

在例（15）中，很明显A想知道B觉得表演怎么样，而B却说剧院很好，这显然跟A的提问无关。B违反了关系准则，其话语的隐含意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表演不太好”或者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表演”。再如：

（16）A: Mrs. White is an old bag.

　　　(There is a moment of appalled silence.)

　　　B: 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winter, hasn't it?

在例（16）这个对话中，A是想说Mrs. White的坏话，而B的话语则主要说的是天气。不难看出，B的应答跟A说的内容毫不相关。很可能的情况就是，B的意思是“你这么说不好，我们换个话题吧”。最后再看一个例子：

（17）Jane: Shall we go shopping tomorrow?

　　　Betty: My parents are coming tomorrow.

在例（17）中，Betty没有回答去还是不去，而是说她父母会来。不难理解，Betty的话表面上违反了关系准则。因此，其话语一定是传递了某种会话含意。结合当时的交际语境，Jane就会推断Betty实际上是在委婉地拒绝自己的建议。

d．方式准则的违反

前三个准则涉及的是信息的内容，而方式准则主要关注的是信息的传递方式。违反方式准则是指所说的话含糊不清、不够简练以及没有条理。例如：

（18）Father: Where are you going?

　　　Mother: S-u-p-e-r-m-a-r-k-e-t

在例（18）中，妈妈违反了方式准则，因为她故意使得自己的表达晦涩。尽管她要去超市是件很简单的事情，但她却故意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超市”（supermarket）这个词。也许是孩子们在旁边，而妈妈不想让他们知道。通过以“超市”一词的拼写方式回答丈夫的问题，妻子实际上是在间接地告诉丈夫“不要让孩子们知道我要去哪，否则他们会哴着要跟着我去”这一交际意图。再如：

（19）A: What did Jane sing last night?

　　　B: She produced a series of sounds that corresponded closely with the score of "Because you loved me".

在例（19）这个对话中，B没有明确告诉A Jane唱的是什么歌，而是采用拐弯抹角的说法，故意违反了方式准则。这样，A就可以依据合作原则推断出B的隐含意义就是“她唱得太糟了”。再看一例：

（20）A: Do you have 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B: Yes, but I can't lend it to you right now. I'm translating.

　　　A: I'm not borrowing it. I was wondering if you might need to buy a copy.

例（20）中，很显然A违反了方式准则，直接造成了B对于A实际交际意图的误会。再如：

（21）An elder woman entered a chemist shop and asked: "What do you have for gray-hair?" "Great respect, Madam." replied the salesman.

在这里，老太太说“gray hair”就是指白头发，而店员理解为老人，所以他回答“尊敬”。在这个对话中这位老太太违反了方式准则，所说的话产生了歧义，所以店员与老太太之间的交际才出现了空集现象。

其实，在很多场合下发话人不可能同时遵守所有的准则。如果两条准则相互抵触，他／她就可能违反其中的一项准则（何自然、冉永平，2002）。比如，有时候发话人很难不说一些缺乏足够证据但又是交际所必需的话。同样，如果发话人认为受话人缺乏某方面足够的背景知识，他也有可能说话啰嗦或晦涩，从而违反方式准则，等等。总之，合作原则制约着会话交际，理智的交际者会尽可能遵守该原则，并且希望对方也能遵守。有时候，发话人会在某些话语之前使用诸如下面这样的话语结构，直接（如下例（22））或间接（如下例（23））地表示自己可能违反某一准则：

（22）a. I am not at liberty to say any more.　　　　　（量准则1）

　　　b. I probably don't need to say this ...　　　　　　　　（量准则2）

　　　c. I'm not sure if it's true, but ...　　　　　　　　　　（质准则1）

　　　d. I have no evidence for this, but ...　　　　　　　　　（质准则2）

　　　e. I know this is irrelevant, but ...　　　　　　　　　　（关系准则）

　　　f. I don't mean to change the subject, but ...　　　　　（关系准则）

　　　g. I don't know if this makes sense, but ...　　　　　　　（关系准则）

　　　h. I'm not sure if this is clear, but ...　　　　　　　　（方式准则）

（23）a. You probably already know this, but ...　　　　　（量准则2）

　　　b. As you know, ...　　　　　　　　　　　　　　　　　　　　（量准则2）

　　　c. This may be just a rumor, but ...　　　　　　　　　　　（质准则2）

　　　d. This is only my guess that ...　　　　　　　　　　　　　（质准则2）

　　　e. By the way, ...　　　　　　　　　　　　　　　　　　　　　（关系准则）

　　　f. Sorry if bothered about my off-track points, ...　　　　（关系准则）

　　　g. So, to cut a long story short, ...　　　　　　　　　　　（方式准则）

　　　h. Wait, let me simplify that.　　　　　　　　　　　　　　　（方式准则）

发话人之所以选择上述违反合作原则各个次则的话语选择形式，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使得自己的话语听起来更加礼貌，更加客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实例基本上都可以被看作是模糊限制语的典范。从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角度反观上述模糊限制语实例，不难发现模糊限制的使用同一个人的语用能力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模糊限制语的调用可以分别从信息可及度（量准则）、信息有效度（质准则）、信息相关度（相关准则）以及信息明晰度（方式准则）四个维度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能力。回过头来，如果从模糊限制语使用的角度审视合作原则及其准则，可以发现合作原则的“柔性”特征，即其被称为原则而非规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容忍次则不同程度的可违背性，因此不具备语法规则的“刚性”特征。在现实交际当中，当合作原则的次则被违反的时候显得更为明显。确切地说，当某一话语同合作原则的各个准则听上去不一致时，发话人希望受话人认为他遵守了合作原则，并根据相应的次准则去解释这一言语行为。但是，一旦话语真正违反某一准则时，发话人就希望对方推导出自己违反某一准则的原因，从而理解其深层含意。例如：

（24）Mr. King is a nice guy, and he never drinks and is always punctual in commitment.

如果以上话语是对Mr. King工作情况的评价的话，那么发话人显然违背了合作原则中量准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提供信息不足，有关Mr. King具体工作能力问题基本一点都没有提到。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信息过量，有关Mr. King是否能喝酒不一定和当前话题相关。但是，不管发话人提供的信息是过量还是不足，都间接地表达了“他工作能力一般”这样的含意。

发话人有时还可能同时违反关系准则和质准则的第一条次则。例如：

（25）A: You know, masters from the Shaolin Temple can crush rocks with bare hands. After some training, we can do that too.

　　　B: Yeah, and the sun rises in the west.

在例（25）中，显然B的回答表面上与A所讲内容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并且可以说是错误的断言。但是，如果A认为B刻意传递一些不真实的信息，那么B就成功地表达了“A所讲的内容是错误的，或B不相信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习得同样的本事”这些含意。

此外，一些富有人情味的劝诫性公示语也可能违反了质准则，其目的在于避免直接地、公开地呵斥受众做某事。例如，例（26）中的黑体部分就分别表示了“被起诉”、“出事故”和“死亡”的意思，但是该公示语显得十分委婉、间接：

（26）驾驶汽车时速不超过30英里，你可以饱览本地美丽景色；超过60英里，请到法庭做客；超过80英里，欢迎光顾本地设备最新的急救医院；上了100英里，请君安息吧！

总之，会话的四条准则是合作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具体化的合作原则，发话人通过不遵循某条次准则来传递会话含意；同时，不论发话人还是受话人都知道发话人还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也就是说“愿意合作”是发话人通过违反准则传递会话含意的大前提。因此，当人们说某人违反了会话准则时，那只是说他在字面上违反了准则，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仍然遵循了会话原则，违反次准则也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一种表现方式。Grice之所以杜撰了一个单词implicature来表示会话含意，就是为了区别于纯粹由句子的逻辑内容或语义内容所推理出来的含意，因为会话含意是基于语义内容，但又多于语义内容的语用信息，必须经过一定的推理才能够得到。

4.3　会话含意

在人类言语交际的各种方式中，会话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传递信息和获取信息最直接和最基本的途径。人们在交谈中使用的词语除了具备相应的表层含意之外，往往还有一定的深层含意。有趣的是，人们在交谈时，并不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常常是含蓄隐晦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实际意图，如：

（27）What do you think？

在例（27）这个简单的特殊疑问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之间的区别。它实际上包含两种可能：没有完全弄清楚对方是什么想法，或者知道了对方的想法，但不知道与对方的意见是否一致。当第二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发话人的话语与用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而根据会话交际规约推导出来的用意就是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

（28）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s that "the bus is full".

例（28）中的“mean”是指交际者意欲表达的意义——“the bus is full”。但是“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of the bus）”并非在任何场合下都意味着“the bus is full”，因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能因此推论“三下铃声必然意味着汽车客满”。这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司机都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按三下铃。这样来看，判断是否产生会话含意就取决于字面意思同意欲表达的意思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上两例可以说明：说话者的意图是让话语在交际对象身上产生某种效果，受话人又能领会到交际者的这个意图。如果受话人做到了，那么发话人就能实现具体的交际意图。再如：

（29） A: Are you going to John's birthday party?

　　　B: I've heard Mary is going.

从字面看，例（29）这个对话似乎是不连贯的。A问的是B是否去参加John的生日聚会，但B答的却是听说某女士打算去。这种表面上的不相关是由于话语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之间的差距造成的，也就是“字面意义”和“言外之意”之间的距离。A要理解B的用意，就必须做出一系列的推理，这种推理必须以常识和两人所共知的背景为基础。在例（29）中，A提出问题后期待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假如A认为B的话和他的问题是有关的，那么他首先要在Mary去参加聚会和B去与不去参加之间建立联系。B显然明白A知道他与Mary之间的关系，否则就不会这样回答A了。如果Mary是B所喜欢的姑娘，或者是B想见的一个人，那么B的回答就意味着他打算去参加聚会，但如果那个姑娘是B不愿意见到的人，那么B的话就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会话含意是语言间接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它不是去说明人们表面上说的是什么，而是这样说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借用数学的概念来说，会话含意与字面含意一起构成了交际中一个词或一句话所能包含的各种不同意思的并集。

在日常交谈中，人们说话常常是话中有话，带有弦外之音，要理解这种话字面之外的意义需要借助相应的语境信息。但这都应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之上——交谈双方都有把会话继续下去的共同愿望。也就是说，在谈话中双方必须保持合作态度，这样才能保证交谈双方所说的话都是和话题有关的，都能从对方似乎不相关的话语中找到话语与话语、上文与下文、问题和应答之间的关联，并作出适当的分析、推理以及应对。由此可见，合作是保证交谈顺畅进行的一条首要原则，会话含意必然以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作为提取的蓝本。

4.3.1　会话含意的种类

根据Grice的观点，含意可以分为以下两种：规约含意（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与会话含意。二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由话语中词语的语义初值再加上一个语义附加值组成；二者的差异在于前者不需要考虑语境因素，仅凭直觉即可把握，因此不属于语用意义，而是词语的固有含意。与之相比，后者受语境因素的制约，比如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就构成了会话含意的备选项集合。

从推导特性来看，Grice的规约含意强调话语含意与某一特定语言结构的关系。这里我们仅以Grice本人给出的一个十分经典的例子予以说明：

（30）Jack is an Englishman; he is, therefore, brave. (Grice, 1975: 122)

英语中连接词“therefore"的一般会话含意在于“它所连接的前后两个命题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上述例子中出现“therefore”不禁让人想到“Jack的勇敢品行源于他是一个英国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Grice所说的一般会话含意无需考虑当前发话人所处的交际语境，而只需直接解读话语意义本身即可完成含意的推导过程。Grice将此类会话含意称为规约含意。类似therefore可以传递规约含意的词语还有：but, even, yet以及always等。此外，规约含意不同于会话含意还表现在，某一语言形式的规约含意与发话人是否遵守合作原则无关，它具有不可取消性。

会话含意常常被分为两大类：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implicature）和特殊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所谓一般会话含意就是指发话人在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时，话语中通常所隐匿的某一含意。例如：

（31）［语境：A是单身女性，B是媒人，此时B正在向A说起某男有多么出色，意欲将A介绍给该男士。A就询问起男士的情况。］

　　　A：他有钱吗？

　　　B：当然有，有钱、有房、有车。呵呵，就差个享福的媳妇喽！

例（31）所隐含的一般含意是“发话人不知道那位男士是否有钱，且很想知道”。当A提问时，B就认为A对于这位男士的经济情况十分感兴趣，于是一一作答。B遵守了量准则，传递的含意正是这位男士的经济情况。下面对话中的B遵守了关系准则，因而也隐含了一般会话含意。

（32）［语境：A和B是同学，正商量出去购物。］

　　　A: I am out of money.

　　　B: There is an ATM over there.

在例（32）中，B说附近有一台自动提款机。基于这一语境信息以及交际常识，我们可以断定B所说话语的一般含意是“A可以到附近的自动提款机取款，从而解决自己没钱的问题”。

特殊会话含意是指在会话中交际一方明显地或有意地违反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从而迫使对方自行去推导出话语含意。特殊会话含意的推导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在某个既定的语境内，交际双方首先要假定彼此是遵守合作原则的。第二，发话人故意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而受话人依据合作原则推导出发话人传递的特殊会话含意。对于一般会话含意和规约含意的理解与推导来说，受话人并不需要特殊的语境知识。然而，受话人需要特殊的语境知识才能正确理解话语所传递的特殊会话含意。例如：

（33）［语境：丈夫买东西回来以后，妻子问起所买的东西。］

　　　　妻子：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上次那个牌子的水果罐头挺好吃的，买了没？

　　　　丈夫：哦，我买了水果。

在例（33）中，妻子向丈夫询问购物情况，然而丈夫却似乎答非所问。从表面上看丈夫的回答与妻子的问话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丈夫应该回答“买了”或“没买”，而不是“我买了水果”作为应答。此时妻子听到丈夫的回答并没有提到水果罐头。如果他买了水果罐头，就会直接回答。据此，她认定丈夫一定是希望她能够推出这样的含意“没有提到的就是没有带来的”。这样丈夫就通过违反合作原则的相关准则传递了字面意义以外的信息，即特殊会话含意，比如没有买水果罐头而买了水果是因为他认为吃水果更健康。再如：

（34）［语境：商家向顾客推销某种产品，顾客对此详细咨询。］

　　　　顾客：你把这商品宣传得可够好的了，真有那么灵吗？

　　　　商家：大姐，看这话让你说的。如果不这么好用，我们能在这么正式的大商场设点销售吗？现在做买卖也要讲良心，否则还能够得上那一撇一捺吗？

例（34）中商家的话中黑体部分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其实，商家想说的是：“那还算得上是人吗？”在当时的语境条件下，商家通过这句话很可能在传递特殊的会话含意——我以我的人品做保证我们的产品信得过。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商家故意将“人”字分成一撇和一捺说出来，一方面可以避免直接说出“那还是人吗”那样的粗俗话，更何况说的是自己；另一方面，这种看似化简为繁的表达方式却能达到强调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自己商品质量的可信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特殊会话含意生成往往离不开发话人违反合作原则的相关准则。也正是依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一般会话含意与特殊会话含意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类别差异的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语言使用者主动地、策略性地调配语言资源的能力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对含意以及会话含意的类别简单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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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规约含意：它不属于语用含意，与是否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无关；它不依赖于语境，是一些体现在词项或短语（如therefore，even，yet，and，but，a＋N［名词］）中的含意。

B．会话含意：

a．一般会话含意——在遵守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时带有的含意。

b．特殊会话含意——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某项准则，在特定的语境中推导出来的含意。

4.3.2　会话含意的特点

会话含意推导机制的终极目的在于解释受话人如何理解话语背后所隐藏的交际意图。经由语用推理而得到的会话含意具有如下五个方面的特性：可取消性（cancellability）或可废除性（defeasibility）、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ity）以及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也正是因为会话含意具备这些特性，才使得它不同于常规含意。下面我们逐一结合具体实例予以分析。

1）可取消性指话语的语用含意可能会随着交际语境或者语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甚至还有可能消失。例如：

（35）［语境：A和B是同学，正商量出去购物。］

　　　A: I am out of money.

　　　B1: There is an ATM over there.

　　　B2: There is an ATM over there, but it does not work at all.

在上例中，A说自己没有钱了，B马上回答说在那边有台自动提款机。基于这一语境信息，我们可以断定B所说话语的一般含意是“A可以到附近的自动提款机取款，从而解决自己没钱的问题”。但是，B在后面继续附加了一句“but it does not work at all”之后，原来的会话含意马上消失。为了更细致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实例：

（36）［语境：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谈论本次期末考试成绩。］

　　　A：这次考试题超级难，估计很多人都得挂科了。复习了N个晚上才刚刚及格你考了多少分啊？

　　　B：90。

　　　A：不会吧，老兄，我没有听错吧，你可真是我的偶像。服了。

　　　B：得了吧，你可别逗我了。

　　　A：哈哈，你真是我的偶像，呕吐的对象。

就上面例（36）的命题内容而言，表面上存在着明显的语义相关性缺陷，刚看起来似乎觉得很难把“偶像”和“呕吐的对象”联系起来。但是，稍微思考一下，通过谐音就可以明白A的真实用意。从合作原则的角度出发，不难发现A是知道这句话就表面字义来讲是不符合现实的，有点夸张，因此违反了质准则，由此受话人B推导出的首要含意是A对B表示恭维。依据日常交际知识，我们也都知道把某人看成是自己的偶像就是一种称赞表达方式。但如果紧接着通过谐音方式连贯地将“偶像”一词重释为“呕吐的对象”，那么原来的含意便马上就被取消了。如果B知道或者假设A不会将自己尊为偶像的话，那么这句话的含意便是发话人对他可能有些讽刺。但是，鉴于当前A和B之间关系比较要好，A的话语至多表示一种玩笑式的打趣，而非讽刺与厌恶。

2）不可分离性是指一句话所负载的隐性含意是以这句话的整体语义内容为基础。换言之，会话含意是根据话语的语义内容，再结合语境因素推导出来的。会话含意依附于话语内容与语境信息，而不只是简单地依附于话语的词汇或句式。如果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了语用含意，那么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同义结构，含意都始终存在。例如：

（37）A: What do you think of Mary?

　　　B: Well, I think her bag was beautiful.

B想表达的含意是“我对Mary这个人不感兴趣”。如果将其中的I think换成in my opinion，as far as I am concerned等词，抑或将beautiful换成grand，lovely等词，B对Mary的负面看法仍然存在。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即便是话语B的同义结构群扩大到将beautiful换成large，heavy，old-fashioned等与beautiful无关的词，该话语的含意仍然不变，还是表示“我对Mary这个人不感兴趣”的意思，这正好说明会话含意具有与话语不可分离的特征。

3）可推导性，就是受话人一方面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另一方面根据合作原则的各项准则，推导出相应的会话含意。例如：

（38）A: John is very careful.

　　　B: Yeah, he is a man, who is so considerate that he has never in his life done anything without first having weighed it carefully in his own mind.

在以上对话当中，B并没有直接用“Yes，he is”来回答，而是使用较为繁琐的回答向A传达多余的信息，因此B故意违背了量准则。据此，A便可推测出B对John的真实看法——他这个人过于谨小慎微，做事缺乏气魄，而且可能效率低。

4）非规约性是指会话含意不是话语的规约意义。会话含意是根据合作原则中的各项准则是否被违反，同时基于话语的字面意义，再结合语境信息推导出来的。话语交际中先有字面意义，然后才有语用含意。因此，会话含意并不等同于字面意义。字面意义在话语交际中往往是不变的，而语用含意却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

（39）It's cold here.

在某一特定语境中可能表示“关窗”的含意；但在另一个语境中，如在空旷的野外说“It's cold here”时，就不可能有“关窗”这个含意，可能隐含“我们回去吧”这样的信息。另外，会话含意的非规约性还表现在话语命题的真假不影响含意的真假，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会话含意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它并不随着命题的真假而变化，这再次证明了它的非规约性特征。

5）不确定性指具有单一意义的词语或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含意。例如：

（40）现在咱俩可是在一条船上了。

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含意：它可以含蓄地表示鼓励，建议两个人应该彼此合作，同舟共济；也可以表示威胁，不要挑三拣四，拒绝配合，否则彼此都没有好果子吃。据此来看，会话含意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的场合，同一句话可能有不同的含意。再如：

（41）［语境：Susan试图开导儿子Jack不要对继父充满敌意。］

　　　A: I really, really, really hate him, how can you live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B: Stop your nonsense! He's your father, step one, though.

话语B的含意是不确定的，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可能表达一种警告、规劝或者建议。其实，表示不同语用含意的话语指示语可以帮忙明确话语的含意。例如：

（42）A：我最喜欢吃肥的。

　　　B1：可不是嘛，你比以前胖多了。　　　（表示附和）

　　　B2：真的，你比以前胖多了。　　　　　（表示断言）

　　　B3：哎呀，你比以前胖多了。　　　　　（表示惊讶）

　　　B4：注意，你比以前胖多了。　　　　　（表示警告）

　　　B5：不管怎样，你比以前胖多了。　　　（表示劝告）

以上分析表明会话含意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表明通过语境或添加话语标记语，会话含意就能清楚地得以突显。

4.3.3　基于合作原则的会话含意推导

会话含意是发话人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某一或者某些准则而隐含在话语中的言外之意。但是，它和语言中的歧义现象大不相同，因为发话人的言外之意是有明确目的的，尽管它是隐含的，但是发话人必须让受话人明白自己的话违反了合作原则的相应准则，并且让受话人明白发话人的真实意图，从而透过语句的字面意义来把握发话人话语中所隐含的会话含意。由此可见，会话含意是可以通过推理获取的。

1）文化差异与会话含意推导

不同的言语社团或社会群体可能遵循各自独特的会话规则，即人们的会话规则可能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人们在推导会话含意时，往往会以自己所归属的文化常识，包括历史文化、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作为参照。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语言类型上有所体现。例如：

（43）A: (To a hostess) The food is delicious. You are a wonderful cook.

　　　B: (Chinese) No. no. You are welcome. I'm not a good cook.

　　　C: (Westerner) Thank you. I hope you enjoy the food.

从例（43）可以看出，话语B表明发话人谨遵中国文化以“谦虚为美德”这一交际规范，因此对于对方的赞赏回以“I'm not a good cook”。而话语C则反映出发话人以西方文化中“以坦诚为美”这一交际范式为交际参照，因此对于对方的赞美就以“You are a wonderful cook”予以应对。可以说，中国人对别人的赞扬总是表示否定，进而以示谦虚，而西方人则大方接受别人的赞扬以示友好，从而进一步传达“I hope you enjoy the food”的语用信息。

2）语境与会话含意推导

发话人与受话人是整个语境运转的轴心。但双方参照的语境不是静态的，而是由不断被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一起动态生成的。语境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语境会顺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语境对于推导会话含意具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任何一句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都可能会传递不同的会话含意，其具体的会话含意只能借助于语境信息才能确定。例如：

（44）He is a piece of wood.

例（44）中的含意可能是指他比较笨（stupid），反应比较迟钝，也可能是指他对人比较冷漠（indifferent），缺乏感情等。语境的差异，使得这句话的真实含意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完成推导与确定。再如：

（45）A: Is Tom coming to the evening party?

　　　B: His exams start tomorrow.

B期待受话人在“if Tom's exams start tomorrow, he won't go to any parties”的基础之上推导出“Tom不能来参加晚会了”这一隐含话语含意。因为“明天要考试，不会参加晚会”这一常识信息是交际双方达成共识的根本保证。

3）会话双方的人际关系与会话含意推导

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会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竭力在语言表达中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持自己的尊严，回避不恰当的表达方式来谈论有关话题，尽量用“文雅”的字眼来描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会话的展开与交际双方彼此的态度、关系、人物身份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因此在会话含意的推导过程中，了解发话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考察维度。如一位教授给学生写的推荐信：

（46）Dear Sir, Mr. X's command of English is excellent, and his attendance attutorials has been regular. Yours, xx

这份鉴定写的如此简单，显然是因为该教授认为他的学生不值得推荐。他本可以直接拒绝这件事，但出于礼貌以及自己与学生的身份特点，教授并没有在信中写上学生不值得推荐的话语。于是，他用了另一种体面的策略——满足了学生的要求，为学生写了推荐，但有意写得十分简单。按照Grice的说法，这就是故意违反量准则，让收信人推导出推荐专家不愿推荐被推荐人这一隐含意义。

4.3.4　会话准则的违反与幽默

在一般人际交往中人们均以恪守会话准则作为判断个人语用能力高低以及社会化程度强弱的重要指标。但是，有时人们会刻意打破上述某一条或几条准则，以期能在特定语境中传递特殊的会话含意，幽默就是典型的实例。

1）违反量准则产生的幽默

量准则要求发话人提供充分而不多余的信息。当会话者违反量准则，故意没有提供对方所需要的足够信息或者提供了多余信息，这都可能产生幽默。例如：

（47）Chandler: Where is the book you are reading?

　　　Monica: It's in the living room where there is also light and no one will kick you in the shin.

　　　Chandler: What?

这是美国情景喜剧《老友记》（Friends）中Chandler和Monica的一段对话台词。Chandler失眠不能入睡，于是开灯，问Monica要她平时看的浪漫小说，因为这些女人们看的东西对他来说很有催眠功效。而Monica此时正朦胧欲睡，被灯光惊醒，大为生气，于是告诉他书在客厅，并且客厅“也亮着灯，但是没有人会踹你”。她的回答违反了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准则，即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对于要找书的Chandler来说，“it's in the living room”（书在客厅）就已经足够，“客厅也亮着灯，但是没有人踹你”是不需要的信息，所以他才不解地问“what"。在这里Monica故意违反量准则，是为了警告Chandler：虽然客厅也亮着灯，但是没有人会踹你，言下之意就是：现在你亮着灯在妨碍我睡觉，有人会踹你。那么这个人是谁，观众马上就知道了，下一句台词就是Chandler的一声惨叫，他赶紧关了灯，灰溜溜地逃到客厅。

2）违反质准则产生的幽默

Grice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要求会话双方要真实、真诚地说话。当发话人故意违反质准则，也就是故意说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话时，便产生了夸张、反讽、隐喻等语言现象，而这些修辞手段往往与幽默效果密切相连。

（48）Two travelers arrived at the hotel and were shown a rather dingy room.

　　　"What," said one, "does this pigsty cost?" Promptly the owner replied,

　　　"For one pig, two dollars; for two pigs, three dollars."

首先，游客出言不逊，把客房说成是猪圈（pigsty），这已经违反了质准则，其言外之意就是“这房间脏的不像住人的地方”。反过来，房主也不甘示弱，于是将错就错地予以回击——既然你说房间是猪圈，那睡在里面的自然就是猪，随即回答“一头猪两美元，两头三美元”。在这个例子当中，房主以毒攻毒的应答方式同样违反了质准则。通过违背质准则而生成的两个隐喻前后相承，这为语言交际增添了许多幽默的元素。再如：

（49）W: Is there anywhere I can powder my nose?

　　　M: Yes, right beside the escalator.

在这一对话中，男士会意地告诉了女士洗手间在哪，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回答“yes”或“no”。其实，会话中许多常用的修辞手段均可以看作是对质准则的违背，产生诙谐效果。

3）违反关系准则产生的幽默

关系准则要求双方所说的话要与话题有关，即说话要切题。否则，话语就会“牛头不对马嘴”，有欠连贯，直接导致会话双方无法进行进一步交流。但有趣的是，有时违反关系准则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幽默效果。例如：

（50）Mother: Doctor, come at once! Our baby swallowed a fountain pen!

　　　Doctor: I'll be right over.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e meantime?

　　　Mother: Using a pencil.

在例（50）中，当医生问及母亲正在对婴儿采取什么急救措施时，母亲竟然违反常理地回答，没有把交谈中心聚集在出现危险的孩子身上，反而是焦点之外的自来水笔没了，在用铅笔。正是这种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使这则对话带有一丝幽默色彩。

4）违反方式准则产生的幽默

方式准则指说话要清楚明白、简洁并且有条理。但在交际中，双方难免出现误解对方的情况，此时在会话中就会产生歧义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歧义正是幽默的来源之一。例如：

（51）The farmer whose pig was killed by an automobile was raving mad.

　　　"Don't worry," said the motorist, trying to pacify the bereaved owner, "I'll replace your pig." "You can't," growled the farmer, "you are not fat enough."

在例（51）中，汽车司机撞了农夫的猪后，愿意赔偿农夫一头猪，但农夫却曲解了司机的意思。这是因为“I'll replace your pig.”这句话既可以理解成为“我将换一头猪给你”，又可以理解为“我将替代你的猪”。很显然，司机的话违反了方式准则中的“避免歧义”次准则，从而引起了农夫的误解。这样，从农夫的回答中我们便不难体会到幽默的效果。

4.4　会话含意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Grice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理论引起了语言哲学家以及语言学家的重视。30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值得欣喜的是，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合作原则和会话含意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渐渐成为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课题。其研究得以在纵深方向上拓展，为语用学家从全新的视角揭秘语用研究相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语用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可作多种理解的话语，受话人如何通过语言信息而最终确定其真正含意。受话人的任务是正确地理解发话人所期待的信息，而语用学的任务之一则是对受话人理解话语的过程给出解释。虽然合作原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违反各种准则的会话现象产生的原因和会话含意存在的根源，但合作原则也存在不足。有学者对会话含意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方案，并形成所谓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促进含意学说的发展。下面我们作一些介绍。

4.4.1　Horn的会话含意两原则简介

Grice的合作原则提出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然而，由于它本身的不足也招致不少的批评。不少学者，除了Leech以外，最为典型和比较有影响力的是Horn提出的修正方案。基于对Grice合作原则的批判性继承，1984年Horn将Grice的四个准则压缩为数量和关系两个原则，具体界定如下：

1）数量原则（Q-principle）：要使自己的话语充分；能说多少就尽量说多少（以关系原则为参照）。

2）关系原则（R-principle）：要使自己的话语显得有必要；不说多于所需要说的话（以数量原则为参照）。

可以说，上述两条原则中的数量原则为我们提供了话语交际的上限，而关系原则为我们提供了话语交际的下限。数量原则的上限性表现为它为话语交际划定了具体的标记性特征；而关系原则的下限性体现在它为话语交际厘清了经济性底线。没有数量原则的上限制约，话语交际容易变得啰里啰嗦，没有了关系原则的下线辖制，话语交际容易变得模棱两可。概而言之，这两条原则彼此之间既相互矛盾又彼此统一，二者的结合导致了人们在交际中总是倾向于使用最经济的话语来传递最充分的信息。

为了进一步说明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之间的关系，他又提出了语用分工理论。在这一理论当中，Horn使上述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更为细致地体现在话语理解的阐释之上，具体内容如下：

a．关系原则倾向于常规理解：如果发话人使用了一个简短的、无标记的表达式U，那么表达式U的含意一般说来就是在U的多种可能的意义中具有常规关系的意义F。

b．数量原则推论倾向于非常规理解：如果发话人没有使用简短的、无标记的表达式U，而是换用了异常的、有标记的或冗长的表达式M，那么表达式M就获得了附加意义，其含意可理解为在M的多种可能的意义中具有非常规关系的意义G。

这里，所谓的“常规理解”由如下几个要素构成：第一，以常规关系为依据；第二，以发话人话语内容扩展为指向；第三，以确定话语理解为归宿。其中，常规关系可以被界定为客观世界中事物之间的一种现实关系，具有普遍联系性以及可延展性。具体表现为常规关系可以具体表征为实在的语言层面（表现为词语或词组的组合）；也可以是抽象的语言外的百科知识（涉及一定的事物，通常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情景因素有关）。例如：

（52）他有钱。

（53）［语境4：由于和珅指使手下人陷害纪晓岚，喝了迷药，拉入青楼，让陆姑娘看到了，在陆姑娘和纪晓岚之间导致一场感情误会。陆姑娘对纪晓岚很失望，一个人在那生闷气。和珅幸灾乐祸地走过来，安慰陆姑娘。］

　　　和珅：有句话我一直想和你说，就是难听了点。

　　　陆姑娘：和大人真会说笑话。

　　　和珅：这我能理解，我理解，是不是？但是他这个人哪就是懒驴拉不动磨，烂泥扶不上墙，是不是？你难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陆姑娘：哼。

　　　和珅：见了皇上，还真得为他美言几句，好歹也是朝廷重臣，啊？你要说他不好，我也没面子，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

例（52）涉及语言层面的常规关系。根据关系原则，“有”隐含了“有很多”，因此“他有钱”，就具有了“他有很多钱；他很富有”的会话含意。而例（53）中黑体部分却涉及语言外的常规关系，交际双方都知道“懒驴拉不动磨，烂泥扶不上墙”这句民谚是什么意思，通过说“他这个人哪就是懒驴拉不动磨，烂泥扶不上墙”与现在的“纪晓岚”形成一种“常规关系”，进而传达“纪晓岚人不是什么真君子，陆姑娘啊你看走眼喽”这一会话含意。

尽管Horn的语用分工论表现出一定的解释力，但Levinson（1991）等人认为Horn的两原则及其补充的语用分工理论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理论整体过于宽泛，未能明晰交代会话含意的推导机制与中介基础。第二，语用分工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有标记”和“无标记”这一传统功能学派核心概念的变体，有“旧瓶装新酒之嫌”。第三，更为致命的是，“通常表达”和“异常表达”之间的区别似乎与数量原则没有关系，将其划入方式原则的辖域之内似乎更为合理。

4.4.2　Levinson的会话含意三原则简介

同样基于对于Grice（1975）合作原则的批判性审视，怀着进一步推进合作原则发展的目的，Levinson（1991）认为对会话含意的理解和推导可以简化为三条原则，即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其中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可以在Grice的数量准则的第一次则和第二次则中找到原型。在Levinson看来，Grice数量准则的第二次则同“关系准则”有一定的等效性，因为提供过多的信息本身对于相关性就是一种伤害。据此，Levinson保留了Grice数量准则的第一次则，并将其提炼为“数量原则”（Q-principle），而把数量准则的第二次则改称为“信息原则”（I-principle）, Grice的方式准则基本保留为“方式原则”（M-principle）。除此之外，Levinson把上述三个原则都分出“发话人准则”（Speaker's Maxim）和“受话人准则”（Recipient's Maxim）两个部分来论述。下面我们按照上述三个原则的出现顺序分别做些解释。

1）数量原则：

发话人准则：不要让你的陈述在信息上弱于你所知道的程度，除非你的陈述与信息原则互相抵触。

受话人准则：相信发话人的陈述已是就他所知信息而作出的最有把握的陈述。

往往与数量原则一起出现的两个概念就是Levinson经常谈论的“等级数量含意”（ScaleQuantity Implicatures）和“分句数量含意”（Clausal Quantity Implicatures）。分句数量含意表示一种规约性公理：

如果发话人使用了某个语义较弱的表达式，而没有使用另一个语义上较强的表达式，那么受话人就可以推断出自己不能对发话人的语义作出语义较强的理解。简单地说：分句数量含意就是“说弱不说强”，信息表达尽可能保守。例如：

（54）I believe John is away.

（55）I know John is away.

在这里，发话人选择了语义较弱的“a believes p”，而没有说出语义较强的“a knows p”。这样的选择表明发话人的话语态度。例（54）的确定程度弱于（55）。发话人选择（54）可以比选择（55）传递更为隐含的话语含意——有可能John没有走。

就等级数量含意而言，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集合，其中的各个元素是一些带有等级（scale）的、并可以替换使用的语言结构，这些元素往往按照语言结构的信息度和语义度强弱而以线性顺序排列。

2）信息原则：

发话人准则：最小化准则（Maxim of Minimization）：尽量少说话，只需提供实现交际目的所需要的最少的语言信息（同时遵循数量原则）。

受话人准则：充实规则（Enrichment Rule）：扩展发话人所说话语的信息内容，找出特定的理解，直到确认这就是发话人的发话意图。

信息原则可以尝试做如下解读：发话人根据最小化准则就应该“说得尽量少”，而受话人理解发话人同样是以最小化准则为依据的，但要对之进行信息扩大化处理或“最大化”的语用推理（inferential maximization），从而破译发话人“说少含意多”的深层含意。Levinson列举了信息原则的一些推导模式，有关联强化型（conjunction buttering）、条件扩充型（conditional perfection）、联系型（bridging）、常规型（inference to stereotype）、联袂型（mirroring maxim）和优先同指型（preferred co-reference）（具体可参考何兆熊，2000：176—177）。

3）方式原则：

发话人准则：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晦涩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

受话人准则：如果发话人使用了冗长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就要注意他的意思就与他本来可以用无标记的表达式所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方式原则的推导往往与话语是否冗长、变异有关，因此比较容易识别与推演。例如：

（56）A: Mary killed the baby.

　　　A' : Mary took out the knife, and then point the knife at the baby. The knife in, and blood out. The baby cried but Mary pushed it deeper. Finally, the baby stopped crying and died.

方式原则要求发话人“不要无故使用冗长的、晦涩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式”。据此，受话人可以推断出例（56）A和A’传递了不同的含意。根据信息原则推导出（56）A的会话含意是“Mary杀死了这个婴儿”，而（56）A’却使用了冗长的表达式，根据方式原则受话人不难推导出“Mary不但杀死了这个婴儿，而且手段十分残忍”这一会话含意。

当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Levinson认为这三个原则运用的次序应该是：数量原则先于方式原则，方式原则先于信息原则（Q＞M＞I）；在数量原则里，分句含意的推导先于等级含意的推导。Levinson的三原则被看作是语用学与优选论相互结合的最佳切入点之一（马秋武、贾媛，2006）。

不可否认，Levinson的会话含意理论和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之间的渊源颇深。前者所提出的三原则中，数量原则和信息原则就是Grice量准则的两个次则的进一步演化，而且方式原则和Grice的方式准则如出一辙。二者不但语言的表述一致，而且所针对的语言现象也相同，他们都是与表达方式有关，研究的对象都是冗长性或者变异性等基本特征。

但是，Levinson的三原则与Grice的四准则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Grice的四准则主要研究特殊的会话含意；而Levinson的三原则既注重特殊会话含意，也注重一般会话含意。Levinson的三原则理论上以常规关系为支柱，以一般会话含意（方式原则除外）为核心；实例上把解释对象锚定于日常话语中的微观结构。因此Levinson的三原则让一般语言使用者以及研究者感觉更为容易接受。尽管Levinson对于Grice合作原则的修订还存在不少尚待完善之处（陈新仁，2009：72），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提升了理论的解释效度，为后续研究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

练习题

1．为什么说会话含意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畴？它都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什么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下辖哪几个准则？是否存在例外情况？

3．请分析下列句子中的划线部分，说明它们分别遵守了合作原则下辖的哪个准则？

　　a．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说对不对
 ，仅供参考。

　　b．长话短说吧
 ，我真的很感激您。

　　c．据说
 刘翔这次真的完全康复了。

　　d．也就是说
 ，你根本没有理解我说的问题。

　　e．我知道您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想再提醒您一下。

　　f．这样说可能让人费解
 ，但是您转个弯一想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4．请仔细阅读下面的语料，并回答问题。

　　A：开会呢？

　　B：对。

　　A：说话不方便吧？

　　B：啊。

　　A：那我说给你听啊！

　　B：行。

　　A：我想你了。

　　B：哦。

　　A：你想我了吗？

　　B：嗯。

　　A：昨天你真坏！

　　B：嗨！

　　A：你亲我一下！

　　B：（吧滋的声音）

　　A：那我亲你一下（吧滋的声音），听见了吗？

　　B：听见了。

——电影《手机》中的对白





（1）上述语料中B的答语主要以单个词语为主，请说明这些语气词所蕴含的语用含意是什么？为什么发话人使用这样的词语作答？

（2）上述几个单个词语的用法体现了发话人遵守或违背了合作原则的哪些准则？与其他可供使用的语言表达相比，有什么特殊的语用效果？

5．请阅读下面夫妻二人的对话，分析丈夫如何违反合作原则的某一或者某些次准则来与妻子周旋。

　　［语境：一天，老公彻夜未归，凌晨悄悄潜回家，不料被老婆逮个正着。］

　　老婆问：干嘛去了？

　　老公说：跟人谈事儿。

　　老婆问：谈什么事儿？

　　老公说：谈那些谈不完的事儿。

　　老婆问：知道该几点回家吗？

　　老公说：知道。

　　老婆问：几点回家？

　　老公说：下班就回家。

　　老婆问：下班是几点？

　　老公说：五点。

　　老婆问：现在是几点？

　　老公说：五点。

　　老婆说：老大，现在是凌晨五点。

　　老公说：领导，我喜欢闻鸡起舞。

　　老婆说：那你外面起舞去，回家干嘛？

文献选读

In 1957, Grice (1989) introduced a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meaning (factive, involuntary) and non-natural meaning (voluntary, non-factive, involving higher order representations). This distinction, though explicitly intended to account for the notion of meaning, has most often been taken to apply to communication. Though the definition that Grice proposed for non-natural meaning (henceafter meaningNN) has been shown to be plagued with difficulties, most of them having to do with deceit (see, for a review, Avramides 1989), the notion of a double-barrelled intention underlying, notably, huma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s still very much alive in various versions. One recent example is the communicative and informative intentions that Sperber and Wilson (1995) see as the basis of ostensive 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a paramount example of which is, indeed, huma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s has been repeatedly emphasized (see, e. g., Glüer and Pagin 2003), the Gricean notion of meaningNN, as well as any account based on a double-barrelled intention, supposes the ability in either the communicator, the receiver, or both, to entertain and manipulate 4th order representations (e. g.,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1that the receiver recognizes [2that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3that the receiver believes [4that p]]]], in the Gricean version). In other words, this means that only 4th order intentional systems (in the sense of Dennett 1983, 1987) can achieve meaningNN. This is not problematic for human adults who clearly qualify as 4th order intentional systems. 1 However, it is far from clear that any nonhuman animal species does and it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whether human infants do (though see Onishi and Baillargeon 2005 for experiments aimed at showing that 15 months olds can succeed at false belief).

Basically,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ceding remarks is that if the Gricean distinction exhaustively accounts for all instances of communication, these must either be explainable in terms of 0-order intentionality (as in natural meaning) or in terms of 4th order intentionality (as in meaningNN). This seems fairly unlikely and, indeed, I will try to show in the present paper that the Gricean account, though it does apply to a subset of communicative instances, is fundamentally incomplete. For instance, there is a gap between natural meaning and meaningNN, which should be closed by taking into account 1st order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certainly to be found in human infants and in some nonhuman animal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 This raises an additional worry for the Gricean notion of meaningNN. If communication is not reduced to either its 0-order intentional version or to its 4th
 order intentional version, but has an additional and intermediary 1st order intentional version, how can its 4th order version (meaningNN)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communicative partners (and, mostly, by the receiver) from its 1st order intentional versions? In other words, how can the receiver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cation has, not only one, but two (nested) intentions?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econd intention, as distinct from the first, is important inasmuch as it plays the role of a structuring cause2 in Grice's definition.

Leaving this aside, the question of the appropriate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Gricean account of meaning and communication has important repercussions for pragmatics. Here, I will concentrate on two questions, which have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which concern the application of pragmatic notions in developmenta1 research (more precisely lexical acquisition) and in the very trendy question of language evolution. If the Gricean account is indeed exhaustive, then all communication falls under either natural or non-natural meaning and the two following questions appear to be ver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answer:

1. If, as is often supposed (see, e. g., Bloom 2000, Tomasello 1999), lexical acquisition is pragmatically constrained, how is it that infants at the onset of acquisition seem to be 1st order intentional systems?

2. How should we account for the change from 0-order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presumably, where all animal communication would be found, falling massively in natural meaning on a Gricean account) to 4th order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meaningNN) when no evolutionary transitions can be found?

I will begin by presenting more precisely the Gricean distinction, linking it to the hierarchy of intentional systems proposed by Dennett, before turning to the varieties of animal communication and introducing the necessary terminology. I will then outline the varieties of communication which would fall outside of the Gricean distinction, giving precise (and scientifically attested) examples, before proposing a new category, in addition to natural and non-natural meaning, intended to deal with 1st order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I will then discuss the difficulty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1st and 4th order intentional communication from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3 (the only one available when dealing with organisms that cannot self-report such as non linguistic animals and pre-linguistic children). I will then discuss the further problem raised by this difficulty, namely that it is not clear that the second intention present in meaningNN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1st one by the receiver. Finally, I will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questions raised above.





(Excerpted from "Does the Gricean distinction between natural and non-natural meaning exhaustively account for all instances of communication?" In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By Reboul, A., 2007 (2): 253 - 255)


第五讲　礼貌与语用

导读：礼貌的最终目的与作用就在于使言语交际中的语气变得柔顺，使人们的态度变得温和，相互尊重。自礼貌研究开始以来，人们如何在社会交往中使用礼貌语言成了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Brown & Levinson、Leech、Lakoff等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礼貌理论。近年来，礼貌研究又有新进展。本讲将对这两方面的内容加以介述。

5.1　引言

Grice提出的会话含意学说，他关于合作原则的论述，解释了言语交际中人们如何遵守或者违反质准则、量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来达到相互合作，进而保证交际顺利进行。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在实际言语交际中，许多常见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都是违反合作原则的。人们并不总是“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而是“九曲桥上散步”——拐弯抹角。这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言语交际中人们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违反合作原则的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Grice提出合作原则之后就一直未曾停过，但在具体探究过程中表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研究取向。一种研究路向依旧沿袭格氏的语言本体研究传统，力求从Grice主义机制本身着手解决Grice主义本身的瑕疵，最典型的就是新Grice主义以及后来不断更新的关联理论研究范式。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则一改Grice传统研究路线，将具体的研究转向语言的社会维度，尝试将语用学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拓展横向研究。

不可否认，固守Grice主义传统范式的相关研究对加深话语交际的理性大有裨益，但是社会心理介入的社会语用学研究同样为我们全面了解话语交际打开了一扇新门。就语用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后者似乎具有更为深厚的可挖掘空间（陈新仁，2009），而礼貌作为这一研究路向的基点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话题。就语用和礼貌的关系而言，国外比较有影响的研究主要有Lakoff（1973）、Leech（1983）、Brown & Levinson（1978/1987）以及Fraser（1992）；国内对于礼貌的研究兴奋点则主要集中在礼貌的本土化与国际化对比之上（顾曰国，1992）。可以说，礼貌研究的科学性探究正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其科学性解读也正日见明显。

从社会层面来看，礼貌是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社会现象，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而必须遵守的规约性行为规范。例如，Leech（1983）就把礼貌看作是交际一方对另一方的态度，因此往往涉及“自我”（self）和“他人”（other）之间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自我”是指发话人自己，而“他人”往往是指既定受话人。对于发话人来说，礼貌可以是针对受话人的，也可以是针对第三方的。针对受话人的礼貌不难理解，而针对第三方的礼貌则往往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第三方是否在交际现场；其二，第三方与说话之“自我”或者听话之“他人”的社会关系。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古时候中国人在非常正式的场合谈到自己的儿子时喜欢用“犬子”。发话人使用“犬子”就是把第三方“儿子”纳入到“自我”的范畴中来，进而间接地通过贬低“自我”（将自己降格为犬）来提升“他人”的地位。其他类似通过第三方与“自我”或者“他人”之间构建关系而达到礼貌的交际的例子还有“贱内”、“拙荆”以及“犬女”等等。

从礼貌本体来看，礼貌的语用属性在其发端、发展到完善的整个历程中隐约可见。语用学研究者均将礼貌定位在语用学的范畴之内，将其看作是一个语用现象（a pragmatic phenomenon）（Leech，1983；Brown & Levinson，1978/1987；Thomas，199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礼貌不应总被看作是发话人要达到的具体交际目的，而是达到某一既定交际目的所采取的交际策略。例如：

（1）a. Close the windows.

　　　b. Would you please close the windows? It's a little colder here with the windows open.

在例（1）中，a和b所传递的言语交际目的都是要求受话人按发话人的意志去行事（关上窗户）。两个例子指向相同的交际目的，但是却负载着不同的交际策略。例（1）a使用的是一个祈使句，表示直接的指令，因此没有给受话人留有任何拒绝的余地；例（1）b使用的则是疑问句，表示间接的指令，因此受话人享有充分的拒绝空间。根据Leech（1983）所提出的“受益”（benefit）与“受损”（cost）之间成反比的礼貌原则，指令性话语越直接，受话人受损（的可能性）越大，发话人受益（的可能性）越大。尽管例（1）a和例（1）b的交际目的相同，但例（1）b借助过量信息表现出一定程度间接性。这使得受话人的受损尽可能减少，从而礼貌起来，达到了“雅化”的交际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话语行为是否礼貌往往需要参照具体的交际语境。例如：

（2）Sit down!

从例（2）的以言行事功能来看，我们将其看作是祈使句。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这句话既可能是表示指令，也可能是表示提供。结合具体语境来说，如果例（2）出现在“老师正准备上课，但孩子们仍在打闹，教师在讲台上说：Sit down！”时，我们更倾向于将其解读为指令性话语。但是，如果例（2）出现在“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与孩子们话别，孩子们站起来鼓掌欢送，教师说：Sit down！”，那么它更可能被判定为是提供性话语。上述两种语境表明，判定话语到底礼貌与否必须将具体的交际语境纳入到考虑范围当中，而具体的参照标准就是交际双方谁“受益”和谁“受损”。

5.2　Lakoff的礼貌规则

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行为的礼貌性缺失与否作为一个刺激的反应就是心理的愉悦或者不悦。礼貌的言谈举止往往让对方感到心里舒服，而不礼貌话语行为常常让人心里难受。据此，Lakoff（1973）圈定了礼貌研究的基本范畴，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发话人需要遵守的礼貌规则（politeness rules）。

规则1：不要强加于人

不强加于人要求发话人尊重对方的意愿。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往往通过缓和自己说话的方式，采用征求意见或者道歉的方式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受话人。这一规则适用于交际双方权势和地位存在一定差异的社交场合，比如学生和老师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等。例如：

（3）a. Come to post the letters on my desk this afternoon.

　　　b. You see, I have so many letters to post, and I have to deal with the fax first.

　　　c. Could you post the letters on my desk?

　　　d. Sorry, I have to ask you to help me post the letters on my desk.

上例中，例（3）a的祈使句排除了受话人留有拒绝余地的可能，因此它在一般情况下不具礼貌性特征。相比之下，例（3）b则改变了话语呈现方式，并没有将指令性行为表征为赤裸裸的命令性话语形式，而是将指令隐含于陈述当中，让受话人自行去推断发话人的意图。与例（3）a和例（3）b不同，例（3）c采用了疑问句式，以征询意见的口吻向对方发出指令，留给受话人充分的拒绝余地。最后，例（3）d先表示道歉，然后再发出指令性请求，这样不但缓和了自己的指令性行为可能给对方面子造成的伤害，而且大大提高了指令行为被执行的概率。这样例（3）b至d就比（3）a要礼貌、恰当，并且例（3）b至例（3）d中，礼貌的程度呈递增趋势。

规则2：给对方留有余地

这一规则主要是要求发话人注意自己的意见或请求有可能被对方拒绝，因此说话要有度，给对方留有余地，这也是在给自己留个备用台阶。本规则适用于交际双方权力和地位平等，但双方关系不很密切的场合，比如买家与卖家之间、同车的两个陌生人之间。如果交际双方社会地位均等，那么当发话人建议或劝说受话人做某件事时，他往往不会使用命令的语气或意愿性很强的建议，而是采用具有一定缓和性的说话方式，给受话人留有一定的选择余地。这会让受话人觉得自己拥有做还是不做的决定权，并且知道自己的选择不一定要满足发话人的愿望：

（4）I wonder if it would help to put on the purple dress.

（5）Maybe you should put on the purple dress.

不说：

（4’）You should put on the purple dress.

（5’）You must put on the purple dress.

例（4）和例（5）通过“I wonder if”和“maybe”两个语用缓和结构降低了话语的强加度，充分考虑给对方留有话语的操控权。相比而言，例（4'）和例（5'）直接表现为命令，不容受话人有选择的余地。

从话语选择策略来说，发话人在请求或陈述时，往往会隐含字面意义以外的信息，采用迂回的、模糊的说法，例如：

（6）This style comes in a size 14 also. （隐含：The size you're trying on is too small (or too large) for you.）

（7）It seems a little colder with the window open.（隐含：Please close the window.）

（8）Have you done reading that newspaper? （隐含：Please let me have that newspaper, if you've finished with it.）

当发话人意识到自己的意愿或看法可能会强加于对方时，就会主动选择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语，以便受话人在不同意、不遵守或不回答对方所提要求时，给自己留有体面的脱身之机会。

规则3：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

这一规则比较适用于社会距离较为亲近的交际双方，例如好友之间，甚至恋人之间。例如：

（9）（语境：妻子正在给孩子准备洗澡，丈夫忙着做饭，手忙脚乱。）

　　　丈夫：快帮我拿点胡椒粉，厨房里没有了。

　　　妻子：你没看我忙着吗？真是的。

　　　丈夫：亲爱的，你看，谁让你是厨房里的专家了。快-快-快……

　　　妻子：哼，就是嘴好。稍等，我马上去拿。

在例（9）中，丈夫对于规则3的遵守表现在呼语以及赞美语的使用上。通过使用一个“亲爱的”拉近了自己和妻子的情感距离，再通过使用一个“厨房里的专家”突显了妻子某一方面的技能特长，进而提升了妻子的面子。通过上述说法，丈夫不仅增进了与妻子之间的感情，而且达到了劝说妻子帮忙的目的。

Lakoff主要阐述了人们如何在言语交际中遵循上述规则，可以说这三条规则体现了礼貌研究的科学性与经验性。但是，Lakoff的礼貌规则同样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他并没有提到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会违背该规则，更没有解释为什么发话人会故意违背某一规则。另一方面，Lakoff也没有具体阐述违背上述规则可能产生怎样的结果。例如，如果违背任意一条规则是否会威胁受话人、第三者或发话人本身的面子，对此Lakoff均语焉不详。尽管如此，Lakoff的礼貌规则加深了我们对礼貌现象的认识。

5.3　Leech的礼貌原则

在Leech（1983：104）看来，礼貌不仅表现出说话者的教养程度，同时也是一种弥合交际双方话语之间距离的重要手段。当学界十分关注Grice的合作原则及其次则如何有效地解释现实话语交际之时，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合作原则的不足与欠缺，Leech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看来，人类的话语交际更多时候表现出一种社会属性，每个人的社会交际必须有一定的社会规约。为修补合作原则在解释话语间接性方面的不足，Leech提出了礼貌原则。尽管礼貌原则并非合作原则的又一次则，但它有效地弥补合作原则之不足（Leech，1983：80）。

5.3.1　礼貌原则概要

依据Leech（1983）的观点，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由六个准则组成，每个准则又有两条次则。下面我们结合具体实例对这六个准则加以说明。

1）得体准则（Tact Maxim）：减少表达有损于他人的观点，体现于指令性和承诺性言语行为中。

（a）尽量少让别人受损；

（b）尽量多使别人受益。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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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10）中，从a到e的话语礼貌程度逐渐增强。具体来说，例（10）a中发话人并没有留给受话人多少选择的机会，其自身明显的指令性消除了话语的可商讨性，因此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受话人受益最少，受损最多，所以本例是不够礼貌的典型。相比较而言，例（10）e中受话人使用一般疑问句，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可商讨性，赋予了受话人更多的选择自由，因而是礼貌话语。

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减少表达利己的观点，体现于指令性和承诺性言语行为中。

a．尽量少使自己受益；

b．尽量多让自己受损。

例如：

（11）a. I can lend you my car.　　　　　　　　（礼貌）

　　　b. You can lend me your car.　　　　　　　（不礼貌）

　　　c. You must have dinner with me.　　　　　（礼貌）

　　　d. I must have dinner with you.　　　　　　（不礼貌）

就本质而言，准则2）与准则1）的区别只在于分析的视角不同。如果说得体准则是从他人受益或受损的角度去评判礼貌与否的话，那么慷慨准则则是从自身受益或受损的角度去权衡礼貌的轻重。因此，从发话人的角度来说例（11）a和例（11）c就比例（11）b和例（11）d更具礼貌性，这是因为在例（11）a和例（11）c中发话人受益少，受损多，而受话人受益多，受损少。

3）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损，用于表述性和断言性言语行为中。

a．尽量少贬低别人；

b．尽量多赞誉别人。

例如：

（12）a. What a marvelous performance!

　　　b. Her performance was marvelous, wasn't it!

　　　c. Her performance is not as good as it might have been.

　　　d. Her performance needed to be improved.

上例（12）a和例（12）b中发话人做到了尽量赞誉别人，因而遵守了赞誉准则的第二条次则要求。然而，例（12）c和例（12）d中发话人却违反了赞誉准则的第一条次则，因而显得不太礼貌。

4）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减少对自己的表扬，用于表述性和断言性言语行为中。

a. 尽量少赞誉自己；

b．尽量多贬低自己。

赞誉准则和谦逊准则都是用于表述和断言，但是前者是从他人的角度考虑礼貌，而后者则是从自身角度去考虑礼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赞誉准则和谦逊准则之间并不存在得体和慷慨准则的对应关系。发话人对他人的赞誉或贬低并不一定构成对自身的贬低或赞誉；同样，发话人对自身的赞誉或贬低也不一定构成对他人的贬低或赞誉。二者之间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例如：

（13）A: What a bright boy you are! You always win the game.

　　　B: Thank you. I have a very good coach.　　　　　　　　　　　　（礼貌）

（14）A: What a bright boy you are! You always win the game.

　　　B: Thank you. It's because the other players didn't make full efforts.　（不礼貌）

在上面的例（13）和（14）中，发话人A的话语均表现出对受话人B的赞誉，因此A遵循了赞誉准则。十分有趣的是，同样语境下B的话语却表现出礼貌与不礼貌的显著差异。例（13）中B的讲话是遵循了赞誉准则的，但例（14）中B的讲话却违反了赞誉准则，显得没有礼貌了。

5）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减少自己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用于断言性言语行为中。

a．尽量减少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分歧；

b．尽量增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一致。

例如：

（15）A: The dress she is wearing is beautiful, don't you think so?

　　　B: Well, I like the color.

在上面的例（15）中，发话人B尽量使得自己的话语同A的观点保持一致。B对A的观点只给了部分否定，表示不完全苟同（注意话语标记语well）。他还是表达了部分同意对方的看法，从而减少了与对方的分歧，遵守了礼貌原则的一致准则，因此回答具有礼貌特征。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用于断言性言语行为当中。

a．尽量减少自身对他人的反感；

b．尽量增加自身对他人的同情。

我们来看一个汉语的例子：

（16）（语境：两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一个是公司白领，一个是中学老师。）

　　　A：都说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现在这工程师实在难当。你都不知道这些九零后的孩子有多复杂，课是越来越难上了。哪里像我们读书那会儿，个个听话，好好学习。现在的学生简直太难教育。

　　　B：你就知足吧。毕竟你接触的都是学生。我们公司那才叫复杂呢。还是学校里好，毕竟是最单纯的地方。学生再难管也比大人强啊。你试试换个法子可能就好点。

　　　A：那倒是。哎，总之今非昔比啊。

　　　B：要不你也看看管理心理学吧，估计有用。

在上例（16）中，发话人B遵守了同情准则，表达了自己对于对方所处困境的认同与同情。具体来说，B首先对于A的困扰表示认同，接着现身说法对A予以安慰。通过自己更为糟糕的处境来表明A的日子其实没有那么难过，至少还不是最坏的。然后通过推荐管理心理学书籍，表现出B忧A之忧，急A之急，让A听起来感到关切，礼貌自不必说。

以上六条准则构成了日常交际中人们一般都遵守的礼貌准则。但是，各个准则和次则在礼貌原则中所占的权重并不一样。其中，得体准则相对而言更为重要一些。可以说，“得体”是礼貌的根本。我们甚至可以把得体准则看作是一条最高准则，而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都可以看作是得体准则在不同类型的以言行事中的具体表征。而在每一条准则中，次则a比次则b更具重要性。根据各条准则及次则，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规律：礼貌强调的是他人（other），即受话人和第三者，而非发话人自己（self）。所谓礼貌，是指发话人讲话时往往都尽量“使自身受惠最小，使他人受惠最大；使自身受损最大，使他人受损最小”。这样发话人才能够在交际中使受话人感到自己对他的尊重，同时反过来获得受话人对发话人的好感。

5.3.2　礼貌总则GSP

尽管Leech的礼貌原则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也不乏批评的声音。为了进一步提升礼貌原则的解释力，避免别人对于“准则”这一术语的质疑，Leech（2005）对礼貌原则的六个准则进一步修订，将其整合为一条总则——“礼貌大策略”（Grand Strategy of Politeness，一般简称为GSP），其具体界定如下：

为了表示礼貌，发话人表达或者暗示一些重视他人（主要是指受话人）的信息或是不看重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这是最高原则，下面还有五条限制条件，分别是：

1）重视受话人的需要，不重视发话人的需要；

2）重视受话人的特点，不重视发话人的特点；

3）重视发话人对受话人的责任，不重视发话人对受话人的责任；

4）重视受话人的观点，不重视发话人的观点；

5）重视受话人的感受，不重视发话人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礼貌大策略辖下的这五条限制条件并不是绝对的，它们为我们探究礼貌在不同文化或者语言中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可行性的借鉴。但十分有趣的是，礼貌大策略的倡导者Leech（2005）并不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礼貌上的差异，说没有东西方之分。礼貌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仅仅表现在语境的依附程度上。例如：

（17）a．孩子，你把书捡起来。

　　　b．麻烦你把书捡起来。

如果不考虑语境，例（17）a一定比例（17）b的礼貌性要差。但是充分考虑语境的话，例（17）a不一定比例（17）b的礼貌性差。例如，如果发话人是妈妈，而受话人是犯错的儿子，那么妈妈说例（17）a反而更能让人接受，而例（17）b反倒多了一层责备的含义。

总而言之，人们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交际时都要恪守礼貌原则，例如在紧急或意外事件中，在激烈的争辩或紧张工作的场合，或者在十分亲密的朋友之间不拘言笑当中，礼貌原则可能会让位于话语的内容或交际信息，屈居次要地位。此外，礼貌作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存在于任何一个语言集团。但是，以上礼貌原则并非交际中的绝对原则。语用学需要探讨的礼貌问题是研究各个语言集团的成员在什么场合遵守什么样的礼貌原则，并运用什么样的言语手段刻意显示自己的礼貌与教养。分析各种社会交际语境下礼貌的具体表现，Brown & Levison（1978/1987）似乎做的更好一点，这恰好是下一节我们需要介绍的。

5.4　Brown & Levinson的面子论

Brown & 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策略明确地将礼貌看作是一种直接指向交际效果的交际策略。我们前面介绍的礼貌规则和礼貌原则强调礼貌在交际当中的规约性，这里的礼貌策略是将这种宏观规则或原则具体体现在言语行为之上。Brown & Levinson（1978/1987）从面子以及面子威胁的角度来探究礼貌策略，不但加深了学界对礼貌现象的理解，同时把言语行为和礼貌结合在一起，保证了社会语用学研究免受传统语用学对其“脱离语言本体研究”的攻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5.4.1　面子论简述

Brown & Levinson（1987：49）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社交关系。他们从面子（face）、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以及礼貌策略三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礼貌的普遍性，具体总结为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1）礼貌的普遍性与面子的类别、行为条件以及知识条件

Brown & Levinson认为，礼貌是“典型人”（Model Person）（确切地说，应该是典型社会人）为满足面子需要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礼貌的普遍性可以析出三个单独的命题，分别对应面子的具体分类、行为条件和知识条件：

a．面子可分为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和负面面子（negative face）两种，这一点具有普遍性；

b．为了满足对方的面子需求而采取理性交际，这一点具有潜在的普遍性；

c．采取理性交际之双方需要一定的互知，这一点也具有普遍性。

什么是面子？Goffman认为“face”与尴尬、羞愧、丢脸（losing face）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Brown & Levinson则认为面子是可以在感情上进行投资的，但又可能会失去（lost），需要在交际中不断地照顾和维持。有理性的社会成员都有面子，它是每个人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the public self-image）。

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所谓正面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以及认同。如果这些条件中的一项得到满足，正面面子就得以维护与保留。相对而言，负面面子则是指有自主的权利、行动的自由，或者自我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与阻碍。在这里，“负面”不是“坏”的意思，而是与“正面”相对而言。在社会交往中既要尊重对方的正面面子，又要照顾对方的负面面子，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将交际中的风险降到最低，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这一点已经纳入社会交际规范，它既是满足面子需要的理性行为，又是交际双方彼此互明的知识前提。

2）礼貌的普遍性与言语行为中的面子威胁性

Brown & Levinson认为在日常言语交际中存在有许多威胁面子的行为，如命令、建议或提议等。换句话说，有些言语行为在本质上与发话人或受话人的面子需求是背道而驰的，既可能威胁他们的正面面子，也可能威胁他们的负面面子；既可能威胁发话人的面子，也可能威胁受话人的面子。

威胁受话人负面面子的言语行为是指发话人干涉受话人某些行为自由，主要包括：

a．言语涉及受话人将来不得不去完成的动作，或必须执行的动作，如命令、请求、提醒、建议或劝告、威胁和警告等言语行为。

b．言语涉及受话人不得不接受或难以拒绝，或让受话人产生负债感的言语行为，如提供、许诺等。

c．言语涉及发话人持有某种希冀，受话人感到自己有义务或不得不去保护发话人所希冀之物，或直接送给发话人，如表示赞誉、妒忌、羡慕等言语行为。此外，发话人对受话人表达某种强烈的负面情感，如憎恨、恼怒等也是威胁受话人负面面子的言语行为。

威胁受话人正面面子的言语行为是指发话人不关心受话人的感情，并在某些方面不考虑受话人的需求，这些言语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a．发话人对受话人正面面子的某些方面做出负面的评价，如表示不赞同、批评、蔑视、取笑、抱怨、指责、非难、侮辱等言语行为，表示挑战、反驳等言语行为。

b．发话人不考虑受话人的正面面子需求，如表示某种令对方不舒服的强烈情感的言语行为；表示不恭敬或提及某个禁忌话题，包括与语境不宜的话题；提及对受话人而言的坏消息、过于夸大的好消息；提及威胁感情或双方有分歧、有争议的话题，如政治、种族、宗教、妇女解放运动等话题；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引人注意的言语行为，如为表达不同意见故意打断别人的讲话、做出毫无根据的推断或在别人讲话时表示出的漠视等；首次会面时的唐突称呼等足以冒犯受话人或让其感到难堪的言语行为。

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和受话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合作以维护彼此之间的面子，但言语交际中对发话人仍潜在着言语威胁。例如，威胁发话人的负面面子：发话人对受话人表示感谢；发话人接受受话人的感谢或道歉；发话人为自己做了或未做的事而进行辩解，承认受话人的谴责合理；发话人和受话人在看法上产生冲突；发话人接受提供；发话人对受话人过失作出的反应给受话人带来难堪或使自己陷入难堪；发话人不是出于本意的许诺或提供。至于威胁发话人正面面子的言语行为则主要包括：发话人道歉；发话人接受受话人的赞誉；发话人身体上不适或肢体上的不当行为；发话人妄自菲薄、说话闪烁其词或畏缩、行为笨拙或言语自相矛盾；发话人在受话人面前忏悔或承认有罪或有错失等言语行为；还有情感上的宣泄，如无法控制的笑声或哭声等。

3）礼貌的普遍性与面子威胁行为的消除、缓和

在日常的言语交际中许多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讲究礼貌就是要减轻这些交际行为给面子带来的威胁。在交际中，当双方的面子受到威胁时，每一个理智的人都会选择一定的策略去避免这些面子威胁或采取策略去减轻威胁程度。但是，在交际中，交际者是如何估算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呢？Brown & Levinson认为，在许多文化中，面子受威胁的估算都包含三个因素：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relative power）；在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强加的“绝对级别”（absolute ranking of imposition），即向对方强求的程度。上述三个估算是礼貌调控策略的依据。换言之，礼貌调控策略的首选取决于面子冒犯程度的估算。Brown & Levinson提出的礼貌策略包括如下五类。

a．直接性策略（bald on record strategy）。即发话人不采用补救措施、赤裸裸地公开威胁对方面子；发话人不道歉、不采取调节措施就实施某行为，其基本模式是：“Do X”。该策略与Lakoff的第三条礼貌规则大体上是一致的。例如：

（18）Don't touch that.

（19）Come home right now.

（20）Watch out!

b．正面礼貌策略（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即发话人满足了受话人的正面面子的需求，使受话人产生好的感觉或使对方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观得到了对方的认同等。该策略与Lakoff的第三条礼貌规则大体上是一致的。例如：

（21）Help me with the suitcase here, will you?

（22）I really had a hard time staying in the cold Scotland, you know?

（23）Look, I'm sure you won't mind lending me your bicycle.

c．负面礼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即发话人部分地满足受话人的消极面子的需求，比如说话含糊其词、道歉、给受话人留有选择余地或明确表示不希望影响对方行动的自由等。该策略与Lakoff的第二条礼貌规则大体上是一致的。例如：

（24）I suppose this isn't going to cause you a lot of trouble.

（25）Could you pass me the newspaper?

（26）I'm quite sorry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d．间接性策略（implicating/off record strategy）。在严重威胁对方面子的情况下，发话人会采取暗含、夸张、低调陈述、反语等手段，给对方留有余地，使其从中意识到发话人威胁面子的行为不是故意的，从而实施了该行为。该策略也与Lakoff的第二条礼貌规则大体上一致。例如：

（27）What a hot day! (i. e. How about a glass of beer?)

（28）Boys will be boys. (i. e. Boys are always naughty.)

（29）Perhaps someone did something awful.

e．放弃实施威胁面子的行为（refraining from the act）。如果FTA足以威胁对方的面子，发话人可能会放弃执行该行为。该策略与Lakoff的第一条礼貌规则基本一致。

尽管Brown & Levinson认为礼貌理论具有普遍性，但这一点受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如Chen，1993；Fraser, 1990；Gu, 1990；Mao, 1994；Wierzbicka, 1985a等）。Brown & Levinson后来也意识到礼貌是语言使用中体现出来的局部特征，而不是所有语言使用的共同现象，它具有文化差异，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结合，因而他后来将书中的“普遍性”改为了“某些普遍性”。但礼貌策略的整体构成无疑为礼貌语言的微观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为研究社会语用心理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5.4.2　面子威胁行为

语用学研究礼貌的重要内容包括面子、留面子、伤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对礼貌、面子等言语交际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做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基于面子的礼貌理论，并指出理智的交际者都具有一定的面子观，而且交际时都会维护彼此的面子。他们还把面子分为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如果发话人的言语行为威胁受话人的面子，就是一种面子威胁行为（简称为FTA）。FTA可以威胁受话人的负面面子、受话人的正面面子、发话人的负面面子以及发话人的正面面子等。

言语交际的实质是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运用语言恰当、适宜，交际就会顺利进行，反之交际目的就难以顺利实现。发话人需根据交际语境考虑双方受益、受损的程度，也就是“利益中心”的取向，选择合适表达礼貌的语言手段，增加话语的礼貌程度。例如：

（30）a. Wait here.

　　　b. Wait here please.

　　　c. Wait here for a while, please.

以上三句话语都是祈使句式，但其礼貌程度却不一样。根据“利益中心”的语用原则，例（30）a使受话人损失最大，利益中心偏向发话人，因而违背了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是最不礼貌的威胁对方负面面子的言语行为；例（30）b增加了附加成分please，其语用意义发生了变化，削弱了威胁对方面子的力度，但例（30）c中由于for a while是一个模糊限制语（hedge），所指不确定，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受话人利益，因而是以上三句话语中最礼貌的言语行为。

Leech归纳的礼貌原则及其次则很大程度上与交际双方的“利益”有关，而且总是以受话人为“利益中心”的。如果发话人的言语行为偏离受话人的利益中心，就会被认为不礼貌和不适宜。但由于交际双方往往是轮流发话（turn-taking），即发话人与受话人、信源与信宿的角色轮番交替，因此，“利益中心”也可能发生变化。试看下面的各例：

（31）I can drive you to the station.　　　　　　　　（受益）

（32）You can drive me to the station.　　　　　　　（受损）

（33）You must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us.　　　　（受益）

（34）We must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you.　　　　（受损）

根据“利益中心”语用原则，上例（31）、（33）中发话人注意到以受话人为中心，尽量让自己吃亏，让对方受益，因而比较客气和礼貌；而（32）、（34）中人称指示词语的替换使“利益中心”更多地偏向发话人自己，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增加了对方的损失，因而不够礼貌。

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既要注意到礼貌语言、非礼貌语言，又要注意礼貌语言的级别性特点。语用学上的礼貌级别是使对方受益或自己受损的程度级别，而非语言手段的礼貌级别。“利益中心”可以解释语用上的礼貌级别。当“利益中心”最大程度地偏向对方，尽量使对方受益最大，语言上对对方越尊重、友善时，话语的礼貌程度就越高。由于受话人受益和受损的程度不同，同样句式或结构的礼貌程度会截然不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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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6个例子中，发话人都采用祈使句，但（35）—（40）“利益中心”逐渐偏向受话人，受话人受损的程度逐渐降低，受益程度逐渐增加，话语的礼貌程度就越来越高，言语行为也就越来越礼貌。

5.4.3　礼貌调控策略

在言语交际中，某些言语行为本身对对方面子有潜在的威胁。比如A不同意B的观点时，A便会伤害到B的正面面子；A对B提建议时，如果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B，就会影响B的负面面子。若不可避免要使用FTA时，发话人需要努力降低其威胁力度，以让“利益中心”偏向受话人，向对方表示礼貌。要降低FTA伤害面子的力度，发话人必须采用调控策略。礼貌调控策略主要表现为下面的几种情况：

1）运用语用移情指示语

语用移情（pragmatic empathy）是现代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能设想和理解对方的用意。语用移情的主要特征是发话人根据交际环境和交际对象选择适当的话语。人称指示语是交际双方传递信息的相互称呼，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移情主要体现在发话人使利益中心偏向受话人。当话语威胁到受话人的面子时，恰当运用人称指示语，发挥移情作用，会增加话语的礼貌程度，提高语用效果。例如：

（41）老师对学生说：同学们，要记住，我们是大学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例（41）的“我们”实际上指“你们”，但老师将自己包括在内，用人称指示语“我们”代替“你们”，就产生了移情作用，让学生倍感亲切。反之，如果直接用“你们”，则会变成威胁对方面子的言语行为。又如在演讲时，学生往往会用（42）a，这里的移情“物主代词my”使用得非常得体、礼貌。如果使用另一个物主代词“your”（如例（42）b），就成了典型的面子威胁行为，难免会伤及评委和听众的面子。

（42）a. It's my honor to be here to give a speech.

　　　b. It's your honor to have me give the speech here.

在批评或指责时，用泛指的不定代词one来代替定指的人称代词you，可以减少对对方负面面子的受损，使言语显得委婉。例如：

（43）One shouldn't behave like a child.

此例用one代替了you，具体的指责变成了字面上泛泛“对某人言行作出评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对方负面面子的直接伤害，从而显得礼貌。以上各例分析表明，即使是同样结构的命题，巧妙运用人称指示这一移情策略，言语交际也会进行得更为顺利。

2）运用模糊限制词语

Lakoff在《模糊限制词语和语义标准》（1972）中提出了模糊限制词语（hedges），并指出它们是一些把事情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或结构。此外，Lakoff还提出了自然语言中的概念模糊问题，并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了模糊限制词语。近年来，人们开始把模糊限制词语的运用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理论结合起来，帮助解释言语交际中的许多语用现象。如当交际一方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威胁或伤害对方面子的话语时（即言语行为与对方面子相悖），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削弱FTA的威胁力度，可使用恰当的模糊限制词语加以掩饰、调控。例如：

（44）a. Your house was messy.

　　　b. Your house was a little bit messy.

例（44）a的话语是典型的直接威胁对方面子的言语行为，但话语（44）b中发话人使用了模糊限制词语a little bit，降低了对对方面子的威胁程度，从而遵守了礼貌原则。Leech称这样的词语为“降格词语”（down-grader）。使用“降格词语”的目的是尽量少贬低对方和多赞誉对方。可见，模糊限制词语的运用具有降低面子威胁性话语力度的语用功能，可以缓和批评、指责的语气。又如：

（45）I guess you were not well prepared for the exam.

这句话本意是指责对方没有好好准备考试，如果直接用“You were not well prepared for the exam"，会直接威胁到对方的面子。通过模糊限制词语“I guess”对方就不会感到唐突，维护了对方的负面面子，同时也达到了批评的目的。此外，kind of，sort of，in a way，to some extent等模糊限制词语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具有同样的语用功能。

3）运用礼貌标记词please等

在言语交际中，Please之类的礼貌标记词语常用来调控FTA的力度，增加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例如：

（46）a. Shut the door.

　　　b. Shut the door, please.

（47）a. You shut the door.

　　　b. You shut the door, please.

（48）a. I ask you to shut the door.

　　　b. I ask you to shut the door, please

上面三个话语中a的“利益中心”都在发话人一边，发话人受益，受话人受损，都属于FTA。而三个话语中的b分别加上了please，显示出了对受话人的尊重，因而就显得更礼貌，交际效果也更好。当人们在表示请求时，礼貌标记词please可以用来增加礼貌程度，表达对受话人的尊重。但需要注意的是礼貌标记词please的使用并不能表示发话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很多时候please既可以用于下级对上级的请求，也可以用于上级对下级的请求，都可以在不影响对方面子的情况下实现交际目的。此外，当受话人在接受发话人提供的物品或帮助时，也常借助please表示礼貌。例如：

（49）A: Would you like to have some coffee?

　　　B: Please./Yes, please.

此处的“please”或“yes, please”相当于“Yes, I'd like to have some coffee”，如果只说“Yes”，就显得不太礼貌，有损对方面子。

此外，人们也会通过增加言语行为的间接性等来调控受话人面子受到的威胁；时态、语态、句法结构（尤其是部分否定与含蓄否定、省略、条件句、疑问句等）在特定交际语境下也可以用来调控威胁受话人面子的言语行为。例如：

　　[image: alt]


在一般的情况下，以上各话语的礼貌程度随着委婉性、间接性的增加而递增。

5.5　礼貌研究论评

截至目前，礼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且被充分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计算科学中。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礼貌的本体属性、礼貌的具体功能以及礼貌研究的学术趋势做一全面的论评，这对于更为精熟地把握礼貌研究的现状与走向大有裨益。

5.5.1　礼貌原则本体属性剖析

礼貌原则的本体属性可以总结为适切性、级别性和矛盾性。下面我们结合具体事例对此加以说明。

1）适切性（appropriateness）

礼貌的适切性指发话人根据言语交际中的谈话内容、对象和场合、交际双方的受益和受损程度确定相应的礼貌语言手段。具体来说，礼貌的适切性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a．根据谈话内容确定合适的礼貌方式

如果请受话人做一点点小事（让受话人受损程度不大），发话人往往不大恪守礼貌原则，使用的语言礼貌级别不很高，通常选择的是祈使句。例如：

（51）Close the door.

发话人发出正式请求时，往往非常礼貌，无须注意受话人的身份和场合。例如：

（52）Is there any chance you can find me the book?

假如发话人向一位不太熟悉的人提出请求，不知道受话人是否满足自己的要求时，这时他会更注意礼貌原则，使用更高礼貌级别，甚至违反合作原则恪守礼貌原则，增加话语的礼貌程度。例如：

（53）I would be very grateful, if you could find me a convenient, and not too expensive room.

b．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确定合适的礼貌方式

在言语交际中，话语要按对象确定相应的礼貌表达手段，既不要过于随便，显得唐突冒失，也不能过于有礼，显得虚伪或暗含讽刺。例如：朋友之间为一点小事而说：“There would I suppose be chance of your being able to lend me your bike for just a few minutes，wouldn't there?”受话人想必会感到惊讶而不知所措。再如：

（54）Mind if I smoke?

（55）Excuse me, sir, would it be all right if I smoke?

例（54）只适用于上级对下级或谈话双方处于平等关系的场合，但例（55）只适用于下级对上级或谈话双方处于不平等关系的场合，如雇员对雇主、士兵对军官等等。

c．根据谈话的场合不同确定合适的礼貌方式

首先要正确区分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然后确定相应的表达礼貌的方式。正式场合的礼貌级别要高于非正式场合的礼貌级别。例如：要征询受话人的意见，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就应恪守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可选用“Shall I ...”等结构：

（56）Shall I call a taxi for you?

如果在非正式场合，就可以相应随便一些，无须拘礼，比如说：

（57）Do you want me to call a taxi for you?

总之，在正式的场合使用了不太礼貌的语言就会违反礼貌原则，显得对对方不够尊重；反过来，在非正式场合使用了过于礼貌的语言，太拘泥于恪守礼貌原则，也会产生不理想的交际效果。

2）级别性（gradations）

言语交际中要恪守礼貌原则就要讲究语言手段的语用特征，不但要明白什么是有礼貌的语言，什么是不礼貌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意礼貌语言的级别。礼貌原则的礼貌级别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语言手段的礼貌级别；第二是恪守礼貌原则时使用哪种礼貌级别。

a．礼貌级别可以通过语言手段来体现

语言的礼貌级别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一般来说，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最欠礼貌的；最间接的表达方式则是最讲究礼貌的。换句话讲，语言手段越间接，话语就显得越礼貌。试比较下面几幅图片中的禁烟公示语：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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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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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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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mage: al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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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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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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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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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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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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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如果承认“说话就是行事（saying is doing）”（Austin，2002），那么说话一定是“有效的行事（effective doing）”（Caffi，1999：881-810）。通过比较上述表示禁烟的语言，我们不难发现，从例（58）a到例（58）j，禁烟的强制性在递减。禁烟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往往涉及对别人面子的威胁。例（58）a不但传达了禁烟的强制性，而且还突显了“I”的主导性，所以对面子的威胁性最强。例（58）b的强制性程度次于（58）a，它抹去了“I”的主导性，但却转向法律诉求禁烟。例（58）c是最为常见的禁烟标记，直接告诉别人不要吸烟。虽然表达了禁烟的目的，但公示语的缺点是给人冷冰冰的感觉。从例（58）d开始，禁烟表达开始注入人文气息。例（58）d将smoking换成puffing，避免了对面子的直接威胁，而且画面增加了一定的幽默因素；例（58）e中虽然还保留了否定词，但是却出现了礼貌标记语“thank you for”，这对提升话语的礼貌性是不言而喻的。

例（58）f避免使用带有明显否定色彩的词语，但使用了可以拉近人际距离的“we”显得亲切、礼貌；例（58）g则采取道歉语（I'm sorry）以及避责声明（本楼不让抽烟不是我的意思而是政府的意思，暗含不要怪我之意）的话语策略；例（58）h则借助双关语“on fire”和模糊表达“take appropriate action”，从而多了一份幽默搞笑的元素，让受众自己去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该例在表达禁烟的同时，还幽默一下，增加了说服的效果。例（58）i也表示禁烟，但在出现表示禁烟告示（don't smoke）的同时，更是对禁烟的原因予以说明：“heart attack”、“save yourself, keep living”、“cancer”、“emphysema”，还特别强调：“it causes CANCER，it kills，...it causes EARLY DEATH，it CLOGS UP YOUR LUNGS AND HEART．it makes you look older，and much more ...”。与之相比，例（58）j则通过骷髅象来完成劝诫的目的，公示语中的“PLEASE！！！LOOK AT ME”，通过间接表达的方式进一步加强该形象的劝诫力度。

b．恪守礼貌原则时礼貌级别的区分

恪守礼貌原则时，不是从语言手段看礼貌级别，而是按“受损和受益”（cost & benefit）的尺度来区分，是礼貌级别的另一种连续体。我们知道信守礼貌原则往往是多给别人方便，多让发话人自己吃亏，从而使对方感到受尊重，反过来又获得对方对发话人的好感。对对方越尊重，自己越吃亏，话语的礼貌程度就越高。例如，下面的这组例子都使用祈使句，但由于受话人的受损和受益的程度不同，礼貌级别也不同：

（59）Clean the house for me.

（60）Hand me the book.

（61）Sit down!

（62）Have another piece of cake.

（63）Come and join us in the party.

例（59）、（60）使受话人受损或吃亏，使发话人受益或占便宜，并且（59）中受话人受损程度最大，因而最不礼貌；（61）—（63）表示受话人不同程度地受益，其中（63）中受话人受益的程度最大，（61）中受话人的受益程度较少。根据受损和受益的变化，（59）—（63）的受话人受益程度逐渐增大，言语交际也显得越来越礼貌。话语的礼貌级别随受话人受益程度和发话人受损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受话人越受益，发话人的话语越礼貌；发话人的话语越礼貌，意味着他越受损。

c．语言手段表现的礼貌程度和礼貌原则的级别性特征

语言手段和礼貌级别的选择往往结合在一起，为恪守礼貌原则服务。比如上面的例（61）—（63）尽管从语言手段看是不够礼貌的，但从礼貌原则的级别性方面分析，言语交际能使受话人受益，就表明话语有礼貌。下面两个祈使句都是礼貌的，因为它们符合礼貌原则，都要求受话人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

（64）Do have another cup of tea.

（65）Try some of this fruit, Mr White.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间接请求（比如用疑问句）比直接请求（用动词request或用祈使句）具有较高的礼貌程度，而且用间接的方式提出请求是最常见的，如前面的例（58）。但问题是：同是表达间接请求时，为什么会出现一种语言手段的礼貌程度高于另一种语言手段的礼貌程度？答案在于礼貌级别不同，这里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语言手段所体现的礼貌程度和礼貌原则的级别性特征具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们这里便将两者统一为礼貌原则的特征之一了。

3）冲突性（conflicts）

礼貌的冲突性指礼貌原则中各准则或次准则在同一话语中可能会发生冲突。例如得体准则可能与慷慨准则冲突；谦逊准则可能与一致准则冲突，或一致准则可能与一致准则本身相冲突等。

a．得体准则与慷慨准则冲突

例如：

（66）Let me hold the umbrella for you.

如果发话人遵守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准则（使他人受惠最大），同时又遵守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即真心为对方打伞），那么发话人实际上同时遵守了礼貌原则中的慷慨准则（即尽量多让自己吃亏）。这时，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没有实质上的冲突。但是，如果发话人遵守礼貌原则中的得体准则，却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即为对方打伞的心是虚假的），那么，此时发话人就违反了礼貌原则中的慷慨准则（即不想多让自己吃亏）。这种情况意味着发话人表面上遵守了得体准则（即在话语中表明多让对方受益），内心却不愿恪守慷慨准则（因为发话人事实上并不想让自己吃亏），从而导致了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之间的冲突。

b．谦逊准则与一致准则冲突

操汉语、日语等东方语言的人群因语言文化差异，在交际中往往产生这两种准则相矛盾的现象。例如：

（67）A: Oh, what a bright boy your son is!

　　　B: No, no, not at all. You are joking.

上面的A遵守了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准则，同时又遵守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B的儿子确实很聪明），诚心对B的儿子表示赞赏，但B出于谦逊准则（尽量减少对自身的赞誉），言不由衷地否定了A的赞誉，是对质准则的有意违反，从而导致了谦逊准则（即B尽量贬低自己）与一致准则（即B尽量增加自己与A的一致）相冲突。这样的冲突在东西方跨文化交际中非常常见，认为B的答案体现了B的修养。并且，在东方文化中，当礼貌原则的谦逊准则与一致准则相冲突时，人们往往倾向于恪守谦逊准则。对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B的回答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他们通常是对赞誉者A的话语表示感谢，而不是断然否定。

c．一致准则与一致准则冲突

在言语交际中，出于礼貌，人们往往不会开门见山地表达不同的意见或看法，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先对对方的话表示笼统或部分同意，再表达具体的不同的观点。在这种表面同意实际上不同意的话语中，其实就体现了话语中一致准则和一致准则本身的冲突。例如：

（68）A: That dress she is wearing is beautiful, don't you think?

　　　B: Yes, but I like the color.

例（68）中B先肯定（Yes）后通过but一词表达了否定的意思，除了衣服的颜色外，其他并不怎样，表明B是先遵守礼貌原则的一致准则（即减少双方的分歧），后又违反这个一致准则（即没有做到增加双方的一致），从而导致一致准则与一致准则本身的冲突。从合作原则方面分析，（68）B出于礼貌首先故意违反了质准则，同时恪守了一致准则。接着，B违反一致准则的同时，反过来遵守质准则。难怪有学者称礼貌原则的冲突性特征为礼貌的语用悖论（pragmatic paradoxes of politeness）（Leech，1983）。

概而言之，礼貌的级别性、冲突性和适切性是指导正确应用礼貌原则的重要规则。注意这些规则就能很好地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益补，准确地表达语用含意，从而使言语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5.5.2　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之间的关系

Leech将语用原则分为“人际修辞”（interpersonal rhetoric）和“篇章修辞”（textual rhetoric）两大类。在这里，“修辞”指交际中有效地运用语言。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都属于人际修辞的范畴。合作原则解释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会话含意之间的关系及怎样理解会话含意，但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会违反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完善了会话含意学说，解释了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问题。因此，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关系是互为益补的关系。Leech认为礼貌原则可以“拯救”（rescue）合作原则。

1）在言语交际中，出于礼貌的需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

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既要遵守合作原则，但又经常故意地违反合作原则，在交谈中由于面子的关系，常常不是直言不讳，而是拐弯抹角，为的是要给对方留有面子，同时也给自己保留面子。如上面例（68）也可作如下分析：

（69）A: The dress she is wearing is beautiful, don't you think?

　　　B: Well, I like the color.

在这个例子中，A说“她”的穿着很漂亮，应该包括服装的颜色、款式、搭配等各个方面，而B只提到服装的颜色，显然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但B的语言不会太不礼貌，因为他恪守了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准则。

再看例子，某教授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在给学生写推荐信时，只写了一句话：

（70）Dear Sir,

　　　Mr X's command of English is excellent, and his attendance at tutorials has been regular.

　　　Yours, etc.

这位教授明知用人单位看信后不会聘任这位学生，但是仍出于礼貌，出自对学生X的尊重写了上面的这封信。这位教授恪守了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赞誉准则，给他的学生X留点面子，同时也博得X对他的感激。

2）在言语交际中，出于礼貌的需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

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有时会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使用反语，让受话人推导出他的语用含意。Leech指出，反语的使用也是出于礼貌。他认为，“如果你必须触犯别人，起码要做到避免同礼貌原则相悖，而应让受话人通过对含意的推导，间接地领会你话语中的触犯点”（Leech，1983：82）。如明知道某人把某事办得一团糟，却说“You've done a good job”。这句话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但遵循了礼貌原则中的赞誉准则，从而给受话人保留了一定的面子，达到了礼貌的效果。同样：

（71）A: John has just borrowed your bike.

　　　B: Well, I like that.

在这句话中，B说的是反话，发话人真正要表达的含意是“我讨厌这样不经同意就借走车子”，但他为了避免同礼貌原则的慷慨准则相抵触，不想让受话人直接听到自己发出的听似吝啬的言词，于是在恪守礼貌原则的同时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说出一句反话，让受话人推导其含意，间接地了解他的不满情绪。当然，为达到效果，B借助了一定的音系手段，如强调“that”的发音，让受话人明白所言与所想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

3）在言语交际中，出于礼貌的需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

例如：

（72）A: How do you like my painting?

　　　B: I don't have an eye for beauty, I'm afraid.

B违反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采用答非所问的办法，间接地表达了“我根本不喜欢”的含意，但恪守了礼貌原则的一致准则，减少了双方意见的正面冲突，从而为A保留了面子。再例如：

（73）A: Someone's eaten the cream off the cake.

　　　B: It wasn't me.

这是母亲A与儿子B之间的一个对话。首先是母亲出于恪守礼貌原则中的同情准则，不愿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直接指责儿子，用了一个不定代词someone，有意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从someone一词中，儿子推导出母亲真正的含意是在责怪他偷吃了蛋糕上的奶油，从而违反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做出了“It wasn't me”的应答。

4）在言语交际中，出于礼貌的需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

例如，Grice在谈论违反方式准则中的“简练”次则时，曾举过这样的例子：

（74）A. Miss X sang "Home sweet home."

　　　B. Miss X produced a series of sounds that corresponded closely with the score of "Home sweet home."

格赖斯认为，一位演唱评论家不是选择一个简单的动词sang，而是选择了“produced a series of sounds that corresponded closely with the score of”12个词来表达sang这个动作，违反了方式准则。这种故意违反方式准则中的简练次则的含意很清楚：评论家觉得“x小姐唱得十分难听”，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在“唱歌”，而只是“发出了一系列的声音”。但如果评论家直接进行批评，X小姐就得丢尽面子，为恪守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赞誉准则或者同情准则，评论家只好啰嗦地描述一通，以求搪塞一下听众，保住X小姐的面子，并让听众本人从中悟出这句异常啰嗦的话语的含意。

通过上面的例释可以看出，人们往往为遵循礼貌原则而有意违反合作原则，尽量把不礼貌的程度降到最低。合作原则通过调节发话人的说话内容使人们在合作的前提下进行交际，而礼貌原则通过维护交际双方的均等地位和友好关系使交际正常地、有效地进行。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之间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进退相让的关系，过多地考虑合作原则，便只能少考虑礼貌原则；过多考虑礼貌原则，便只能少考虑合作原则。同时也可以明白，Leech指出的所谓礼貌原则“拯救”合作原则不外是：礼貌原则可以用来合理地解释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什么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

练习题

1．简述Lakoff、Brown & Levinson和Leech的礼貌观。

2．试论述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之间的关系。

3．仔细阅读下面的语料，分析该语料违背了哪些礼貌准则及违背该准则产生的语用效果。

"Where have you been?" Macomber asked in the darkness.

"Hello", she asked. "Are you awake?"

"Where have you been?"

"I just went out to get a breath of air."

"You did, like hell."

"What do you want me to say, darling?"

"Where have you been?"

"Out to get a breath of air."

"That's a new name for it. You are a bitch."

"Well, you're a coward."

"All right," he said. "What of it?"

"Nothing as far as I'm concerned. But please let's not talk, darling, because I'm very sleepy."

"You think that I'll take anything."

"I know you will, sweet."

"Well, I won't."

"Please, darling, let's not talk. I'm so very sleepy."

"There wasn't going to be any of that. You promised there wouldn't be."

"Well, there is now," she said sweetly.

"You said if we made this trip that there would be none of that. You promised."

"Yes, darling. That's the way I meant it to be. But the trip was spoiled yesterday. We don't have to talk about it, do we?"

"You don't wait long when you have an advantage, do you?"

"Please let's not talk. I'm so sleepy, darling."

"I'm going to talk."

"Don't mind me then, because I'm going to sleep." And she did.

　　　　　　　　(Hemingway, 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

4．试分析下面的例子中采用了哪种礼貌策略。

　a. Don't touch that. It's dangerous.

　b. Look, I'm sure you won't mind if I borrow your bicycle.

　c. I don't suppose I could possibly ask you for a cup of sauce, could I?

　d. Harry is a real fish.

5．如何理解汉文化中的“面子”（miànzi）和“脸”（liǎn）?

6．试分析下面语料中的FTA.

［元妃］又向其父说道：“田舍之家，[image: alt]
 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芥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伏愿圣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福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更祈自加珍爱，惟勤慎肃恭以侍上，庶不负上眷顾隆恩也。”贾妃亦嘱以“国事宜勤，暇时保养，切勿记念”。贾政又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请即赐名为幸。”

文献选读

Various subfields in linguistics, such as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deal with linguistic politeness as a principal research area. Linguistic politeness also is a major research area in related disciplines such as communication and anthropology (see Duranti, 1997;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6; Saville - Troike, 1996). In these mentioned fields, linguistic politeness has been very actively studied,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naturally occurring discourse in the FtF setting. Morand and Ocker (2002) reviewed politeness theory and stated that face-threatening acts are inevitable in interaction across various CMC channels. That is, the face (i. e. , public self-image) of speech participants can be threatened during CMC interaction just as it can in the FtF setting.

...

A study by Park (2007) also demonstrated that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cues are prevalent in the CMC channel. In the CMC setting, online language users have developed devices to bring about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tactics. Park (2007) examined the communication constraints of the text-@based synchronous CMC channel that hinder expression of the interlocutor's interpersonal and affective stances during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Park (2007) also looked at linguistic and paralinguistic mechanisms that online language users employ to overcome the constraints that the CMC channel imposes on online language user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online discourse participants employ a variety of creative linguistic and paralinguistic devices to express interpersonal and affective stances. These devices include contractions of linguistic forms, prosodic features, and typographical conventions such as capital letters and emoticons to simulate gesture and facial expression.

As stated earlier, linguistic politeness has been relatively unexplored in the LIS virtual-reference context. In this subsection, studies dealing wi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relation to linguistic politenes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e presented.

Westbrook (2007) addressed the critical need for theory development regarding interac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She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ication of formality indicators drawn from the linguistic politeness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interaction between librarian and user. By utilizing a purposive sample of 402 transcripts derived from a chat reference service, Westbrook identified informality indicators such as the use of linguistic contractions, abbreviation and acronyms, slang (e. g., informal speech style), and non-conventional punctuation markers (also see Park, 2007). The study noted that lack of these devices may increase the formality level from both ends (i. e., librarian and user). As contextual informality indicators,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were identified: expressions of need, gratitude, self-deprecation, apologies, humor, self disclosure, and group identity. Westbrook noted that the employment of such informality indicators attain to the interlocutor's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e. (The two face desires were discussed in depth in earlier sections.) The shift of formality levels occurs during the reference interview stages (i. e. , opening, clarifying, answering, evaluating, closing). For instance, answering by the librarian entails providing instruction and advice to users that may pose a potential threat to interlocutors' face; in this stage, the formality differential becomes marked.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closing stage, formality may drop to a lower level. Westbrook (2007) noted that advice to users that mitigates any potential face threat is more valuable than that which is given without such mitigation. That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linguistic politeness theoretical framework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for interactive reference service:

Chat interactions can build from a basis of trust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users' expressions of confusion, urgency, need, and other concerns. Librarians who can actively help resolve those concerns must go well beyond simply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ey must build a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do so, they much make effective use of politeness theory. ... The practice implications encourage incorporation of politeness theory into training. ... Once librarians have a firm grasp of the nuance of politeness theory, they are likely to seriously revamp policies ... (pp. 640, 654).

As stated earlier,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politeness theory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Goffman's (1967) work on face. Mon (2005) presented a concise overview on face threat drawn from Goffman's works. Mon (2005) showed that Goffman's face threat theory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for study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information-seeking contexts. Despite such potential, she noted that face threat theory has not yet been substantially used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cience. Mon (2006) investigated user perceptions of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through e-mail and chat. One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 her study concerns perceptions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ers and librarians.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she employed a linguistic politeness framework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theory. Mon (2006) utilized a range of data sources, including transcripts of e-mail, chat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and subsequent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nts. The data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users positively perceive the inter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libraria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For instance, users are appreciative of efforts employed for enhanc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utilization of the user's name or provision of contact information or name. Actions that users cite positively also include open and polite communication styles and interpersonal rapport developed through working and follow-up with users and inviting users to return to the reference serv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users negatively perceive actions that are not informed by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For instance, automated responses, phrased as "computer-generated reply," or "copy and paste," and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phrased as "a lot of silence from the other end" together with impolite communication styles, are all actions that are negatively perceived by users. Mon (2006) saw user's negative experiences with automated responses in the following way:

The issue of "copy and paste" responses and other impersonal, automated answers emerged as a recurring theme for users in expressing their preferences for receiving personal responses from a real librarian, rather than automated responses such as "form letters" or "FAQs" (p. 149). It can be seen, then, that interpersonal rappor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sitive perceptions of reference interaction with librarians.

User perceptions of reference service also were studied by Ruppel and Fagan (2002), although linguistic politeness was not applied in this study. Ruppel and Fagan analyzed survey results on the use of an IM chat reference service as opposed to traditional reference-desk service. The users' comments (n = 115 of 340 participants) in the free-answer box from the survey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ssociated with terms such as "friendliness" or "politeness," for successful reference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e most prominent advantages of IM concern "convenience" (n = 28 of 51), followed by "anonymity" (n = 11 of 51). The term anonymity may relate to face concerns centering on user desires to preserve positive selfimage. The following comments from the survey illustrate this (Ruppel & Fagan, 2002): "If a person feels dumb for asking, they aren't 'revealed,'" and "You feel free and you are not shy cause you cannot see your helper" (p. 190). In line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critical rol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rapport, Radford (2006) demonstrated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erceptions of successful interaction. Radford analyzed interaction between librarians and users by utilizing a communication theory from Watzlawick, Beavin, and Jackson's (1967) work 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e theo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inguistic politenes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ccordingly, the sub-themes for both "relational facilitators" and "barriers" in relation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librarian and client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with politeness tactics. For instance, the sub-theme "rapport building" can be understood as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the sub-theme "deference" corresponds to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presented in earlier sections.)

In summary, online discourse participants adapt to the CMC setting and employ a variety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s to express socio-interpersonal content. In the CMC setting, online language users develop devices to effect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tactics. Thus, socio-interpersonal content appears in CMC interaction through nonverbal — as well as verbal-communication cues. Such socio-interpersonal content index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rapport of online discourse participants. In the LIS reference context, as demonstrated by several studies (Mon, 2006; Radford, 2006; Ruppel & Fagan, 2002; Westbrook, 2007), suc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user's perception of successful interaction.

(Excerpted from "Linguistic politeness and face-work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3): 1 - 10)


第六讲　关联论

导读：关联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学界的热烈关注。它从认知的角度揭示了人类交际和认知的一些共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它将语用学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认知的一般理论上来。关联论主张明示一推理的交际模式，重新审视了语用推理在话语理解中的作用，讨论内容辐射语言学、语言哲学、认知学、符号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是颇具影响力的语用学理论，给认知语用学带来了新的研究热点。关联论不仅仅为语用学所用，还能用于探讨与人类认知、交际有关的很多问题。就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刊物论著来看，这种理论在语用学领域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6.1　引言

关联论（Relevance Theory，简称RT）自Sperber & Wilson1986年首次于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以来，就受到了语言学界的密切关注。在批判继承Grice会话含意理论的基础上，它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讨论了人类交际的内在机制，研讨的理论问题涉及语用学、语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科学等（蒋严，2008）。

关联论在语言学界活跃已逾二十年，是为数不多的、较成熟的语用学理论。该理论提出至今，介绍、应用它的论著不断面世。国际上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刊物，如Lingua，Journal of Pragmatics，Pragmatic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Cognitive Linguistics，Lingua，Multilingua，Discourse Processes，Journal of Linguistics等杂志上登载了许多涉及关联论研究的文章。关联论还有稳定的研究团队，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在Wilson和她的博士生Carston的带领下，成立了专门的“关联论研究小组”（Relevance Research Group），并开辟“关联论网上通讯”（Relevance E-mail List），吸引世界各国的关联论爱好者参与讨论认知语用学的一些重大问题。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Universidad de Alicante）的学者Yus也是研究关联论的代表人物，他还汇编了一份非常有用的关联论在线参考文献（Relevance Theory Online Bibliographic Service），汇集了世界各国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实时更新。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对关联论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和探讨，也有为数不少的硕博士论文应用关联论来解释话语理解或产出，或者试图对它的不足之处进行补漏。

关联论也是世界各国语言学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经久不衰。关联论的交际观、认知语境观、主体性与关联性、关联与语用推理的或然性、关联与语用能力、话语联系语的关联分析、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联解释、关联论在语言习得中的应用、明说与隐含之间的区别、会话含意的收窄与构建、指称的关联解释、关联论中的言语行为、语境构建与规约化现象、关联论与翻译、关联论对语篇的解释力等都是各国学者感兴趣的话题。近年来，关联论的创始人之一Sperber针对外界对关联论缺乏实验证据支持的指责，又在引导一个新潮流：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检验关联论的心理现实性（Noveck & Sperber，2004；Noveck & Sperber，2007），推动着实验语用学的发展。与此同时，针对关联论在微观操作层次不明晰的指责，后继者Carston积极开展了词汇语用学的研究，主张词汇字面意思在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收窄、近似、喻化、扩充等调整过程都是基于最佳关联假定的。他们的研究给关联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联论源于新兴的认知心理学，承认人类认知的基本过程：信息处理需要付出一定的加工努力，信息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越大，成功获取话语意思的关联概率就越大；反之亦然。它强调认知环境在信息加工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明示-推理的交际模式，解决了合作原则未解决的一些问题。在Grice看来，交际双方都应该知道交际的基本准则，即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关系与方式准则及其次则，而且受话人要能够识别发话人是否明显违反了某一或某些准则与次则所产生的含意。但关联论认为关联原则是对明示-推理交际的总概括，交际双方无须知道管束交际的关联原则，更不必有意去遵守它，即使人们想违反关联原则也不可能违反，因为每一种明示交际行为都应设想它本身具有关联性。受话人在话语理解的推理过程中，就需要使用这一假设。这使得关联论在解释非字面意思时技高一筹：会话含意理论认为在理解非字面意义之前，受话人得先获取字面意义，再去推导含意，理解发话人意义或交际意图；关联论认为受话人是直接获取非字面意义，无须经过字面意义加工这一过程，因为它不具备关联性。由此可见，尽管学界对关联论褒贬不一，但关联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认知语用学理论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6.2　关联论概要

20世纪60—70年代，Relevance（“关联”或“关联性”）普遍用于形式语义学。直到Grice（1975）会话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提出后，“关联”的概念开始活跃在语用学领域，常见于会话分析中，指命题与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关联能保持话语意义高度连贯，自成一体，拓展了话语信息容量：不论话语篇幅多么浩瀚，它们都能因内在关联性而成为很完整的语言单元（参见Strawson，1964；Reinhart，1981；Brown & Yule，1983）。

20世纪80年代，认知科学席卷了语言研究领域，George Lakoff（1980，1982，1987，1989），Mark Johnson（1980），Charles Fillmore（1971，1985），Ronald Langacker（1987，1992）和Leonard Talmy（1985，1991）等针对生成语法的不足创立了认知语言学。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这一语言学的分支开始成型，它涉及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系统论等多种学科，提出语言的创建、学习及运用都必须透过人类认知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认知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根本。认知语言学吸收了现代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观，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由感觉输入信息编码、贮存和提取等一系列阶段组成，信息加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依靠某种方式相互联系。受这些思潮的启发，Sperber和Wilson（1986）提出了关联论（Relevance Theory），开启了认知语用学研究的新时代。

关联论认为人类认知就是以最小的信息加工努力尽可能获知信息最大的关联。为此，个体应该关注的是那些与自己具有最大关联的信息，即那些值得受话人注意的信息。人类认知是以关联为基础的，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一开始就要求对方加以注意，在正常情况下受话人只会注意那些关联的信息，即那些不需要付出太多认知努力就会丰富自己语境假设的信息。由此可见，与言语行为理论以“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为中心的视角不同，关联论的关注焦点是“话语的理解”（utterance interpretation）。信息加工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受话人根据认知语境寻找话语最大和最佳关联的认知过程。

在信息加工观成为认知心理学研究主流的时代，话语理解的研究远远多于对话语产出的研究（参见董燕萍，2008）。在这一背景下，关联的任务也是解释和阐述话语理解问题。Henst & Sperber（2004）在使用实验方法验证该理论时，也主要是从话语理解的角度出发，而从话语产出的角度只是简单提及。因此，如何从发话人的角度来考察最大和最佳关联在话语产出中的作用将成为关联论的另一个研究热点。

6.2.1　关联论的核心内容

关联论主要创新的地方就是“自始至终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用现象”（蒋严，2008：xx）。对关联（性）这一关键词，Sperber & Wilson（1986/1995：122）定义为：

1）关联

一个假设（assumption）在语境中具有某种关联当且仅当它在该语境中具有某种语境效果。

这说明，一个假设要在语境中具有关联性必须与语境建立某种联系。关联性可以通过语境效果来判断：语境效果越强，关联性越大；语境效果越弱，关联性越小。一分语境效果，一分关联性（蒋严，2008：166）。关联性可以看做是语境效果和认知努力（effort，或称“心力”）之间的博弈。因此，这一定义还可以作如下完善：

2）关联

限度条件1：某假设在语境中所具有的关联度取决于其语境效果能达到多大限度。

限度条件2：某假设在语境中所具有的关联度取决于所需心力能控制在多小范围。

某假设所具有的关联是语境效果和加工努力之间的平衡：在其他因素恒定的前提下，取得语境效果越大的假设，关联度越大；而且，在其他因素恒定的前提下，所损耗加工努力越小的假设，关联度越大。除了“关联”这一关键词外，关联理论还包含两条重要的关联原则：

3）关联第一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

4）关联第二原则：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了一个具有最佳关联（属性）的设想。

尽管它们都是关联论的主要思想，但关联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指的是上面（2）中提到的交际关联原则（Sperber & Wilson，1986/1995：260）。

认知关联原则，即关联第一原则，将“关联”定义为认知过程中输入（input）的属性（property），可以是知觉过程输入的刺激（stimuli）信号，也可以是推理过程输入的设想（assumptions）。刺激信号，多指存在于机体之外的一些现象；设想则指知觉、回忆、想象或推理等过程的结果，存在于机体内部。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指倾向于加工来自机体内外具有最大关联属性的输入。也就是说，在加工输入时，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最大的关联累积。

交际关联原则，或称关联第二原则、关联原则（见上文），是建立在第一原则之上的，是关联论的中心内容。该原则描述某一特定明示的交际行为通过明示方式传递最佳的关联属性。交际关联原则提到，具备最佳关联的设想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定义：

5）明示刺激信号具有足够关联，值得受话人付出努力进行加工；

6）明示刺激信号是与受话人的能力和偏好相匹配的最佳关联的信号。

这里，刺激信号具备足够关联度指它具有某种能吸引受话人注意力的表征，使他将认知资源调配过来对其进行加工。如果关联度不够大，不能及时进行加工，那就无法取得认知效果。当认知资源产出最大认知效果时，便可以说受话人获得足够的关联度。关联原则并不能适用于一切交际模式，它只适用于明示交际，对诸如电报类的编码交际并不适用。关联并不一定保证交际成功进行，但就算交际没能成功，交际者也会试图达成关联。

假设（assumptions）的关联度通常以认知效果和认知努力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认知效果越理想，关联度越大；获取某一认知效果所需的认知加工努力越小，关联度越大。新信息产生认知效果的方式有：与旧信息相互作用生成新的语境效果、提供证据进一步增强原假设、与原假设矛盾使原假设被取消（蒋严，2008：144）。加工努力会受到信息表征复杂度和语境可及性等因素的影响。

关联论认为话语解读是沿着最省力的认知路径、按照语境可及性依次得出的认知处理过程，止于受话人对关联期待的满足。关联论探讨了指称确定、解歧、命题充实、词义扩充与收缩等推理过程的认知心理。

6.2.2　关联论与会话含意理论

Grice的合作原则总结了言语交际的基本规律和逻辑。如果不考虑社会、文化、习俗等语用因素在会话中的介入，单以交际效率为中心，一段会话体现合作原则越是充分，理论上传达的信息就越成功，因为它们传达的话语意思是直接明了的，不需要会话双方损耗加工心力进行推理，也不会导致误解。当然，这只是该理论的理想版。在现实交际中，出于种种原因，交际者会公然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项准则，引发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Grice认为受话人要成功获取这种非常规性的弦外之音，应该以合作原则为基本前提（参见第四讲）来进行推理；发话人能传达超出常规语义内容的信息，受话人也能够识别话语的隐含意义，因为人类交际一般遵循合作原则这一普遍规律。Grice有关语用推理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引起了广泛注意，Sperber & Wilson（1981：155）认为“现代话语解释理论是Grice的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的直接结果”。

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体现了日常语言哲学思想，革新了传统的交际理论——代码模式（code model），代之以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代码模式认为交际是通过编码和解码话语讯息（message）实现的，而推理模式则认为交际是通过提供和解释话语证据（evidence）来实现。在关联论看来，言语交际涉及代码和推理两种机制，但它们在本质上具有相互独立性，广义交际并不非得依存它们中的任一种（Sperber & Wilson，1986/1995：3）。关联论改良了Grice等人的推理交际模式，并与代码模式相结合，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这是两种理论所持的不同交际模式观，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还可以作如下总结：

1）关于交际相关性

二者对交际中的相关性（relation/relevance）的关注程度不同。Grice（1989：27）对关系准则只用了“Be relevant”来概括，而其他三个准则都至少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界定。相比之下，Grice并没有在会话含意理论中清晰地阐述关系准则的性质、特点以及它在交际过程中的功能等问题。尽管Grice自己也认识到如此简单地处理这条准则有失妥当，但他颇感棘手：该准则的清晰论述势必涉及话轮转换过程中相关性信息是如何变换的、话题为什么能有条不紊地转换等问题，他只好寄希望于他以后能解决这些问题时再来研究该准则（1989：27），但终究是不了了之。

在关联论中，Sperber & Wilson（1986/1995：119-171）对关联的条件、性质、程度、定义以及关联与语境的动态关系等都做了详细论述。关联性被看作是认知过程中输入的话语、思想、记忆、行为、声音、情景、气味等内容的一种特性。如果输入的内容值得交际者付出一定的心力进行加工处理，那么它就具有关联性。而取得语境效果是关联的必要条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能取得越大的语境效果的假设，本身关联性就更大。加工心力（processing effort）也是衡量关联性大小的重要指标：其他因素维持不变，所需加工心力越小的假设就更有关联性。加工一条信息要消耗一定心力，调取一项语境也要付出一定心力。语境越不可及，调取时所需心力就越多，反之亦然。这些内容都是Grice在关系准则中所没有谈到的。

2）关于认知语境

语境（context）最初指某个词句出现的“上下文”，后来在Malinowski（1923）的研究中延伸为“语言使用的环境”。语境研究的视角一般有两种：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或从认知心理角度出发（朱永生，2005）。在会话含意理论中，Grice（1989：222）在讨论话语意义时，认为当发话人传达的意思存在多种可能时，要推导出话语的确切意思就得求助于话语的相关语境，联系正在说或正在做的事情，看哪种意思更能与发话人明显表示出来的意向相吻合。Grice的贡献在于把语境与意图结合起来研究，但他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哲学和逻辑学层面，未能清楚解释语境是如何参与推理这一认知心理活动的。

关联论的高明之处是把语境放到推理的认知心理状态中来研究，将它设定为由一系列假设组成的“语境假设”（contextual assumptions），与“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密切相关。一个人的全部认知环境是他能感触的所有事实之和，是他所处的物理环境和他本人具备的认知能力，包括物质世界里他已经知道的全部事实，以及他进一步能了解的全部事实。业已获得的知识能够增强他认知未知事物的能力，因为记忆中的事实本来就是认知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话语理解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受话人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语境不限于现实环境中的情景或话语本身的上下文语境，还包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期望、宗教信念、文化思想等主观方面。因此，语境便成了互动过程中为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和发展的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言语交际中的语境不是双方事先知道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常量，而是动态发展的变量。在言语理解中，关联性是始终制约人类交际的基本因素，可以看作是一个常量。语境与关联性的关系是：要想获得最大关联，就得尽可能选择最合适的语境来对假设进行加工，这时语境实现了心力与效果之间的最佳平衡。一旦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就可以说假设得到了优化加工（optimally processed）。在关联论看来，语境不仅影响话语解读，而且还是反映关联性的一个因素。

3）会话含意与关联论的明说和暗含

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讨论话语的字面意义和违反合作原则诸准则产生的会话含意，而关联论则讨论话语认知中的“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先看下面的例子：

（1）A: How is Jane feeling after her first year at university?

　　　B: She didn't get enough units and can't continue.

对B回答的理解可以是：

（2）Jane didn't get enough university course units to qualify for admission to second year study, and, as a result, Jane cannot continue with university study. Jane is not feeling at all happy about this.

其中，“Jane isn't happy”是会话含意也是暗含的内容。但依据含意理论，句（2）解释中的to qualify for admission to second year study和can't continue with university study也是（1）B回答中的会话含意。但根据关联论，它们只不过是受话人理解话语时的一种信息扩充（enrichment），是话语的明说内容。

会话含意理论以话语是否歧义来判断是否明说，而关联论则认为识别明说要以关联性为依据，它能够使交际者付出最经济的努力，获知最大的关联，取得最佳的语境效果。关联论也认为，暗含指语境暗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是语境演绎（contextual deductions），当话语信息不太直接时，需加上一些假设前提，求得话语的关联性，才进行合理的演绎。例如：

（3）Peter: Would you drive a Mercedes?

　　　Mary: I wouldn't drive ANY expensive car.

按照语法，Peter使用的是一般疑问句，Mary只需要回答Yes或No就行了，但她没有直接回答Peter的问题，而是间接地使Peter调出关于名贵车辆的百科知识，认定：

（4）A Mercedes is an expensive car.

以此为前提，就能得出暗含：

（5）Mary wouldn't drive a Mercedes.

（4）在会话含意理论中是含意，是因违反合作原则作出的判断。值得注意的是，（4）和（5）都是暗含，但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类别的暗含意义：暗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和暗含结论（implicated conclusion）。暗含前提是听者从记忆中直接提取或加以扩展而得出的。它之所以看成是含意，是因为它符合会话含意理论的解释，能快速地被提取出来；暗含结论则是根据关联论关于话语明说内容和语境推理而得出的暗含。尽管暗含和会话含意存在区别，但关联论中的暗含仍摆脱不了模仿Grice的含意概念的痕迹（Carston，1988）。

6.3　关联与交际模式

代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是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在有的交际事件中它们可以独立，例如使用电报、旗语交际时，遵循的主要是代码模式，但它们也能兼容：“语码阶段可为交际中的第二个阶段——推理，提供各种假设与证据。如果我们将交际视为一个识别发话人传信意图的过程，那么最好不要把解码视为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理解的一部分，而应将它当成主要为理解过程提供信息输入的一个阶段。”（Sperber & Wilson，1987：705）关联理论在参考代码模式和传信意图推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本节将对它们进行简要评述。

6.3.1　代码模式

代码模式（code model），又称信息模式（message model），由代码（规约性的符号）和编码规则构成，主张人类交际行为通过信息的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来实现：发话人利用代码来传递话语内容和思想，受话人接受代码后进行解码，从而获取代码所传达的内容和思想。

代码模式一般由传播者（sender）、接收者（receiver）、信息（message）、编码（encoding）、解码（decoding）、信道（message channel）、参考架构（reference frame）和回馈（feedback）等要素构成。在语言研究界应用最广、最具影响力的模式是Shannon-Weaver交际模式（Shannon-Weaver model of communication）。1948年，在赫赫有名的贝尔电话实验室（Bell Telephone Laboratory）工作的Shannon发表了题为《通讯的数学原理》的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个模式；1949年Shannon又与Weaver合作，将该模式拓展成专著版，推动了该模式的大众化，迄今在传媒学领域该模式仍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模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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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Shannon-Weaver代码交际模式

由上图可以看出，这一模式认为信息传播是一个线性的、单向的过程，是一个数学模式。

这个模式可以这样来理解：信息经代码（语言交际中可称为语码）传递，代码是约定的一套符号系统。信号（signal）是对外界环境进行调节的物质形式，它由发送者发出，由接收者接收，而信息是规约在信号里的内容。简单代码（如莫尔斯电码）由信号与信息直接匹配而成，而言语交际中的语码则是由语音、语义、语法等因素组合成的一个代码系统，是一种复杂代码。

在言语交际中，话语信息的传递由编码与解码这两个运作过程来完成，并受语言规则约束：发送信息是按规则将信息进行编码，实现信息代码化，之后经信道传递给接收者；接收者接到信号后再按同一规则进行解码，还原编入代码里的信息内容。如此一来，交际就成了一个纯语码过程，全部信息由代码来传递，只要装置状态良好，信道畅通，代码理想，规则相同，除去噪声等因素的干扰，编解码两端的信息内容就能一致，交际就能成功。

代码交际奠定了现代通信理论的基础，但却遭到了语言学家如Sperber & Wilson（1986/1995）等人的强烈批评。一方面，他们认为代码交际模式是一种纯语码交际，但人类言语交际活动并不是纯粹的规则化的代码传递行为。例如交际中常常涉及话语隐含意义的传递和理解，代码模式不能揭示它们是如何进行编码和解码的。另一方面，话语信息由规约性的语码意义和非规约性的语境信息构成。代码提供的只是由词语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与语法规则相结合而形成的抽象句子意义，这种脱离现实语境的句子具有无限多种潜在的话语意义，而经过语境的筛选和限制，形成确定的语境化话语意义（可称为发话人意义（speaker meaning）或语用意义）。试看Mrs. Thatcher在一次电视访谈中的一句话：

（6）I always treat other people's money as if it were my own.

如果用代码模式将其中信息还原，还是不能得知Mrs. Thatcher究竟是慎用还是滥用别人的钱，必须调用语境信息：如果她对自己的钱十分慎重，那么她也会用好别人的钱；如果她生活奢华，花钱如流水，那么她也会挥霍别人的钱。这个例子说明了语境在话语意义理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代码模式不能有效解决语境信息问题，也没能将句子和话语分离开来，导致将句子意义等同于话语意义。将代码作为唯一的话语手段，就会忽视话语所具有的非语言特性及表达与理解活动中的认知参与过程，忽视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文化及环境。其实，发话人交际时并不需要将其所要交际的内容全部编在语码里，而是倾向于将那些双方知道的、不言自明的及常识性的信息内容省去不说，受话人借助自己相似的认知环境可以理解发话人未说出的内容（何自然等，2005）。

代码模式强调了语言意义的规约性，未能注意到它的语境灵活性，因此，不能有效解释话语暗含意义及发话人含蓄表达的言语态度。要得到话语的暗含意义，就得进行复杂的认知和语用推理。

6.3.2　推理模式

随着代码模式局限性的突现，Grice等人于20世纪50—60年代倡导建立了描写人类言语交际行为意图的推理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交际是发话人给自己所意欲交际的意图提供证据，接受者收到话语信息后，结合语境寻找和分析证据，对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得出话语含意。语用推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解释受话人如何推导发话人意义（语用意义）。在Grice研究的基础上，关联论认为话语本身能使受话人对发话人的意义产生期待。这是一种关联期待，具有足够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Sperber & Wilson，2006：607）。该模式已经涉及意义的认知心理研究领域了。

关联论所提倡的推理交际模式叫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由两个层面的意图构成：

（7）明示-推理交际

　　　a．传信意图：向受话人传达某信息；

　　　b．交际意图：向受话人传达发话人的传信意图。

当交际意图实现后，即受话人能识别发话人的传信意图后，对话语就能理解。至于传信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受话人对发话人的信任程度。在传信意图中，发话人希望所说的话受话人能有所反应；在交际意图中，发话人希望受话人能识别自己的传信意图并推导出自己的交际意图。

明示-推理模式将话语的产生和理解纳入一个整体中进行研究：明示要求发话人采用明白的方式进行示意；推理要求受话人根据所提供的语言推导出发话人的意义。在明示行为中，发话人通过使用明示刺激（ostensive stimulus）引起受话人的注意，使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到发话人意图上来。明示刺激会带来精确、可预期的关联期待。关联期待能够帮助受话人识别发话人意图。人类认知总倾向于追求最大关联，因此受话人只会去注意那些有足够关联的输入（input）。发话人使用明示刺激，使受话人有理由认为这一刺激具有足够关联，值得加工处理。这也是关联交际原则（或称关联原则，见上文）的基础：每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传递了一个具有最佳关联的假设。也就是说，明示刺激的使用能创造出具有最佳关联的假设。因此，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以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为前提。通常，发话人希望受话人相信那些明示的信息是值得他们注意的，因为它们具备最佳关联性。这样，受话人在信息处理时付出尽可能少的努力，而获取足够的语境效果。

发话人的明示指发话人向受话人显明自己有欲显明某种信息的意图（Sperber & Wilson，1995：54），可以通过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来进行描述。可见，明示就是把传信意图明白地表示出来，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例如：

（8）A: Is there any shopping to do?

　　　B: We'll be away for the weekend.

（9）甲：晚上看电影去吗？

　　　乙：要送女儿弹钢琴。

例（8）中B明白地告诉了对方他周末不在家的信息，他可能明白无误地向A传递了他的传信意图，使对方明白“我们周末不在家”，这就是言语交际中发话人的明示行为。同样，例（9）中发话人乙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要送女儿弹钢琴”这一信息。不过，这两个话语表现的传信意图不是发话人最终希望传递的信息，而往往需要受话人根据他提供的明示信息进行推理，推断出发话人的交际意图，比如“不用去商店买东西”、“晚上不去看电影”。可见，交际还涉及理解过程中的推理，以获取发话人的交际意图。

可见，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必须通过明白的话语向受话人展示自己的意图，这就是一个明示过程。明示就是发话人向对方明确地显示自己有明确表示某种意图的一种行为。

发话人明示过程中的传信意图是提供交际内容，帮助受话人明白一系列的语境假设；这就是话语的字面意义，即话语中的明说，而交际意图，是发话人要让对方明白自己有一个传递传信意图的意图，它往往包含话语的暗含意义。例如：

（10）甲：走，踢球去。

　　　乙：我明天要考试。

例中甲邀请乙去踢球，乙并没有直接拒绝对方的邀请，而是讲出了拒绝的理由。乙把他明天要考试这一信息直接传递给了对方，使他知道自己明天要考试。这是一种明示行为，乙的这个意图就是传信意图。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乙不但想让甲知道自己有那个传信意图，而且希望对方从该话语中推导出其隐含意义，从而放弃邀请。这就是乙的交际意图。

如果发话人生成话语的目的是为了传递某种交际意图的话，那么他就有必要首先使双方相互明白话语的传信意图。明示就是发话人通过某一话语向受话人表示自己的这种意图，以期待受话人对该话语加以注意，它就是话语的明说。例如：

（11）甲：去不去广州？

　　　乙：听说塞车了。

对话中乙明说了“听说塞车了”这一信息，使甲得到该信息，这就是乙的传信意图。这也是一种明示行为。通过这种明示，受话人就会从中推断出该话语的含意，即发话人的交际意图：“不去广州，因为塞车了。”这就是一种明示-推理交际过程。

代码模式认为交际的本质是编码与解码，关联理论则认为交际的本质是明示与推理。明示活动是提供刺激去改变受话人的认知环境，让受话人将其作为一个依据去推断发话人的意图。明示-推理模式中的明示涉及两个层面上的意图，即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传信意图是要显明某种信息，交际意图则是显明发话人有向受话人显明某种信息的用意。譬如，发话人如果仅仅发出某种声音，如“哈”，那只是显明了某种声音信息，并没有让辨识“哈”声音的用意，这时只是处于传信意图的阶段，如果发话人不只发出了“哈”声音，还要受话人辨识“哈”声音的用意，则发话人就不仅显明了自己的传信意图，还显明了让受话人识别其传信意图的交际意图。只有进入了交际意图的层次，话语才带有社会性，才真正称得上是人际交际。

明示-推理交际模式承认交际中个体认知的差异和交际的冒险性，认为交际机制最多能使成功的交际成为可能；明示只是提供刺激去改变受话人的认知环境，让受话人根据刺激和语境假设去推导发话人的用意，因而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偏差。这种认识与代码说有着本质的不同。

明示-推理模式认为受话人理解话语不是解码，而是即时的非实证性推理（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遵循演绎推理原则。推理的参与因素是词语信息、逻辑信息和百科知识。词语信息是一些表达概念的词语项目，逻辑信息是对语境假设的演绎，百科信息则是与概念有关的全部知识。受话人根据发话人话语中的词语信息、逻辑演绎以及与话语理解相关的百科知识，在头脑中进行综合加工，推导出发话人话语的含意。含意推导有明说和暗含两个层次。受话人根据发话人话语的语义表征和普遍的语法规则建立起假设图式，然后经过语境信息的丰富和补充，建构出话语的命题内容和命题态度，从而把握发话人话语的明说意图。例如：

（12）He's coming tomorrow.

受话人首先了解“He's coming tomorrow”的抽象意义，即某人某天要来，然后通过语境确定“he”与“tomorrow”的指称信息，“come”的方式和地点，从而得出这句话的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如“王红九月一号乘车来广州”等。在明说的基础上，结合语境假设而推导出语境暗含。如结合语境假设“你买货欠他的钱”、“他来追讨”等推导出“你快准备钱”或“快躲起来”等含意，就进入了话语的暗含层面。暗含的推导随语境假设的不同而不同。语境假设的形成与含意推理的依据是Sperber & Wilson（1986）提出的关联原则。

新旧信息相结合可以产生新的推理结论。新信息是发话人所提供的刺激和前一步推理得出的新假设，旧信息是新假设推理时所有旧假设的集合，它们构成了处理新假设的语境。如果一个新假设P在一语境集合C中能产生新的语境假设Q，或者增强与减弱了语境集合C中某些假设的强度，那么假设P在语境集合C中就产生了语境效果。新信息在语境集合C中能产生语境效果就可看作具有关联性。语境效果增值越大，关联程度就越大。另一方面，关联的强弱又取决于为获得关联所付出的努力，处理努力越大，关联程度就越小。发话人的明示行为为最佳关联提供了保证。所谓最佳关联（optimal relevance）就是要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它是受话人处理话语付出的努力与获得语境效果之间的最佳比率。受话人建构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其正确与否的关键就是看关联，符合最佳关联原则的推理才是最合理的推理。

从受话人的角度来说，交际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就是指受话人根据发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去推导发话人隐含的意图。受话人的推理是关联论交际观的核心，因为交际的成功离不开受话人的推理。比如上例（11）中，受话人甲根据发话人乙提供的话语信息“听说塞车了”进行推理，可以得出“不去广州，因为塞车了”。这就是言语交际中受话人的推理过程。如果受话人的推理结果与发话人的意图相一致，也就是说如果发话人通过话语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而受话人又根据该话语明白了发话人的意图，这就是一种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那么，受话人是如何进行推理的呢？根据关联论，语境假设是推理的前提。在明示行为中，发话人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受话人的认知环境，使受话人能够在大脑中反应出被认为是正确的事实。

每一个人的认知环境由三种信息组成：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由这三种信息构成的认知环境存在个体差异，因而对同一话语的理解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示-推理交际涉及发话人的示意与受话人的推理两个方面。交际就是发话人的示意过程与受话人的推理过程。通过发话人的示意，受话人就会从中获取一定的新信息，从而改变自己的认知语境，也就产生了语境效果。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推理过程与明示行为属于同一个过程，只不过角度不同而已”（Sperber & Wilson，1995：54）。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只有受话人的推理才能弥合（fill）话语的语义表征与它传递的交际信息之间的信息差。在交际中，受话人必须对发话人的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进行推理，也就是形成有关话语交际目的的假设。这样，Sperber和Wilson放弃了传统的信息解码说。推理是非实证性的，因为推理不同于一般的逻辑推理仅仅依靠前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非实证性推理中前提的正确却不能保证结论一定正确，只是有可能使结论正确。同时非实证性推理还是自发性的（spontaneous）、以假设形成与验证为主的过程。

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是针对代码模式和Grice推理模式的不足而提出来的新的交际理论，它从新的角度解释了人类交际的本质，弥补了代码模式和推理模式在理论上的一些欠缺，更加符合人际交际的实质。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与Grice的推理交际模式的不同在于：Grice推理模式没有解释明说，以为只有会话含意才涉及推理，而明示-推理交际模式认为明说和暗含都涉及推理过程；在Grice的推理理论里，语境可以作为前提参与话语含意的推理，但其语境是预先设定、彼此共享的。唯有确定总的合作目的和语境，受话人才能判断发话人是否遵守或违反了某条准则，才能根据其遵守或违反准则的情况推导出发话人话语的一般含意或特殊含意。例如：

（13）A: Smitty doesn't seem to have a girlfriend these days.

　　　B: He's been driving to New York every weekend.

乙的回答违反了关系准则，按Grice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乙话语的特殊含意：“Smitty在纽约有或可能有女朋友。”但Grice没法解释在遵循总的合作原则的前提下，为何受话人选择此种解释而不选择那种解释。例如上句话也可以推断出“他太忙没时间找女朋友”等别的特殊含意。因而他只能在理论上假定推理的语境是交际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确定因素。而在关联论那里，语境假设是需要受话人自己来建构的。如何理解发话人的话语含意，需要受话人根据具体的情况，自己形成语境假设，并将之作为前提之一去进行理解推断。如何判断语境假设的正误，决定于关联强度，如果建构语境假设所付出的努力小，而产生的语境效果大，那它就符合最佳关联原则，是最合理的语境假设，否则就不是。可见，在明示-推理模式里，只有关联是肯定的，因为明示行为无可言喻地传递了关联保证，其余的都需要受话人自己来建构。

6.4　关联论研究现状

随着对关联论研讨的深入，学者们陆陆续续发现了该理论的局限性，试图通过吸收其他理论的长处来弥补关联论的某种不足，采取局部补漏的方式来对该理论进行调整以提高它的理论解释力。这里仅介绍其中的三种情况。

6.4.1　关联-顺应论

关联-顺应论（见第七讲）将交际中的关联性和顺应性融合成一个新模式，认为语言使用是交际者寻求顺应关联的过程。该模式将语言的认知关联功能在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具体化，将关联论的解释充分性和顺应论的描述充分性统一起来。关联-顺应论由以下几部分构成（杨平，2001：25）：

1）话语交际的目的在于寻求最佳关联；

2）发话人的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

3）关联假设是发话人对符合关联原则的语境顺应的结果；

4）关联顺应是一个语境成分（物质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理世界）和语言结构（音位、重音、语调；词汇结构和内容；句式的长短；命题结构和内容；篇章结构和内容）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

5）关联顺应是策略选择的过程。

这一模式把具体语境成分纳入到寻求关联假设的过程中，将抽象的关联假设通过语境具体化了，弥补了关联论不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对话语使用影响的做法。经认知处理后生成的话语也能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得以刻画。它还从认知关联的高度阐释了顺应的机制，认为此机制有坚实的认知心理、生物进化论等基础，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杨平，2001：26）。

冉永平（2004：32）在分析具体会话语料的基础上，对该模式进行了进一步整合，认为关联-顺应论还能较充分揭示互动式言语交际的动态语境变化和交际双方的话语选择和理解。他认为，顺应-关联性是话语生成及理解过程中语言结构在选择、推理、取舍时所具有的特性。关联性既指话语生成和理解所形成的语境假设的关联性，也指待处理信息的语境关联性；顺应性则指话语生成或理解过程中为选择或创造恰当语境假设作出的认知调节，顺应的结果在话语生成时表现为发话人选择恰当的话语形式及语用策略，在话语理解时体现为受话人对推理出来的结果进行优选。

6.4.2　关联-优选论

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是20世纪90年代首创的音系学理论（Prince & Smolensky，1993）。它与生成音系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生成音系学认为语音输出受音系规则管辖，按照一定顺序生成，所有规则都不可违反，但优选论认为音系规则在语音输出中不起多大作用，普遍语法并不体现为音系规则，而是通过制约条件对语音的表达起作用。音系规则不可违反，但制约条件可以违反，它们在应用过程中按重要性进行等级排序，语音输出是制约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优选论创立以来，受到语言学界的青睐，被迅速推广到句法、形态、语义、语用等研究领域（马秋武、贾媛，2006）。它与语用学的结合集中反映在2004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Reinhard Blutner和Henk Zeevat主编的Optimality Theory and Pragmatics论文集中。全书共收录11篇文章，从代词、指示语等方面来探讨优选论与语用学原则的结合问题。其中van Rooy在第八篇文章中谈到了关联与双向优选论（Relevance and bidirectional optimality theory）的结合（2004：173-210）。双向优选论是Blutner（2000）在兼顾交际双方会话行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与基于发话人或受话人一方的单向（unidirectional）优选论相比，更具有全局性和宏观性。双向优选主张在现实交际中，发话人选择一种语言形式来传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受话人根据接收到的语言形式选择一种相对应的意义。鉴于语义表征与现实话语中的具体意义总会有些差别，双向优选论认为形式与意义最佳对应是最理想的，但van Rooy发现双向优选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会话含意，提出将主题关联（topic-dependent relevance）纳入该理论，组建关联与双向优选相结合的模型。

由于关联与双向优选论模型涉及交际双方，在现实研究中不便于操作，因而更多的研究仍以单向优选为主。杨子（2008）以小说、杂志、剧本、电视剧、日常生活中的汉语或英语对话等为语料，提出“关联话语解读之优选推理模式”，对关联前提和关联话语解读的优选模式进行了思辨式探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将主观性强、可操作性差的诸多关联论内容落实到微观具体操作层面，给将来的研究以启发。受研究方法的局限，该模式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关联论的内部理论架构问题。

6.4.3　关联-心理空间论

心理空间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Gilles Fauconnier于1985年在其著作Mental Spaces：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中首次提出。该书1994年出了修订版，主要内容并无太大修改，只增加了Lakoff和Sweetser撰写的序言和Fauconnier自己撰写的前言。该理论试图从认知角度来解释在线语言的产生与理解过程，认为意义的建构是发话人谈论实体和各种关系时建构的一些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和相关领域的信息集合。可能世界包含了所有指称物及其特征，是完全被标示的、非语言和非认知的信息，是形而上学的，而心理空间是动态和认知的，会随着话语展开而不断改变、补充和标示，它不是我们所指称的客观世界，而是一种认知成分，可以包括客观世界不存在和不能直接指称的成分和角色（张辉，2008）。

心理空间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探讨了语用函数与影像（Pragmatic Function and Images）之间的关系。人们进行思维和说话时会对心理空间进行构建，不同空间之间和不同空间成分之间的成分能通过认知、社会、文化和语用信息等进行连接。这种认知连接允许用其中一个成分来指称和辨认另一个相关成分。这就是常见的可及原则（Access Principle）或辨认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所涉及的内容：如果a和b两个成分由语用函数F连接起来，那么b就可以通过命名、描写辨认或可及至它的对应成分a（张辉，2008）。例如：

（13）Plato takes up half of the top shelf of that bookcase.

作者名与该作者所著的书之间的认知连接使得作者名可用来指称其著作。这里的Plato是作为指称触发语（trigger），它和目标词（target）有关联，是可及的。可及原则规约了实体与指称词语之间的关系，在意义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心理空间理论与关联论都是关于语用推理的理论，都关注在线语用推理过程，因而两者有结合的可能。由于研究者致力于将关联这一特性整合到各心理空间，因此出现了关联论与复合空间理论的结合。心理空间指交际者进行认知活动时开启的想象空间，是某一领域部分知识的临时聚集，而复合空间是指由多个输入空间的部分信息临时组合而成的心理空间。复合空间理论由Fauconnier & Turner（1994）在心理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现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转喻、隐喻、语用预设、指示代词、语法结构、时态等语言现象。关联论和复合空间理论具有相似的语言哲学观——认知主义哲学观，他们使用“关联”来描述和规约各心理空间，一定程度上对关联论的内部操作层面进行了修正。关联论指导认知者在心理空间中选取相关的概念结构，这些结构具体体现概念间的语用关联。如此一来，心理空间的方式和机制为假设的选择与推理提供了依据，弥补了关联论关于推理过程中语境假设的主观笼统，提高了关联操作的细化程度。但这一尝试只能在话语解读中得到局部细化，难以扩大到对整个推理过程的描写（杨子，2008）。

心理空间理论引入的另一个意义是为关联论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如前文提到，关联论之所以出现微观操作粗糙化的不足，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不够精到。如果通过严格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对该理论进行验证、改良，势必能提高它的操作精细度，而目前在心理空间理论研究领域，实验的方法较为成熟，如Coulson（2000）就用到了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即ERP）技术来验证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他们的研究方法对以实验方法来研究关联理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6.5　关联论评析

关联论提出以来，受到学界或褒或贬的热烈关注。关联论吸收了语言哲学、认知学、心理学、符号学、交际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较成功地对语言交际中的理解和产出作出了解释和描述，开阔了语用学研究的视野，为语用学跨学科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尝试。关联论体现了语言哲学中的主体性意识，强调了交际者的认知加工在意义解读中的作用；也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认为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它从认知心理学领域吸收建构推理的心理机制，认为人类认知系统由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与词汇信息等部分构成，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由一系列假设构成，话语理解时所进行的推理就是在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进行的，语境假设的选择、调整与证实受关联原则的支配。它的另一个贡献是发展了言语交际推理观，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互明过程，对格赖斯会话理论进行了修正，也为后继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当然，关联论也招致了诸多批评。这里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对关联论做一些评析。

6.5.1　关联论与哲学

不是任何一种方法论都能找到哲学依据的，关联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思辨。关联论在哲学角度遭到批评体现在方法论上。关联论关于概念逻辑项（logical entries）、分析项（analytic entries）、演绎推理机制（deductive device）及假设验证（hypothesis conformation）等方面的论述，都体现了科学简化主义（scientific reductionism）。而这一简化主义导致关联论不能如实反映交际的认知推理过程。

关联论还被认为是不可证伪性（non-falsifiability; Huang,2001等）。这些观点认为，如果关联论可以解释一切交际现象，而不存在任何反例，这与Popper（1959；1963）所提倡的科学理论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原则不相符合，因而其科学性值得怀疑。不过针对这一观点，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参见何自然、吴亚欣，2004）。

关联论的另一个哲学体现是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纳入到了语言中。主体性（subjectivity）强调人作为主体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关联两原则都体现了主体性在语言中的地位，体现了语言主体性（linguistic subjectivity）。语言主体性一般根据话语产出过程中主体意识的介入程度来定义。Finegan（1995：1）认为主体性以发话人的自我表述和交际中的观点表达作为表征，是语言结构与语言用法的交集。Mushin（2001）对此进行了全面阐述：从认知的角度看，主体性是信息概念结构的一部分，寓于语言形式之中，受人类认知系统的影响，并根据认知系统来建构；从语用的角度看，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信息的主观表征会因发话人对语境（包括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信息本身两方面的揣测而变化，根据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的关系和发话人在话语信息的参与度作出调整。这样一来，某种特定的主体定位（subjective orientation）就有赖于交际中的语境以及发话人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知识（Mushin，2001：15）。由此可见，关联论的整个理论模式都与主体性紧密联系。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则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等互动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关联论所提倡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兼顾了发话人和受话人两个维度，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的介入。

6.5.2　关联论与社交文化

关联论是认知心理学理论，它从认知和心理特征出发来研究交际，未能翔实叙述社交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与礼貌原则、面子理论等经典的语用学理论相差甚远。这使很多学者批评它忽略了交际中的社交文化因素。Mey（1993）等认为关联论将交际主体之间（即交际个体之间）的差异看成是由人类物理环境及认知能力不同所造成的个体认知差异，过分强调了个体的认知环境，忽视了社交文化因素对言语交际的约束和影响，是反社会（asocial）的理论模式。Sperber在回应此观点时表示关联论是一种认识论（epistemological theory），关注实现交际的认知过程，主张人是信息的处理者，并没有否认人的社会属性。

也有学者认为关联论并未忽视社交文化因素。他们指出，根据关联论，交际能改变双方的相互认知环境，发话人通过明示、受话人通过推理来实现这一结果。根据发话人的明示行为，受话人需要推断出发话人的交际意图。在此过程中。受话人须以互明假设（mutually manifest assumptions）作为前提，对发话人的意图作出推断。然而，发话人的互明假设中已经包含了他对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等的推测与估计。这样，发话人在生成话语之前，已经完成了对各种社会因素的认知处理。换言之，关联论并没有忘记社会文化因素对交际的作用，它并不是一种“反社会”的理论模式。相反，关联论认为，社会文化信息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推理提供某种方向，有助于取得一定的交际效果或认知效果。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关联论的学者对这方面的探讨已经不再热衷。当前的热点是如何用实验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或调整。

6.5.3　关联论与实验研究

关联论已经过20余年的探讨，它的优劣已有比较透彻的认识。我们认为，该理论引起诸多质疑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内容与研究方法未能达到完美匹配：一个隶属于认知心理学（Sperber & Wilson，2006：625）的理论却采用理论驱动（theory-driven）的思辨方法来构建，而不是通常使用的实验研究方法，这多少会令人感到不解。但这一点或许可以容忍，毕竟关联论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了，但理论一旦建构起来，再修改就不容易了，就像是用模具浇注出来的产品，如果想改变产品的品相，就必须重新造一个新模具，无异于推倒重来。所以，关联论再版后，也只是更正了一些印刷错误和增加了一些注释。既然这样，后继的研究者也只能采取局部补漏的方式来对该理论进行调整以提高它的理论解释力。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将关联论与其他理论相融合，取长补短（见上文），这种方法对有些问题的解决仍然不能奏效，例如：话语中的关联受话人是如何通过认知语境推理获得的，受话人充实假设、对话语作出合适解释的机制是什么，要经历哪些基本步骤，发话人是如何让他的关联期待指引受话人朝着他的交际意图进行信息加工的呢，等等。

目前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较好方法就恐怕是实验研究了。在实验研究中，为保证实验过程的可操作性和实验结果的效度、信度，都要给研究的对象或概念下操作性定义。这就能够将过于笼统、概括的概念明晰化。上面提到的关联论中诸多宽泛概念就能得到较好解决。再者，实验的步骤性也能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理解的结果是由认知主体在具体交际过程中根据语境变项作出选择、确定的，关联度取决于话语所获得的语境效果大小与处理该话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在同等条件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处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也越强。换言之，语境效果与加工努力是制约关联性程度的因素。受话人获取的语境效果决定付出多大程度的加工努力，而语境效果反过来又由加工努力的强度来决定的。这种缺乏第三方独立因素监控的认知机制难免会陷入“难以自救的矛盾循环之中”（何自然、冉永平，2002：246）。从实验变量的角度看，这相当于说它们时而是自变量，时而是因变量，这样的实验是没多大意义的。所以，一旦进行实验，研究人员就不得不寻找第三方变量来介入这一过程。

其实这一方法正在被采用。Van der Henst & Sperber（2004）使用实验手段验证了交际关联原则。他们采用心理学研究推理过程的经典实验——华生选择任务（Wason Selection Task），其经典形式是给被试呈现一个“如果P（前件），那么Q（后件）”的条件命题，同时提供四张卡片，正反两面都是一面标有前件情况（肯定或否定），另一面标有后件情况（肯定或否定），四张卡片的正面分别安排了四种不同的逻辑情况：肯定的前件（P）、否定的前件（-P）、肯定的后件（Q）、否定的后件（-Q）。被试的任务是选择对上述命题进行检验时所必须翻看的卡片，如：

给被试呈现四张卡片，分别是E、K、4、7。每张卡片的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同时告诉被试规则：如果一张卡片的一面是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面是偶数。问：被试必须翻开检查哪些卡片检验这一规则的真假？

从形式逻辑上来分析四张卡片：E（P）卡片既能证真也能证伪，K（-P）卡片都能证真，4（Q）卡片都能证真，7（-Q）卡片既能证真也能证伪。因此，被试应该翻查印有E和7的这两张卡片。

Griggs和Cox（1982）把华生的抽象任务转变成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任务，其规则变为：如果一个人在喝啤酒，那么他或她必须不小于19岁。有四张卡片为啤酒、可乐、19、16；卡片的一面是那个人喝的东西，另一面是这个人的年龄。按上述逻辑情况，正确答案应该同时翻看印有“啤酒”和“16”的两张卡片。由于是具体的任务，实验效果较上面的抽象任务要理想一些。受此启发，Van der Henst & Sperber（2004）使用的也是这一版本，由此他们验证了语境效果与加工努力的关系。

不过，Wilson & Sperber并没就此满足，他们认为将关联论与语言直觉、翔实语料和认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将成为他们日后的探讨重点（2006：628）。

练习题

1．试析关联论提出的背景。

2．试析关联论的主要观点。

3．试比较言语交际中语码模式与推理模式的异同。

4．请举例说明什么是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

5．关联论在哪些方面可以对会话含意理论进行补充？

6．关联论与其他理论的交叉研究主要有哪些？

7．试设计出一个与关联论研究相关的实验方案。

8．试从关联论的角度对下述语料进行分析：

"... Let me do it without farther loss of time. Accept my thanks for the compliment you are paying me, I am very sensible of the honor of your proposal, bu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do otherwise than decline them ... I am not of those young ladies who are so daring as to risk their happiness on the chance of being asked a second time. I am perfectly serious in my refusal."

"I am not now to learn," replied Mr. Collins, with a formal wave of the hand, "that it is usual with young ladies to reject the addresses of the man whom they secretly mean to accept, when he first applies for their favour; and that sometimes the refusal is repeated a second or even a third time. I am therefore by no means discouraged by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and shall hope to lead you to the alter ere long."

— Pride and Prejudice

文献选读

Relevance theory may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work out in detail one of Grice's central claims: that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most human communication is the expression and recognition of intentions (Grice 1989: Essays 1 - 7, 14, 18; Retrospective Epilogue). In elaborating this claim, Grice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an inferential model of communication, an alternative to the classical code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ode model, a communicator encodes her intended message into a signal, which is decoded by the audience using an identical copy of the code. According to the inferential model, a communicator provides evidence of her intention to convey a certain meaning, which is inferred by the audience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provided. An utterance is, of course, a linguistically coded piece of evidence, so that verbal comprehension involves an element of decoding. However, the decoded linguistic meaning is just one of the inputs to a non-demonstrative inference process which yield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aker's meaning.

The goal of inferential pragmatics is to explain how the hearer infers the speaker's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 provided. The relevance-theoretic account is based on another of Grice's central claims: that utterances automatically create expectations which guide the hearer toward the speaker's meaning. Grice described these expectations in terms of a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maxims of Quality (truthfulness), Quantity (informativeness), Relation (relevance), and Manner (clarity), which speakers are expected to observe (Grice 1961, 1989: 368 - 372). We share Grice's intuition that utterances raise expectations of relevance, but question several other aspects of his account, including the need for a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maxims, the focus on pragmatic contributions to implicit (as opposed to explicit) content, the role of maxim violation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figurative utterances. The central claim of relevance theory is that the expectations of relevance raised by an utterance are precise and predictable enough to guide the hearer toward the speaker's meaning.

The aim is to explain in cognitively realistic terms what these expectations amount to, and how they might contribute to an empirically plausible account of comprehension. The theory has developed in several stages. A detail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Relevance :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Sperber and Wilson 1986a, 1987a, b) and updated in Sperber and Wilson (1995, 1998a, 2002) and Wilson and Sperber (2002). Here, we will outline the main assumptions of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theory and discuss some of its implications.

— Relevance Thoery by D. Wison and D. Sperber

(Excerpted from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Edited by Laurence R. Horn and Gregory Ward, 2006: 607 - 608)


第七讲　语言的顺应

导读：顺应（adaptation，又译为适应）原本是生物进化论中的一个概念。这里，顺应被作为一种视角引入语用学研究，其结果是语言顺应论的出现。从顺应出发，语言使用被看作是发话人与受话人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选择既在语言结构层面上发生，也在策略层面上展开。选择的过程是语境和语言选择二者相互顺应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交际过程的意识程度通过语言选择突显出来。从这些方面介入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考察就构成了语用综观论的核心内容。

7.1　引言

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或作为一种语言顺应理论的语用学（pragmatics as a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Jef Verschueren创立的一种语用学理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Verschueren，1987），之后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和不断完善，最终见于1999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Verschueren，1999）。

顺应（adaptation），又译为适应，原意为逐步改变某物或自身以适合新的环境的过程。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生物进化论。在生物学中，顺应指生物体调整自己以适合环境的过程（Holland，1995），是生物体为了生存而对自然选择范式作出的反应。在进化认识论中，这种观点被扩展至人类的行为、心理和社会-文化诸方面，用于解释人类的学习、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增长。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表现为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问题求解，其目的是增长科学知识，而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文化正是这种顺应的结果之一。在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理论中，顺应作为一个核心概念体现为一组功能不变式（functional invariants），这些功能不变式实施两种功能：同化（assimmilation）和适应（accommodation）。在同化过程中，一个新的成分（新的知识或技能）被有机体（人类）整合（学习）；在适应过程中，有机体（人类）通过对自身的调整而达致对环境特征的适应。

顺应性解释，无论是生物进化的，还是认识进化的，抑或是认知心理发展的，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对解释对象的功能给予关注。这一特点构成了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性解释，即语言顺应论的基础。在Verschueren看来，语言使用是语言发挥功能的过程，或者说，是语言使用者根据交际语境的需要不断选择语言手段，以达到交际意图的过程。这里，顺应就体现为语言的使用语境和语言结构选择之间的相互适应。

7.2　顺应论的理论来源与核心概念

7.2.1　顺应论的理论来源

要弄清语言顺应论的理论来源，我们有必要首先知道Verschueren对语用学本质的理解。他（Verschueren，1999：7）认为，语用学是“联系语言现象在诸种活动形式中的使用，从认知、社会和文化入手对语言现象的综合性观照”。这个定义表明了语言顺应论的理论来源和理论视角。

首先，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语言顺应论所研究的语言使用现象和人类的诸种活动形式不可分离；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在语言被嵌入或锚定于这些活动形式中才得以产生、发展和完成的。这样的一种观点至少反映了人类学、哲学和符号学对语言本质的看法。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3）在菲律宾特罗不里恩岛进行人类学考察时发现，仅仅通过语言语法分析（哲学语言分析法在人类学中的应用）无法理解当地土著居民使用的语词和话语，因为这些语词和话语所表达的意义严重地依赖其使用者的经验和当下的说话语境。马林诺夫斯基的发现反映了语言的这样一种本质特征：语言表达意义的过程与其使用者所处的语境（这两个因素在语言顺应论中被认为是语境的构成要素）关系密切；离开这些因素，语词和话语的意义将变得无法理解。这种语言观和理想语言学派（以弗雷格和罗素为主要代表的分析哲学流派）的语言观恰恰相反。后者主张把语言从其交际语境中隔离开来研究其意义结构，以解决哲学问题。

在调查发现的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活动形式（mode of action）是被嵌入到人类的合作性（concerted）活动中才发挥其语用功能的。这样一来，要研究语言的意义和功能（表意过程），我们就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语言活动形式的人类合作性活动。可以说，语言顺应论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浓浓的人类学味道。这是语言顺应论和其他语用学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别。

人类学家对语言问题的考察和思考也符合哲学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观察和研究。“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考语言（意义）问题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维氏语言哲学思想中，语言游戏包括“语言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两个组成部分（Wittgenstein，1953：§23）。这里，“语言被织入其中的活动”便是与语言使用活动同时运作的非语言活动。在维氏哲学观中，这一部分的活动是主干活动，而语言使用作为语言游戏活动总体中的一部分是被嵌入或织入其中而发挥其功能的。

维特根斯坦曾经用一个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语言使用实例对此进行了说明。维氏派某人到水果店去买五个红苹果。他给此人一张字条，上写“五个红苹果”。此人带着字条到了水果店，水果店的店主根据字条上的字找到装苹果的货箱，并找到了放红色苹果的地方。维特根斯坦对上述例子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语词的意义不单单来自语词所命名、指称的对象（前期维特根斯坦笃信的语词意义的语义观，这也是分析哲学创始人弗雷格、罗素的意义观），还来自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词的方式（“ways that one operates with words”，Wittgenstein，1953：§1）。显然，这里的语词使用者包括写字条的维氏本人、携带字条购买水果的人以及水果店的店主。当然，上述字条所传递的意义（包括语词的指称意义）也是在使用人的活动（使用语词的方式包括上述各人在完成购买水果（即五个红苹果）这个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中逐步生成的。这便是“意义在于使用”这句口号的由来。

马林诺夫斯基和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意义的语用观在莫里斯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化、系统化。在莫里斯（Morris，1938）的符号学理论体系中，语用学成了符号学三个分支学科之一，其余两个分别为语形学（syntactics，又译句法学）和语义学。其中，语形学研究符号系统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在现代语言学中，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这种形式或语法关系有两个体现维度：组合维度和聚合维度。组合维度上的符号关系体现为句法层面上符号与符号间的线性关系，简单说来就是诸如英语句子中的主谓一致关系或谓语动词与其宾格之间的关系。聚合维度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在句子层面的某一位置上可以相互替换的所有成分之间的关系。这些成分（如英语中的“the girl”和“the girl every body likes”）之所以可以相互替换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如都可以作语句“＿＿is my classmate”的主语，或语句“I like＿＿”的宾语）。

语义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句法维度上，这种关系体现为符号对其指称对象的指称（refer to）或指谓（mean）。在传统语言哲学研究中，对这种关系的研究属于语言哲学的学科范围。远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发现并讨论过语言语词的命名功能。命名是语词指称实在对象的第一步，通过命名，语言与实在建立了联系，当然语词以及语词构成的语句也由此而获得其意义。因而，可以说，语义学所研究的符号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涉及符号与指称对象两个维度。

莫里斯的体系中，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后称为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来，这种关系是三维的，它同时涉及符号、符号的指称对象以及使用符号来实施指称活动的符号使用者。后来，他（Morris，1946：219）又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在解释者全部行为中的起源、使用和效果”。这里，符号解释者的行为也是社会行为，这种行为有一个本质特征：相互性（reciprocal）。按照语言使用者行为指向的目标，莫里斯把这种行为分为两类：合作型和竞争型（competitive）。当交际的目的符合交际双方的需要、促进个体的社会化时，行为具有合作性。当交际过程中，发话人的意图是利用他人以满足个人的欲求时，行为便具有竞争或冲突性。显然，在这样的合作和竞争交替的过程中，符号的起源、使用和效果自然会显得丰富多彩。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符号表意过程（semiosis）中涉及的三个层面，莫里斯符号体系的上述三个分支学科按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的顺序排列。德国逻辑学家Bochenski，（1965）认为，上述三者存在一种单向的前提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下一级关系必须以上一级关系为前提：符号的语用关系必须以其语义关系和语形关系为前提，而符号的语义关系也必须以其语形关系为前提。这即是说，某一语词指称某一对象（建立语义关系）的前提是该语词与系统中的其他符号首先建立起某种（语形或句法层面上的）联系；同样，某一语词和其使用者建立语用关系的前提是语词与符号系统中的其他语词建立其语形关系，并指称了某一对象（建立起语义关系）。另一方面，符号的语形关系并不以其语义、语用关系为前提，而语义关系也不以语用关系为前提。这样一来，语用学就成了符号学体系中最为底层的学科，成了连接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中介学科。与此相关的是，符号的语用关系也就成了沟通符号以及符号使用过程中涉及的其他各类关系的中介。

其次，语用学还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入手对语言现象的综合性观照”。这种观点也叫做“语用综观论”（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见Verschueren，1995，1999）。综观作为观察语言使用现象的一种理论视角反映了Verschueren对语用学本质的独特理解，但其构成要素则有着深厚的符号学、哲学渊源。莫里斯（Morris，1938：30）在提出并将语用学定义为研究符号与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认为语用学研究符号表意过程中涉及的生命特性（biotic aspects of semiosis），即在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心理、生物和社会现象。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符号理论和思维、心智理论总是关系密切。应该说，综观视角是符号学考察语言问题的必然视角。

在语言哲学层面上最早提出从上述维度考察符号使用过程的哲学家恐怕是维特根斯坦。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在解释语词意义的生成过程时提出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来说明语词意义生成过程的动态性质，从而得出“意义在于使用”这个命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意义又为何在于使用呢？在分析和讨论语词意义在不同类型语言游戏中的生成方式时，维氏提出了“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这个概念来说明意义生成的本体。

然则何为生活形式？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本人没有给过正面的回答，也未下过正面的定义。学界也只能从其语言分析实例探询、推知这个概念的含义。Baghramian（1999：87）认为生活形式是“语言游戏得以实施和解释的社会语境”（the social context in which a language-game can be played［and interpreted］）。Losonsky（2006：234）则认为生活形式指语言的使用嵌入其中的那部分活动（activity）或活动网络（network of actions）。

从维氏本人（Wittgenstein，1953）对语言游戏运作方式的分析来看，其生活形式概念至少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心智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生物因素。心智因素指伴随着语言结构的思维、心理活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19-§20）讨论了语调、面部表情等体现心智因素的手段，以及省略句和完全句的使用过程中与此相伴随的心智运作方式的差异（如俄语没有系词，故俄语不说“石头是红色的”，而说“石头红”，这里系词在语法层面上不存在，但在思想／心智层面上是存在的）。关于社会、文化因素，他（Wittgenstein，1953：§21-§23）也未给出正面的说明。不过他认为，语言使用过程中语句功能和类型的多样性（如：“五块石板”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可以实施诸如报告、陈述和命令等功能）是由生活形式（更为确切地说，是生活形式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关于生物因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3：§25）的看法是，语言的使用，如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和走路、吃饭、喝水、玩耍一样，都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设若人类不吃饭，还会有饭桌上的种种言谈么？

显然，语言顺应论作为一种语用学理论虽是Verschueren个人之独创，但在其理论基础层面，我们却可感受到一种浓浓的生物学、符号学、人类学和（语言）哲学意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语言使用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密不可分：二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也相互顺应。语言之所以如此乃是其顺应人类生活的结果，而人类生活之所以如此也来自其对语言使用过程的顺应。这正好是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要义。

7.2.2　顺应论的核心概念

Verschueren（1999；第二章）将语言顺应论的重要概念概括为：1）做出选择；2）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3）四个研究角度。这些概念组成了语言顺应论的基本理论框架，同时也反映了他关于语用问题的理论视角。

1）作出选择

什么叫作出选择？作出选择（making choices）是Verschueren观察、思考语言使用现象的出发点。以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语言使用过程（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使用者（包括发话人和释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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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语言内（即结构）、外（如交际意图）动因的驱动下不断作出选择的过程。在Verschueren（1999）看来，这个过程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其一，选择在语言使用过程的不同层面上进行。在语言结构层面上，这种选择首先是选择用于交际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或法语等）、语言内部的地区、社会方言或变体（如汉语内部的各种方言以及汉语口语、书面语等变体）以及体裁（genre，如祈祷、讲道、会话、书信、小说等）。同时，语言结构层面上的选择涉及选择语音／音位（包括语调模式）、形态、词汇、句法、语义等形式层面。

其二，除却结构层面上的形式选择外，选择同时还在策略层面上进行。如选择一种表示敬意的策略的同时，也要求在众多的结构层面（如语言、风格、称呼形式、一般意义上的词汇等）上作出具体的、相应的选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选择并非总是按一定线性顺序展开和推进（如在作出语言选择之前，通常有必要对体裁的恰当性作出评定），而且经常的情形是不同层面上的选择可以同时进行。

其三，作出选择并非总是完全有意识的活动，不同的选择在意识程度上存在各自不同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一个从完全无意识到完全有意识的量级。有些选择的意识程度是很高的。对此Verschueren（1999）本人的例子是：在比利时国王宣誓仪式上，一位倒皇派人士公然会高呼“共和国万岁！”，而不是“国王万岁！”这里，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做法不合时宜，因而会有一定的冒险性，而相反的选择意识程度就低一些。另一方面，有些选择是完全无意识的。如本族语为英语的人在说“This dog barks too much”时，会在动词“bark”后自动加上s（这也是作出选择的一种情形），使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保持数和人称的一致。这种语法层面上的选择是完全自动的，因而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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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常情况下，选择的意识程度总是保持在上述量级的某一位点上。

其四，作出选择并非是发话人单方面的活动，而是发话人也参与的活动。另言之，话语的产出过程涉及上述各层面的选择，话语的理解也同样涉及上述层面的选择，这些选择构成了交际过程中语言功能发挥或意义生成的内容。这是语言顺应论对交际过程的理解。

同时，对于任何一个参与交际的人来说，作出选择都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在Verschueren（1999）看来，在是否作出选择的问题上，参与交际的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唯一的自由就是他或她可以决定是使用语言还是保持沉默（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和前者具有同样的表意功能）。而且，一旦用上了语言，无论选择的范围是否能完全满足现时交际的需要，使用者都必须作出选择。在这种压力的驱动下，语言使用者只能按照当下语境的状况来决定项目的取舍，而无法预先对选项作出全方位的评估。当然，这种压力会随着交际体裁（如说话、写作）的变异而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说，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冒险总是存在的。而且，对冒险程度的意识和上述的意识程度关系密切。

在某一位点上的待选项目并非都是等值的。语言结构各层面上的构成要素（即前述构成聚合关系的成分），以及策略层面上的待选项目都是这样。关于这一点，Verschueren的例子是会话分析中发现的以后者为先（preferred second part）现象和传统语言学中的无标记现象（unmarkedness）。对于任何一个请求来说，接受或拒绝都是可能的，但问题是接受是优先选择，是无标记的，所以其结构要简单一些；而拒绝是有标记的、非优先的，所以其结构要复杂一些。

2）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

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是上述各层面的选择得以产生的语言保证。先看变异性。在Verschueren（1995，1999）看来，变异性乃是语言本身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规定：语言结构任何一个层面上可选项目的范围，无论是从共时角度来说，还是就历时维度而言，都不是静态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开放的。这一属性对于理解语言交际过程的启示是：在交际过程的任何一个时刻和步骤，作出某一选择就意味着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或创造出能满足当下交际目的的新选择。可见，语言为满足交际的需要，而在共时和历时维度上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一点既是语言结构层面的属性，也是策略层面的属性。

语言结构和策略层面上的变异性表明，语言交际过程中任何一个层面上的选择都不是“按某种机械的方式或按严格的规则或形式一功能间的固定关系作出的，而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作出的”（Verschueren，1995：14）。语言选择的这一特点叫做协商性。选择的协商性表明，选择过程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发话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选择是必然的，而选择过程中受到的限制又是不可避免的，其结果是选择都不是确定的，甚至也不是最佳的。对于释话人来说，选择过程的不确定性就体现为，比如说，释话人对发话人意义的理解并不是确定无疑的。Verschueren（1999）的例子是会话含意的传递和理解。同时，选择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无论是发话人的选择还是释话人的选择，都不是一旦说出就无法改变，而是可以不断协商的。语言选择的协商性表明，由选择构成的语言交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既然选择范围是变动不定的，选择的过程又是不确定的、需要不断协商的，那么交际的双方又是如何实现交际意图、完成交际任务的？在语言顺应论看来，这是因为语言具有顺应性这个特征。顺应性是这样的一个语言特征，它使人们得以从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选择可协商的语言和策略，以便逼近交际需要达到的满意位点。这里的交际需要显然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于某一具体语境来说的交际协商结果。这个结果也许是交际双方满意的，也许只是或多或少地接近双方意欲达到的结果。而且，顺应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顺应的双向性表明，语言和策略层面的选择是交际语境需要而促动的（选择要顺应于语境），但同时这种选择也会不同程度地对语境产生影响。另言之，语境也要顺应于选择。这样一来，在语言顺应论的视野中，不单语言和策略层面的选择是变动不定的，就连语境本身也必然是动态的、始终处于一个变动不定的过程中的。这样的理解对于我们把握语言交际的实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此引出的一个语言学问题是，既然语言选择是顺应语境的结果，而语境又是各自不同的，那么语言学家们（如Chomsky、Comrie等）所讨论的语言普遍现象（universals）或普遍性（universality）又如何解释呢？换句话说，语言顺应论的基本观点和语言学关于普遍现象的讨论是否是相互抵牾、相互取消的？Verschueren（1999）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提出最大普遍性和最小普遍性两个假设。他认为，在讨论语言共性的时候，最大普遍性假设（如Chomsky的语言能力天赋说、Searle对言语行为普遍性范畴的讨论）是很危险的，而最小普遍性假设则可以为上述问题的思考提供一个安全的出发点。循此思路，他指出语言普遍现象是语言与遗传倾向、认知过程和交际需要相互顺应的不同方面。在语用学层面上，这类普遍现象体现为语用普遍性或语言（交互）活动的普遍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节讲述的三个概念是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三者中变异性和协商性是基础，为顺应性提供了实质内容；顺应性是语言表意功能的发挥，是语言选择的功能性指向。以此为基础，Verschueren提出了关于语言选择过程的四个研究视角和研究任务。

3）四个研究视角

以顺应性为基点，语言顺应论从以下四个方面描写和解释语言使用现象：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性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

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包括交际语境中必须和语言选择相互顺应的全部要素。这些要素包括物理语境中的方方面面（如影响说话声音大小的距离），发话人和释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交际双方的种种心智状态。从这些要素中可以看出顺应语境观的根本特点，即语境构成要素在三个维度上运作：物理维度、社交维度和心智维度。从这些维度入手，我们可以考察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结构和策略各层面上所做的选择，同时也可以窥见选择过程中语言交际功能发挥的种种现象。

与语境关联成分相对应的是顺应的结构对象（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顺应的结构对象包括任何一个组织层面上的语言结构和结构组织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从顺应的结构对象出发，我们可以对选择过程进行定位和描写。同时，如前所述，交际选择总是在各种语言结构层面上进行的，所以语用现象可以和任何一个结构层面发生联系：从语音特征和音位到语篇内外，或者到层面间的任何一种关系。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所涉及的不只是结构，还包括结构过程中的原则。

顺应的动态性（dynamics of adaptability）涉及顺应过程在时间轴上展开的方式。顺应的动态性体现了选择过程实际运作的方式，其基础是选择的变异性和协商性。动态性反映的是交际原则和交际策略在协商过程中的运作，因而是语用描写或语用解释的重要内容。

对选择过程进行语用分析的另外一个视角是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性（salience of the adaptation processes）。从本质上来说，意识突显性就是语言使用中涉及的自返性意识。语言选择的一个特点是，并非所有的选择，包括发话人的选择和释话人的选择，都具有同样的意识性和目的性。有些选择（如对于本族语者而言句子成分之间语法层面上的关系）几乎是自动的、无意识的，而另一些选择（如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上述语法关系及其体现方式）则涉及很高的意识程度。在语用层面上，这种意识又叫做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元语用意识是人类认知自返性在语言使用层面上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个研究视角（或任务）合起来就是语用综观论（语言顺应论）对语言现象进行语用分析的内容。而且，这些视角既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语言顺应论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

7.3　语言与顺应

本节将结合实例对语言顺应论的四个研究视角作进一步的介绍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研究视角或研究任务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合为一个整体，反映了语言顺应论如何看待语言使用的过程。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有所侧重，这样才能深化我们对语言使用过程的理解。

7.3.1　语境因素的顺应

在语言顺应论中，顺应是语境和语言结构间相互适应的过程。那么，是哪些语境构成要素和语言结构存在顺应关系呢？在上文中，我们把这类语境构成要素称为“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并指出了这些要素运作的三个维度：物理维度、社交维度和心智维度。就语言交际过程而言，这样的一种语境观说明：语境的构成要素是动态的，因为语言选择总是在不断发生，与语言选择构成顺应关系的语境关联成分也是不断变化的。同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潜在语境关联成分的范围是无限的，但语境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因为语境本身是生成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语言交际的需要而主动建构起来的。

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可将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在图7-1中反映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顺应过程中与语言结构和策略的选择存在顺应关系的语境成分大致可分为两类：语言成分和非语言成分。语言成分又叫语言语境，传统的名称为上下文（cotext，见Brown & Yule，1983），指由语言选择过程本身所产生的语境。使单个的句子构成完整语篇（包括文本和对话）的语言结构手段叫做语境衔接（cohesion）。衔接包括连词、内指（endophora，包括上指［anaphora］和下指［cataphora］）、替代、重复、省略等语法手段，以及并置、例证、解释、比较等语篇层面上的表现手段，等等。这些构成要素曾经是传统语法、功能语法以及语用学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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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

Verschueren（1999：76）





非语言语境又叫交际语境（何自然、冉永平，2009），由四个部分构成：语言使用者、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语言使用者分为发话人和释话人。但在语言顺应论中，发话人和释话人作为功能性范畴扮演了多重角色或声型（voices）。导致发话人声型变异的是信息来源（sources of information）。典型的发话人所传递的信息是发话人本人提供的，虽然信息由发话人传递，但其来源却可能不是发话人本人。发话人往往只是信息的传递者（传声筒）。如此说来，转述（reporting）成了语言使用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也成了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

与发话人多种声型相对应的是释话人的多种角色。在场（presence）是引发释话人角色变异的因素。以此作为出发点，可以区分出释话人和非释话人。前者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参加者和非参加者。参加者又包括受话人（addressee）和近旁参加者（side participant）。非参加者可区分为旁听者（bystander）和飘言入耳者（overhearer），后者又包括（可见）偷听人（listener-in）和（隐藏）偷听人（eavesdropper）。值得注意的是，释话人的这些角色不仅仅是现实角色，还是功能性角色：即发话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角色及其关系来实现语用功能，达到交际意图。《红楼梦》第三回中，当林黛玉入京进贾府时，王熙凤“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这里，话语“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至少指向了三种释话人：林黛玉、贾母和丫头老婆。对于林黛玉（受话人）而言，话语表达了王熙凤对黛玉的关照（当然也有可能是王熙凤在贾府的权威）；对于“丫头老婆们”（在近旁，但不参与交际）而言，话语意在警告；对于贾母（近旁参加者，也是交际参加者）来说，话语传递的恐怕是王熙凤的能干。真是“一石多鸟”！释话人多种角色的功能性于此可见一斑。

物理世界指语言选择所发生的当下环境，是语言使用锚定于或嵌入现实世界时所激活的维度之一。在物理维度上构成语境关联成分的要素是时间和空间。语言反映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多种多样，但语用学家关注最多的是时间指示（temporal deixis）和空间指示（spatial deixis）两种现象。空间指示和时间指示是语言索引（indexicality）范畴下的两个次类。关于这两种现象，本书有专章介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时间、空间指示对于语用学的重要性还在于，正是哲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时、空等索引现象的关注，才使语用学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语言学领域中的重要学科。

社交世界指和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顺应的社会因素。从原则上来说，这类社会因素的范围是无限的。不过，当中大多数因素与社会场景（social settings）、特定社区、特定机构或制度（institutions）存在本质联系，这些场景、社区或制度有着特定的、必须遵守的交际规范。有时语言选择必须要得到机构制度的认可，如只有法官才能作出刑事判决。这样一来，在社交世界这个维度上又可以区分出认可发话人（ratified utterers）和认可释话人（ratified interpreters）这两个概念（Verschueren，1999）。同时，文化以及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也是社交世界中与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顺应的语境成分。

非语言语境中和语言选择相互顺应的第四个部分是心理世界。语言顺应论接受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观点，认为心智不是单一个体的，而是“社会心智”（mind in society）。Verschueren（1999）认为，语言互动是心智与心智间的互动，是发话人和释话人在心智层面上的交流。在语言选择过程中，交际双方心智层面上的某些要素被激活，进入交际语境，从而与语言选择构成相互顺应。这些语境构成要素包括认知要素和情感要素。认知要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s）的形式沟通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并解释社会性互动。而情感要素指一些诸如感动（affect）、投入（involvement）等现象，这些现象是从事、维持和“渲染”互动的前提。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上图所示，在非语言语境中，发话人和释话人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没有发话人和释话人的互动，语言选择就不会发生。没有语言选择的发生，语境中参与顺应的关联成分就不可能被激活，语境也就不会生成。与此相关的是连接发话人和释话人的视野线（lines of vision）。视野线表明，不是所有的语境要素都能参与顺应，只有那些被激活的（即进入视野线范围内的）要素才能参与语境顺应。另外，发话人和释话人有各自的视野线（语境构成），这些视野线范围有重合，也有分离。

7.3.2　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

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本质上就是按照上述语境关联成分的需要不断作出选择以达到交际的满意位点。这里的结构便是前述的顺应的结构对象（structural objects of adaptability），具体包括语言不同层面上的结构成分以及结构组织（structuring）。和诸如言语行为理论等传统语用学理论不同的是，语言顺应论关注的是结构层面上的所有成分，而不是以某一单位（如言语行为）作为自己固定的分析单元。换句话说，对于语言顺应论来说，选择的对象，或者说分析的结构成分及其类型，都是开放性的，其复杂程度既会增加，也会减少。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处在不同层面上的结构不是一个简单地按线性顺序排列起来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加的集合。

Verschueren（1999）认为，这些结构成分首先来自语言、语码和风格三个层面。在一个双语或多语社会中，语言的选择往往是语言结构顺应的第一步，此时语言作为交际媒介，语境中的政治势办意识形态等关联成分起着决定作用。语码层面的“语码”指一种语言的变体，常见的语码是标准方言、地区性方言、社会方言（包括可用于多种语境中的“复杂”（elaborated）语码和一种更为局限的（restricted）语码）和个人方言（个人特有的说法）。此外，语码层面上的选择还包括隐语（暗语）或俚语、行话或语域（如文学语言、法律语言、新闻语言、官样文体、政治语言、科学语言、医学语言、广告用语、航空用语等）、混合语（lingua franca）以及外国人的言谈（foreign talk）等。风格层面上的选择包括正式和非正式语体的变异。

在语言、语码或风格中，结构成分的选择也在话语构筑要素以及话语和话语束等层面上展开。话语构筑要素层面上的选择包括语音（语调、停顿、重读、语速、节奏等）、词汇（词素、词类、词汇意义等）、句法（句子类型、句内语法关系、语义关系、词序等）、命题（指称、述谓结构、情态范畴等）和超句单位。话语和话语束（utterance clusters）层面上的选择则包括语篇各类型（会话、文本、话语的内嵌等）。

话语构筑的选择包括衔接、连贯、关联性、信息结构、主题结构等层面。具体说来，这些选择在句子、超句性话语和话语束三个主要层面上展开。其中，句子层面上的选择涉及句子信息结构（如主位-述位结构、已知、未知信息的安排等）和调整（如前景化、强调等）。超句性话语层面上的选择涉及语篇话题（如中心语篇话题、边缘性语篇话题）的安排与调整，以及语篇的模式（如并置、例证、因果、对比等）。话语束层面上的选择涉及语篇层面的构成要素，包括步骤（move）、交流（exchange）、序列（sequence）等成分的选择。

语言选择的开放性表明，要对参与语境顺应的所有结构成分作穷尽性列举和描写是不可能的。同样，这里我们也无法举例对上述层面的选择加以详尽说明。不过，我们可以用《左传》记述的一个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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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来对语言选择过程略作说明。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冬，鲁国受到齐国的侵伐，晋国发诸侯之兵救鲁伐齐，大败齐军。次年春，季武子（鲁国使臣）到晋国拜谢，晋平公在晋都绛设享礼相待。以下是《左传》的记述：

（1）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赋《六月》。（杨伯峻，1981：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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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结构选择层面来看，上述交际活动中出现了两种语码：日常语言和诗歌语言（文学语言变体之一），其中赋诗活动穿插于日常语言之间。仪式开始的时候，晋国执政范宣子以《黍苗》打头，季武子马上心领神会，故有“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之应，并赋《六月》作为应答，完成了一次互动。考察这两首诗，我们发现，《黍苗》乃《诗·小雅》篇名，首章有“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膏：滋润）二行。黍苗和阴雨在日常语言中都有指称对象，但在这里似乎指称鲁国和晋国。显然，范宣子选择这样一首诗不是描述庄稼与雨的关系，而是意在提醒季武子要感念晋国恩德，知恩图报。《六月》原为《诗·小雅》篇名，为称颂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北狄猃狁之文韬武略之诗。但显然季武子在此并非颂扬尹吉甫之功劳，而是意在把晋侯比作尹吉甫，称赞其文韬武略之功。而季武子的作答正中范宣子下怀。

何以要选择诗歌作为表意媒介呢？这和诗歌词语的意指方式有关：黍苗和阴雨原本指称庄稼和自然现象，但在这里被用于间接指称鲁国和晋国。这是语言结构和语义特点。但为何要选用这种语言变体，而不是用日常语言呢？这是语言结构的选择顺应于非语言语境中关联成分的结果。这里的语境关联成分显然是当时尚存的周礼。国与国的交往虽然是赤裸裸的利益、权利的交换（如上例中强国的趾高气扬和弱国的低声下气、仰人鼻息），但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一切还得按照周礼的社会规范和语言使用，把话说得温文尔雅，让人显得温柔敦厚。显然，这里诗歌语码的选择是上述语境关联成分所致，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诗歌语码的选择也创造了一种语境：一种适合于讨论外交问题的“拟境”（沈立岩，2005）。应该说，这是语境和语言结构的选择相互顺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7.3.3　顺应的动态过程

如果说上面讨论顺应的语境关联成分和顺应的结构对象所涉及的仅仅是顺应过程的话，那么顺应的动态性所涉及的是两者相互顺应过程中发挥语言表意功能以及生成意义的核心问题。可以说顺应的动态性是语言顺应论的核心概念（亦可参见何自然、冉永平，2009）。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进入到顺应的动态过程中，相关的语言结构选择和语境关联成分才能对意义生成作出贡献，并成为语用学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那么，顺应的动态性是如何实现的？Verschueren（1999）认为，顺应作为语言结构选择和语境关联成分之间的相互适应发生于一个交际互动过程中。这里的交际互动过程也可以称为言语体裁（speech genre）、语言游戏或活动（activity）。这些概念的一个特点是结合人类社会活动或生活场景来考察语言的使用。这样一来，语言结构的选择就不是单纯的结构选择，而是伴随着人类生活的各种场景（即言语体裁、语言游戏或活动类型中的非语言活动）而展开。这些言语体裁、语言游戏或活动类型不但为语言的使用提供了生活场景，还为语言的选择提供了恰当的表意框架（frames of meaning），意义的生成就是在这些表意框架中实现的。

顺应的动态过程就是在互动过程及其表意框架中发生的。在语言顺应论的解释中，动态性首先体现在时间维度上。语言交际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语言的选择总是在时间中发生的。时间维度限制的后果是，选择是不断发生的，而且是按一定的线性顺序发生的。其二，动态性的实现也离不开空间维度的作用。空间作为顺应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语境关联成分（如在远处的言语无法听到、听懂等）也为语言的动态选择提供了保障。和时间维度不同的是，空间关系是语言概念化表意的基础，体现在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策略使用中。其三，语言选择之间并非只存在单一的线性关系，相反，已经发生的语言选择不断成为现在和即将发生的语言选择的语境。其四，表意框架中意义的生成总是伴随策略的使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义的外显表达与内隐表达间相互作用，以种种手段来回避外显性的表意方式。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会话含意、礼貌、幽默、反讽、隐喻、转喻等现象成为语用学研究课题的缘由。对于语用学而言，这些现象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成为语言使用者用以回避外显性意义的策略。另外，在策略选择这个层面上，时空关系的动态性也得到了体现：在有时态的语言中，时空关系的调控有助于回避外显性意义的表达。英语中过去时态可用于充当礼貌策略便是很好的证据：由时间距离的调控而引发的空间距离的变化（即由此刻到过去的变化以及由空间的面对面到遥远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显性意义的回避，可以有效地减弱发话人对释话人面子的威胁或伤害。这也是语言选择（当然也包括策略选择）顺应于语境关联成分的例证。

7.3.4　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程度

语言选择过程，无论是发话人，还是释话人，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双方心智的（认知）投入。心智虽然是个人能力的一部分，但至少在语言交际互动这个社会层面上，心智是社会的。为了表达心智的这种社会特性，Verschueren（1999）借用了维果茨基“社会心智”（mind in society）这个重要概念。在语言顺应论中，心智不但参与了语言选择，而且在语言选择和语境关联成分的相互顺应过程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

心智以感知（即通过视觉或其他方式感觉或意识到）、表征（即对感知内容的呈现，如范畴化、隐喻化、联想、抽象、概括、具体化等）、规划（即对语言使用过程的前瞻性管理）和记忆（包括识别、回忆等过程）等方式参与语言交际，这些方式构成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在语言顺应论层面上，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心智参与动态顺应过程的是认知投入，即语言使用者（发话人和释话人）对所做选择表现出的自返性意识（reflexive awareness）或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

元语用意识可以看作人类心智的一个层面，是人类认知介入、参与和管理语言使用的结果。就动态顺应而言，它反映了人类认知对语言选择与语境关联相互顺应的综合性观照。这种综合性观照通过语言选择表现出来，并留下印记。根据其在语言选择中留下的印记，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意识程度（degree of salience）。这样一来，通过对语言印记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知元语用意识（以及人类心智）的本质和运作方式。

Verschueren（1999）对三种语言印记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变指成分（shifters）、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s）和语境化提示语（contextualization cues）。变指成分的典型例子是各种各样的指示语，时、体、情态、语气等语法范畴的表达方式，以及凭证语（evidentials）。语用标记语又叫语篇标记语、语篇小品词或语用小品词。这类成分经常用于表明话语与周围语篇的顺应关系（如“无论如何”、“然而”、“实际上”、“与此相反”等）、发话人对话语命题内容所持的态度（如“当然”、“毫无疑问”、“坦率地说”、“我猜”等）或释话人的参与程度（如“你知道”等）。语境化提示语指韵律（如语调）、拼写形式、词汇、短语等层面上的语言特征，这些特征的作用是指明语境中和发话人传递的意义相关联的成分，而且释话人只有熟悉语境中的其他要素（或者和发话人同属一个社会群体）才能完全知晓这些特征的意义（Cutting，2002）。对此，Verschueren（1999）的例子是，一位亚洲女招待想知道食客是否要在主食上放肉汁，就用降调说了“肉汁！”。从女招待社群的交际风格来看是完全礼貌的，但英国食客却认为不礼貌、不友好。何以如此？从语言顺应论的视角来看，女招待的降调有一定意识程度的语境化提示（当然也是顺应这个语境的语言选择），它表明发话人（女招待）的友好态度，但英国食客不具备相关的语境关联成分，因而交际（也可以说，顺应）失败。

7.4　顺应论的应用研究

如前所述，语言顺应论作为对语言现象的综合性观照涉及了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从应用层面来说，语言顺应论的应用范围是广阔的，涉及的学科恐怕也是难以界定的。即便是语言研究，其应用范围也难以在这里详加叙述。这里，我们只能就语言研究的两个方面——语法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作一点简单的思考。

7.4.1　顺应论与语法研究

语法涉及语言结构在句子层面上的组织。在语言顺应论所关注的结构选择中，句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其内容包括句子类型、语法关系、格范畴、语义角色和词序。“春秋笔法”是孔子编修史书《春秋》时为了达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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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1997：1913）而采用的一种叙事手法。以语言顺应论视角观之，便是这种手法（语码）反映了一种独特的意义生成和表达方式。在这种表意框架中，发话人孔子和释话人读者（尤其是那些行为不端、败坏礼仪的为官者）构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交际互动。这样一来，为了顺应交际双方所处的语境关联成分（其中包括周礼及其规定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选用顺应相关语境的句法及其组织成分。以下我们用句子类型和连词的选择说明顺应论在句法研究中的应用。

在汉语句子类型中有一种常见而又独特的句型：作格句（刘晓林、王文斌，2009，2010）。作格句是由“主＋谓＋宾”句隐去主语，并将宾语提升为主语而形成的一种主谓句。正常的主谓句与作格句结构的差异是，前者在句法层面上显现了主语，而后者虽有主语，但从语义角色来看该主语并不是施事角色，而是充当了受事。以上是从语法的角度对句子结构的分析。但在《春秋》中，这种句型作为“春秋笔法”的表意框架和意义生成模式之一，是语言选择的一种类型。如僖公十九年对梁国的记述是“梁亡”（杨伯峻，1981：384）。但《左传》中注解记述的史实是：梁国是为秦国所灭，即“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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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梦生，2004：255）。这里，《春秋》编修者（孔子）不选择“主＋谓＋宾”结构而采用了作格结构，其意在对梁国君王进行批评。这样的选择既顺应了编修时基于周礼的社交语境关联，也顺应了编修者的心理语境关联（即“惩恶而劝善”）。

说到句法成分选择与语境关联成分的相互顺应，《春秋》的连词使用也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一个课题。这里只说连词“及”的一个用法。在《春秋》中，连词“及”的选择和使用可谓独具特色，这里仅举一例。以下是《春秋》对两个历史事件的记述：

（2）（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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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雉门及两观灾。（杨伯峻，1981：1528）

（3）（哀公）三年……五月辛卯
〔8〕

 ，桓宫、僖宫灾。（杨伯峻，1981：1618）

对比发现，上述二例中，例（2）的“雉门及两观灾”有连词“及”连接并列主语，而例（3）虽与例（2）句型相同，但无“及”连接并列主语。原因何在？另外，例（2）若按常规解读（即火始自雉门，然后株及两观），结果必然会与事实不符（原因可参见Grice，［1975］对英语并列连词“and”的论述）。按照《春秋榖梁传》（承载，2004）的记述，当时的情形是，大火起自两观，然后殃及雉门。但为何《春秋》要如此记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雉门”和“两观”的所指。按照《春秋榖梁传》的解释，雉门乃鲁国国都的南门，两观指南门两旁的门楼，供张挂告示、法令等用，便于民众观看（承载，2004）。那么，何以《春秋》的记述要故意违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呢？按照《春秋公羊传》的解释，雉门（即南门）“既为天子五门之一，亦为诸侯三门之一”（王维堤、唐书文，2004：506），是王宫的主要建筑，而两观不过是作为装饰的建筑罢了。这样，《春秋》编修者选择连词“及”的用意就清楚了：雉门重要，故先叙述；两观卑微，故放后。循此路径，我们也就知道何以例（3）不用“及”了：桓宫、僖宫都是先王的祭庙，何来尊卑之分？既无尊卑，何必要用“及”呢？

显然，从语言顺应论的视角来看，孔子选择“及”作为连接并列主语的句法成分是为了顺应其所设定的交际语境，该语境至少包括以下两个语境关联成分：周礼规定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交语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孔子本人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重视（心理语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当然，这类成分（包括前述作格句）的选择也有助于创造孔子所设定的那种语境，读者共享了这些语境，从而可以和他进行跨越时空的互动。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两种语言结构的选择都有较高程度的意识程度呢？无论如何，循着这条路径，我们可以逐步理解“春秋笔法”，并认识其语用学价值。这应该是语言顺应论的一个用途。

7.4.2　顺应论与语言教学

语言顺应论对语言使用现象的综合性观照也表明，它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也可能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就顺应论的理论核心——语言选择与语境关联成分之间的动态顺应问题谈谈促进语言教学的思路。

自Hymes（1972）的交际能力四参数问世后，语用能力作为语言结构组织能力之外的重要参数进入了语言教学研究者们的视野。针对语用能力的培养也有不少的探讨。例如，如何从语言选择与语境关联成分之间的动态顺应去培养语用能力？如前所述，语言选择虽然是由语境关联驱动，并顺应于语境关联，但语言选择也可以创造语境。对于语言教师来说，语言课堂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创设语境，让学生有一个有利于使用语言的环境，从而促进其语用能力的发展。

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呢？循着上述思路，我们认为，教师课堂教学的任务应该是充分利用自己作为课堂教学组织者的身份，充分利用课堂用语来创设语用环境。首先，按照教学规定要完成的活动（言语体裁或语言游戏）以及与活动有关的表意框架，确定该活动涉及的语境关联。然后，设计出与这些关联成分相应（即相互顺应）的语言结构。以上述两点为基础，教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恰当的语言，充分利用这些语言来激活特定活动中的语境关联成分，为学生创造出尽可能真实的目标语（当然也包括本族语）交际语境。对于学习者来说，这样的语境会激发他们参与交际的动力。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学生会重视对语言结构的学习和掌握。这样一来，语境的创设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让学生的交际能力也得到了发展。

以上是语言顺应论促进语言教学的一个尝试性的想法。

7.5　顺应论简评

总而言之，语言顺应论是基于人类学、哲学、符号学而又专注于解释语言使用过程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充分吸收了前人提出的语用观，吸纳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推陈出新，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任务和研究课题。顺应论的提出为语言交际的语用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

和其他语用学理论一样，语言顺应论也有自己的缺陷。缺陷之一是，在语言顺应论看来，语用学关注了语言交际过程的所有层面和所有方面，而不像传统的语用学那样有自己的分析单元。这样一来，顺应论给人的感觉是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过于空泛而不大容易操作。因此，我们建议，在循语言顺应论的思路研究语言使用现象时，除了领会顺应论的基本精神之外，在研究中要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于研究某些具体的语言使用现象。

总之，认识一种理论的缺点是推进该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我们的态度才是良性的、学术的。

练习题

1．以下是两位同事（M和B）在电梯间相遇时发生的对话，请分析发话人和释话人语言选择的特点并解释其原因。对话中的＋表示长度达到1秒的停顿。

M　hi how's things

B　hi good good ＋ haven't seen you for ages how are you

M　fine busy as always ＋ must meet my performance objectives eh [laugh]

B　[laugh] yeah me too

Lift arrives at Bob's floor

　　Ah well see you later

M　yea bye

　(From Holmes, J. 2000. Doing Collegiality and Keeping Control at Work: Small Talk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J. Coupland (ed.). Small Talk.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td. , 39)

2．以下是发生于上司（Boss）和下属（Andrew Dalziel）间的一次对话。二者皆为警察。其中Andrew Dalziel是资深警探，人好但脾气暴躁。上司为女性，且较为年轻。Dalziel曾派一位女警官扮成骑手打入猎狐人群调查一名猎狐者被谋杀的案件。上司知道，Dalziel反对猎狐行为，原因一半是对狐狸的同情，一半是对猎狐人（贵族阶层）的憎恶。请分析两位使用者的语言（或言语行为）特点，并解释其原因。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停顿的时间（以秒计算）。

Boss　Undercover? This isn't your private army. Is she OK?

Dalziel　She's good. (0.5) In fact she spent half her childhood on a horse.

Boss　How do I know you're lying to me, Andy?

Dalziel　Look, we've even given her a full story; set a liason point. Visitors often go on a ride with another hunt. They come for a few days, stay at a local pub, borrow a horse. And since hunting is about drinking as much as it isriding, it shouldn't be long before someone becomes indiscreet. (0.5)

Boss　All right. But don't upset the locals. Hounsden is a nice village.

Dalziel　Pity it's not a bunch of miners — then we could have done what we liked. (1)

Boss　Watch it superintendent! I'm not asking you to kow-tow to the gentry. I'm telling you to go by the book. (0.5) You see I know how you work.

(From Cutting, 2002：63-64)

3．以下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女硕士研究生发给一位英国女教师的电子邮件。女教师指导TESOL（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和语用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女研究生的专业是TESOL。请分析下列邮件的语言特征，并说明该邮件的语言选择在哪一方面存在异常。

I always consider you as a wise and honest mentor of mine. So, I would like to ask for your opin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I am qualified to take up a doctoral study after I finish my MA here. And if your answer is yes, could you 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on which schools I should choose for my study.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fields I am interested in at present.

I do love to study pragmatics. I always have great curiosity in finding out how languages work. My dream is that some day I can decode the mystery of how a language is learnt and thus can make it easier for th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I'm also very interes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i. e. the Internet or computer or video conferencing) to the field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ybe one day I will successfully run a language school on the Internet!

I feel that cultural study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earn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especially after students have all the 'correct' grammar in head, but can't communicate. So, I would also like to study how cultures are affecting the learning of a second language.





I know you are very busy, so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advice and directions. Thank you!

(From Cutting, 2002：104-105)

文献选读

The following example illustrates the type of miscommunication phenomena we look for and shows how we begin to isolate possible linguistic sources of misunderstanding.The incident is taken from an oral report by a graduate student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who served as an interviewer in a survey.





(1) The graduate student has been sent to interview a black housewife in a low income, inner city neighborhood. The contact has been made over the phone by someone in the office. The student arrives, rings the bell, and is met by the husband, who opens the door, smiles, and steps towards him:

Husband: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hah?

Interviewer: Ah, no. I only came to get someinformation. They called from the office.

(Husband, dropping his smile, disappears without a word and calls his wife.)





The student reports that the interview that followed was stiff and quite unsatisfactory. Being black himself, he knew that he had 'blown it' by failing to recogn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sband's speech styl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style is that of a formulaic opening gambit used to 'check out' strangers,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ome up with the appropriate formulaic reply. Intent on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he had received in his methodological training and doing well in what he saw as a formal interview, the interviewer failed to notice the husband's stylistic cues. Reflecting on the incident, he himself states that, in order to show that he was on the husband's wave length, he should have replied with a typically black response like 'Yea, I'ma git some info' (I'm going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to prove his familiarity with and his ability to understand local verbal etiquette and values. Instead, his Standard English reply was taken by the husband a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interviewer was not one of them and, perhaps, not to be trusted.

The opener 'So y're gonna check out ma ol lady' is similar to the 'Ahma git me a gig' discussed elsewhere. Both are formulaic phrases identifiable through co-occurrent selections of phonological, prosodic, morphological and lexical options. Linguists have come to recognize that, as Fillmore (1976) puts it, 'an enormous amount of natural language is formulaic, automatic and rehearsed, rather than propositional, creative or freely generated.' But is must be emphasized that although such formulas hav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on idioms like kick the bucket and spill the beans, their meaning cannot be adequately described by lexical glosses. They occur as part of routinized interactive exchanges, such as Goffman describes as 'replies and responses' (1981). Their use signals both expectations about what is to be accomplished and about the form that replies must take. They are similar in function to code switching strategies. Like the latter they are learned by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in institutionally defined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Where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ethnically specific they are often regarded as markers of ethnic background. But, as our example shows, their use in actual encounters is ultimately determined by activity specific pre-suppositions so that failure to react is not in itself a clear sign of ethnic identity. Basically, these formulaic phrases reflect indirect conversational strategies that make conditions favorable to establishing personal contact and negotiating shared interpretations.

(Gumperz, J. 1982. Discourse Strategies, pp. 133-1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om Cutting, 2002：123-124)

注释


〔1〕
 语用学论著中有时把受话方称为受话人（hearer）。维索尔伦的论著中（Verschueren，1999）改用释话人（interpreter），而不用受话人这一概念。虽然本书其余各章均用受话人这个术语，但本章在介绍Verschueren的观点时改用释话人，以示区别。


〔2〕
 当然，对于本族语非英语的人在初学英语而又特别关注语法时，这一选择又可能具有很高程度的意识性。


〔3〕
 这里的“赋”意为借来吟诵，而不是吟诵者的创造。


〔4〕
 《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又称为《左氏春秋》，是解释《春秋》的三大著作之一，其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无从确考。此处引自杨伯峻的注释本《春秋左传注》。


〔5〕
 这段话的现代汉语为“用词细密而意义显明，记载事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奖励善良”（靳义增，2009：240）。


〔6〕
 这段话的现代汉语为“梁国灭亡。《春秋》不记载是谁灭了它，是说它自取灭亡。起初，梁伯喜欢土木建筑，多次筑城而无人居住，人民疲劳而难以承受，就说：‘某敌人将要来打我们。’于是在国君的宫室外挖沟，说：‘秦国将要来袭击我国。’人民害怕而溃散，秦国就占领了梁国”（李梦生，2004：257）。为使表达更准确，此处转述时作了修改。


〔7〕
 即五月二十五日。


〔8〕
 即五月二十八日。


第八讲　语言中的模因

导读：模因（meme）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语言中的模因（memes in language）是在语用中通过模仿而传播的任何语言单位。语言模因根据保真性、多产性、长寿性三个标准可分为强势语言模因和弱势语言模因。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分为模因基因型和模因表现型两种。语言模因的变异传播具有积极的语用效应。研究语言模因对翻译、交际、语言教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8.1　引言

模因（meme）这一术语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认为，基因是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复制基因（replicator）是生命的祖先，复制基因之间通过竞争（不断复制自己）而获得生存，而生物体（人）只不过是基因传承和繁衍自身的“生存机器”，基因唯一的兴趣是复制自己。进化不是由生物体的生存特性决定的，而是由基因的特性决定的。复制基因推动着生物进化的进程。他认为，在文化进化中，也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的所起的作用的复制因子。这就是“模因”。它是文化传播单位。Dawkins认为，作为文化传播单位，模因的种类很多，如旋律、观念、宣传口号、服装时尚、制罐或建造房子的方式等都是。如同基因库中繁殖的基因，借助精子或卵子，由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以进行传播、复制；模因库中的模因，其繁衍方式是通过模仿的过程发生的，它将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他举例说，科学家如果听到或读到某个好的想法，他就将这些想法传给他的同事或学生，他会在文章里或讲演中提到它。如果这个想法是行得通的，它就是在复制和传播自己，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具有繁殖力的模因一旦传入一个人的大脑，就把此人的大脑变成了传播模因的工具（宿主），就像滤过性病毒寄生在寄生细胞的基因机制一样。Dawkins后来认为在大脑、书本、计算机等媒介中相互传播的信息都是模因（Dawkins，1982）。

Blackmore（1999）进一步对模因的基本理论进行了阐述。她认为模因是指那些从一个人的大脑传到另一个人的大脑的习惯、技巧、歌曲、故事或其他任何信息。就像基因一样，模因是复制因子，即它们是通过变异和选择进行复制的信息。布莱克摩尔特别指出，模因是通过模仿而传递的，而模仿能力是人类特有的，模仿不是动物式那种简单联想和试误学习，而是能动的通过模仿的学习。模仿也应作广义理解，凡是从一个大脑传到另一个大脑的方式，都叫模仿。模仿包括观念和行为以任何一种方式向另一个人的传递过程。这当然包括学习、教育、演示、讲述、告诉、传播、传唱、阅读等多种方式。模因的载体也不限于人的大脑，书本、建筑物等也可以是其载体。“任何一个信息，只要他能够通过我们广义而言的‘模仿’过程而得到复制，那么，它就可以算作一个模因”（Blackmore，1999：43）。

Blackmore认为，模因作为一种复制因子，能够支持以变异、选择和保持（或遗传）为基础的进化的规则系统。她认同可以利用达尔文的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理论来分析文化进化的规律。但她和Dawkins一样，不同意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学者在对人类行为进化基础研究中的做法：对文化进化机制的阐述，最终还是回到生物进化的意义上来解释文化进化的内在动力。Dawkins和Blackmore认为应该考虑用另外一种独立存在的复制因子来说明文化的进化。“这就意味着，是模因的选择在驱使着观念的进化，而观念的进化必须有利于模因的自我复制，而不是有利于基因的自我复制。这是模因论与先前有关文化进化的理论区别开来的一个巨大差异”（Blackmore，1999：25）。

模因在复制过程中会产生变异，变异的方式包括变形、合并、分裂、传递过程中的误差等，对变异后的文化单位的自然选择或人为选择及其保持促进了文化的进化。新模因可以“通过变异而衍生出来，也可以通过旧有模因的相互结合而成——这里，不管是变异过程还是结合过程，都既可以发生于一个人的内心之中，也可以发生于模因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传播过程之中”（Blackmore，1999：15）。模因与模因之间相互合并而形成大的模因组合更容易得到共同复制和传递，这种模因组合可称之为协作模因或复合模因（memeplexes）（Speel，1995）。

Dawkins认为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观点，其实就是“稳定者生存”。成功的复制基因其实就是稳定的基因，它们或者本身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或是能迅速地进行自我复制，或是它们精确无误地进行复制。成功的模因如同成功的复制基因一样，具有保真性（copying-fidelity）、多产性（fecundity）、长寿性（longevity）的特点（Dawkins，1976）。所谓保真性是指模因在复制过程中往往会保留原有模因的精要，而不是丝毫不发生变化。如一种科学观念从一个人的头脑传到另一个人的头脑时，多少会发生一些变化，但仍然会保留原有科学观念的精髓。所谓多产性是指模因的传播速度快和传播的范围广，如流行的旋律人们传唱的次数多，人数多。所谓长寿性是指模因在模因库内存留很久，也就是指模因能在纸上或人们的头脑中流传的时间很长。如宗教律法可能连续流传数千年。

Dawkins提出模因概念之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Blackmore，Brodie（1996），Lynch（1991），Heylighen（1998）等一大批学者在基本赞同Dawkins的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了模因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并以此初步建立了文化进化理论。美国著名哲学家Daniel Dennet（1991；1995）也很赞同模因的观点，他在《意识的阐释》、《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等著作中应用模因理论阐释了心灵进化的机制。其他还有许多学者将模因理论用于解释大脑、宗教、意识、知识、科学、浑沌、语言、音乐、舞蹈、城市传说、道德、爱、性、婚姻、链式信件、电子邮件病毒等诸多文化现象的进化及其他相关问题。现今模因一词已得到广泛的传播。该词已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和韦氏词典。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模因的定义是“文化的基本单位，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播”；韦氏词典则将之释义为“在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相互散播开来的思想、行为、格调或语用习惯”。

8.2　模因与语言

8.2.1　语言模因

模因作为文化传播单位，靠复制、传播而生存，语言是它的载体之一。同时，语言本身也是模因。Blackmore认为，“当你模仿他人时，必然有某种东西被传递了。而后，这种东西又会从你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又从另一个人身上再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从而获得它自己的生命。这种东西，可以是一个观念、一个教诲、一个行为、一条消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要对这种东西加以研究，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起一个名字。所幸的是，这个名字已经被起好了，那就是‘模因’（meme）”（Blackmore，1999：4）。根据这个定义，只要是经过模仿而传递的东西，都可以看作是模因。就语言单位来说，语素、词、词组、句子、话语、篇章这些单元都是可以作为整体通过模仿而传递的信息，自然可以分别看作是模因。同理，语音（能够表达一定语义的语音形式）、语义（包括语素义、词义、短语义、句子义、话语义、篇章义等）、语法（包括词的构成以及变化的规则、造句规则等）、语码、文字等也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递的信息，也可以看作是模因。也就是说，在语用中，只要是通过模仿而得到传播的任何语言单位都是语言模因。
〔1〕



8.2.2　成功语言模因的类型

模因根据保真性、多产性、长寿性三个标准可分为强势模因和弱势模因。强势模因就是复制的保真度高，被复制的机会多，传播的范围广，存活的时间长。弱势模因则相反。语言模因也可以分为强势语言模因和弱势语言模因。根据强势语言模因的强势程度又把它分为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和变动的强势语言模因。

1）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是语言中最强势的模因，稳定性最强，使用率最高，存活时间最长。我们认为，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a．语言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规则。这是该语言最为稳定的部分，不仅复制的精确度高（保真度），而且使用频率高，为绝大多数人所愿意传播（多产性），千百年沿用至今（长寿性）。这无疑属于最强势的语言模因。例如“山”、“水”、“天”、“地”、“人”、“手”、“脚”、“牛”、“马”、“鸟”、“草”、“树”、“一”、“十”、“上”、“下”、“吃”、“砍”、“好”、“坏”、“吗”、“刚”、“常”、“和”、“连”等常用词。还有词、句子的基本组合方式，如主谓式、述宾式、偏正式、补充式、联合式等组合方式，它们复制精确，使用频率高，千百年来基本不变，是最强势的语言模因。

b．语言中的熟语（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格言、警句等。例如“一心一意”、“一发千钧”、“文治武功”、“甘苦与共”、“罄竹难书”、“乐不思蜀”、“邯郸学步”、“闻鸡起舞”、“穿小鞋”、“敲边鼓”、“拖后腿”、“炒鱿鱼”、“走后门”、“踢皮球”、“开小差”、“穷开心”、“阿弥陀佛”，“桃李满天下”、“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等，这些熟语、格言、警句使用频率高，具有多产性和长寿性，加上复制的忠实性，熟语自然也成为稳定性强势语言模因。

c．经典话语或名篇。一些经典话语或名篇，由于教育、宣传、娱乐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断得到广泛复制，为人所熟知，经久不衰。例如《大学》、《孟子》、《中庸》、《论语》、《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四书五经”，翔实地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曾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几千年里读书人必读的书目，是科举取士的命题依据，其复制频率相当高。直至今天，这些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经典，书中的名言、名篇复制率仍然很高。又如一些广泛流传的名人名家语录，如朱熹语录、程颐语录、禅宗语录中的一些经典语句，由于实用性强，历经千年而不衰，也属于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另外，历代经典的文学作品，历经千百年的淘汰与筛选而流传至今，自然也属于稳定的强势语言模因。

2）变动的强势语言模因是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别活跃的语言模因。在某一时期内，其保真度高、复制频率高，但过了特定时期后便归于沉寂甚至消失，其活跃时间相对于稳定性强势语言模因要短。我们认为，变动的强势语言模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a．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词语。这些词语并不一定进入基本词汇，但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频率非常高。如流行于清末民初的“变法”、“维新”、“改良”、“放脚”、“洋钱”、“洋火”、“洋油”、“洋灯”、“洋布”、“洋行”、“新文化运动”、“三民主义”、“北伐”等，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八路军”、“良民证”等，文革时期的“反右”、“大串联”、“封资修”、“斗批改”、“狗崽子”、“黑五类”、“红太阳”、“红五类”、“红袖章”、“红小兵”、“红卫兵”、“红宝书”、“忠字舞”、“早请示”、“样板戏”、“工宣队”、“下乡”、“知青”、“老三届”、“上山下乡”、“广阔天地”、“赤脚医生”、“路线斗争”、“忆苦思甜”、“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等，改革开放以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伤痕文学”、“冤假错案”、“流行歌曲”、“卡拉OK”、“下岗”、“海归”、“艾滋病”、“性骚扰”、“韩流”、“垃圾股”、“网吧”，等等。这些流行语往往是某一特定时期的强势语言模因。由于这些词语所反映的现象只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因此这些词语也只流行于该历史时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强势语言模因，其长寿性比不上基本词汇和熟语。

b．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各种宣传口号、标语以及普遍流行的口头语、歌词、广告语、电影电视对白、文学作品中的语句等。例如宣传口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天下为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将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阶级斗争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抓革命，促生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口头语：“感情深，一口闷”、“死猪不怕开水烫”、“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别理我，烦着呢”等；流行歌词：“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爱你没商量”、“爱拼才会赢”、“不见不散”、“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冬天里的一把火”、“都是月亮惹的祸”、“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该出手时就出手”、“给我一杯忘情水”、“跟往事干杯”、“你总是心太软”、“让世界充满爱”、“让我欢喜让我忧”、“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眼里只有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想说爱你不容易”、“生命因你而精彩”等；影视作品片名：“大红灯笼高高挂”，文学作品篇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过把瘾就死”等；广告语：“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宝”、“海尔，真诚到永远”、“好空调，格力造”、“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金利来，男人的世界”等；影视作品（包括相声小品）台词：“打死我也不说”、“给我一个理由先”、“耗子给猫当三陪——你挣钱不要命”、“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我是流氓我怕谁”、“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等等。

c．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话语篇章。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需要而对一些名人的话语文章在大众中进行推广，从而使这些话语文章在特定历史时期广为流传。例如孙中山1924年9月28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和同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就是流行于北伐战争时期的重要文章，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国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复制率很高。又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的“老三篇”：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下的三篇著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当时为了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要求人人能背诵，其复制率之高，可想而知。以上所述文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复制率逐渐降低，虽然不时还会为人所提及，但其强势程度远不及当时了，因此属于变动的强势语言模因。

8.3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

作为模因，语言模因也是通过复制和传播而生存的。同样能够支持以变异、选择和保持（或遗传）为基础的进化的规则系统。语言模因产生后，它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异，通过变形、合并等变异方式能够产生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语言单位及其表达手段。人们会通过自然（无意识）或人为（有意识）的方式对这些语言单位或表达手段进行选择和淘汰：一部分被继续使用，甚至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一部分构成一种语言中稳定的部分；另一部分在出现后因为没有被继续使用或者被使用时间不长而最终遭淘汰。这样，一种语言的要素系统及其表达手段系统，既处在不断更新和调整的过程中，又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正是由于语言模因的变异、选择和保持的持续不断的过程，推动着语言的进化。

经过选择而得以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模因，一部分属于原始的语言模因，另一部分来自发生了变异的语言模因。而变异了的语言模因总是与其原初的语言模因有着某种联系，同时又有着某种区别。它们或者内容相同，形式各异；或者形式相同或相近，内容各异。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内容和形式都不变的稳定传播，二是内容不变但形式改变的传播，三是形式不变但内容改变的传播。我们把前两种复制和传播的方式称之为“模因基因型传播”，把第三种复制和传播的方式称之为“模因表现型传播”（何自然，2001）

8.3.1　模因基因型传播

从模因论的角度看，思想或信息模式一旦得以传播和仿制就具有模因性。表达同一信息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的表现形式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但其内容却始终同一。同一信息可以先后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形式传递。Blackmore（1999：61）在分析模因进化时指出，以传递信息内容为主的模因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之中，可以比喻为基因型的模因。

1）相同的信息以原形传递。这类信息可以在合适的场合下不改动信息内容也不改动其原有的语言形式而直接传递。这包括大量的常规状态下的词语使用，例如“二是四的一半”这句话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最通常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这些词的声音形式与其传递的信息是一种稳定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这种传播方式还包括各种引文、口号、转述，以及日常交谈中对名言、警句的引用，或者重复别人的话语等。例如引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名言来肯定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2）相同的信息以异形传递。这也是一种以复制信息内容为主的模因传播方式。所要复制的信息不是用原有的语言形式进行传递，而是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进行传递。新的语言形式虽然可能使信息有所增损，但仍保留其原始信息的精要。例如改用“邮递员”来称呼“邮差”；用“美眉”、“靓女”来代指“美女”；用“怕瓦落地”谑称“帕瓦罗蒂”；用“忽悠”代指“蒙骗”；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形容无私的奉献精神，等等。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这些新的语言模因是通过变形的方式变异而来的，如“邮递员”是由“邮差”变形而来的；“怕瓦落地”是由“帕瓦罗蒂”变形而来的。

8.3.2　模因表现型传播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Dawkins，1982；Blackmore，1999），可以将复制、传播模因过程的行为表现看作是模因的表现型。这种类型的模因采用同一的表现形式，但分别按需要表达不同的内容。从模因的角度看，这属于语言模因以合并的变异形式在进行传播，即模因与模因相互组成复合模因在进行传播。通常是弱势模因借助强势模因的影响力以提高自身的生存力。

1）同音异义横向嫁接。语言模因在保留原来结构的情况下，以同音异义的方式横向嫁接。这又可分为几种：

a．同音同形异义。语言模因的读音不变，字形也不变，但传递的信息发生了变化。例如网络上流行的用“白骨精”戏称“白领＋骨干＋精英”的时尚女性，用“蛋白质”戏称“笨蛋＋白痴＋没气质”的女性。从模因的角度看，上述职场中关于女性的划分的新观念属于弱势模因，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于是便借助两个强势语言模因“白骨精”和“蛋白质”来提高其传播效果。而传递了新信息的“白骨精”和“蛋白质”，实际上是通过合并的变异方式产生的两个新的语言模因。

b．同音同形反义。语言模因读音不变，字形也不变，但传递的信息与原来所传递的信息相反或相对。例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煞了。”其中的“伟绩”、“武功”所传递的信息显然已经不是这两个语言模因原来所要传递的信息，从上下文语境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两个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合并的变异方式产生的新语言模因所要传递的信息与原来的信息是相反的。

c．同音异形异义。语言模因的读音相同，字形发生改变，所传递的信息发生了变化。例如一家食品商店用“食全食美、食新食异”作广告语。显然，这段广告语是作为强势语言模因的两个成语“十全十美”、“实心实意”的变体，通过合并的变异方式，广告创作者把所要宣传的信息与两个强势语言模因组成了复合模因，目的是借“十全十美”、“实心实意”两个强势语言模因来传递商店“食品花色品种齐全多样，味道鲜美”的信息。同时，又能让人从原有的两个成语中联想到“完美”、“诚实”等信息，暗示该商店服务周到、货真价实。

2）同形联想嫁接。语言模因原有的语言形式没有变化，但嫁接于不同场合导致产生不同的意义联想，从而传递着比原有信息更丰富的信息。例如网络上曾经流行的新歇后语“教师涨工资——空调”，其中的“空调”原有的信息是“空气调节器”，但结合特定的语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光说不调”意思。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这种传播方式也是语言模因以合并的变异方式在进行传播，是“教师涨工资光说不调”的这个弱模因与“空调”这个强势语言模因合并组成一个复合模因，目的是借强势语言模因“空调”来提高其传播效果。因为用“空调”来传播“光说不调”的信息，更容易引起传播者（宿主）的注意，可以提高其生存力。

3）同构异义横向嫁接。指语言模因的结构主体不变，但有局部的调整，而传递的信息发生了变化。例如仿照流行歌曲《都是月亮惹的祸》出现了“都是广告惹的祸”、“都是爱情惹的祸”、“都是寂寞惹的祸”、“都是月饼惹的祸”、“都是盗版惹的祸”、“都是天使惹祸”、“都是媒体惹的祸”等多种语言模因变体。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这是语言模因通过合并的变异方式在进行传播。从最初的强势语言模因“都是月亮惹的祸”析出“都是……惹的祸”这个典型结构，然后把各种新信息与之构成复合模因进行传播，从而可以大大提高各种新信息传播的效果。因为“都是……惹的祸”总是能让人想起《都是月亮惹的祸》那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的曲名。

通过同构异义横向嫁接方式传播的语言模因不只是短语或句子，还有单个词、整段话语、整个篇章。例如电影《大话西游》一段经典对白台词就在网络上产生了很多个新的版本，下面仅选三例加以对比：

（1）a．《大话西游》周星驰原版对白：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b．《大话西游》化妆品产品宣传版：曾经有一份好产品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我再去众里寻它千百度的时候，才忘记了它的名字，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会对所有败女们说三个字：“要国货。”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c．《大话西游》QQ农场偷菜版：曾经有一地的菜让我偷，我没有珍惜，失去之后才觉的后悔，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老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如果一定要在前面加个数量，我会说：哪怕偷到一个也好。

d．《大话西游》iebook宣传版：曾经有一份真正的杂志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珍惜；当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如今上天可怜我，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对iebook说三个字：“真好用”。

变异了的语言模因仍然保留原来语言模因的基本结构，但携带的是新的信息，成为了新的模因。从传播策略上说，变异后的语言模因是在借助原有强势语言模因的影响力来提高其生存力。

8.4　模因的语用效应

人类通过复制和传播对模因进行选择与淘汰，从而促进文化的进化。语言是模因传播的载体。运用语言是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途径。因此人类的交际活动就是最典型的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活动。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语言的功能就是为了传播模因。而且，在所有传播手段中，语言是最有效的模因传播手段。因此，有效的语言运用就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模因传播。

根据Blackmore（1999）的分析，模因要得到成功传播应该尽量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符合、顺应作为模仿者和选择者的人的本性。真实而有用、引人注意、能够使人产生独特的情绪体验的模因易于得到成功传播。二是模因要具备便于传播的自身特性。易于模仿和记忆、组成了复合模因、能够进入宿主“自我”之中的模因易于得到成功传播。三是模因要进入合适的宿主。模因如果进入模因的源泉（a meme-fountain，即最有可能被别人模仿的，从而也是最有可能向他人传播模因的宿主），就易于被成功传播；如果进入模因的渗水坑（a meme-sink，即不大可能被别人模仿，从而也不大可能向别人传播模因的宿主），就不容易得到成功传播。

根据上文对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方式的论述可以知道，语言模因既存在原形传播，也存在变异传播。而通过对语言模因的变体的选择，可以满足成功传播模因的一些要求，相应地可以提高模因传播的成功率。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看，语言的使用能够提高模因传播的成功率，就是产生了积极的语用效应。语言模因变异传播的语用效应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8.4.1　语言模因变形传播的语用效应

如上文所述，语言模因的变形传播主要表现为相同的信息以异形传递。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看，这就是针对同一思想内容运用不同寻常的语言表达形式去进行表达。因此，恰当地选择语言模因通过变形方式产生的变体，可以增强语言表达的新颖独特性，进而可以提高信息的关注度和传播的成功率。语言模因的变形传播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语音偏离。语音偏离指的是原本用来表达特定内容的特定语音形式，表达者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其原有的语音形式，从而用新的语音形式与原来的内容相配合，组合成新的语言模因以进行传播。语音偏离包括故意错读、援用误读（说）两种方式。由于形式新颖，它往往能带给人一种独特的情趣，具有风趣幽默的效果。例如：

（2）但老汉我经常[image: alt]
 门下：路线决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阿丘这个干部选得就很好嘛！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传媒利器。《社会记录》有点像早年间的柳三变的词，有水井处就有小柳同志的词，阿丘这厮跟在水井边唱柳词的村姑没什么两样，平民得很哪！话说词这东东，当年完全是说唱文学的一种而已，譬如现在的hiphop似的。（桃源看客《阿丘，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兼论〈社会记录〉》，引自央视国际网2004年3月2日）

例（2）中的“哼哼教导”，源于一些人对“谆谆教导”的无意识的错读。该文中作者故意用错读的“哼哼教导”代替“谆谆教导”，目的是想去掉“老汉我”“教导门下”的那种严肃味道，这种语音偏离手段的使用，使语言表达风趣幽默。从模因的角度看，“哼哼教导”说法之所以能够出现，还是因为“谆谆教导”作为强势语言模因影响的结果。同时，“哼哼教导”的运用实际上等于增加了“谆谆教导”的传播机会。

2）词汇偏离。词汇偏离指的是原本用来表达特定语义内容的特定词语，表达者有意改变了其原有的词语形式，借用别的词语形式与原来的内容相配合，组合成新的语言模因以进行传播。词汇偏离包括借词替代、时代偏离、语码偏离、语域偏离等。由于词语的错位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获得简洁、新奇、幽默的表达效果。从模因的传播来看，这往往可以提高模因的关注度或可记忆性。例如：

（3）感情已[image: alt]
 ，爱情已[image: alt]
 ，诺言是[image: alt]
 ，信任已[image: alt]
 ，关怀[image: alt]
 ，美好[image: alt]
 [image: alt]
 ，一切已[image: alt]
 ，生活彻底[image: alt]
 ！（手机短信）

例（3）中的“欠费”、“停机”、“空号”、“关机”、“无法接通”、“不在服务区”、“与服务器断开连接”、“死机”等词语，本来属于电信行业中的一些关于电话通信、网络连接的专业服务用语，这里却用到手机短信（日常交际）中，用来表达一个人失恋后的感受与生活状态，新奇而独特，又不失幽默。又如：

（4）《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说，袁绍年轻的时候就在京城广交豪侠，经常在他那个豪门大院[image: alt]
 ，[image: alt]
 ，迎来送往，呼朋引类，门庭若市，也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社会名流。（易中天著《品三国》（上）第十一集：海纳百川）

例（4）中，作者把“派对”、“沙龙”这些当代时髦的词语用来描述1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的行为，幽默风趣，滑稽可笑，使历史人物具有现代感和亲近感。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这显然可以提高所要传播的语言模因的新颖性、简易性，便于宿主关注和理解，有助于其成功的传播。同时，“派对”、“沙龙”在当代属于强势语言模因，这里的“今语古用”实际上是它们强势特征的体现，通过“今语古用”又增加了它们的传播机会。

3）语法偏离。语法偏离指的是原本用来表达特定内容的常规语法组合形式，表达者有意地改变了其原有的语法组合规则或聚合规则，从而用一种新奇的语法组合形式来传递该内容。语法偏离包括变序组合、变性组合。由于组合新颖，它往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从模因的传播角度看，语法偏离实际上是模因借突破语法常规的语言形式以提高其传播成功率。语法偏离或者易于吸引宿主的注意力，或者能带给宿主强烈的情感体验。因此，有助于模因的成功传播。例如：

（5）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image: alt]
 ，[image: alt]
 。（鲁迅《伤逝》）

例（5）中，“为子君，为自己”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的状语，按照汉语的语序常规，状语应该放在中心语的前面，但在该例中，作者一方面考虑到状语成分较长，置于中心语之前会影响整个句子的平衡，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状语倒置的方式，突出小说主人公之一涓生所要表达的忏悔之情。同时，该句是小说的开头，这样处理，也为全篇定下了抒情的基调。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这种变序组合具有新颖性，有助于提高模因的关注度。事实上，这段话已经成为了强势语言模因。不仅为人们所熟悉，广为传诵，而且还出现了很多模仿的说法，如“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牛市，为自己”、“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中国足球，为自己”、“如果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他，为自己”，等等。又如：

（6）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image: alt]
 了樱桃，[image: alt]
 了芭蕉。（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例（6）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中的“红”、“绿”本来是形容词，句中却把它们用为动词，带宾语。作者把“红”、“绿”转化用为动词后，强调了动作性、主动性，非常突出地表现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的特点，抒发了年华易逝，人生易老的感叹。

从模因的传播角度看，“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运用变性组合非常巧妙，它提高了模因的关注度。“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已经成为千古名句，被广泛引用。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模仿的说法，如：“红了马唇，绿了伤心”、“红了樱桃，绿了心房”、“红了中石油，绿了大家”、“红了笑靥，绿了园事”、“红了梅花，绿了木瓜”、“红了人气，绿了销量”、“红了销售，绿了利润”，等等。

4）词义组合偏离。词义偏离指的是表达者在特定的语境中，采用了不符合常规词义组合关系的组合方式来表达语义内容。词义偏离又可分为两种情形：“无理”组合、“矛盾”组合。不符合词义常规组合关系就是不符合逻辑事理。但不符合逻辑事理是就语言形式的表层关系而言，在特定的语境中，这种表面突破词义常规关系的组合，深层里还是合理的。由于其组合新颖独特，因而能引人关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令人难忘。

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词义组合偏离，实际上是模因利用具有突出效果的词义组合偏离手段以提高其多产性和长寿性。例如：

（7）盼望着，盼望着，[image: alt]
 ，[image: alt]
 。（朱自清《春》）

例（7）中的“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从语言表层看是违背常规词义组合关系的。“东风”、“春天”是自然现象，是非生命、非人类的事物，但文中却说它们“来了”、“脚步近了”，仅从语言表层看，这种词义组合关系是“无理”的。但就是这种“无理”的组合，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以及极其盼望春天到来的心情。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这是模因运用词义组合偏离形式来提高模因的传播成功率。因为这里的词义偏离具有突出效果，它有助于提高模因的新颖性和关注度。事实上，“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已经成为著名语句，得到广泛传播，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仿用表达形式，如“东风来了，缓速器市场的春天来了”、“公共交通周来了，无车日的脚步近了”、“夏天的脚步近了”、“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资本市场春天的脚步近了”、“燃油税脚步近了”、“奥运的脚步近了”，等等。又如：

（8）我们变成了世上　　[image: alt]
 　　今后各自曲折　各自悲哀（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姚谦作词，柯肇雷作曲）

例（8）中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一句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矛盾的语义组合关系，但是，在歌词中，作者所要表达的是曾经相爱的人因为分手而成了陌生人的特殊感受。因为曾经相爱，所以“最熟悉”，因为分手，又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看似矛盾，实则入情入理。这样的表述简洁而准确，奇特的语言表达方式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从模因传播的角度来看，它有助于提高模因的新颖性和可记忆性。事实证明，“最熟悉的陌生人”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引用的名句。如“分手后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电话诈骗：最‘熟悉’的陌生人”，等等。

8.4.2　语言模因合并传播的语用效应

如上文所述，语言模因的合并传播主要表现为同音异义横向嫁接、同形联想嫁接、同构异义横向嫁接。其实质是一些模因借与强势的语言模因组成复合模因来提高其生存力。

从语言交际的角度看，这就是巧借人们熟悉的表达特定信息的词语、句子、话语、篇章来传递新的信息，是“旧瓶装新酒”。恰当地运用这种表达方式，既可以增强语言表达的新颖性，又能给人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语言模因的合并传播表现形式丰富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语音偏离。语音偏离指的是表达者利用同音或近音联想的方式，将某个熟悉的词语、句子的语音形式换成与它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其他词语、句子的读音形式，巧妙地构成新的表达形式，表达新的意义。我们称之为谐音异用。虽然原来的那个词语或句子已经被替换，但新的词语或句子的语音形式与之相同或相似，很容易让人重新想起原来的那个词语或句子，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此，这种借音表义的表达方式会给人一种熟悉感。从模因的传播角度看，同形异义偏离类的语音偏离主要是新模因借强势语言模因的语言形式来提高受关注度。同时，也是原有的强势语言模因的强势语言形式多产性的体现。例如：

（9）“出台这些措施，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情项目’、‘关系项目’。”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说，“即使有所谓的‘[image: alt]
 ’者，也得不到什么‘特殊待遇’。”（邹声文、卫敏丽《科技部多措施完善监管“组合拳”挥向学术腐败》载《新华网》2006年06月18日）

例（9）借用了一个常用短语“跑步前进”的语音形式，创造出“跑部钱进”的新短语，用来描述某些地方政府或单位经常到上级有关部（委）走动，拉关系，以便获得项目和经费的做法。这样的说法让人觉得既熟悉而又新奇。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它让这个新的语言模因受到注意，获得理解和接受。从而增加了“跑步前进”的传播机会。事实上，“跑部钱进”已经成为一个新产生的强势模因，被大量复制。我们通过搜索软件在2009年5月21日因特网上搜索到符合“跑部钱进”的结果约有8310000项。如“‘跑部钱进’泛滥，委员促立法根治”、“审计署：‘不透明’是‘跑部钱进’的罪魁祸首”、“驻京办‘跑部钱进’，谁来喊立定”，等等。

2）词汇偏离。指的是表达者有意通过改变一个词或固定短语中一个成分来传递不同于原来词语的新意义。这种词语仿用可以获得风趣幽默的效果。从模因的传播角度看，词汇偏离主要是把强势语言模因的语言形式进行局部改造后，用来传递新模因。它实际上仍然是借强势的语言模因来提高新模因的传播成功率。同时也是强势语言模因影响力的表现。

（10）崔永元：行了行了，别说了，咱还是说您二老吧，我现在呢把问题提得细一点，你们是哪一年结的婚？

　　　赵本山：我们[image: alt]
 。

　　　宋丹丹：大约在冬季。（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何庆魁创作，崔永元、宋丹丹、赵本山表演）

例（10）仿照曾经非常流行的歌曲《相约九八》的歌名，更改其中一个数字，仿造出“相约五八”的说法，既诙谐幽默，又具有时尚色彩。

3）词义偏离。指的是表达者有意将一个已进入基本词汇或一般词汇中的词语的基本义舍弃不用，而赋予其另外的意义。这包括词语的别用、反用、别解等。由于用法独特，往往能产生新颖独特、委婉含蓄、风趣幽默的效果。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词义偏离是强势语言模因的强势特征，同时也是新模因借助强势语言模因的强势语言形式来提高传播成功率的表现。例如前文所举的将“白骨精”赋予其“白领＋骨干＋精英”含意的例子，就属于词语的别用，新颖别致而又风趣幽默；明知某人是一个傻瓜，却说是“天才”，这是对“天才”的反用，用语委婉，暗含讽刺；手机短信中“留级复读的学生叫：留学生；上课打瞌睡的学生叫：特困生”，这是词语的别解，表达风趣幽默，暗含善意的批评。

4）句义偏离。指的是表达者有意把一个在特定语境中的知名语句借来放在新的语境中以传递新的意义。这种用法形式新颖，能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模因论的角度看，由于被借用的语句往往是知名度很高的，因此，句义偏离也是强势语言模因强势特征的表现，同时也是新模因借助强势语言模因来提高传播成功率的表现。例如《上海证券报》2006年8月4日的一则新闻标题：“中国楼市悲情指数排行榜2006年谁的眼泪在飞？”其中“谁的眼泪在飞”来自流行歌曲《谁的眼泪在飞》（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孟庭苇演唱），这是一句非常流行的歌词。这里却借来说明“新政层层重压，什么人将接住最后一棒”，分别说明新的房产政策对自住客、投资客、地方政府、房产中介、开发商、海外基金的不利影响的程度，表达形式新颖、形象，还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

5）构型偏离。构型偏离指的是仿用既有的为人所熟知的句子、语段、语篇的结构形式，用来表达新的意义。相应地可分为句子仿用、语段仿用、语篇仿用等。从模因传播的角度看，构型偏离是强势语言模因多产性的表现，也是其他模因借经过局部变化的强势语言模因的语言形式以提高传播成功率的重要手段。例如香港电视本港台2007年5月28日的新闻标题“朝辞北京彩云间，千里广州半日还”，借用人们非常熟悉的李白《早发白帝城》中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基本结构形式，更改其中几个词语，仿造出“朝辞北京彩云间，千里广州半日还”的句子，用来说明交通之快速，简洁而有趣。又如来自网络的“生意诚可贵，责任价更高；若为诚信故，我哪样都不抛”，是对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的移植，原诗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里通过仿用，说明“生意”、“责任”、“诚信”都重要，颇有几分谐趣。

8.5　研究语言模因的意义

模因论关于文化进化的这些理论，给我们观察和解释文化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模因论是一种思维的方法。用模因论观察文化现象能够促进和深化对文化的认识并将得出许多新的结论，这无疑对深化人类自身的认识是有所裨益的。运用模因论来解释相关语用现象以及与语言运用相关的交际、翻译、语言教学等问题，同样能得出许多新的结论，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

8.5.1　模因与翻译

1）模因传播与翻译。最早把模因论引入翻译理论研究的是Andrew Chesterman（1996，1997）和Hans Vermeer（1997）。Chesterman提出了“翻译模因论”，把翻译研究看作是模因论的一个分支，把有关翻译本身及翻译理论的概念或观点统称为“翻译模因”，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翻译的理论概念、规范、策略和价值观念。他纵观翻译的历史，认为翻译理论的进化（即理论的更迭和演变）本身就是翻译模因（translation memes）不断复制和传播的结果（Chesterman，1996：63-71；1997：7）。在考察翻译理论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翻译模因由于不能得到普遍接受而消亡；而另一些翻译模因则流行一时后最终被新的模因集合所取代；但还有一些翻译模因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从而在译界得以生存和发展，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标准和典范。Chesterman指出，翻译模因库（the meme-pool）中存在着大量的翻译模因、翻译模因变体或翻译模因复合体。一方面，每一种模因既是对以前模因的复制和继承；另一方面它也会在复制与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变异，在变异中求得发展。

2）翻译模因的类型。模因之间的复制关系既非内容前后完全相同，更非形式的等同转移。翻译模因的复制可能出现增值或删减的过程。因此，模因传播的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受Chesterman的启发，我们可以认为翻译模因库里有各式各样的模因基因型和模因表现型，前者指源语与目标语的转化是一种原信息的等值或等效传播，基因型翻译模因有等值和等效两种模因复制形式，其中又可以区分出语义等值／等效模因和语用等值／等效模因。后者表现为信息从源语到目标语的转化过程是一种非对等的复制和扩散，于是有意译、节译、略译、译述、译评、改译等所谓翻译模因变体。考察翻译模因的类型对我们的翻译实践很有指导意义；我们要学会利用表现型模因库，根据具体情况来翻译，避免死译；同时，我们也可结合模因论来研究翻译的等效论和等值论，以及翻译的变体论，从而加深我们对翻译模因现象的认识，丰富译学理论。

3）模因论与翻译教学。关于模因论与翻译教学，何自然教授曾提出八点启示：①由于翻译模因的不同，同一原文有不同译本。②翻译理论和技巧作为一种翻译模因，通过翻译教学和研究世代相传。③译者是模因复制和传播的载体。④翻译教学方法是介绍如何从翻译模因库里选取模因和模因复合体，要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学会如何选择。⑤即使不懂翻译理论，只要译者掌握翻译模因库里的各种模因和模因复合体，并在原有模因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译文，并使之得到传播，就同样能产出优秀的译文。⑥从模因论的角度，翻译常规是标准模因，翻译的具体处理是对策模因。⑦常规译法是基因型，具体译法是表现型。前者内容不变，后者有众多变体，从旧译到新译应理解为表现型的改进和应用。翻译模因库里不能获得广泛复制和传播的模因会被放弃或遗忘。⑧好的译文要靠译者恰当运用对策模因，为此，译者要多习译例，掌握模因复制和传播的规律，学会模仿和善于模仿。

8.5.2　模因与交际

1）“模因交际”的概念与类型。有关人类言语交际模式的构想大致分成四类：Aristotle提出的古典解码模式、Sannon的信息模式、Grice的推理模式以及Sperber & Wilson的明示-推理模式。从模因论来看，言语交际是以模因为单位进行的。“模因交际”存在着“模因趋同交际”与“模因趋异交际”两种不同类型，但皆可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模因趋同交际”指交际双方根据对方的社会身份、背景、教育程度等选择有效的模因，彼此模因认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模因趋异交际”指的是模因变异，强调“自我”模因传播，具体表现形式为交际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其中一个目的是张扬“自我”，以发话人为中心，未考虑受话人的知识容量与推测能力是否能成功地对其话语进行识别。其实，“趋异”也是模因传播的手段，因为“新颖独创”、“与众不同”是趋异的根源，也是模因选择的标准之一，这会形成其他人对发话人的言语模仿，在一定的群体内促成语言变异及交际模式的变异。这种变异在特定群体内传播，逐渐形成了新的交际范式。模因传播中的“变异”或“趋异”可以解释言语交际中的干扰问题，主要体现为不由发话人意图所决定的意思，即受话人主观推断发话人的信息内容与交际内容。从模因的角度讲，这些干扰现象正是言语交际互动过程中模因互相竞争、互相影响，并变异复制所导致的思维革命。也就是说，受话人的模因认知图式（显性、隐性）与发话人不相吻合。语言必须依靠模因而发展，而模因又需以语言为宿主而生存。因此，在模因的作用下，我们才有了今天可以进行交际的语言。换句话说，促使言语交际模式变异进化的动因是模因。这表明，言语交际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和使用的过程，也就是模因选择、复制、同化或异化、传播的过程。

2）交际中的模因现象。从模因论的角度来看，在语言交际中，语言选择和使用的过程就是各种模因相互竞争的过程。在我们看来，模因以框架的形式储存在大脑里，它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激活。下面的例子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互动情景以及影视剧的台词对白（谢朝群、何自然，2007）：

（11）A：林老师，这学期课多不多？

　　　B：哎，比较多，还要上利兹班。

　　　A：利兹？

　　　B：对，荔枝，不是龙眼。

（12）贺立群：哥，嫂，你们这是摆的“鸿门宴”吧？

贺立众的妻子：什么“鸿门宴”、“绿门宴”的，就是大伙儿聚聚。

例（11）中的B故意将“利兹”听成了“荔枝”。这显然是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营造一种轻松的交流氛围，促进人际语言互动的顺利进行。例（12）则是为了转移话题，缓和矛盾，避免尴尬，从“鸿门宴”到“绿门宴”的变异，还可以看出，许多时候，模因传递的不仅仅是语言，它还包括语言中的文化信息。从这个角度看，语言就是文化。

（13）A：考什么？

　　　B：两学（指教育学、心理学）啊。

　　　A：哦。

　　　B：两本书啊，好厚。

　　　B：不管，大不了通宵。

　　　A：是啊。

　　　B：反正以前也干过这种事。

　　　A：应该不会太难的。

　　　B：也要有时间念啊。

　　　A：那是。

　　　B：我去抱佛爷的脚了，88。

　　　A：88。

这里的“抱佛爷的脚”显然模仿了“临时抱佛脚”，属于语言模因的变体。

（14）A：在大城市里，经常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到乡下去，发觉，哇，房子怎么这么矮啊，我都想一脚把它踩下去。

　　　B：哦，一览众楼矮。

这里的“一览众楼矮”显然是模仿了“一览众山小”，也是语言模因的变体。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表达者还有可能随时随地构建语言模因并传递其中蕴涵的意义。

（15）A：这红枣不错，可以多买点。

　　　B：买那么多干什么？会生虫。

　　　A：会生什么虫？是甲壳虫还是……

　　　B：是乙壳虫。

这里的“甲壳虫”绝对不是指20世纪英国知名的流行乐队“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亦称“披头士乐队”），而“乙壳虫”则是模仿“甲壳虫”临时构造出来的新模因。

（16）A：师傅，请问泰恒大厦在哪里？

　　　B：一直往前走，然后往右拐。

　　　A：哦，谢谢！

　　　C：可能还要走好远。

　　　A：泰恒大厦，太狠了点。

这里的A借助“泰恒”与“太狠”读音相近，满足了表达的需要，也达到了幽默的效果。现实生活中，虽然此类语言模因大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很常见。下面例（17）和例（18）亦是如此：

（17）雾里看花，越看越花。

（18）不要对我放电，我有来电显示。

在我们看来，正因为语言须依靠模因来发展，而模因又须以语言作为宿主而生存。故可以说，在模因的作用下我们才有今天足可交际的语言。或许可以说，促进语言演变和发展的是模因，而不是所谓的“普遍语法”。语言交际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和使用的过程，就是传播模因的过程，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是最富有模仿能力的动物”，是因为人的大脑具有模仿性。可以说，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模仿的动物。“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相互模仿着”（Blackmore，1999）。

8.5.3　模因与语言教学

模因论揭示了语言发展与演变的规律，也为我们的语言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模因论对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颇有启发。在模因论的指导下，过去的一些丢弃的、被认为不合理或不可取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教学主张也许要重新作出评价，甚至要恢复和再次提倡。例如，语言模因复制和传播规律告诉我们，语言的背诵教学不但不应放弃，而且还应大力提倡。背诵本来就是我国的传统教学模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许多英语专家，像许国璋、胡文仲等都曾强调过背诵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今天，当人们过于热衷于分析性、启发性的语言教学方法时，往往会像倒洗澡水的同时把盆里的婴儿也倒掉那样，将背诵这个教学手段毫不吝啬地遗弃掉了。

除了背诵，我们还可以从模因论里悟出模仿对语言学习的积极意义。学语言本身就是语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学到手的各种语言表达手段，要靠复制来与别人交流，达到传播的目的。任何创造性的语言使用都是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的，模因的模仿、复制不都是百分之百的原样“克隆”，有时也是模因集合的重组。模因具有保留性、变异性和选择性，语言模因在复制与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与不同的语境结合，出现新的形式，组成新的模因复合体。有一些模因保存着内容，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另一些模因则通过在相同的形式里放进不同的内容来扩展。因此，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方式也启发我们应如何学习语言：既要学会以不同形式表达同一信息，又要学会用相同形式去套用不同的内容。在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教会学生根据不同语境掌握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同时还要他们学会依照地道的英语表达形式来与别人交流各种思想。

模因论还使我们认识到，语言学习者必须把语言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地习得语言。模因传播的过程与Ellis从认知的角度提出的二语习得理论是一致的，如图所示：

[image: alt]


图8-1　二语习得与模因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二语习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模因复制与传播的过程。语言的输入过程伴随着模因的同化和记忆，而语言的输出过程则是语言学习者将内化在头脑中的模因表达出来的过程，即：“语言输入—模因基因型、表现型传播—语言输出”。由此可见，语言输入是第一性的，是输出的基础。没有足够的、地道的语言材料的输入，或输入的语言材料未被学习者理解和吸收，那么模因传播过程就会中止，语言输出也就无从实现。相应地，只重视输入而忽略输出的语言学习，就等于放弃了语言模因的作用，学习只能是半途而废。那么，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应如何帮助学习者把语言的输入与输出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成功地习得语言呢？首先，为了创造最佳语言输入，教师应充分利用自己所占有的教学资源，从报刊、杂志、经典文学作品、网络等上面精心选取具有时效性、趣味性、易于理解和表达的、地道的语言材料作为讲解语言点的范例，把它们打造成易于被学习者模仿与复制的“语言复制因子”，以加速学习者对语言模因的“吸收”、“同化”与“记忆”过程。其次，在有了良好的语言输入以后，教师应创造大量机会，引导学生将内化在头脑中的语言模因“表达”、“传输”出来，以巩固、强化输入的模因。让学生背诵、复述、翻译、造句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语言教学中引入联想教学，活学活用是模因论给我们的另一启发。灵格风英语谈两件事物的比较时有一句：I don't think there's much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 but on the whole I prefer yours。这是比较两件事物优劣的英语表达方式之一，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将它背下来，将它们复制到作文中。再如，虚拟语气，也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在李阳的《疯狂英语》里有这样一个例句：“They would have come to the meeting if they had known about it”。这是个典型的、表达和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语气的句子。同样的，教师可以先要求学生背诵例句，掌握这一结构的形式特点，然后再替换各种同义词组，比如“Mum would have come to my birthday if she had had time”等等。

总之，我们相信，随着模因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将给语言教学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帮助。

练习题

1．模因是什么？模因与语言有何关系？

2．成功的语言模因具有怎样的特点？如何分类？

3．语言模因复制与传播的方式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4．语言模因变异传播的方式有哪些？各具有怎样的语用效应？

5．研究模因对翻译、交际、语言教学有何意义？

文献选读

But do we have to go to distant worlds to find other kinds of replicator and other, consequent, kinds of evolution? I think that a new kind of replicator has recently emerged on this very planet. It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still drifting clumsily about in its primeval soup, but already it is achieving evolutionary change at a rate that leaves the old gene panting far behind.

The new soup is the soup of human culture. We need a name for the new replicator, a noun that conveys the idea of a un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r a unit of imitation. 'Mimeme' comes from a suitable Greek root, but I want a monosyllable that sounds a bit like 'gene'. I hope my classicist friends will forgive me if I abbreviate mimeme to meme*
 . If it is any consolation, it could alternatively be thought of as being related to 'memory', or to the French word meme. It should be pronounced to rhyme with 'cream'.

Examples of memes are tunes, ideas, catch-phrases, clothes fashions, ways of making pots or of building arches. Just as genes propagate themselves in the gene pool by leaping from body to body via sperms or eggs, so memes propagate themselves in the meme pool by leaping from brain to brain via a process which, in the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imitation. If a scientist hears, or reads about, a good idea, he passes it on to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He mentions it in his articles and his lectures. If the idea catches on, it can be said to propagate itself, spreading from brain to brain. As my colleague N. K. Humphrey neatly summed up an earlier draft of this chapter: '... mem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living structures, not just metaphorically but technically. When you plant a fertile meme in my mind you literally parasitize my brain, turning it into a vehicle for the meme's propagation in just the way that a virus may parasitize the genetic mechanism of a host cell. And this isn't just a way of talking—the meme for, say, "belief in life after death" is actually realized physically, millions of times over, as a structure in the nervous systems of individual men the world over.'

Consider the idea of God. We do not know how it arose in the meme pool. Probably it originated many times by independent 'mutation'. In any case, it is very old indeed. How does it replicate itself? By the spoken and written word, aided by great music and great art. Why does it have such high survival value? Remember that 'survival value' here does not mean value for a gene in a gene pool, but value for a meme in a meme pool. The question really means: What is it about the idea of a god that gives it its stability and penetrance i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survival value of the god meme in the meme pool results from its great psychological appeal. It provides a superficially plausible answer to deep and troubling questions about existence. It suggests that injustices in this world may be rectified in the next. The 'everlasting arms' hold out a cushion against our own inadequacies which, like a doctor's placebo, is none the less effective for being imaginary. These are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idea of God is copied so readily by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individual brains. God exists, if only in the form of a meme with high survival value, or infective power, in the environment provided by human culture.

Some of my colleagues have suggested to me that this account of the survival value of the god meme begs the question.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y wish always to go back to 'biological advantage'. To them it is not good enough to say that the idea of a god has 'great psychological appeal'. They want to know why it has great psychological appeal. Psychological appeal means appeal to brains, and brains are shaped by natural selection of genes in gene-pools. They want to find some way in which having a brain like that improves gene survival.

I have a lot of sympathy with this attitude, and I do not doubt that there are genetic disadvantages in our having brains of the kind that we have. But nevertheless I think that these colleagues, if they look carefully at the fundamentals of their own assumptions,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begging just as many questions as I am. Fundamentally, the reason why it is good policy for us to try to explain biological phenomena in terms of gene advantage is that genes are replicators. As soon as the primeval soup provided conditions in which molecules could make copies of themselves, the replicators themselves took over. For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million years, DNA has been the only replicator worth talking about in the world. Bu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hold these monopoly rights for all time. Whenever conditions arise in which a new kind of replicator can make copies of itself, the new replicators will tend to take over, and start a new kind of evolution of their own. Once this new evolution begins, it will in no necessary sense be subservient to the old. The old gene-selected evolution, by making brains, provided the soup' in which the first memes arose. Once self-copying memes had arisen, their own, much faster, kind of evolution took off. We biologists have assimilated the idea of genetic evolution so deeply that we tend to forget that it is only one of many possible kinds of evolution.

Imitation, in the broad sense, is how memes can replicate. But just as not all genes that can replicate do so successfully, so some memes are more successful in the meme-pool than others. This is the analogue of natural selection. I have mentioned particular examples of qualities that make for high survival value among memes. But in general they must be the same as those discussed for the replicators of Chapter 2: longevity, fecundity, and copying-fidelity. The longevity of any one copy of a meme is probably relatively unimportant, as it is for any one copy of a gene. The copy of the tune 'Auld Lang Syne' that exists in my brain will last only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copy of the same tune that is printed in my volume of The Scottish Student's Song Book is unlikely to last much longer. But I expect there will be copies of the same tune on paper and in peoples' brains for centuries to come. As in the case of genes, fecundity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longevity of particular copies. If the meme is a scientific idea, its spread will depend on how acceptable it is to the population of individual scientists; a rough measure of its survival value could be obtained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times it is referred to in successive year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If it is a popular tune, its spread through the meme pool may be gauged by the number of people heard whistling it in the streets. If it is a style of women's shoe, the population memeticist may use sales statistics from shoe shops. Some memes, like some genes, achieve brilliant short-term success in spreading rapidly, but do not last long in the meme pool. Popular songs and stiletto heels are examples. Others, such as the Jewish religious laws, may continue to propagate themselv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usually because of the great potential permanence of written records.

(Excerpted from The Selfish Gene Written by Richard Dawkins 1989：192-194)

注释


〔1〕
 荷兰莱登大学学者George van Driem（2004），作为莱登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介绍莱登学派重新给模因下的定义（“模因是语言学涵义中的意义”）后，就运用模因来指称语言单位。他把语法范畴的意义称之为语法模因（grammatical memes），把词义、语素、固定短语称之为词汇模因（lexical memes）。


第九讲　语用翻译

导读：随着语用学研究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阐释翻译研究的相关问题。他们从分相论、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顺应理论等语用角度来对翻译进行研究。这样一来，语用翻译就成了语用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

9.1　引言

语用学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研究如何通过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在以往的语用学专著中，大多数语用学家都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相学科，与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等处于平行的地位。语用学有自己的分析单元，如指示语、前提、会话含意、言语行为、会话结构等；语用学的任务就是对于这些话语成分作出动态研究。我们把这种按语言本体分相来论述的语用学称之为“语用分相论”。Verschueren（1999）认为语用学是对语言的一种综观，他提出“顺应论”，以全新的视角去理解语用学。

今天，语用学的发展更是蒸蒸日上。随着人们对语用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从语用学的角度来阐释翻译方面的诸多问题。Gutt的著作《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1991，2000）的出版标志着关联翻译理论的诞生，也标志着语用翻译研究走向系统化。在Hickey（1998）主编的论文集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中，多位西方学者就语用分相论中的不同分析单元对翻译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并表达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借鉴语用学理论进行翻译研究。“语用翻译是一个尚未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Linda，2001：310），本讲将对这些内容进行概述。

9.2　基于语用分相的翻译研究

最早把语用学的相关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学者是Hatim和Mason（1990），其中Gutt是第一位系统地从事语用翻译研究的学者。西方的语用翻译研究主要体现在基于语用分相的翻译研究和关联翻译理论研究，这与国内不少学者的做法是一样的。

9.2.1　国外基于语用分相的翻译研究

Hatim和Mason（1990）认为翻译是在一定社会情境下发生的交际过程；它是涉及文本产出者与接受者之间协商意义的一个动态过程，从预期的目标语文本可以追溯译者如何进行译文语言选择。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透彻理解原文词语在语境中的内涵意义或暗含意义；另一方面必须在译文中忠实充分地予以再现。作者把言语行为理论、真诚条件、Grice的合作原则等语用学观点引入翻译的相关研究中，提出把社会、文化因素与这些语用学概念整合在一起，来分析研究翻译的一些现实问题。他们认为，译文不仅要在命题内容上，而且要在施为用意方面达到语用等效。在语篇层面，译者没有恰当地再现原文的言语行为往往会导致译文交际的失败；语言使用者在社会机构中的权力和地位不仅会对语言形式，而且会对话语预期的言外之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Hatim和Mason（1997）对他们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认为：译者站在动态交际过程的中心，充当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协调者。一方面，译者要努力克服传达原文意义时遇到的交流障碍；另一方面，译者作为原语文本的“特权”读者，他阅读原文是为了产出译文，解码原文是为了重新编码译文。

除了Hatim和Mason的相关研究，Hickey（1998）一书收录了13篇论文，以不同的语用分析单元为视角探讨了语用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在区分句法单位与句子单位方面，Hervey（Hickey，1998）给句子定义为：赋予具有意义的语言单位有表达施为用意的功能。尽管它可以跨越文化障碍，但是文化差异给传达施为用意带来了困难。Malmkjær（Hickey，1998）通过研究Grice的会话含意理论发现，合作原则运用于文学文本的翻译时，译者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要理解发话人的话语，受话人须首先具备有关发话人实际用词方面的知识，这样，译者也就无权充当话语信息的协调者了。House（Hickey，1998）在批判性地回顾Brown与Levinson（1987）面子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文本中的礼貌等效，区分了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前者如同引文，能与原文的框架和语篇语境相互激活；而后者译文则无法激活原文所呈现的语篇语境，只有寻求等效的语言事件来传达作者的思想。Hatim（Hickey，1998）在社会语篇中研究文本的礼貌问题，包括表达话语的态度，体裁规约和保留实际文本的修辞目的等；译者横加干涉可能会产出不合时宜的归化性译文，而不是保留原文“异域性”的内容。在处理新、旧信息或者主位、述位关系方面，Knowles（Hickey，1998）的研究表明，译者不得不决定如何使用一切手段让译文语言传达出原文的主位、述位之间的关系。Fawcett（Hickey，1998）使用德语和法语语料研究了词的搭配关系和词的外延意义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为了让读者理解原文话语的语用前提，译者必须决定他的译文需要使用原文的明示还是改用暗示的方式。Richardson（Hickey，1998）使用西班牙和英语文本研究指示语的翻译，认为在没有原文语境和参与者（作者和原文读者）的情况下，为寻求语用等效须构建一个新文本，它的视野需联系到其他的现实情况。Zlateva（Hickey，1998）则更具体地使用语用替代和语用指称来探讨翻译中难以达到等效的跨语言的非共现现象（noncoincidence）。Schäffner（Hickey，1998）研究了政治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翻译问题，探讨了译者的调节作用，以及译者如何“背叛”原文作者“模糊”的交际目的。Higgins（Hickey，1998）研究了诸如词序，诗歌节律的停顿、诗韵等语言特征在译文中对传达原文言外之力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必须使用一定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读者中产生同样的效果。Hickey（1998）建议：一些清楚地说明施为用意的文本（如法律文本），其译文会有相同的效果，无需解释原文涉及的具体事实，但对于文学文本就不是这样了。

9.2.2　国内基于语用分相的翻译研究

何自然、段开诚（1988）认为，语用等值翻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做到施为用意等值。为此，译者必须认真研究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表达施为用意所使用的语言手段有些什么不同，注意它们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应该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解读出原文话语的施为用意，还要注意其力度和立意程度的一致。后来，何自然（1992）把这一观点系统化：语用翻译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别研究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的问题。在语用语言对比方面，要在翻译中达到语用语言等效，就必须注意原著的“语用用意”，注意从原著的角度看原文在语境中的含义；为求语用语言等效，就要注意将原作隐含在各类指示词语中的意向或语用用意清楚地表达出来；翻译中的语用语言等效包括要选择合适的译文语言形式来表达原文的意向或语用用意。在社交语用对比方面，为在翻译中达到语用等效，译者就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使用。我国从事汉英对比研究的知名学者杨自俭（1997：799）指出，何自然“在译学方面提出翻译要注意原语与译语在语用上的差异。主张将语用学理论用于翻译，解决原语与译语之间的‘语用—语言’和‘社交—语用’方面的等效问题”。他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开辟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钱冠连（2002）认为语用学可以研究翻译者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干涉的参与和干涉之下对多于话语字面的含义作出处理。他说，原叙述者叙述语言中的隐含意图与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必须保留在译文中；不能“没收”与取消某个语用隐含；不必平添一个语用隐含，或将原来字面上的明显示义译变为语用隐含。笔者同意钱先生的观点，因为，一方面，原文中的语用隐含是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某种意境效果（poetic effects），忠实地传达之，应该是负责任译者神圣职责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译者也应该把自己心目中的读者视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异域文化”的接受者，相信他们在认知处理译文时有能力推断出字里行间的语用隐含。换句话说，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作者在原文字面意义上遗留下来的语义空白。

在语用失误、语用等效的观点与实用文体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方面，张新红（2000）以实地收集的社会用语的英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用语英译中存在的各类语用失误，探讨了造成语用失误的背景和原因，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王银泉、陈新仁（2004）从标识语的交际信息失真、施为功能错位、语言礼貌蜕变、译文刻板不够贴切、地道等方面对标识语英译失误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约定俗成是标识语英译中不可忽视的原则。李怀奎、李怀宏（2004）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收集了广西、桂林八个景区167处标识名称的英语对应语，通过问卷方式对标识语汉译英进行语用等效的实证研究。他们认为：翻译景观标识名称时，要注意原语和译语的语用习惯和考虑语用等效问题。刘建刚、闫建华（2005）对告示类文本进行了语用等效翻译研究，认为译者要充分发挥语境的作用，不仅要充分调用文本内信息，而且应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文本外信息，扩大认知语境，运用恰当的照应词语和标识性提示语，增加关联度和互明度，以减少译语读者的处理努力，力争达到语用等效的目的。赵湘（2006）从中英标识语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差异对交际所产生的影响，并从语用的角度探讨中英标识语的翻译。李占喜（2005）在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论和Verschueren的顺应论的框架内探讨了译者汉译英语广告时的认知思维活动，并尝试性地提出一个基于语用等效广告翻译的语用观，帮助译者力图使译文达到语用等效，传达出原文广告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以及要表达的意境效果，从而在广告商和作为广告译文受众的潜在消费者之间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9.3　关联论与翻译研究

关联论为从语用角度来研究翻译提供了诸多启示（何自然，1997）：要准确理解原文必先重视原文的语境，通过对语境的分析，找出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取得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寻找关联，要靠译者的百科知识、原文语言提供的逻辑信息和词汇信息、原文的文化背景信息等一些对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译者应该处理好自己与作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的三元关系。翻译的关联论视角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他们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9.3.1　国外基于关联论的翻译研究

Gutt（1991）以关联论为理论框架，构建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把翻译视为一个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翻译研究的对象是译者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他把翻译解释为语际间引述（interlingual quoting），把关联论中语言使用的描述性用法和阐释性用法运用到语际间的语境中，并且界定翻译的概念类似于以直接引语交际的“直接性翻译”和以间接引语进行二次交际的“间接性翻译”。前者发生在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在交际线索和语义释义方面都相似的情况下，而后者则发生在原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在功能方面相似的情况下。Gutt感兴趣的是对直接性翻译进行理论上的解释。他认为，译文文本是与原语文本释义相似的一个可接受语段。他对翻译的论述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具有道德规范的译者，应该把原语文本中所有的交际线索阐释出来。

Gutt从关联论的角度深入、系统地探讨了翻译的动态过程，他构建的理论范式在西方翻译理论界争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Gutt的观点似乎受到了质疑与批评：不考虑翻译的目的，译者是靠什么来决定对作者意图的取舍与保留？在不同的翻译语境里，由谁、怎样来确定“关联等级”？Gutt对这些质疑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



Gutt的贡献在于对译者思维运作的过程作出了具有说服力的阐释，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1）过分执著于关联论，对此前其他学者发表的语用翻译观没有作过任何的评述；（2）没有指出在二次交际的情况下译文与译文读者出现的冲突与关联之间的关系；（3）认为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但这个提法似乎过于抽象：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怎样作出语境假设？具体在哪个层面上与目标语相关联？这些问题Gutt都没有作出详尽的说明；（4）他的研究没有涉及文化缺省的翻译问题。

Gutt研究问题不够深入也许有以下原因：（1）他所依靠的关联论在第一版中并没有清晰地界定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两个核心概念。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表述得不够清楚。事实上，在原文话语传达的最大关联的基础上，译者在与原文作者的跨文化对话中，结合原文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和百科信息，找出作者试图传达的最佳关联，这才是译者在译文中应该传达的。（2）他的翻译理论没有对文化缺损现象作出有力的阐释，也许那是因为他阐述的是具有相同古希腊、罗马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的英、德两种语言。可是，他的理论框架一旦套用到各具独特文化意象的英、汉语料中，就似乎觉得他的研究范式在处理文化缺损现象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了。

9.3.2　国内基于关联论的翻译研究

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翻译是一个对原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的趋同度。他还以关联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翻译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他（2001）还探讨了关联论和翻译的关系，认为两者有很好的兼容性；关联论对翻译现象（包括文化缺省）有着迄今为止最强的解释力。赵彦春是国内较早深入研究关联翻译理论的学者之一。他的文章在当时国内翻译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引起了较大反应。王斌（2000）发表了与其不同的学术见解，认为，关联论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最佳关联赖以存在但偏偏缺省了的文化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而文化缺省得不到传递，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出全面的解释了。对于两位学者在观点上的分歧，张春柏（2003：15—17）认为，“产生这种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准确理解关联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Gutt关于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的思想”。然后，他重点讨论了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思想，通过对文学翻译实例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澄清了人们对关联理论的一些误解，从而证明了这个理论对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跨文化语言交际有着充分的解释力。张新红、何自然（2001）讨论了语用学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发以及语用翻译的实际运用，并认为翻译的语用观实际上是一个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动态的三元翻译观。马萧（2003）依据关联论，从认知的角度对英汉话语标记语进行分析，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善于识别原文中的话语标记语，领会其语用用意，理顺标记语前后话语之间的关系，并注意两种语言使用话语标记的差异，灵活处理，译出其语用功能。冉永平（2006）认为，翻译涉及语用维度，需要对信息空缺、信息断点等进行语境补缺及语用充实。一方面需要对原语进行以语境为参照的信息补缺，获取交际信息；另一方面需要对译语进行以读者为中心的语用充实与顺应，选择得体的译语形式，也即寻找原语与译语之间的最佳关联，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语用等效。王建国（2009）对关联论的意义观和意图观进行了追根溯源；综述了中西翻译意义论和翻译意图论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关联的翻译意图论；对文化翻译、回译等多种翻译现象进行了探讨和思考；提出了含意翻译和明说翻译两个概念；探讨了翻译交际行为中影响隐化和显化的因素等。

李占喜（1999）以关联论为理据，提出“关联域”这一概念，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思维运作的跨文化区域”，内容主要包括：翻译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跨文化交际过程，其研究对象是译者的大脑信息处理机制的运作过程；译者作出语境假设、寻找关联时，他的思维必须与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译者必须履行责任，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者应在原文文本明示的基础上，根据原文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以及它的百科信息作出语境假设，寻找关联。“关联域”能较充分地解释文化意象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亏损现象。下面我们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1）文化意向错位与文化亏损。所谓“文化意向错位”，即“不同民族对相同的文化意象所赋予的不同的文化内涵”。下面，我们从“关联域”的角度对译者处理英汉两个民族共有的文化意象的过程进行分析，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需要传递文化意象时，由于错位而导致信息意图或者交际意图出现的文化亏损。

（1）a．悼红轩（《红楼梦》第一回）

　　　杨译：Mourning-the-Red Studio　　霍译：Nostalgia Studio

　　　b．怡红院（《红楼梦》第十八回）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House of Green Delights

　　　c．怡红公子（《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杨译：The Happy Red Prince　　　霍译：Green Boy

在这三组译文中，值得注意的是，杨氏（杨宪益夫妇）直接翻译了“红”字，而霍氏（Hawkes）尽力避免使用“red”一词，尽管在英美读者的认知语境中“red”是最佳的对等词。为什么？在翻译的过程中，两部译著的大师们肯定都会使他们的思维与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以及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他们对“红”字不同的处理方式很好地说明了英汉两个民族赋予“红”字以不同的文化内涵，或者说在两个民族的理解上出现了文化意象的错位现象。“红”字经常被生活在汉语文化语境中人们使用，并且他们很喜欢用红色的东西装饰自己的居室。“红双喜”是传统的喜庆象征，“开门红”代表好运气。还有红色象征革命和社会主义，如红色根据地等。然而，在英美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正如John Lyons（1987：314）所指出的，“对红色的定义可能在原型上与血或火有关”，“红”字也就含有某种负面的意义。红色在交通标志上代表着危险和警告。

霍氏的译文近乎释义，表达的是曹雪芹的交际意图，而不是译者的信息意图。他的译文可以使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英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因为他的译文不会使译文读者感到不愉快或者尴尬，但是汉语认知语境中红色的文化内涵在霍氏的译文里就出现文化亏损了。

我们再回到上面引用的例子进行具体分析。“悼红轩”暗示着故事的主人公或者叙述者对姑娘们逝去的哀悼之情，并且这一标题象征对她们的哀悼之意。霍氏译为“Nostalgia”离题太远，仅仅只含有感伤的怀旧或者恋家之情。这说明在他寻找对“悼红轩”的关联时，作出了不恰当的语境假设。因此他没有能够抓住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文化意象的亏损也就自然出现了。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建立在正确的语境假设之上的，他们找到了最佳关联，把“悼红轩”译为“Mourning-the-Red-Studio”，因为“红”字在中国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可以用来象征女人。例如，汉语成语“红颜薄命”中的“红”就含有此意。杨宪益夫妇成功地传达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在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由于红色与血或火有关，西方读者在理解时会出现文化意象的错位，恐怕他们的译文不能使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西方读者可能不知道“red”指的是女孩子，因此交际意图或多或少会出现文化亏损。

现在我们聚焦剩下的两个例子“怡红院”和“怡红公子”。笔者认为霍氏把“红”字译为“green”使汉语读者感到不自然，也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在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英国人喜欢“红”字的程度并不比中国人差。

（2）To know how much spring pervades amid flowers,

　　Just peer at the delicate shades of green and red
 .

　　预知花间春多少？但看绿红
 浅与深。　　　　　　　　　（黄龙译）

（3）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　　　　　　　　 （A Red Red Rose by Robert Burns，王佐良译）

对于英语读者来讲，接受中国认知语境中“红色”的文化内涵是可能的。例如，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中的许多镜头都弥漫着红色，在西方已被广泛欣赏和认可。我们还想指出的是，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越来越频繁，文化之间的差异也会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逐渐缩小，没有过分的必要一味地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程度。要相信译文读者的阅读视野会不断扩大，对于文化意象的理解过程不会像译者想象的那么漫长。

2）独特文化意象与文化亏损。由于英汉两个民族历史渊源不同，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自的文化系统都积淀了属于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所谓“独特的文化意象”，我们指的是“具有汉语民族特色或者英语民族特色，而在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不存在的文化意象”。由于译者百科知识的欠缺，在翻译独特的文化意象时常常在表达信息意图或者交际意图时出现文化亏损现象。

（4）东篱
 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

（a）With the evening almost gone, I sip my wine near the east fence
 ,

　　　Where chrysanthemums are in bloom.

　　　My sleeves hold a slight fragrance thence.（徐忠杰译）

（b）At dusk I drink before chrysanthemums
 in bloom;

　　　My sleeves are filled with fragrance and with gloom.（许渊冲译）

“东篱”在汉语的认知语境中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意象。在译文（a）与（b）中它分别译为：the east fence和chrysanthemums in bloom。译者要准确翻译“东篱”，就必须对这个词作出恰当的语境假设，要寻找出最佳关联。众所周知，“东篱”源自陶潜的《饮酒》诗第五首：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陶潜的诗是写实，“东篱”指的就是“东面的篱笆”，同时也表明“东篱”下种植的是菊花。译成“the east fence”和chrysanthemums in bloom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了。但是，如果深入一步，理解到陶潜酷爱菊花高洁不媚俗的品质，并表明自己一生淡泊名利，人品高洁，加上后人对“东篱”的引用，如：

报使君多泛菊，更将弦管醉东篱
 （岑参《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长水》）；

漫绕东篱
 嗅落英（苏轼《戏章质夫寄酒不至》）；


东篱
 把酒黄昏后（李清照《醉花吟》）。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东篱”已成为“激发语”（Nida，1982：56），唤起读者对陶潜式田园生活以及作为高洁象征的菊花的联想，亦即作者试图传达给读者的交际意图。另一方面，后人不断使用“东篱”，其联想意义已在读者头脑中产生“互文主观效度”（intersubjective validity）（Cluysenaar，1976：7），即通过“东篱”表达出一种明确的交际意图。可见，“东篱”这一文化意象在互文性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其借用范围不断扩大，内涵发生了如下的文化流变：

东面的篱笆或泛指篱笆→菊花→种了菊花的一片地→花园→隐居处→隐居生活→作为隐居田园诗人的陶潜→脱俗的精神。

我们再回到译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努力使自己的思维与原文作者李清照的认知语境相关联，同时也必须与英美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译文（a）忠实地传达了“东篱”一词所蕴含的信息意图，但英美读者由于其对汉文化百科知识欠缺未必能联想到“东篱”这一互文丰富的文化内涵——高洁不媚俗，脱俗的精神。因此，译文恐怕不能使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英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文（b）的处理方法照顾到了译文的韵律、节奏，但其信息意图出现了文化亏损，如果加上脚注点明“东篱”的文化内涵，便可以更好地传递“东篱”这一文化意象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文化亏损或许可以避免。

（5）欲去牵郎衣，郎今到何处？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

　　　You wish to go, and yet your robe I hold.

　　　Where are you going—tell me, dear—today?

　　　Your late returning does not anger me.

　　　But that another steal your heart away.
 （Fletcher译）

要翻译好最后一行“莫向临邛去”，译者必须对独特的汉语文化意象“临邛”作出语境假设，寻找关联。但是，该文化意象在英美的认知语境中是不存在的。在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中，“临邛”指现在的四川省邛崃县，是汉代司马相如在客游中与卓文君相知相恋之处。该文化意象用以借喻男子寻觅新欢之地。在这首诗中，“莫向临邛去”的文化内涵（或交际意图）是女主人公希望丈夫离别后不要在外另觅新欢、弃家不归。从译文我们可以看出，译者避过“临邛”不译，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采用了间接性翻译策略，因而出现了文化亏损，英美读者也失去了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典故产生联想的机会，这样他们就抓不住“临邛”的文化内涵。同时导致了传递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出现了偏离。原文末句的交际意图是主人公恳求丈夫不要步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后尘，用意比较含蓄。但译文意思过于直露，矛头明确指向那个要偷走她丈夫心的“第三者”，既不符合原文，更不符合女主人公的身份。因此，我们认为译文释义没有理会原作传达的信息意图，而只求相似于原作的交际意图了。

翻译文化意象的过程是，译者在两种不同的认知语境中进行的认知推理的跨文化交际过程。译者必须使他的思维与原文作者的认知语境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相关联。由于文化意象承载着浓厚的文化色彩，所以，译者在作出语境假设，寻找最佳关联时，需要付出较大的推导努力才能得到最大的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在文化意象明示信息的基础上努力领会其文化内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出现信息意图或者交际意图的文化亏损。其原因有：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就原文文本作出语境假设，对文化意象寻找关联。虽然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可能存在对应的文化意象，但是由于不同的认知语境，英汉两个民族对同一文化意象的理解往往产生错位，译文通常也就只能传递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而让交际意图出现文化亏损。换言之，译文不能使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如果把翻译看成是一种释义性相似语段，那么译文释义就只能是与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相似，而不是与交际意图相似了。

在翻译独特文化意象的过程中，译者在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中作出语境假设和寻找关联时，如果译者采用直接性翻译策略，他的译文释义通常只相似于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不过，由于译文读者缺乏有关该独特文化意象的百科知识，译文常常不可能使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因而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就会出现文化亏损。如果译者避开该独特的文化意象采取间接性翻译策略，那么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又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亏损。

9.4　顺应论与翻译

受达尔文物种竞争、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的启发，比利时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Verschueren在他的《语用学新解》（1999）中提出了语用综观论和“顺应论”（Theory of Adaptation）。根据这一理论，语言同样存在适应性的问题：语言的使用就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语言使用者都会做出种种选择，这是因为语言具有商讨性、变异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的严格按照形式－功能的关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基础上完成的；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顺应性是指语言能够让它的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达到成功的交际。根据语用综观论和顺应论，语言使用要在四个方面顺应：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我们可以从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顺应性的四个方面来考察它在翻译中对语言选择所起的导向作用。

9.4.1　翻译中的语境关系顺应

顺应论认为语境产生于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由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组成，是由不断激活的语境因素和一些客观存在的事物动态生成的，会随着交际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交际语境涉及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理世界方面的因素。物理世界因素主要指时空的指称、照应关系等；社交世界因素指一定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中制约交际者言语行为的交际原则和准则；心理世界因素体现在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意图等认知和情感因素中。这就要求译者要利用他们所具备的东西方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交际语境来翻译文本和校正译文，例如：

（6）犬子将于下月结婚。

（6a）My little dog is getting married next month.

这是翻译界的一个经典笑话，讲的是一位中国人给他的一位英国朋友写了封内容为“犬子将于下月结婚”的喜帖，结果却被翻译成（6a）中的译文。为了避免学生出错，教师可以提示相关交际语境：这里涉及的物理世界因素主要是空间上的，即中英两个国度，社交因素是汉语用犬子、小儿和小女分别指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在英语中却没有相应的社交谦称准则，而心理因素则是身为父母的写信人把自己即将迎娶儿媳的喜悦心情隐藏于低调之中。根据原文的基本意思，可以有如下译文：

（6b）My son is getting married next month.

（6c）My sons are getting married next month.

但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儿子结婚呢？尽管原文没有明确体现出来，但顺应语境，十之八九指单数，多数的可能性小，所以（6b）较（6c）更为贴切。

除交际语境外，翻译时还要结合语言语境，即上下文语境，包括语篇衔接（contextual cohesion）、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线性序列（sequencing）等方面的内容（Verschueren，1999：104—108），它们与下文的语言结构顺应有着直接联系，故这里不赘述。

9.4.2　翻译中的语言结构顺应

语言结构顺应指语言结构和构成原则的选择。在交际语境的制约下，语言结构顺应涉及发话人的文化背景、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语言策略等方面；在语言语境的制约下，它还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话语构建成分和原则的选择。因此，翻译时不仅要在语音语调、词素词汇、分句主句、命题等语言结构层次上进行选择，还要保持文体风格、论述主题、逻辑关系等的和谐一致。要达到这些要求，就要选择合适的言语行为、语篇类型，还要遵循语篇衔接和连贯等话语构建原则。翻译中要注意语言结构的顺应性：

（7）"But, although you are the youngest man that ever lived," said Charles Darnay, rather hesitating, "I must still suggest to you—." (A Tale of Two Cities)

很多人会译为：

（7a）“尽管你是最年轻的，”查尔斯·达内有点犹豫地说，“我还是要劝你——”

这段译文让人误以为文中受话人Lorry是个小伙子，而根据原文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记》）的文本信息，他已经年逾古稀，但Tellson银行的职员岁数都很大，他还算是岁数最小的。而且，这段译文也与下文不和谐，对Darnay话中的youngest Lorry的回应是：“I understand. That I am too old？”said Mr. Lorry。因此，结合语境考虑话语结构顺应，恰当的译文应该是：

（7b）“目前银行里虽你岁数最小，”查尔斯·达内有点犹豫地说，“我还是要劝你——”这样的译文结构才符合上下文语境，不至于显得很唐突。

9.4.3　翻译中的顺应动态性

顺应论认为意义是语言结构经交际者的选择在语境中动态生成的，是语言结构、语用策略等动态顺应的产物。顺应的动态性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Verschueren，1999：148—151）：时间维度，交际是一个印有时间痕迹的动态“过程”（process），受时间变动的影响：语言选择发生在特定的交际状况和听众出现的时候，之后会产生一些结果。语言选择是否有效也得在一定的状况产生作用后才看得出来；语境维度，语境是动态的，对语言选择起制约作用，交际双方所处的社会关系、认知心理状态、主观愿望、所谈话题等都影响动态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和顺应；话语结构维度，语言结构总是按线性序列出现，话语结构制约着句子的词序和传递信息的先后，但这并不突显语言使用的动态性样貌：交际者不只是按线性语言死板地进行交流，还可以凭借记忆力回顾前文或预览下文，使语言结构灵活多变，顺应动态的语境。我们从事翻译时也要注意语言动态顺应的灵活性：

（8）Jenny: Are you stupid or something？

　　　Forrest: Mommy says stupid is as stupid does.

试比较以下两组译文：

（8a）珍妮：你是傻瓜吗或者——？

　　　阿甘：我妈妈说傻人做傻事。

（8b）珍妮：你傻吗？或者只是有点笨？

　　　阿甘：我妈妈说傻瓜有福气，笨蛋能成器。

例（8）出自美国知名电影Forrest Gump中一段台词，语境是Forrest在第一天上学的巴士上，其他同学看他呆头呆脑、腿又有些残疾，都不许他坐在自己身边的座位上，只有Jenny请他坐下。显然，上面两个译文（8b）上乘一些，因为译者把握了语言结构与语境间的动态顺应：文中的第一个stupid应该作形容词用，而第二个是美语中的口语用法，是名词，意为“傻瓜，笨蛋”；something一般作代词用，这里却是作副词用，意为“有点儿，些许”。而它们的使用又体现了语言结构与语境之间的动态性：Jenny是个善良而又有同情心的小女孩，她用形容词stupid再加上一个不确定的something小心翼翼地询问对方，避免使用露骨的字眼来冒犯他人；而Forrest特别崇拜自己的母亲，他幼时跟人说话几乎都是以Mommy says开头的，对自己被称为“傻瓜”也不是很敏感。译文（8b）体现了这种动态性，而（8a）就没能体现。

顺应的动态性用于处理英汉翻译中出现的语法差异问题：英语中用时态来表现时间概念，汉语动词却没有时态这一语法范畴，要表示不同时间，往往需要加时间状语。因此，在翻译教学中要从时间维度顺应，例如下列译文中加了时间状语“那一天”：

（9）It is like a dream to me now, floating through my mind in slow motion. Many children were playing close to the water, and we were stunned by their ignorance and daring.

（9’）现在回想起来，就仿佛是一场梦，当时的情景还在我脑海里缓缓浮动。那一天，许多孩子在靠水边的地方玩耍，他们那样大胆，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我们非常吃惊。

9.4.4　翻译中的顺应意识突显性

语言选择不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有些是不自觉的，而另一些则可能有强烈的意图。这种意识程度的差异体现了顺应过程的意识突显（salience），即语言使用者在语言使用中的元语用意识彰显程度（Verschueren，1999：67，173）。意识突显程度的差异可以体现在：心理方面，因为言语交际涉及感知和表述、计划和记忆；社会方面，社会规范影响着交际双方的语言顺应。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不同会影响语境、语言结构和交际双方关系的变化，导致语言结构选择的差异。就翻译这一特殊交际模式而言，通过使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如词汇翻译中的移植法、增减词法、转换法等，句子翻译中的换序法、断句法、合句法等，习语翻译中的折中法、归化法、异化法等（冯庆华，2002），使译文更好地顺应译入语文化和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突显原文意义。这里略举几例：

（10）Those were the words that were to make the world blossom for me, "like Aaron's rod, with flowers".

（10’）后来就是这些词把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就像《圣经》里说的“亚伦的杖开了花”一样。

（11）班门弄斧

（11’）to show one's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12）可怜两个强徒，化作南柯一梦。

（12’）Poor ruffians, their lives vanished like a dream.

例（10）（出自Helen Keller的The Story of My life）的译文（10’）使用了增词法，译者有意识地增加了提供文化背景知识的定语，能更好地顺应读者的文化背景，因为中国读者对“亚伦的杖开了花”（出自《旧约·民数记》第17章第8节）并不熟悉，尽管西方人都熟悉。同理，例（11）中，西方人不熟悉中国传说中的木匠鼻祖“鲁班”，所以译者有意识地加上the master carpenter这一同位语成分，也顺应了译入语语境和读者的文化背景。而在例（12）（出自施耐庵的《水浒传》第六回）中，译文却把专有名词“南柯”略去了，因为它的意义对整个译文并不是举足轻重的，译出来还可能不利于读者理解。换言之，不译出来更有助于突显意识。

9.5　关联-顺应论与翻译研究

“关联-顺应研究路向”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李占喜，2007）：在翻译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译者在原文认知语境中寻找关联，正确认知和处理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另一方面，又要求译者在最佳关联的引导下，以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方式对其作出动态顺应，从而使他们在译文话语中正确把握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满足其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使翻译这种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实现。该理论范式旨在研究译者思维在翻译过程中的运作；研究的目标在于揭示译者潜在的交际能力。徐盛桓教授认为，这项研究“丰富和补充了以前一些以关联论为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观点”，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罗选民教授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研究。他认为，该项研究“将翻译过程分为语篇释意的交际过程和语篇产出的交际过程。前者是一个寻找关联明示推理的过程，而后者是考虑如何让语言选择与读者的认知达到和谐。虽然与西方学者尤金·奈达的分析一重构有相同之处”，但它“在方法上更具有阐释性和可操作性。……将关联论和顺应论相结合，加强了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是对Gutt关联翻译理论的发展和补充”。何自然教授认为，该项研究“对翻译过程作出了有见地的阐释，并具创见……”（李占喜，2007）。

这项研究是在关联论和顺应论的框架内，结合社会心理学理论提出了一个“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语言选择和语用翻译策略必须聚焦于传达作者的意图，使译文读者不至于付出不必要的推导努力来获得原文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译者在重构作者的信息意图时，他所选择的语言和翻译策略力求达到与作者试图传达的相似的语境效果，以便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在译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中，译者一方力图使译文满足译文读者的认知，为译文读者所接受。译文读者一方，在阅读中不但理解到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同时还努力做到在认知上与译者取得和谐。

9.5.1　作者与译者间的关联

作者产出原文话语，一般有两个目的：其一，使原文读者在心理上产生语境效果；其二，减少原文读者为认知该话语而付出的推导努力（Sperber & Wilson，1986/1995：202）。同样的道理，在译者一方，作为作者替身的再创作者和协调者，他的语言选择也应该达到两个目的：使译文读者在心理上出现认知和谐；减少他们为认知译文而付出的推导努力。如果译者没有理解作者的交际意图，或者他选择的语言不能够符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交际双方的认知就会出现不和谐，从而会在译者的心理上产生压力。为减少译文读者认知出现的不和谐，译者必须找出与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选择适当的语言将它传达出来。理性的译者会认真地选择语言，使他的译文产出语境效果，并且不会使读者付出不必要的推导努力去发现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也可以使读者通过译者对作者信息意图的重构而获得近似于作者试图传达的语境效果。

在与作者的跨文化心理对话的过程中，译者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达到自己认知与作者意图取得和谐的动态过程。没有正确阐释作者的意图，译者无法成功传达，就会感到有压力。因此，译者不得不根据原文话语的词汇信息、逻辑信息、百科信息作出语境假设，找出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只有这样，译者才会有认知上的和谐，这是他能够正确选择语言来满足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前提条件。

9.5.2　信息／交际意图的翻译

为了确保读者的认知和谐，译者产出的译文必须给读者明晰传达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必须判断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可能共有哪些语境假设。在此基础上，译者将决定如何把作者的明示和暗含意义传达出来。我们根据译者传达作者意图的方式，将翻译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分析如下：

1）翻译中理想的跨文化交际是：译者成功地传达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并使二者与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相吻合，即翻译中理想的跨文化交际。

（13）“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
 ”，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a．The old saying,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woul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 simply means the masses have great creative powers.（王佐良译）

　　　b．The wit of three cobblers combined surpasses that of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冯庆华，2003：60）

　　　c．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surpass Zhuge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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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ster mind.
 （冯庆华，2002：424）

　　　d．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包惠南，2003：161）

在作者一方，毛泽东会把他的信息意图“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明晰地传达给汉语读者。他相信从他的信息意图中，读者会解读出他的交际意图：“人多智广。”在译者一方（我们以译文（13）a来分析），作为潜在的英美读者中的一员，译者做出语境假设，进行推理并获得与作者的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人多智广。”找到最佳关联之后，译者据西方人的认知语境作出相应的语言选择。由于英语中没有“诸葛亮”的对应词，（13）a的译者不得不考虑如何使他的语言选择顺应译文读者，并且使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与他们的审美期盼相吻合。为此，他的译文用了作者的明示，“three cobblers, Zhuge Liang”，再带上该明示的暗含信息，“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the master mind”。（13）a以外的其他译者都正确处理了与作者交际意图相匹配的最佳关联。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心理角度使其译文选择顺应英美读者。不同的译文反映出译者所作语言选择的潜在范围，同时也表明：目标语的语言选择，只要传达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它是灵活多样的。上述（13）a、（13）b、（13）c和（13）d各例都确保了译文读者和译者之间的成功交际。

（13）a和（13）b表明：两位译者出于把中国的文化意象传达给西方读者的考虑，他们选择了顺应西方读者的语言，力求符合后者的认知和审美期待。（13）c采用了加脚注的语用翻译策略，为的是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13）d的译者选择的语言刻意营造出一种意境效果，力图使译文读者读后联想到类似西方的谚语。

2）翻译中妥协的跨文化交际：在处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时，译者成功地传达出作者的交际意图，却牺牲了其信息意图。这种间接性的语用翻译策略仍然可以满足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可以说是翻译中妥协的跨文化交际现象。我们再看例（11）。当（11）d的译者意识到在西方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没有相对应的“诸葛亮”的语境假设时，他的语言选择是为了减少西方读者不能够很好理解这一中国独特文化意象的心理负担。译文虽然牺牲了作者的信息意图，使英美读者失去了认知文化承载语“诸葛亮”的机会，但传达出作者要表达的“人多智广”的交际意图。

3）翻译中极端妥协的跨文化交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受到目标语认知语境的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制约，译者在译文中要对作者的信息意图刻意重构，这是翻译中的一种极端妥协的跨文化交际现象。

译者对作者的信息意图进行刻意重构，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认知和谐。一方面，他试图传达出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为的是要尽一个译者应尽的职责（这时他的译文可能不符合读者的期望）。另一方面，译者又被迫向目标语认知语境的某些因素妥协。（这样，译文就会与作者试图传达的意图出现某些偏移。）译者最后的选择是很为难的，因为他不想让读者付出过多的努力去追溯源作者的意图或追究经他刻意重构后产生的语境效果。

（14）Premises: Either the Anarchists or the Communists will win the final victory.

　　　The communists won't.


　　　Conclusion: The Anarchists will win the final victory.


　　　a．前提：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获胜
 ，

　　　　结论：共产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
 。（注：译者有改动）（王维贤译）

　　　b．前提：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共产主义者不会获胜
 ，

　　　　结论：无政府主义者将获得最后胜利
 。

为什么译者语言选择是（14）a，而不是（14）b？原文作者有一个顽固的信念：共产主义绝不会取得最后胜利。在翻译时，在选择目标语传达作者意图时，译者会因为所处社会的政治环境和要求而不得不面临如何处置的心理压力。

如果采用直接翻译策略，选择译文（14）b来传达作者的意图，译者的立场就受到考验。如果采用了间接语用翻译策略，选择了（14）a作为译文，译者显然是完全歪曲了作者的意图。在这场激烈的思想冲突中，译者最后还是顺应了他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求满足中国读者和译者本人的认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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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尝试提出了“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认知和谐原则”，以揭示译者译文选择背后的心理动机，它可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讲，翻译是一个译者努力确保译文读者认知和谐的一个动态心理过程。从实践上来讲，这一原则可以赋予译者更多自由选择语言的空间，直到感觉其译文能顺应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或认知和谐方面的期待。

9.6　语用翻译研究前景与展望

随着语用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来阐释翻译研究的相关问题。目前，在国内语用学界，关联论和顺应论是研究的热点，这些理论将直接影响国内学者探讨语用翻译的研究取向。可以预见，以关联论和关联翻译理论为视角的翻译研究会进一步深入、系统化；实用文体方面的翻译研究将会突破“坚冰”，未来的研究成果会逐步出现；文化缺省及翻译补偿、文学翻译批评、戏剧翻译、外宣新闻翻译、网络新闻翻译、幽默翻译、影视翻译、话语标记语翻译、广告翻译、商标翻译等方面的研究也会有所突破。在研究方法上，语用翻译应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和实证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向。翻译界的学者们大都采用理论演绎和译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虽然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倡导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一些实证研究，但由于翻译学科的性质及其研究的复杂性，实证研究仍然是举步维艰。尽管如此，语用翻译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理论演绎定性研究的不足，减少其中的主观性，提高翻译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练习题

1．关联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请对Gutt关联翻译理论做出评论。

2．请谈谈你对国内语用翻译现状的看法。

3．关于“关联论是否对文化缺损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观点有较大的分歧。请对此问题谈谈你的观点。

4．从顺应论的角度分析下列四例译文：

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Francis Bacon: Of Studies)

译文1．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采，足以长才。（王佐良译）

译文2．读书能给人乐趣、文雅和能力。　　　（廖运范译）

译文3．读书可以怡情养性，可以撷拾文采。　（王　楫译）

译文4．读书予人乐趣、赋人文才、长人才干。（周　仪译）

文献选读

Put more generally, in interpretive use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comes across as a 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what the reporter intends to convey is (a) presumed to interpretively resemble the original — otherwise this would not be an instance of interpretive use — and (b) the resemblance it shows i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that is, is presumed to have 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without gratuitous processing effort. This no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seems to capture well the idea of faithfulness, and Sperber and Wilson have, in fact, stated that in interpretive use "the speaker guarantees that her utterance is a faithful enough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ginal: that is, resembles it closely enough in relevant aspects" (Sperber and Wilson, 1988a: 137).

This brings us back to the question briefly raised in chapter 2 (p. 41: is this general notion of faithfulness for translation or is it not perhaps too vague — after all, 'close enough resemblance in relevant aspects' does not seem to determine anything very concrete?

The answer is that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eavily constrains the translation with regard to both what it is intended to convey and how it is expressed. Thus if we ask in what aspects the inten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should resemble the original, the answer is: in respects that make it adequately relevant to the audience — that is, that offer adequate contextual effects; if we ask how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expressed, the answer is: it should be expressed in such a manner that it yields the intended interpretation without putting the audience to unnecessary processing effort. Hence considerations of relevance constrain both the intend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way it is expressed, and since consistency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is always context-dependent, these constraints, too, are context-determined.

These conditions seem to provide exactly the guidance that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s have been looking for: they determine in what respects the translation should resemble the original — only in those aspects that can be expected to make it adequately relevant to the receptor language audience. They determine also 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be clear and natural in expression in the sense that it should not be unnecessaril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Excerpted from: Gutt, E. -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2000: 106-107).

注释


〔1〕
 　有关这方面的综述，可参见王建国（2005）。


〔2〕
 　原文的脚注为：Zhuge Liang: a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220 A. C 265A. C), who became a symbol of resourcefulness and wisdom in Chinese folklore（见冯庆华，2002：424）。


〔3〕
 　一般说来，这个例子的译者可以直译，然后加注表明自己与作者意图完全相反的观点或立场，而不必随意更改作者的原意。译者这里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出自目标语认知语境的要求：这是逻辑学中讲解有关“前提”的一个例子，译者可能认为，为了满足译文读者和译者的期待，只要把前提这个概念说清楚，刻意改动这个例子的原意也未尝不可。


第十讲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导读：语用学研究的是特有语境中的话语选择和理解，而文化因素则是构成语境的重要成分。跨文化语境下的语用学需要分析不同的文化对于话语选择和理解的影响，同时也需要回答语用解释的文化差异是否会威胁语用原则的普遍性。此外，跨文化语用学对于外语教学也有启示意义，它探讨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实施和理解第二语言的言语行为，以及如何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语用能力。

10.1　引言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问世以来，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得到了广泛发展。简单来说，跨文化交际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张红玲，2007：22）。“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概念是“文化”，然而“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文化的理解视角不同，导致对文化的定义也各不相同，文化定义甚至有200多种的说法（何自然、陈新仁，2004：180）。Geertz（1973）（转引自张红玲，2007：26）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意义系统，决定人们作为社会成员对世界主要事物的感知。胡文仲和高一虹（1997：8）对文化的定义较为宽泛，将文化看作特定人群的整个生活方式，涉及日常生活和习俗，也涉及隐藏在习俗之后的价值观念。林大津（1996：25—26）对文化的定义更为全面，也更有层次感：他将文化分为深层与表层两个层面，其中深层文化包括历时的历史传统和共时的信念，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时空观、语言系统、思维模式、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表层文化包括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鉴于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在跨文化交际中需要涉及的因素也极为广泛，甚至很难穷尽。张红玲（2007：31—38）综合国外相关研究，认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框架可以基于六个文化层面，任何文化群都可以在这六个层面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六个层面分别是：高语境-低语境文化、多元时间-低元时间文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强不确定回避-弱不确定回避文化、高权力距离-低权力距离文化，以及女性化文化-男性化文化。应该说，这些跨文化研究基本上涉及了文化研究的主要方面，并且突出了各个层次的差异在交际中的体现。

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我们不难发现，跨文化交际与语用学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我们如何界定语用学的学科性质
〔2〕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交际中的实际使用的学问。用Leech（1983）的话来说，语用学要回答的问题是：What did S mean (to convey) by saying X？其中S指的是说话者（speaker），X是说话者的言语。也就是说，语用学需要研究的是，某个说话者在交际中的话语要表达的实际意图是什么。由于交际总是涉及至少两个个体，而每个交际个体都携带了各自的文化因素，这就意味着在交际过程中，文化因素会影响发话人的言语选择，也会影响受话人对话语的理解，而话语的选择和理解则是语用学研究的核心。如果两个交际个体来自相同的文化圈，那么两者在文化上就会有共性，这种共性确保文化因素不会干扰话语的理解。相反，若两者来自不同文化，两者的文化差异会影响交际的正常进行。比如以下这个例子（1）:

（1）A：你今晚就在我们家吃顿便饭吧。

　　　B：不了，不了，太麻烦了。

　　　A：麻烦什么？随便炒几个菜，很快的。

　　　B：我还是回去吧，反正还不饿。以后再来打扰你们。

　　　A：哎呀，都在这儿了。反正我们也要吃的，就随便吃点吧。

　　　B：那……那……，我就不客气啦。（Leech，2005）

以上例子的交际双方都是来自中国文化圈。在这个对话中，尽管B连续推辞，A依然坚持请B在家吃饭。这是由于A和B来自同一个文化，因此A了解B的推辞并不仅仅是坚决反对留下来吃饭，而有可能是出于礼貌的推让。相反，试想如果A来自西方文化并且对中国文化完全陌生，即这个对话是一个跨文化交际，那么A就完全可能在B第一次推辞以后就假定B的推辞是真心实意而不是出于礼节，从而不再坚持邀请。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交际中话语理解的错误。

根据跨文化语用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语际语用学属于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关注二语学习者在语际语言使用过程中的理解与表达问题，尤其关注在二语使用过程中发生的语用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应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语用能力，促进学习者的跨文化交流。在全球化语境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语用能力，要加强外语文化的输入，同时也要加强学习者母语文化的教育，使学习者在保持母语文化身份的同时进行平等的跨文化交流。

10.2　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视角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讨论文化因素在语用学主要课题中的体现；探讨某个特有文化现象在交际中的规律。跨文化因素在语用学理论中的作用不仅仅增强了话语交际的解释力，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们对于语用原则本质的争论，即语用原则究竟是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我们认为，语用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但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例如，合作原则以及言语行为具有超脱特有文化的普遍性，而特有的文化因素则构成了动态语境的一部分，影响了各种交际原则和言语行为的实现形式。礼貌主要是一种文化体现，因此礼貌原则的普遍性是基于文化中的普遍共性，而某些文化中的特有因素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中还有其他非普遍的原则。

10.2.1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综述

事实上，从语用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开始，文化因素就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如早期的Brown和Levinson（1987）和Leech（1983）都涉及了交际中的文化因素。Wierzbicka（1991）更是以“跨文化语用学”（Cross-cultural Pragmatics）作为主标题。国内外的主要语用学教材（如Verschueren，1999；Mey，2001；何兆熊，2000；何自然、陈新仁，2004等）都设有跨文化语用学的章节。概括起来，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讨论文化因素在语用学主要课题中的体现；第二类探讨某个特有文化现象在交际中的规律。我们在本节将简要介绍这两类研究。

第一类研究尽管不尽相同，但出发点都是探讨语用学经典课题下文化因素的体现。涉及的课题主要有言语行为、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以及前提等。以言语行为为例，自1970年代起，就有大量研究涉及不同文化中各种言语行为的体现形式，如Blum-Kulka，House和Kasper（1989）所做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该项目主要探讨了德语、希伯来语、丹麦语、英语等语言中“请求”和“道歉”两个言语行为的不同体现形式。其他类似研究有Hong（1998）对于汉语和德语中“请求”的研究、Fukushima（2002）对英式英语和日语中“请求”的对比研究等。Huang（2007：119—122）指出文化因素对于言语行为的三个影响：第一，同一个言语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会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传达。比如，何自然和陈新仁（2004：185）指出，同样的表示问候的言语行为，英语中会用“Hello”或者“How are you doing？”这样的语句，而汉语则会用“吃了吗”、“去哪”等语句。很明显，汉语的问候语如果直接翻译成英语，很难达到问候的效果，而究其原因，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第二，对于某个特定的话语环境，不同的文化中会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比如在英语文化中，当离开一个就餐聚会时，一般客人会实施表示感谢和赞美的言语行为，而在日本文化中，在类似的情况下，客人会实施表示道歉的言语行为（如“很抱歉打扰您了”）。第三，同一个言语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得到不同的回应。以“夸奖”言语行为为例。在英语语境中通常的回应是表示感谢，而在东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文化）典型的回应则是自贬（如“哪里哪里”或者“没有没有”）。我们再以合作原则为例。何兆熊（2000：258）提到一个印度的例子：在印度，如果问当地人到达目的地还有多远时，很可能得到类似“不远，走路只需一小时”这样的答复，而事实上则可能要走一天。印度人的类似回答违反了“质原则”，目的是不想告诉别人坏消息使他们失望。但是外国人如果不知道这样文化规约，就可能误认为路人是说谎者。礼貌原则的文化差异更为明显。比如例（1）中A和B都遵循了中国文化中的礼貌传统，A不断的邀请实际上是表达其对客人的热情，而B的多次拒绝则体现中国文化中委婉原则。

第二类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讨与某个特有文化有关的交际规律。此类研究尽管与第一类研究有重叠之处，但其主要特征是系统地总结出某个文化中的交际原则。我们以礼貌原则为例：顾曰国（1992）总结出中国文化中的五条文化原则，即贬己损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与德、言、行准则。此外，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原则特别强调尊敬、体谅和热情。

10.2.2　跨文化语用学中语用原则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应该说，以往的跨文化语用研究基本上已涉及话语交际中文化因素的主要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语用学理论的发展。但是跨文化因素在语用学理论中的作用不仅仅是增强了对于话语交际的解释力，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们对于语用原则的争论，即语用原则究竟是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一方面，语用学中的经典理论，无论是否明确提到，实际上都持有语用原则普遍性的立场，这包括Grice的会话含意和合作原则、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论等。这些理论都假定语用原则适用于各种文化中的语言。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没有绝对普遍的语用原则，因为所有的原则都是受文化制约的，只有适用于某个文化的具体原则。此立场的代表性研究是Wierbicka（1991，2003），该研究完全否定Grice、Brown和Levinson以及Leech的普遍语用原则，认为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特有的会话原则和礼貌原则等。顾曰国（1990，1992）认为Leech的礼貌原则并不具有普遍性，他并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礼貌准则。Mao（1994）则指出，Brown和Levinson理论中的“face”与汉语中的“面子”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应该说，语用原则相对性的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所有例子，都需要结合特有的文化因素才能做出合理的解读。Leech（2005）基于礼貌现象和礼貌原则对类似批评做出了一个系统的回应。他的基本立场是：普遍的礼貌原则是存在的，因为并不存在绝对的文化区分（Leech主要论述的是不存在绝对的东西文化区分），文化中的共性必然导致不同文化中礼貌原则的共性；有差异的只是决定礼貌的文化因素的程度：比如并不是东方文化只强调集体价值而西方文化只强调个体价值，事实上东西方文化中都涉及个体与集体价值，只不过前者在西方文化中的“值”（value）更高，而后者在东方文化中的“值”更高而已。

我们认为无论是针对跨文化语用研究还是语用学本身，都必须要回答语用原则究竟是具有普遍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语用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语用原则的普遍性可以基于两个前提：首先，人类的认知具有普遍性，生成语言学理论尽管认为人类与语言相关的认知能力以及其他社会实践的逻辑能力各不相同，但是也认为这两种认知能力对于所有人都具有共性，而认知语言学理论（如Langacker，1987）则进一步认为人类语言能力和社会实践中的认知能力属于同类能力，并具有共性。认知能力是指导人类进行理性交际的主要基础，认知能力的普遍性也必然导致人类交际中的语用原则具有普遍性。其次，正如Leech（2005）所分析的，人类文化尽管各有不同，但是在主要方面还是具有共性的。从这个基础出发，跨文化语用学要研究的课题主要是特有的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普遍语用原则的实现。以往的研究尽管也涉及了文化因素与语用原则的互动，但是没有在明确的框架下探讨两者的关系，甚至用文化因素来证明语用原则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分别从合作原则、言语行为和礼貌原则来具体讨论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普遍原则的实现。

10.2.3　语用原则与文化因素的互动分析

我们首先来看会话合作原则与文化因素的互动。会话合作的首要原则是交际双方都是基于愿意合作的前提。Mey（2001：270）对此普遍原则表示怀疑，他指出有的文化提倡与人发生争执时保持缄默。也就是说，面对争执，这个文化中的交际者完全放弃合作，没有遵守合作原则。我们认为，事实上这个案例正好是具有普遍性的合作原则与特有的文化因素互动的结果。一方面，选择缄默并不代表交际者的不合作。交际者无论用什么手段（言语和非言语手段），只要在交际中传达了自己的交际目的，就已经在合作了。Mey也指出，在这个案例中交际者保持缄默传达的是对于争论的厌恶（averse to such conflicts），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交际者的交际意图。也就是说，交际者并没有违反合作原则。另一方面，这个合作的方式是与该地区的文化密切相关的，只有对该地区文化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了解这个交际意图。有可能在其他文化中，面对争论的习惯是据理力争，这也是合作的一种方式。我们再来看Mey对于质准则（Maxim of Quality）普遍性提出质疑的案例：在那瓦霍（Navajo）文化中，人们有的时候会明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却故意不说出名字。Mey认为，这种情况违反了质准则，必然会产生的会话含意是：说话者不想告诉对方名字。而事实上，在这个文化中，说出死人的名字是禁忌，以避免死者鬼魂的报复。这样，根据质准则推导出来的会话含意在这个文化中就不成立。我们认为，这个案例依然不能推翻会话合作原则的普遍性，而恰恰是普遍原则与文化因素互动的结果。会话含意分为“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和“特殊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前者是超脱语境可以得出的会话含意，而后者则需要结合语境才能获得。Mey说错误的会话含意是因为他只是根据他的文化观来衡量话语语境而得出的“特殊会话含意”。但实际上在得出特殊会话含意时，语境因素是动态的，其中一个变量就是文化因素。要推导出以上那瓦霍文化中的会话含意，交际者必须要考虑到语境中的文化因素从而推导出合理的会话含意。黄衍（Huang，2007：35—36）在介绍Grice的合作原则时也强调该原则的普遍性，他在回应Keenan（1976）对于合作原则普遍性的批评时也分析了类似本节中的案例。黄衍对此类现象的解释是：会话合作原则是会话中的规范（norm），但同时不同的文化中还存在一些偏离（deviation），比如文化中的禁忌语会凌驾于普遍的会话原则之上，导致人们不遵守某些会话原则。我们虽然赞同黄衍先生的会话原则普遍性的观点，但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在某个文化中会话的规范和偏离。首先，这种区分从逻辑上来说反而为会话原则相对性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说任何文化都有一些诸如禁忌语之类的特性而影响话语的理解，如果说这些特性都可能凌驾于会话准则之上，坚持会话准则的普遍性也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了。其次，特有的文化因素并不是凌驾于会话原则之上，而只是构成了话语交际中特有的语境成分而己。除了前文分析的案例，我们还可以用黄衍分析的Keenan（1976）中马达加斯加（Malagasy）文化中的案例来说明问题：

（2）（以下话语是一个妇女对儿子说的话）

　　　Mbola mator y ve ny olana?

　　　"Is the person still asleep?"（Huang，2007：35）

根据中国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常识，以上话中的“the person”应该不是该妇女的丈夫。可是在这个文化中，“the person”确实指代的是她的丈夫，这似乎违反了会话准则中的“量准则”（Maxim of Quantity）。而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个文化中的禁忌之一是“精确的身份确认”（exact identification），这个禁忌导致该妇女避免使用“your father”这样的名词来明确指代。根据黄衍的分析，量准则在马达加斯加文化中大部分时候还是被遵守的，而例（2）的情况是由于文化中特有的禁忌凌驾于量准则之上。我们认为，在这个例子中，人们依然遵守了量准则。我们首先来看量准则的具体内容：①使自己的话语信息尽量详细（以达到交际目的）；②不要使自己的话语信息比所要求的更详尽。对会话准则的遵守必须要基于现实语境和发话人的能力，比如例（2）中的妇女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使话语尽量详细，她没有使用“your father”这样更为明确的指示语并不是不遵守量准则，而是由于其所在的文化限制其使用类似的词汇，因此“the person”这类词语的使用已经是马达加斯加文化中这个妇女能够使用的信息最为详尽的指示语了。如果该文化没有这样的禁忌，而此妇女依然使用这个词汇，那我们才能说她在交际中违反了量准则。除了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其他类似的会话原则（如新格莱斯原则和关联原则）都是可以用相同的模式来阐述不同文化中的实现形式。这些原则的差异在于对普遍的语用原则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致力于构建具有普遍性的语用原则，以解释普遍的语言交际现象。

我们认为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变异（cross-cultural variation）也不意味着言语行为没有普遍性。言语行为是超脱个体文化而普遍存在的。所谓普遍的言语行为，指的是任何文化中的人都会实施这些言语行为，包括Austin和Searle提出的各种言语行为以及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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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因素对于这些言语行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上文提到的关于言语行为的三个跨文化变异维度（黄衍，2007）；这三个维度虽然体现了文化因素在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性，但并不会威胁言语行为的普遍性。具体来说，如果不同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实施同一言语行为，这本身就预设了这一言语行为是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比如对于“问候”这样的言语行为，英语会用“How are you doing？”，而汉语会用“去哪”。这样的情况中，“问候”这一言语行为很明显在中西文化中是共有的。而这一行为的语言实现形式差异则可以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差异：西方文化相对更关注他人隐私，因此不会通过了解对方行踪的方式来表达问候。对于黄衍提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变异（即同一场合下不同文化的交际者会实施不同的言语行为，以及同一个言语行为会受到来自不同文化交际者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这两种情况属于同一性质，即不同的文化因素会促使交际者使用不同的言语行为来达到最佳的交际效果，而这和言语行为的普遍性本身并不冲突。比如受到对方夸奖的语境，西方人倾向于实施感谢的言语行为，而中国人则更多地实施自贬的言语行为。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感谢的言语行为是西方文化特有的，而自贬的言语行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事实上这两种言语行为在中西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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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各自的文化特征要求交际者选择不同的言语行为来回应他人的称赞。也就是说，文化的作用是影响交际者言语行为的选择，而不会影响言语行为本身的属性。

礼貌现象是很多研究者批评语用原则普遍性最常用的证据。我们认为，首先礼貌原则或面子理论与我们上面论述的话语交际原则和言语行为不属于同一层面。交际原则之所以是普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交际原则是基于认知的逻辑推理，而言语行为则基于宏观的人类的普遍行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些基础基本上是超脱某个特有文化的，因此它们的普遍性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而礼貌现象则有所不同：礼貌不是基于超脱文化的认知和逻辑推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行为定势，而行为定势基本上都是文化的产物。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有关礼貌现象的原则与合作原则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等的性质并不相同。其次，绝对的普遍礼貌原则不可能存在。既然礼貌是文化的产物，必然会有一些礼貌现象是某个文化中特有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反对语用原则普遍性的研究者经常使用礼貌现象来作为批评的依据。如果我们了解到解释礼貌现象的原则与其他语用原则不同，就不会仅仅根据礼貌现象就反对所有语用原则的普遍性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某个特有文化中的礼貌原则也是合理的。然而，礼貌原则的文化相对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礼貌原则都只适用于某个特有文化。礼貌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形态各异的文化也同时共享很多普遍的特征，这些普遍特征必然意味着某些文化原则是普遍存在的，比如通过夸奖他人或者感谢他人来实施积极的礼貌策略在各种文化中是普遍适用的。因此，礼貌的跨文化研究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化来总结出具有共性的礼貌原则；另一方面，针对特有的礼貌现象，可以总结出某个文化特有的礼貌原则。这与其他语用原则的研究有所不同：会话合作原则和言语行为都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的作用只是影响它们不同的实现方式。

我们在前文简要分析了跨文化交际与语用学的关系，着重探讨了跨文化语境中语用分析的研究框架。我们强调了语用原则的普遍性及其与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我们认为合作原则以及言语行为具有超脱特有文化的普遍性，而特有的文化因素则构成了动态语境的一部分，影响各种交际原则和言语行为的实现形式。对于礼貌原则，我们的观点是此类原则（包括面子理论）与合作原则以及言语行为不同。因为礼貌主要是一种文化体现，所以礼貌原则的普遍性是基于文化中的普遍共性，而某些文化中的特有因素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中还有其他非共性的原则。当然，我们在讨论语用原则普遍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的语用原则都只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跨文化语用学研究除了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减少文化误解和改善文化交流，同时也可以为语用原则的普遍性提供丰富的证据，从而支持或者推翻已有的语用原则，甚至引发新的普遍语用原则的构建，这是因为：任何普遍语用原则的出发点必然是某个特有文化的交际原则。

10.3　语际语用学

“语际语”或“中介语”是指外语学习者在所使用的、介于母语和目标语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语言变体，它既是一种外语但又不是本族人所使用的地道语言。如当有人问Mary wasn't there（不是问句）二语学习者常常用yes表示“是的，玛丽那天不在那里”，用no表示：“不，玛丽那天在那里”的意思。而在英语中，yes和no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中国学习者常常直接套用汉语的语言使用习惯，而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是不会用它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于是就出现了在汉语及汉语文化影响下特有的语际语。

10.3.1　语际语用学概述

语际语用学（Interlanguage Pragmatics）是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下如何实施第二语言的语言行为和如何理解这些行为（何自然，1996），以及研究这些语用现象和特征的形成和发展的学科。“语际语用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介乎语用学与二语习得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陈新仁，2006）。狭义的语际语用学“研究非母语的第二语言操作者在使用和习得第二语言行为时的模式”。根据这一定义，“语际语用学属于跨文化语用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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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研究跨文化中介语语体如何形成，也可以研究中介语形成和变化的条件，研究中介语和源发语的关系以及中介语的交际效果。此外，语际语用学同普通语用学研究一样，探讨语言的理解和产生过程，考察话语的使用规律，只不过语际语用学的研究更涉及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两种文化的影响。语际语用学研究的言语策略，其理论与实践均纯粹来自描写语用学，特别是跨文化语用学，重点放在以言行事的行为和礼貌策略等的理解和运用方面（何自然，1996）。

语际语用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阶段（Kasper，2007）。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研究者主要关注间接话语的理解、语用意识、语用或话语能力的横向和纵向发展、语用迁移、社会情感因素对语用能力的影响以及二语语用学习的教学效果。从1990年到2000年，语际语用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言语行为的产出、语用语言意识和社会语用意识、语用测试、语用教学等。指导二语语用学习的研究是研究中最丰富的一个领域，两类传统的课堂研究（classroom research）包括干预类研究（interventional research）和观察类研究（observational research），前者关注不同的教学安排对二语语用学习的影响，后者研究在没有试验控制的教学环境下二语语用学习的过程。与此同时，研究者开始将第二语言语用学习看作是社会活动（socially grounded activity），关注课堂环境之外的社会领域，如学术建议中言语行为的学习、国外学习和国内环境下的外语语用学习、身份和第二语言语用学习之间的关系。目前，由于采纳新的技术、理论整合和研究方法等，响应移民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变化，语际语用学的现有话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赋予了新的活力。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语用的纵向发展、语用发展的个体差异、言语行为产出的实验研究。

语际语用学理论的两大支柱是语用学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陈治安、袁渊泉，2006），涉及的语用学理论主要有：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礼貌理论等，二语习得相关理论主要有：文化适应模式理论（the Acculturation Model）、认知处理模式理论（Cognitive Processing）、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和互动交际能力模式理论（Interactional Competence）。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和礼貌理论等语用学理论适用于目标语语用学习的研究，而文化适应模式、认知处理模式等二语习得理论则在认知和社会文化层面上对目标语语用学习过程进行了有效的解释（陈治安、袁渊泉，2006）。语际语用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语料收集方法包括话语补全测试、角色扮演、观察法以及问卷调查等。大部分研究是横向（cross-sectional）的，即研究不同的学习个体在某个阶段的语用习得状态，如Takahashi & Dufon（1989）对不同英语水平的日本英语学习者如何实施“要求”言语行为的研究。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进行纵向（longitudinal）研究，即研究某个个体或群体在一段时间的语用能力的发展。Schmidt （1983）、Ellis（1992）、Sawyer（1992）分别对日本英语学习者、葡萄牙和巴基斯坦英语学习者、日语学习者的早期语用能力发展进行了研究。Bouton（1999）对二语学习者对某一类型的含意理解进行了纵向研究（cf. Kasper，2007）。Ohta（2006）考察了两个成年日语学习者如何发展自己利用受话人反应的能力（cf. Rose & Kasper，2001）。Kasper（2007）指出，对发展语用学影响最大的是认知心理学、文化-历史心理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学，早期的研究多为描写性研究，缺乏理论指导。她详细介绍了从心理语言学和会话分析等角度进行的发展语际语用学研究，强调在理论指导下以真实语料进行语际语用学的研究。

语际语用学的研究文献表明，语际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已经基本确立，语用学理论、二语习得理论以及新的理论整合、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能够有效地解释目标语语用能力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语际语用学为语用学和二语习得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使语用学研究逐步由理论思辨走向实证研究，而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也由研究原来的语言习得扩大到语用习得。语际语用学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以下四个方面被明确列为语际语用学的研究领域：语用理解、言语行为的表达、语用迁移和交际效果（如语用失误）（陈新仁，2006）。下面我们将围绕这四个方面分别从语际语言的理解与表达及其存在的语用失误和语用迁移进行介绍。

10.3.2　语际语言的理解与表达

早期的语际语用学主要研究语言学习者对间接语用意义（indirect pragmatic meaning）的理解和对礼貌手段的识别，这方面的研究虽少但意义重大。前者主要关注学习者对隐含意义的理解、造成学习者语用理解困难的因素、语言形式和语境的作用以及不同学习者的不同言语行为。在语用意义的理解方面，研究的理论视角从含意理论逐步转向心理语言学的处理模式，研究工具由书面语刺激（written stimuli）转向口语刺激（spoken stimuli），从不限时回应（untimed response）转向限时回应（timed response）。Carrell（1979）对间接回答的理解进行了横向研究，她设计的问卷如下：

（3）Bob says: Did you go to the movies last night?

　　　Ann says: I had to study last night.

受试者在给定的不同选项中进行选择。研究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在理解间接回答时的正确程度明显低于本族语使用者，但第二语言水平高的学习者往往会依靠他们的推理能力来理解会话含意，唯一的障碍是违反关系准则造成的“自以为是”（Carrell，1979）。在理解间接回答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和美国英语本族语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而且来自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中国台湾的学习者对言语行为的识别能力与来自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习者又有所不同（Bouton，1988）。至于不同的含意类型，研究发现，违反关系准则的含意最容易理解，接触本族语生活一段时间后可以使学习者达到本族语的理解水平，但关系含意的教学效果似乎没有规约含意的教学效果好（Bouton，1999）。Rover（2005）却发现，理解关系含意和规约含意与学习者的水平有关，而跟是否接触本族语无关。语用理解研究的第二阶段注重第二语言语用理解过程中的处理模式，如Takahashi和Roitblat（1994）研究了二语接收者在理解规约性间接请求的过程，对三种不同的处理模式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在二语意义处理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最近的关于二语语用理解的实验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非本族语者对目标语言语用规范的理解与本族语者经常大相径庭。英语不是母语的学生在礼貌概念上与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有所不同，但在规约的手段和形式范围内完全具有分辨礼貌程度的能力。例如，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在判断礼貌句型如祈使句、陈述句、疑问句、礼貌标记词以及各种礼貌表达法方面，同操英语的本族人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在运用时态和情态词来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存在词语价值判断方面的差异。受试的美国人认为，用肯定词语来表达的请求比用否定词语表达的请求显得更有礼貌，但受试的日本学习者在这方面的判断就不同。日本学生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时喜欢用否定词语，因他们用母语请求别人做某事时，多用否定结构来表达礼貌。学习者对礼貌表达方式在认识上不一致，往往与他们的母语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何自然，1996）。

各种语言系统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表达的言语功能以及表达这些言语功能的策略大致相同。由于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语言中能表达的言语功能以及使用的范围都可能不同，外语使用者常常有意无意地按照其母语语言、文化模式来操纵第二语言（洪岗，2000）。一些研究注意到，本族人和非本族人之间在表达礼貌的方式方面存在差异。例如，委内瑞拉操西班牙语的英语学生因没有参加聚会而向女主人道歉时，往往使用取悦对方的礼貌策略，但操美语的本族人在这种场合却倾向于使用抱歉的言辞，直接向对方道歉。又如，美国大学举行的学术评议会上，为了弥补出现的尴尬场面，学生中操英语的本族人绝大多数用了迎合、取悦的方式表示礼貌，而台湾的中国学生却会使用一些贬己尊人的词语（何自然，1996）。美国大学生使用汉语进行请求时表现出与以汉语为母语的使用者的差异，虽然请求者与被请求者之间权势关系相等、相互熟知，并且请求程度很低，大多数学习者使用了常规性间接策略，而几乎所有的本族语者均使用了直接策略。在实施“请求”行为时，绝大多数本族语者使用了诸如“借我笔记看一下”的祈使句，而几乎所有的学习者都使用了“询问预备”（query preparatory）策略，如，“我可以借你的课堂笔记用一下吗”（孙晓曦、张东波，2008）这些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与该语言的本族人在语用策略模式方面不完全一样，似乎更靠近其母语使用方式。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西班牙的英语学生因认为自己的母语在表达请求时过于礼貌，故在正式场合表示请求时就没有将其礼貌表达方式套用到第二语言英语上来。可是，母语是希伯来语的学生要用英语表达有礼貌的请求和道歉时，就感到英语过于直率而习惯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何自然，1996）。以上研究表明，二语语言的使用方式与本族语使用方式不同，但不一定是靠近母语文化表达习惯，学习者常常会参照他们对母语和目标语的态度进行选择。

非本族人使用第二语言时的礼貌方式是否恰当，并不一定取决于他的第二语言能力，而主要取决于对目标语接触的多少，尤其是与目标语母语使用者接触时间的长短以及接触的频繁程度。例如，Kitao（1990）的研究表明美国人和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认为使用负面礼貌策略显得礼貌得体，而生活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则不以为然。因此，礼貌手段不仅仅是语言的语用问题，更是社交语用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学者作过大量的考察。他们指出，礼貌手段往往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学英语的中国学生摆脱不了以自贬的方式来表示礼貌，日本学生认为美国社会比日本社会更能忍受“遭到拒绝”，因此，他们认为操英语时倾向于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在礼貌策略的选择上，本族人与非本族人有差异，本族人大都以语境作为依据，而非本族人，例如日本的英语学生，就不大考虑语境。他们与地位不平等的陌生人用英语交谈时，同他们与地位平等而且熟悉的人交谈时一样，会采取相同的策略，用直接的、毫不婉转的方式去表达请求。但母语是英语的美国人在这种场合，必然按不同的语境采取不同的礼貌策略（何自然，1996）。中国英语学习者在用英语实施抱怨言语行为时，还不能考虑社会距离、社会地位和言语行为这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李萍、郑树棠、杨小虎，2006）。

10.3.3　语用失误和语用迁移

“语用失误”是指没能获取发话人通过话语表达的隐含信息，语用失误的发生往往不是因为对方听不懂，或者不知道某些词义或句型结构，而是没能理解发话人的意图或推知话语的语境含意。在交际中，尤其是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往往比语音、语法或语义等语言错误更加严重，因为它可能冒犯对方，或影响人际关系，而导致交际失败。语用失误包括“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Thomas，1983），前者指学习者以一种本族语者不用的且与本族语不同的语言结构来表达某种语用功能，后者则指学习者用母语中的语用原则（比如损益观念、社会距离、相应的权责等）来理解和表达目标语中与母语相同语境下的言语活动。导致语用语言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发话人的语用意义，例如：

（4）A: Could you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B: Yes, I could. (No, I couldn't.)

当发话人A向对方B发出请求时，B只是按照疑问句规定的形式进行回答，而没有理解对方的“请求”意图，这种失误属于一种教学引导类失误（teaching-induced error）。日常交际中英汉招呼语、赞扬、拒绝等语用差异，常常导致社交语用失误。例如：中国英语学习者见到从远方来的客人会说，“I am afraid you must have had a tiring journey”，这句话并不能表达汉语的“您辛苦了”，反而会造成误解：英语使用者初次见面会说“I'm pleased to meet you”。同样，“Have you had your meal?”并不表达问候，而是一种邀请。

学习者在语用知识方面的不足也会导致语用失误的产生。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学习者似乎知道某些词语和句型，但不知道如何选择以传达其语用意图，或者让对方识别出自己的礼貌手段。学生中介语中的日常语用失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套用第一语言的日常语用习惯；将第一语言的词语直译为第二语言里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合适的词语；不善于根据要求准确运用第二语言的日常语用手段，例如，不会使用第二语言来实施诸如“感谢”一类的言语行为（何自然，1996）。在回应对方的赞扬时，如“you look much younger in your new coat”或“Your pronunciation is very good”，美国人会回答“thank you”，而中国英语学习者会说“No,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或“No, no, my coat is just so so”，让对方不知所措。中国英语学习者常常会使用中国文化中的寒暄语“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等。这会让外国友人感到隐私被侵犯，或误以为被邀请吃饭。中国人饭桌上的劝食礼仪，如“Eat more, please”或者“Have another one”也让西方人感到恐惧。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常混淆I'm sorry和Excuse me在表达道歉类言语行为时的区别。例如，一个中国学生想从两个美国学生中间过去，很有礼貌地说，“I'm sorry, please let me pass”；一位美国人邀请一位中国朋友去教堂，这位中国朋友却很礼貌地推托：“Excuse me, I'd like to go but I don't have time”。在第一种情况，发话人请对方让路，对对方的利益或情感并没有什么损害，涉及的是公德问题，即在别人谈话、行走时，不应该打扰别人，所以应用Excuse me。第二种情况中的“Excuse me”暗示发话人违背了或即将违背某种社会公德。但在美国人心中，发话人因为拒绝美国朋友的邀请，是对这位朋友个人的伤害，应该用I'm sorry（刘思、刘润清，2005）。中国学生与澳洲大学生在道歉策略的使用上大体相似，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以英语进行道歉时道歉策略的使用频率高于澳方学生，这与中方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不无关系。中国“礼仪之邦”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学生英语道歉的表达中，过高的道歉策略使用频率表现出学生们较强的遗憾情结和过度的礼貌（姜占好，2004）。

当接受或拒绝他人的邀请，如“Would you like some tea?”时，中国学生会说“Please don't go to any trouble”，也有的会说“Thank you very much”。前者使美国朋友感到困惑，后者模糊不清，使主人无所适从。按他们的习惯，如果要来杯茶，应回答“Yes, please”，或更礼貌地说“Thanks. That would be nice”，如不需要，应说“No, thanks”（刘红艳、李悦娥，1999）。欧美留学生在使用汉语表示委婉拒绝时使用直接拒绝的比例比中国人高出许多，有时候他们在用汉语表示拒绝时主观上希望委婉，但实际说出来的话却太过直接，容易伤害对方的面子。例如：“不行，我的妈妈生病了。”欧美留学生在使用汉语进行拒绝时，有时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把母语的说法直接对等翻译到汉语中，例如“没有我们的事”，“对不起，我妈妈病了，我明天不能来。但是我祝你的小女儿一个高兴的生日”（孙晓曦、张东波，2008）。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在使用汉语实施“祝颂”言语行为时，经常出现各种语用失误。第一，该用祝颂语的场合没有使用。比如习惯在书信末尾套用英语“你真诚的”等结束语，代替汉语的祝颂语，导致“语用语言失误”。第二，不该使用祝颂语的场合却使用祝颂语。比如对打喷嚏的中国朋友说“上帝保佑你”，在复活节时说“祝你复活节快乐”，由于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祝颂语，使有些中国人觉得较难接受，造成“社交语用失误”。第三，表达方式不得体。比如给老人祝寿时只说“祝你生日快乐”，显得语气不够恭敬，造成“语用语言失误”。此外，当他们用汉语对“祝颂”言语行为做出应答时，常出现“社交语用失误”。比如回答别人对自己取得成就的祝贺时，致谢之余还表达“自我肯定”、“自豪”等言语行为，让人听起来觉得有点傲气，不够谦虚，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贬己尊人”的传统文化规约。

在外语或第二语言等目标语的学习与使用过程中，因为母语或本族语文化的影响，而出现将母语或本族语文化中的某些用法直接借用到外语学习中来，从而产生“语用迁移”（pragmatic transfer），包括社交语用迁移和语用语言迁移。如果某种母语语用习惯与外语的一致，产生的影响是正向迁移（positive transfer）；如果不一致，其影响是负向迁移（negative transfer）。正向迁移通常都能保证交际取得成功，因而当前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影响成功交际的负向迁移上面，即学习者所操母语的语用知识如何影响操用第二语言／语际语言的语用能力。语用语言负向迁移是将第一语言中表示某种言语行为所用的词汇和句法材料错误地搬用，成了语际语言中的言语行为表达句式；社交语用迁移的判断要看在社会交往中的身份、地位关系摆得是否恰当，在表示拒绝时是否做得合适，是否需要道歉或感谢，是否按第二语言的语用要求表示恭维、答谢恭维和协商邀请，选择的礼貌方式是否妥当，采取了什么样的礼貌策略（何自然，1996）。语用负向迁移首先表现为生硬地模仿或直接套用母语的句式，比如学生除了将“请勿吸烟”表达成“No smoking, please”外，也有人将它表达成“Please don't smoke”。其次，学生不能够准确实施言语行为和表达发话人要想说的话或真实交际意图。“Please don't smoke”中please的使用在效果上显然影响了发话人“禁止吸烟”的说话意图或鲜明立场。第三种表现是对母语句式或用法的泛化（overgeneralization），汉语中的“请”和英语中“please”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部分的不同很难让学生一下子避免混淆。将“请勿吸烟”直译成“Please don't smoke”混淆了“请求”和“要求”这两个言语行为，误将发话人的“要求”当“请求”，使原标志语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刘绍忠，2000）。中国学生对I'm sorry的用法比较清楚，因而他们从“对不起”到I'm sorry的语用迁移可能是正向迁移；但使用Excuse me时有明显的差别，在应该用Excuse me的场合却用了I'm sorry，说明他们在应该用Excuse me的场合可能产生了语用负向迁移。使用Excuse me隐含一种个人与社会公德的关系，在与英语Excuse me对应的语境中，汉语多使用“对不起”。这也与中国人的“面子”观有一定的联系，也是较少使用“请原谅”及其对应词Excuse me的原因之一（刘思、刘润清，2005）。

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是否能用该语言正确地表达一般的言语行为，取决于学生的语用知识和他对周围环境的熟悉程度。语用语言、文化差异容易导致语用负向迁移，但语用负向迁移不一定意味着学生第二语言的语用能力差。当学习者生硬地照搬母语的句式或者使用一种与该语言完全不同的句式，那可能真的是语用能力问题。但当这种语用差异一旦被操用该语言的本族人所接受，那只是给该语言留下一些异族文化的识别标记，并不能以此来断言学生的语用能力不佳。实际上，这些不符合该语言习惯的“离格”现象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本族人知道发话人是非本族人，从而也使讲不好这种语言的非本族人减轻了心理上的压力。例如，尽管外国人说话的口音表明他不是本族人，但作为本族人大体上会容忍对方的某些不地道的发音和表达方式。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本族人的言语表达方式去要求使用第二语言的非本族人（Kasper & Blum-Kulka，1993；何自然，1996）。

语用的负向迁移不一定会导致语用失误，交际双方的成功配合可以淡化交际中出现的语用差异，从而产生正面效果。此外，非本族人的语际语言尽管与本族人的语言不同，但两者常常是互补，而不是对抗的，其结果可使交际得到意外的成功。交际对抗不在乎说话双方的语言模式和语言习惯各不相同，而在乎文化的冲撞，即交际双方对权势、信赖、亲疏等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导致的冲撞。（何自然，1996）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英语教学的广泛开展，英语语言习惯已逐步为国内广大青年学生接受并加以运用，并影响着汉语的使用情况。在运用普通话对对方的赞扬进行应答时，尽管谦虚策略仍然是主要的应答策略，但其优势地位已经被一致策略所取代。在所有应答方式中，感谢的使用频率远远超过其他方式，这说明“感谢”是大学生赞扬应答的最主要的方式。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在应答赞扬的策略上，尽管以拒绝、回避为主的传统的应答方式仍占据重要地位，但以接受为主的英语应答模式已经为当代中国大学生接受并成为最主要的应答方式（李悦娥、冯江鸿，2000）。

在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是从外语文化语境出发，提出“跨文化语用失误”。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二语学习者在母语文化和外语文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中的具体选择（贺春艳、刘景霞，2008）。非本族语者使用与本族语者不同的交际方式可能是一种文化身份的标记（marker of cultural identity），对二语文化的顺应程度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选择（Kasper & Blum-Kulka，1993）。已经有研究发现，很多时候交际者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母语文化身份，从而运用母语文化中的语用规范来交际，从民族认同的角度看，外语语用规范是否应该成为二语学习者的学习目标还有待商榷（陈新仁，2008）。我们认为，要成功地进行以第二语言为媒介的交际活动，学习者要充分尊重第二语言的语用原则和民族文化习俗，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母语文化身份。对此，本族语者也得充分容忍和理解语际语言中隐藏的学习者母语文化特色。因此，研究跨文化语用失误不能采用单一的文化定势和语用规则，必须从多元视角出发，形成平等的话语权力和采用平等的语用规则，促进跨文化交流。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应学习对方的文化模式，从对方的文化模式去理解问题，进行“错位思考”和“角色转换”，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只顺应一方，那就存在话语霸权主义和语用规则使用权力的不对等，顺应应该是相互的（贺春艳、刘景霞，2008）。

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培养学习者对该语言的语用能力，在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时，学习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第二语言系统知识和恰当使用第二语言的熟巧，这就要求学习者逐步发展自身的跨文化语用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各种语用信息的输入，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的语用差异，提高学生第二语言的语用语言意识和社交语用意识，培养学习者的语际语用能力。同时，也要意识到母语的语用迁移并不一定招致语用失误，“差异-负向迁移-错误”这种公式是不全面的。不同文化的交际者在交际过程的碰撞、融合使语际语本身以及人们对待这些语言变体的态度都在发生着各种变化。二语学习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母语文化身份，可能会有意借用母语语用规范，这些问题都会使语际语用学更为复杂，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练习题

1．语用原则具有普遍性吗？

2．什么是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3．造成跨文化语用失误的因素有哪些？

4．在外语教学中，外语语用规范是否应该成为教学的目标？

5．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以下例句。

说明：中国一个旅游团带英国客人完成了计划内的节目后，推荐大家去动物园观看熊猫表演。客人们很有兴致，但当得知门票钱得由客人自理，而且熊猫也已几天前离开动物园时，一位客人生气地问到：

— So you didn't know that beforehand, did you?

— Yes.

— You didn't mean that you knew it in advance, did you?

— Yes, Miss.

文献选读

My own oberservation concurs with those of Harder, that learners are rarely permitted the luxury of a flout (of being either "overpolite" or "impolite"), but are condemned to the "reduced personality" outlined above, allowed only banal and conventional opinions. as one foreign colleague put it, "when I speak English, I feel I always have to occupy the middle ground". It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language teacher qua linguist to enforce Anglo-Saxon standards of behavior, linguistic or otherwise. Rather, it is the teacher's job to equip the student to express her/himself in exactly the way s/he chooses to do so — rudely, tactfully, or in an elaborately polite manner. What we want to prevent is her/his being unintentionally rude or subservient. It may, of course, behove the teacher to point out the likely consequences of certain types of linguistic behavior.

Having argued in favor of allowing foreign students of English the right to flout, it may seem perverse of me to confuse the issue by pointing out that it is probably more often the case, particularly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at what is perceived as a clout is in reality pragmatic failure. Grammatical errors may be irritating and impede communication, but at least, as a rule, they are apparent in the surface structure, so that H is aware that an error has occurred. Once alerted to the fact that S is not fully grammatically competent, native speakers seem to have little difficulty in making allowances for it. Pragmatic failure, on the other hand, is rarely recognized as such by non-linguists. If a non-native speaker a[[ears to speak fluently (i. e., is grammatically competent), a native speaker is likely to attribute his/her deficiency, but to boorishness or ill-will. While grammatical error may reveal a speaker to be a less than proficient language-user, pragmatic failure reflects badly on him/her as a person. Misunderstandings of this nature are almost certainly at the root of unhelpful and offensive national stereotyping: "the abrasive Russian/German," "the obsequious Indian/Japanese," "the insincere American," and "the standoffish Briton."

(Excerpted from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written by J. Thomas, 1983)

注释


〔1〕
 　跨文化交际的另一个英文术语是“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尽管有的学者对这两个术语有区分（Kito，1985：8），但我们遵循大部分学者的惯例（如胡文仲，1992，1995；林大津、谢朝群，2005等），对这两个术语不作区分。


〔2〕
 　对于语用学学科性质的讨论可参见Huang（黄衍）（2007）的前言以及陈新仁（2009：5　6）。


〔3〕
 　当然两位语言哲学家对于言语行为的分类不一定完全精确或者面面俱到，我们这部分的重点是阐述言语行为的普遍性，不讨论言语行为的具体分类问题。


〔4〕
 　中国文化中有表示感谢的言语行为自不必说，西方文化中的自贬也是普遍存在的，这在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论以及Leech的礼貌原则中都有所体现，只不过中国文化特有的谦虚传统使得这个言语行为在中文语境中更为常见而已。


〔5〕
 　根据何自然（1996）的研究，语际语用学不但研究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第二语言时产生的语际语言，还研究操用第一语言母语时为何导致使用中介语语体。


第十一讲　会话分析

导读：会话是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形式。对日常自然会话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称为会话分析。会话分析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如社会语言学、互动语言学、语用学等。语用学视角下的会话分析，旨在发现日常自然会话中规律性的语言组织与结构形式，并试图发现人们对这些规律性语言结构或形式的利用情况，其主要议题包括话轮的利用、话题的掌控、会话过程中的调整、发话人的反应、话语标记语、语码转换等内容。

11.1　引言

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是20世纪60、70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其主旨在于揭示日常言语交际中反复出现的会话结构模式。Harvey Sacks, Emmanuel Schegloff和Gail Jefferson于1974年发表的“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一文是该学科的奠基之作。其代表人物除上面提到的三位外，还有Charles Goodwin, Deborah Schiffrin, Deborah Tannen, Dell Hymes, Elizabeth Couper-Kuhlen, Malcolm Coulthard, Margret Selting, Michael Stubbs等人。

一般认为，会话分析与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学科（Levinson，1983）。话语分析一般采用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在作研究之前一般会有一个理论作指导或者有一个假设；会话分析则要求在分析语料之前不带任何假设，而是通过观察日常会话发现规律性的东西。

会话分析这一学科的显著特点在于其语料的真实性。以往，不论是F. de 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L. Bloomfield的描写语言学，还是N.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都将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结构系统进行研究，其分析的立足点也往往是单个的句子，而日常会话则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刘虹，2004）。事实上，日常言语交际并不像这些语言学家描述的那样规整、划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句子的使用往往依赖于其语境；发话人为了达到交际目的，也往往使用多个句子；另外，日常言语交际中的句子结构也并不一定是完整的，为了提高交际效率等因素，发话人往往还使用短语甚或单词；等等。日常言语交际中的这些复杂性，促使人们对语言研究进行反思，会话分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为了最大程度的反映日常会话交际原状，会话分析学派创造了一套严格的口语文字转写系统。下面我们简要说明会话分析中最常用的转写符号。

表11-1　会话分析中常用的转写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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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分析与许多学科有关，其中包括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社会心理学等，因此不同的学科对会话分析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比如，民族方法学重点关注的是对互动过程中会话的结构模式进行分析，而语用学则重点研究发话人如何操纵这些会话结构模式来实现其交际目的。

11.2　会话分析的基本单位

为了便于对日常会话进行描述分析，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1974）提出了一系列的会话分析单位，话轮、语对和语列就是这样的单位。

11.2.1　话轮

会话在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之间展开，一般每次只有一个发话人，发话人在某一时间内连续说出的话语被称作一个话轮（turn）。一个话轮可以由一到数个不同的话轮构成单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简称TCU）组成。话轮构成单位指任何一个可以独立构成话轮的句法结构形式，既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短语，甚或单词。发话人在某一时间内所拥有的这这种说话的权利，称作话语权（floor）。当发话人结束当前话轮时，话语权就移交给受话人；此时，受话人应该接过话语权，产出新的话轮，从而由受话人变为发话人。话轮在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这种转换机制称作话轮转换机制（turn-taking system）。

例如，（1）由四个话轮组成，分别为第1行、第2—4行、第5行和第6—8行。第一个话轮只包括一个话轮构成单位，是一个特殊疑问句。第二个话轮则包括3个话轮构成单位，分别为一个未完成的句子（I can't imagine teaching a）、一个叹词（Yeah）和一个副词（really）。在这段对话中，Jamie和Miles各拥有一次话语权，Harold则拥有两次。

(1)
〔1〕

 1
〔2〕

 Jamie:　　How [can you teach a three-year-old to] ta: p [2dance2].

　　　2　　Harold:　　　　　　　[I can't imagine teaching a]—　　[2@Yeah2],

　　　3

　　　4　　　　　　　really.

　　　5　　Miles:　　... Who suggested this to em.

　　　6　　Harold:　　I have no idea.

　　　7　　　　　　　It was probably my:: ... sister-in-law's idea because,

　　　8　　　　　　　... I think they saw:: ... that movie.　　　(SBC0002
〔3〕

 )

11.2.2　语对

两个直接相邻话轮之间的关系不是任意的。有些情况下，在两个紧邻的话轮中，第一个话轮的出现，往往规定或预示着第二个话轮的性质，此时的两个话轮就被称作毗邻语对（adjacency pair）。Schegloff和Sacks（1973）指出，毗邻语对所涉及的两段话语具有如下特征：

1）毗邻；

2）由不同的发话人产出；

3）可按顺序排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4）类型一致，即特定的第一部分规定了特定的第二部分（或者第二部分的选择范围）——比如，第一部分为请求规定第二部分须为接受或者拒绝，第一部分为问候决定第二部分为问候，等等。

例如在（2）中，第一个话轮（第1—2行）和第二个话轮（第3行）就构成一个毗邻语对：前者是问题，后者是答案。

(2) 1 J: I just wanted so ask you if you happen to have one or more stamp.

　　2 　Do you by any chance.

　　3 S: I might, Yeah.　　　　　(Tsui, 1994: 4)

在毗邻语对中，第一部分的性质往往制约或者决定了第二个话轮的性质，但这种制约并非是体现在句法形式上，而是体现在两部分所实施的言语行为上（何兆熊，2000：313）。如表11-2所示，在毗邻语对中，如果第一部分是问候，则其要求第二部分也是问候；如果第一部分是邀请，则要求第二部分是接受或者拒绝邀请；等等。

表11-2　毗邻语对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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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毗邻语对中，第一部分的言语行为性质决定了第二部分的性质，但第二部分的话语内容却不是唯一的。比如，当某人发出邀请时，对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当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发话人所期望的回答时，就称作期待的第二部分（preferred second part）；当第二部分的话语不是第一部分的发话人所期待的回答时，就称作非期待的第二部分（dispreferred second part）。就第一部分是邀请而言，如果第二部分接受邀请，则为期待的第二部分；如果第二部分中发话人没有接受邀请，则为非期待的第二部分。

表11-3　期待与非期待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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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语对只是语对形式中的一种类型。在有些情况下，某一语对所涉及的两个话轮中间可能被插入其他话语成分，此时就不能再称作毗邻语对了，而仅仅是一个语对（pair）。例（3）发生在少年A想购买成人专场电影票时的情景中。发话人A在第1行产出了一个请求言语行为，一般来说，发话人B应该在第2个话轮中接受或者拒绝请求。但是，发话人B却想首先核实A的年龄（第2行），当得到否定答复时（第3行），发话人B才在第4行中对发话人A第1行的话语做了回答。从语义内容来看，第1行和第4行话语属于一个语对，但中间被插入另外一个语对。

（3）

　　[image: alt]


（改编自何自然、冉永平，2002：304）

11.2.3　语列

几个语义上连贯的话轮之间构成一个语列（sequence）。在毗邻语对中我们提到，发话人发出的话语，也可能会收到非期待的回答（即非期待的第二部分）。非期待的第二部分往往会损害发话人的面子，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发话人在实施某一言语行为之前，往往先用某些话语进行探听，核实实施该言语行为的可能性。这种为实施某一言语行为作准备的话语，称为前置语列（pre-sequence）。（4）中的第1—3行就构成一个前置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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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中，发话人A为了实施第4行中的请求这一言语行为，首先在第1行中询问对方有没有黑莓果酱，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第2行），才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请求（第4行）。从语义内容上来看，1—3行都是为实施第4行中的言语行为做准备的，因此是前置语列。因为第4行实施的是请求类言语行为，因此其前置语列称作前置请求（pre-request）。又如，（5）中的第1—2行为前置宣告（pre-announcement），（6）中的第1—2行为前置邀请（pre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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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两个本来可以构成毗邻语对的话语中间，被插入了其他话语，此时被插入的成分称作插入语列（insertion sequence）。使用插入语列的目的，多在于进行确认、求证、澄清、协商等。如（7）中的话轮2和话轮3就构成一个以澄清为主旨的插入语列。由此可以看出，语列也是由紧密相连的话轮构成。与毗邻语对所不同的是，语列既可以等同于一个毗邻语对（如7中的话轮2和话轮3），也可以包括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话轮，如（4）中的1-3行就涉及了三个话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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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 Oh yeah. Yeah.　　　　　　　(Jefferson，1972：318)

在实际日常对话中，还可能会出现多重内嵌的情况，如（8）。在（8）中，发话人在第1行提出的问题，在最后一行（即第8行）才得到回答，其中间被插入了无数的、旨在进行求证的插入语列，相对应的插入语列行号为：4—5（插入语列1）、3—6（插入语列2）、2—7（插入语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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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话轮的转换、维持与提供

话轮的转换、维持与提供使会话能够不间断地进行，使交际不断向前推进。这方面也是会话分析的一个研究兴趣。

11.3.1　转换关联位置

日常语言交际往往有多个参与者，但会话仍能以话轮的形式进行下去，很少出现打断、重叠等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合格）交际者对话轮的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简称TRP）有较好的了解。转换关联位置即某一话轮的可能结束位置，常伴有以下特征（Duncan，1973，1974；Duncan & Niederehe，1974）：

1）语调：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使用非平调（即有明显的语调变化）；

2）语音：拉长最后一个音节，或者拉长最后一个句法结构中的重读音节；

3）句法：某一完整的句法结构之后，不管这个句法结构是句子、从句，还是短语；

4）语义：完备的语义结构之后；

5）身势语：停止做手势，或者放松身体的状态；

尽管转换关联位置出现在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但并不是所有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都会出现转换关联位置，还需综合考虑语调等因素。一般情况下，如果某一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语调为明显的升调或者降调时，转换关联位置才出现。例如，在（9）中，第一个话轮包括两个话轮构成单位，而转换关联位置只出现在第二个构成单位之后。其原因在于，在第一个话轮构成单位（即第1行）之后，发话人Jamie用的是平调（即无明显语调变化），此种语调预示发话人并不想放弃话语权，因此并没有出现转换关联位置；第二个话轮构成单位（即第2行）末尾，发话人用的是明显的降调。此位置既是一个话轮构成单位的结尾处，又伴随着明显的语调变化，因此转换关联位置出现。也就是说，第一个话轮中只有一个转换关联位置。而在第三个话轮（第4—6行）中，转换关联位置则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5行结尾处和第6行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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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结构完备性对于转换关联位置的判断也同样重要。一般情况下，当某一话轮结构在句法上完整时，在语义内容上也是完备的。比如（9）中的第1行话语，此段话语在句法上是完整的，在语义上也是完备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是句法上不完整的话轮构成单位，其语义内容也可以是完整的。例如在（10）中，第2行话语是一个if从句，根据句法规则，从句都是要结合主句一起使用的。但在此语境下，从句却可以独立构成一个话轮。也就是说，第2行话语虽然从句法上看是不完整的，但从语义上看是完备的，韵律也使用了非平调，因此第2行话语结束后，转换关联位置出现。

(10)　A: I won't help him again.

　　→B: If he continues to bother you?

　　　C: Yes.

11.3.2　话轮的转换

日常言语交际中，话语权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在不同的交际者之间轮换，其原因在于会话中存在一套完整的话轮转换规则。Sacks，Schegloff和Jefferson（1974）将这套控制话轮转换的规则称作局部管理系统（local management system）。这套系统的规则如下（刘虹，2004：66—67）：

1）用于任何话轮的第一个话轮构成单位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

a．如果在这个话轮中，现在的说话者选择了下一个说话者，那么被选的说话者有权而且必须接下去说话。其他人无权说话或者不必说话。话轮交接发生在选完说话者时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

b．如果现在的说话者未选择下一个说话者，那么别的会话参与者可以自选成为下一个说话者（但不是必须），最先说话者获得下一个话轮，话轮交接发生在那个转换关联位置。

c．如果现在的说话者未选择下一个说话者，那么现在的说话者可以继续（但不是必须）说话，除非别的会话参与者组选索取话轮。

2）如果在第一个话轮结构单位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规则1）a和规则1）b都没有运用，而是运用了规则1）c，现在的说话者继续说话，那么在下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可再次运用规则1）a—1）c，并且可以在下面的每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循环运用，直到话轮交接发生为止。

这套管理系统中规则的运用有着严格的次序，前面的规则运用先于后面的，即只有在规则1）a不适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规则1）b，之后才能依次运用规则1）c和规则2）。例如，（11）中的话轮转换就体现了这些规则的运用次序。

(11) 1 Miles:　...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with dancing,

　　2　　　　Harold?

　　3　　　　... You were taking some classes last fall＝?

　　4 Harold:　I'll take a few more.

　　5　　　　　[as a]—

　　6 Jamie:　　[You will]?

　　7 Harold:　It turns out as a spouse,

　　8　　　I get in free:

　　9 Pete:　　Oh really.　　　　SBC0002)

在（11）中，第一个话轮（第1—3行）由Miles产出，并明确规定了下一个话轮的发话人是Harold。按照规则1）a，发话人Harold应该接过话轮。实际上，第二个话轮（第4—5行）也确实是由Harold产出的，体现了对规则的遵守。在第二个和第四个话轮（第4—5行和第7—8行）中，发话人都没有指定下一个话轮的发话人，规则1）a不适用。按照次序，应该选规则1）b。根据规则1）b，受话人通过自选的方式成为发话人，所以Jamie和Pete成了第三个和第五个话轮的发话人。

（12）中的第2行话语则体现了规则1）c的运用。根据规则1）c，发话人说完某一话轮转换关联位置出现时，如果既没有指定下一个发话人，也没有听说人自选成为发话人的话，那么当前发话人可以继续使用该话轮。

(12)　　1 Jamie:　　We're gonna have babies crying.

　　　→2　　　　...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3 Harold:　 ... Well it's no worse than her screaming at em,

　　　　5　　　　is it?

　　　　6 Pete:　　... Yeah but now you'll have both.　　　　(SBC0002)

在（12）中，发话人Jamie已经在第1行产出了一个完整的话轮结构单位，且使用的是非平调，因此转换关联位置出现。从第2行开始处的“...”可以看出，经过较长停顿后，受话人中并无人自选成为发话人，于是Jamie继续控制了该话轮，通过使用第2行中的话语，继续掌控了话语权。

11.3.3　话轮的提供

当有多人参与会话且当前发话人想结束话轮时，谁将取得下一个话语权就成为会话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下一个话轮的发话人可以由以下三种方式产生。第一种是当前发话人通过提名的方式确定下一个发话人。如（13）中，发话人就通过在话轮末尾提名的方式，使John成为下一个话轮的发话人。

(13)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new project, John?

第二种方式是话轮结束后，当前发话人将目光指向在场的交际人之一。如（14）中，下一个话轮的发话人就会是在场的那个经理。

(14) Is there a better solution to that? (The speaker directs his eyes to the manager.)

第三种方式是公开话语权，让受话人自己选择谁将成为下一个发话人。如（15）中，发话人既没有公开选定下一个发话人，也没有将目光指向某一受话人，而是漫无目的地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到底谁将成为下一个发话人，由在场的受话人自己选择。

(15) 1 have no idea at all. I don't know what to do next. (He looks around mindlessly.)

11.3.4　话轮的维持

在有些情况下，发话人想表达的内容比较多，因此通常会采取一些语言手段来达到控制话轮、掌控话语权的目的。最常用的不让出话语权的方法是避免提供转换关联位置。例如，在（16）的第2行中，发话人至“sexist”位置处，已经产出了一个潜在的话轮构成单位，如果在此停顿的话，就往往被识别为提供了转换关联位置。为了防止被别人打断，发话人A并没有在第一个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停顿，而是产出了一个新的话轮构成单位的一部分，之后才略微停顿了一会。也就是说，发话人A停顿的位置并不在转换关联位置处，因此很好地控制了话轮。

(16)　　1 A:　A woman told me: (.),

　　　→2　　I was a male sexist because (..)

　　　　3　　I (.) I was taught by my mother that,

　　　　4　　when a woman comes in an' she's got no place to sit down.

　　　　5 B:　Yeah

　　　　6 A:　you: get up as a sign of respect.

另外一个常用的方法是语调。一般来说，发话人如果想结束当前话轮，就会使用明显的语调暗示，即陈述句和特殊疑问句末尾用强降调、一般疑问句末尾用强升调。如果发话人产出了类似的会话结构成分后，仍然想继续控制话语权，就可以通过不使用上述语调暗示的方法来达到控制话轮的目的。如在（17）中，发话人在第3行实际上已经产出了一个完整的话轮结构单位。此结构单位为陈述句，按照英语的语调系统，应该用强降调。而发话人Rebecca却使用了平调，因此预示了自己仍然想控制话语权，从而达到保持话轮的目的。

(17)　　1 Rebecca:　　when you're talking you need to:,

　　　　2　　　　　.. uh,

　　　→3　　　　　.. always say yes or no,

　　　　4　　　　　.. as opposed to unhunh or unh-unh.

　　　　5 Rickie:　　O: h okay.

　　　　6 Rebecca:　or nodding your head,

　　　　7　　　　　.. okay,

　　　　8　　　　　because she takes everything [down].

　　　　9 Rickie:　　　　　　[Okay].　　　(SBC0008)

发话人还可以通过缩短话轮构成单位之间停顿时间的方法来继续控制话语权。如在（18）中，发话人Rebecca在此话轮中使用了两个话轮构成单位，且在第一个话轮构成单位的末尾语调也提示了转换关联位的出现。但是两个话轮构成单位之间几乎没有停顿时间，所以发话人还是成功继续掌控了话轮。

(18) Rebecca: He's actually pretty intelligent. He's just uneducated,

另外一个常用的技巧就是使用填充语（filler）（如en、em等）、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and、well、I mean、you know等）。这类话语的使用，可以避免过长的停顿，从而达到控制话轮的目的。例如在（19）中，发话人就是用了两个话语标记语（“well”和“er”），从而避免了过长的停顿，提示自己的话还没有说完，从而达到控制话轮的目的。

(19) ... then first, I, you see, you may meet a lot of new words in, ... well
 ... , in your, er, first year.

此外，发话人还可以通过在话轮伊始提示会话整体内容的方式来掌控话轮。例如在（20）中，发话人在一开始就指出自己有两点需要说明，从而避免了自己在说完之前被别人打断。

(20) I have two points to make
 . First, I won't buy a new book for him. Second, I have no bias on him. We are still friends.

11.4　会话的开始、结束与话题转换

从宏观上看，会话结构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任何一段会话，不论长短，都有开始（opening）、主体（body）和结束（closing）三部分；在主体部分中，如果包括多个话题，还会涉及话题转换（topic shift）。

11.4.1　会话的开始

有一个好的开始，才能保证会话顺利进行下去。会话开始部分通常遵循“呼唤-回答语列”（summon-answer sequence）模式，即由一方首先发出呼唤、另一方做出回应作为整个会话的开始（Schegloff，196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呼唤的形式，发话人才能引起受话人的注意，也才能确定到底谁是受话人，到底有几个人参与到会话中来，等等。同理，只有通过回答，才能显示受话人愿意与发话人进行对话，从而保证会话的继续进行。

呼唤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熟人之间，通常可以通过提名的方式来邀请受话人参与会话。在陌生人之间，可以通过诸如“Excuse me”，“ Pardon me”等形式引起受话人的注意，进而展开对话。此外，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之间，发话人均可以通过眼神（如看着受话人等）邀请受话人展开对话。例如，在火车上，你看着你对面的乘客说：“南京今年冬天真冷！”，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邀请对话的形式。

呼唤的形式决定了回答的话语形式。例如，如果发话人通过“Excuse me”发出了会话邀请，受话人一般需要回答“What can I do for you”的话语形式。再如，如果火车上某一乘客首先说出了“南京今年冬天真冷！”的话语，那么受话人一般也需回答“是啊，今年特别冷”等话语形式。

尽管呼唤-回答语列有很多种形式，但都具有以下几种特征。首先，呼唤-回答语列是非终止性（non-terminality）的（Schegloff，1968）。呼唤-回答语列只是整个对话的开始，所以只能出现在会话结构的开始位置处，后面一般还跟着其他话语内容，而不能出现在会话过程中或者作为会话的结尾出现。其次，呼唤-回答语列具有“制约关联性”（conditional relevance）（何兆熊，2000：325），即第一部分出现，第二部分一般会伴随出现；通过观察第二部分，我们也可以推测第一部分的话语性质。例如，如果有询问，就得有回答；从回答话语我们也可以推测，其前的话语为询问句；等等。最后，呼唤-回答语列具有不可重复性（non-repeatability）（Schegloff，1968）。也就是说，呼唤-回答语列在一段会话中只能出现一次，不能重复使用：当呼唤得到回答后，发话人就不能再继续使用呼唤-回答语列了。

11.4.2　会话的结束

与会话的开始一样，会话的结束也呈现出一定的模式。Schegloff和Sacks（1973）发现，会话的结尾一般包括话题界限语列（topic bounding sequence）、前置结束语列（pre-closing sequence）和结束语列（closing sequence）三部分。

会话的参与者在结束会话时，发话人一般都会使用明显的会话结束标志，如“Bye”，“See you”等，受话人一般也会对此作出反应。这种明确标示会话结束的话语称作结束语列，如（21）中的第15和16行话语就构成一个结束语列。但正式使用结束语列前，会话参与者一般还会产出一些话语，标识自己已经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于是向对方暗示自己想结束会话，同时让对方考虑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会话参与者这种预示会话可以结束的话语称作前置结束语列，如（21）中的第13和14行话语。此外，因为会话正式结束之前，交际双方刚刚结束一个话题，因此交际者还需要考虑如何结束此话题，从而顺利结束会话。这种对之前的话题进行总结的话语称作话题界限语列，如（21）中的第9—12行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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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会话结束都包括上述三种语列。在有些情况下，话题界限语列或者前置结束语列可以省略不用，有些情况下两种语列都可以省略。具体包括哪些语列，采用哪种方式结束话语，依交际风格而定。

11.4.3　话题的转换

在大部分情况下，日常语言交际并不仅仅包括一个话题，而是往往包括多个。Crow（1983：141—150）指出，这种在同一段会话中的话题转换（topic shift）主要分为话题起始（topic initiation）、话题遮蔽（topic shading）、话题恢复（topic renewal）、话题插入（topic insert）等几种类型。

1）话题起始

这种类型的转换多出现在一段会话的开始、某一话题的结束或者在较长时间的停顿之后，通常伴有一些话题界限语（topic-bounding device），如I tell you what；one more thing; Listen，there's something I've gotta tell you；You know what；before I forget；by the way；incidentally等。

例如，在（22）中，在第一个话轮之前，K在检查B放置的录音机是否安全。所以，B在第一个话轮中说，录音机放在那里没事。于是，K开始了一个新的话题，问候对方的近况，所以就产生了2—5行中的话语。通过语境来看，因为在第1行中发话人B已经结束了一个话题，因此发话人K在第2行中产出的话语实际上是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所以，第2行话语中涉及的话题转换可归结为话题起始。（23）中的第1—3行话语也涉及了此种类型的话题转换，且伴有明显的话题转换标记“I tell you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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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话题遮蔽

话题遮蔽一般先通过建立与之前话题联系的方式引出新的话题，常伴有speaking of ... ；that reminds me等话语。

例如在（24）中，发话人M在第6行之前提到了一件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以此为出发点，发话人F在第7行中提到自己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今天听到了一首从儿时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的歌曲。发话人M在第6行之前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而发话人F在第6行中并没有继续讨论此话题，而是引出了自己的经历，通过“speaking of”的形式，较为隐蔽地转换了话题。因此，第7行话语所代表的话题转换为话题遮蔽。

(24)　　1 M: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so incredibly strange about that place,

　　　　2　　y'know

　　　　3 F:　Uh huh

　　　　4 M:　Here's some guy singing ((sings)) "Tiny bubbles, in the wa-"

　　　　5　　y'know it was just so incredibly—strange

　　　　6　　sitting out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water.

　　　→7 F:　Speaking of that I heard a strange song today that I haven't heard

　　　　8　　since I was a little

　　　　9　　kid and used to listen to Arthur Godfrey on the radio with my mother.

　　　　10 M:　Oh yeah.　　　　(Crow, 1983: 143)

3）话题恢复

当讨论完一个或者几个话题之后，又重新回到之前的某一个话题，就是话题恢复。常用的恢复话题的标记语有anyway；like I told you；getting back to the subject；as I was sayin；now，where were we？等。例如，在（25）中，发话人就在第6行中通过询问之前话题的方式恢复了之前讨论的话题。

(25)　　1 M:　I said I'd never do that,

　　　　2　　I'm saying though,

　　　　3　　I'm saying I've had all kinds o'opportunities 'n I've never done it,

　　　　4　　that's what I way saying

　　　　5　　y'know

　　　→6 F:　What were we talking about before this?

　　　　7 M:　what

　　　　8　　Before what

　　　　9 F:　Before this

　　　　10　　I can't remember

　　　　11　　Oh, oh, oh, nothing

　　　　12　　Mm

　　　　13　　I had the same boyfriend from first grade to sixth grade

　　　　14　　Oh　　　　(Crow, 1983: 146)

4）话题插入

如果发话人在讨论某一话题的过程中，突然插入了另外一个话题，但此话题并没有成为会话的焦点，即要么没有引起回应（如26中的第2行），要么回应太短（如27中的第3—4行），则此时称作话题插入。

(26)　　1 M:　So seven years ago he left—the priesthood

　　　　2　　I'll have one of those

　　　　3　　and came back.　　　　(Crow, 1983: 149)

(27) 　 1 F:　It's up to you, whatever you fell comfortable with

　　　　2 M:　Well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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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en what're you gonna do it for?　　　　(Crow, 1983: 149)

在（26）中，发话人M在说话过程中，看到受话人（J）在分发巧克力，于是在第2行中对受话人（J）说自己也要吃一块；然后在第3行中继续叙述第1行中的事情。第2行中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受话人的回应，发话人自己也没有继续说下去，因此为话题插入。在（27）中，发话人M在说话过程中，在第3行突然提到自己的杯子里没有牛奶了，于是打开冰箱去取。受话人F在第4行接过发话人M第3行中的话题，说自己不再需要喝牛奶了；但第5行又转向第3行之前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第3行中的话题引起了回应，但受话人的回应非常简短，该话题没有继续下去，而是转向了原有话题，所以第3和第4行中的情况也是话题插入。

11.5　会话调整

日常会话为即时在线交际，发话人在参与会话之前，往往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因此在会话进程中会经常遇到说错话、词不达意等情况。因此，交际双方时常需要对已经产出的话语进行调整（adjustment），这些调整主要包括会话修正（conversational repair）、会话重述（conversational reformulation）、会话增量（conversational increment）等。

11.5.1　会话修正

会话修正指交际者意识到会话中存在的听、说、理解等方面的问题后，进行意义协商，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戴云娟，2007）。从实施修正的交际者角度来看，修正可以分为自我修正（self-repair）和他人修正（other-repair）两种。自我修正是发话人对自己刚刚产出的话语进行修正，又可进一步分为自我启动—自我修正（self-initiated self-repair）、他人启动—自我修正（other-initiated self-repair）两种。他人修正包括他人启动—他人修正（other-initiated other-repair）和自我启动—他人修正（self-initiated other-repair）两种。

自我启动—自我修正，即发话人意识到了自己话语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自己刚刚产出的话语进行修正，如（28）中的加下划线部分就是自我启动—自我修正。

(28) and about one or two, no, about four years later
 , I know the truth.

（陈立平等，2005：280）

他人启动—自我修正指受话人觉得发话人的话语中存在问题，于是指出了问题的所在，由发话人修正所存在的问题。例如，（29）中的加下划线部分就属于他人启动—自我修正的范畴。

(29) A: Hey, the first time they stopped me from selling cigarettes was this morning.

　　B: From Selling cigarettes?

　　A: From buying cigarettes
 .

他人启动—他人修正指受话人意识到发话人话语中存在问题，并对此进行的修正。例如，在（30）中，发话人A问受话人B有没有拿到TESOL Quarterly这本期刊。受话人B感觉很疑惑，于是在2行中进行了求证。紧接着A在第3行坦诚自己可能表达有误，于是B在第4行中对A的第1行话语进行了修正，指出TESOL Quarterly应是Applied Linguistics之误。因此，第4行中的修正为他人启动（第2行）—他人修正（第4行）。

(30)　　1 A: Did you get the TESOL Quarterly?

　　　→2 B: TESOL Quarterly?

　　　　3 A: Oh, I made a mistake. It's (..)

　　　→4 B: Applied Linguistics, if not wrong.　　　何自然、冉永平，2002：323）

自我启动—他人修正指发话人意识到了话语中存在的问题，但没有能力（如没有掌握某一表达方式等）对自己的话语进行修正，因此引导他人对自己的话语进行修正，以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例（31）中的加下划线部分就属于自我启动（第3行）—他人修正（第4行）。

(31)　　1 A: Do you get the bus?

　　　　2 B: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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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话过程中，考虑到发话人的面子等因素，人们多倾向于优先选择自我启动—自我修正，其次是他人启动—自我修正，最后是他人修正。

从进行修正的语用动因来说，发话人进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改善表达、促进理解，受话人进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澄清和确认话语信息（何自然、冉永平，2002：324）。

11.5.2　会话重述

会话重述（conversational reformulation）也是解决日常交际中（潜在）问题的一种策略。当发话人说出某一话语后，觉得这一话语可能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于是就用更加简洁、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更好地进行交际，这种情况下称作自我会话重述；如果受话人没有弄清楚发话人的话语，也会通过重述的方式进行求证，从而更好地理解发话人话语，这种情况下称作他人重述。会话重述通常伴有一些重述标记语（reformulation marker），如I mean；that is；that is to say；in other words；namely等（陈新仁、任育新，2007）。

例如，在（32）中，发话人Marilyn在第2行中提到，“他们以前已经做过了”（这里指旅行）。因为涉及代词“it”的关系，发话人猜测可能给受话人的理解带来困难。为了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她在第3行中对第2行话语做了进一步阐释，指出自己实际上是说他们将再次旅行。

(32)　　1 Marilyn: Well,

　　　　2　　　They:: have already done it.

　　　→3　　　 ... I mean, .. this was, ... another trip.　　(SBC0003)

会话过程中还会发生受话人重述发话人话语的情况。例如，在（33）中，发话人Phil在第1行中，指出自己和Jack等人曾经遇到过“他”（him）。但此时受话人并不能确定“他”到底指谁，于是在第3—5行中，受话人Brad（此时为发话人）对“他”进行了重述，从而进一步明确所指。从第6—7行的话语来看，受话人Brad的重述达到了澄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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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会话增量

会话增量语指发话人产出一个完整的会话结构后，出于种种原因，又对刚刚产出的话语进行调整的言语形式（Schegloff，1996；Couper-Kuhlen & Ono，2007）。例如，在（34）中，发话人Guy在第1行提出让受话人Jon去关门，干涉到了受话人Jon的行动自由，因此属于面子威胁行为。经过1.1秒的停顿后，Guy看到自己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回应，于是通过提供原因的方式，解释为什么自己不能去关门，从而为自己在第1行发出指令行为提供原因，起到了缓和面子威胁行为的作用。

(34)　　1 Guy:　Can I close the door?

　　　　2　　　(1.1)

　　　→3　　　'cause I'm busy at the moment.


　　　　4 Jon:　Ok.

会话增量语的使用，有其深刻的语用动因。发话人通过使用会话增量语，可以缓和面子威胁行为（如32中的第3行话语），可以突显自己对某一命题的态度（如35中的第7行话语），也可以对刚刚表达的命题内容进行调整，以便于受话人的理解（如36中的第2行话语）。在出现交际空白的情况下，通过使用会话增量语，还可以起到填补交际空白、引起后续话轮、保持会话继续进行的功能（如37中的第4行话语）。

(35)　　1 Lenore:　How old is she now.

　　　　2 Alina:　this little] piss ass.　　　　　　3 .. (H) Four,

　　　　4　　　five,

　　　　5　　　some place around there,

　　　　6　　　I can't remember.

　　　→7　　　.. ever.


　　　　8　　　Cause it's just—

　　　　9　　　.. She's such a nightmare to me. (SBC0002)

(36)　　1 Alina:　They all live down like in Del Mar?

　　　→2　　　... Super ritzy area.
 　　(SBC0006)

(37)　　1 Guy:　W'why don't I: uh (0.6) I'll call uh (0.1)

　　　　2　　　Have you go: t uh: Seacliffs' phone number? h

　　　　3　　　(1.1)

　　　→4 Guy:　by any chance?


　　　　5　　　(0.3)

　　　　6 Jon:　Yeah?　　(Couper-Kuhlen & Ono, 2007: 522)

11.6　听者反应

在会话进程中，为了保持会话顺利进行，受话人还需要不时对发话人的话语做出反应，简称听者反应（listener response），主要包括受话人提供的最小反馈语（backchannel）、重叠（overlapping）、沉默（silence）等。

11.6.1　最小反馈

最小反馈语，又称“回馈语”（feedback）、“互动标记语”（reactive token）、“最小回应语”（minimal response）、“反应标记语”（response token）等，是受话人在发话人的说话过程中提供的、不旨在索取话轮的简短回应标记，其使用的动机主要是标识受话人对会话的参与程度，并鼓励发话人继续说下去。常用的反馈语有yeah，uh huh，mm hm，oh，wow，good，okay，yes，right等。

但是，这些词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用作反馈语，还会出现其他用法。例如，Schegloff（1982）就发现，“uh”在会话中就有两种交际功能：一种是作为反馈语使用，其使用的目的在于鼓励发话人继续说下去，表示自己并没有索要话语权的意图（如38中第6行）。这是“uh huh”最常用的用法。另一种功能是用来引起发话人对话语进行修正（即他人启动一自我修正，如39中的第2行）。

(38)　　1 Pete:　.. people who've been to Indonesia,

　　　　2　　　.. think that those guys,

　　　　3　　　like the two top ones,

　　　　4　　　... have really European characteristics.

　　　　5　　　... compared to Indonesians.

　　　→6 Jamie:　Uh
 ,

　　　　7 Pete:　... Just cause their eyes are real big and their noses are big.

(SBC0002)

(39)　　1 A:　I saw your book this morning in the library.

　　　→2 B:　Uh
 ?

　　　　3 A:　Sorry. Your article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反馈语的使用，体现了受话人对当前会话的参与程度。但不同的反馈语，其体现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Jefferson（1984）就指出，就“hm”，和“yeah”而言，前者体现了受话人对当前话语的被动接收（如40中第3行），而后者则体现了受话人对当前话语的主动判断（如41中第3—4行），其显示的受话人参与程度比前者高。

(40)　　1 Mary:　.. And just stick it in there.

　　　　2　　　... And you know what I did?

　　　→3 Alice:　Hm
 .

　　　　4 Mary:　I didn't want to waste a tree's life,

　　　　5 Mary:　... so I just cut a ＜@ branch off one@＞　　(SBC0007)

(41)　　1 Jamie:　I just read an article on him.

　　　　2 Miles　.. You .. you probably read the same Examiner article [I read].

　　　→3 Jamie:　[Yeah]
 ,

　　　→4　　　yeah.


　　　　5 Miles:　talking about how Gregory Hines said,

　　　　6　　　he doesn't realize a human being can't tap [that fa: ]st?

　　　　7 Jamie:　　　　[Right].

　　　　8　　　Right.　　　(SBC0002)

11.6.2　重叠

所谓重叠（overlapping），指会话过程中在同一时间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发话人的情况。重叠发生后，一般一方会迅速退出，因此总的来说，每次仍然只有一个发话人。

如果某段会话涉及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发话人，当发话人已经产出了一个完整的会话结构单位，且没有指定下一发话人的情况下，受话人为了保持话轮转换，往往会出现重叠的情况，如（42）中的第2和3行话语。

(42)　　1 Mike:　I know who d' guy is.

　　　→2 Vic　　[He's Ba:: d.
〔4〕



　　　→3 James:　[You know the gu: y?

(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707)

当受话人对转换关联位置判断失误时，也容易发生重叠的情况。因为日常会话中的话轮转换速度非常快，所以一般情况下，受话人会根据转换关联位置判断何时由自己取得话语权。但是，发话人往往在转换关联位置出现后，还会加上称呼语、礼节性话语或者其他附加成分，由此也会造成重叠的发生，如（43）和（44）中的第2行。

(43) A: What's yer name again please [sir,

　　→B:　　　　　　　[F. T. Galloway.

(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708）

(44) A: Uh you've been down here before, [haven't] you.

　　→B:　　　　　　　[Ye: h].

11.6.3　沉默

会话过程中，在某一时间内无人说话的情况称作沉默，沉默主要有间隔（gap）和中断（lapse）两种类型。出现在转换关联位置之后、没有选定下一发话人的情况下的沉默，如果历时比较短，称之为间隔；如果历时比较长，则称之为中断。例如，在（45）中，发话人J在第2行对C的话语进行了回应，但随即发生了2.0秒的沉默。因为该沉默出现在转换关联位置之后，且历时较短，因此称为间隔。在第5行中，发话人C对J的话语进行了回应，之后发生了历时14.0秒的较长沉默，因此称为中断。

(45)　　1 C: Yehhh

　　　　2 J: Ok.

　　　　3　(2.0)

　　　　4　I haven't not done (0.8) anything the whole weekend.

　　　　5 C: Okay.

　　　　6　(14.0)

　　　　7 J: Dass a rilly nice swe:: der, (hh) at's my favorite sweater on you,

　　　　8　it's the only one that looks right on you.

　　　　9 C: Mm huh　　(改编自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714-715)

其实还有一种沉默的形式，称作“停顿”（pause），指在同一话轮中，出现在非转换关联位置的沉默（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Mushin & Gardner，2009）。如在（45）中，第4行存在一个历时0.8秒的沉默，由于出现在非转换关联位置处，因此称作停顿。

停顿还包括当前发话人已选定了下一发话人，但被选定的发话人还没有做出回应的情况下的沉默（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在（46）中，发话人Alice在第1行结束时，指明了下一发话人为Tom，此后的话轮应由Tom产出。在第2行中，Tom还没有说话，不存在转换关联位置，因此第2行中的沉默可以算作非转换关联位置处的停顿。

(46)　　1 Alice: Will you miss Jack when he moves to Chicago, Tom?

　　　　2　　(2.0)

　　　　3 Tom: Well, if he hadn't been so bothering.

11.7　话语标记语与语码转换

11.7.1　话语标记语

话语标记语（discourse marker）指会话中不具备命题意义的一些单词或短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话语现象。由于研究的出发点或侧重点不同，其名称也不尽相同，其他如语义连接语（semantic conjunct）、逻辑联系语（logical connector）、暗示词（clue word）、提示语（cue phrase）、话语操作语（discourse operator）、话语小品词（discourse particle）、语用联系语（pragmatic connective）、语用操作语（pragmatic operator）、语用标记语（pragmatic marker）等。常见的话语标记语包括部分连词（如and，because，so等）、副词（如actually，really，ever等）、感叹词（如hm，oh，well等）以及一些短语（如you know，I think，I mean，to be frank等）。

话语标记语本身并不传递命题意义，因此对话语的语义内容并无贡献（何自然、冉永平，2002：325）。但是，通过使用话语标记语，却可以编码程序意义，从而达到实现最佳关联、减轻读者处理努力的目的（陈新仁，2002）。例如，在（47）中，a由于没有使用话语标记语，受话人很难推测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因此难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而b和c，由于使用了话语标记语，从而明确标识了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受话人的理解。

(47) a. The rent is reasonable.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b. The rent is reasonable. In addition
 , the location is perfect.

　　　c. The rent is reasonable, because
 the location is perfect.（陈新仁，2002：351）

部分话语标记语还能起到延缓话语产出，从而达到控制话语权的目的。日常会话为即时在线交际，话轮中的话语单位一般都比较简短，受话人在转换为发话人之前，很少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组织自己的话语。因此，在说话过程中，发话人难免会中途停下来，想一下用何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用何话语完成自己的话语。但较长时间的停顿又容易使话语权被受话人索取，因此为了保持话语权，从而实现控制话轮的目的，发话人会在停顿的地方使用话语标记语。例如，（48）中的well就是起到延缓话语产出功能的话语标记语（冉永平，2003；李民、陈新仁，2007）。

(48) 1 I:: 've ... only done like,

　　→2 ... well
 ,

　　　3 ... at the end of the year,

　　　4 now see,

　　　5 I took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ourse. (SBC0004)

起延缓话语产出功能的话语标记语，不仅可以出现在某一话轮的中间位置，还可以出现在话轮的起始位置。在起始位置的话语标记语，提示发话人已经准备接过话语权，但仍在考虑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如（49）中第4行中的标记语ah。

(49) 1 Frank:　.. I think the.

　　　2　　　the problem with your question is,

　　　3　　　a different sort of powers.

　　→4 Montoya:　...Ah:
 .

　　　5　　　Very good.

　　　6　　　.. Explain that.　　　　(SBC0012)

部分话语标记语还可以用作重述标记语，用在被重述话语和重述话语之间，如(50)第3行中的I mean，就是重述标记语：其后的话语是对第2行话语的进一步解释，以便于受话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话语。

(50) 1 Doris:　.. They want her three months out of the year,

　　　2　　　but they have no legal grounds.

　　→3　　　I mean
 ,

　　　4　　　... You know,

　　　5　　　he is the legal father,

　　　6　　　and,

　　　7　　　... there's not much they can do.

　　　8 Lenore: Oh, she was divorced?

　　　9 Doris:　.. [Mhm].

　　　10 Lynne:　[(H)] ＝ .. Yeah,

　　　　　and he is such a weirdo.　　　　(SBC0001)

合理使用话语标记语，还可以将(可能是)未知信息以旧信息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既避免了威胁受话人的面子，又缩短了交际双方的信息距离，从而更利于交际目的的实现（冉永平，2002）。（51）第2行中的话语标记语you know就起到了这样的功能。

(51) 1 Jim:　... we'll physically wire it up there.

　　→2　　　... you know
 ,

　　　3　　　there may be (H) ... a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in there,

　　　4　　　which may represent ... three people's,

　　　5　　　or four people's ... purchases,

　　　6 Joe:　Mhm.

少数话语标记语还具有提示修正的功能。例如（52）中的话语标记语well就是一个信息修正标记语（冉永平，2003；李民、陈新仁，2007）。

(52) I drove ninety miles an hour, well
 , eighty-five all the way to Santa Fe.

11.7.2　语码转换

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有人认为也包括语码混用（code-mixing），指发话人在同一会话进程中使用两种或者多种语言或者语言变体进行交际的行为，如（53）中的英法两种语言的转换、（54）中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以及（55）中的汉语加英语词缀的形式。

(53)　1 Child: Do you know what these two flies are doing?

　　　2 Mother: No.

　　→3 Child: Ils font L'amour.
 （该法语的意思为“They are making love”）

　　　4 Mother: Ok, Ok.

　　　5 Child: You know, if I'd said this in English,

　　　6　　　you would have left the room immediately.

（改编自何自然、冉永平，2002：329）

（54）我刚刚收到你的e-mail，看完你的论文后再给你意见啊。

（55）一直在忙论文，根本没时间出去玩，郁闷ing
 。你近来怎么样？

之所以在会话过程中存在语码转换，其原因之一是某一语言中无另一语言中的对应词汇。随着全球化的扩展以及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进入到某一语言中，倘若此种语言还没有创造出对应的词汇，便很容易发生语码转换现象。例如，很长一段时间，汉语中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很好地与英语中的计量单位“G”对应的词汇，于是在日常对话中，经常会听到人们直接说“G”（如56）。类似的情况还有（57）中的“Windows XP”。

（56）我的电脑硬盘才80个G，明显不够用的。

（57）我的金山词霸与Windows XP
 不兼容，屏幕总是闪。

人们使用语码转换的另一目的，是简洁表达的需要。例如，有些总部位于国外的组织，其汉语译名比较长。于是在日常对话中，为了提高交际效率，发话人会直接使用该组织的缩写语，如（58）中的WTO和（59）中的NBA。

（58）图书馆今天下午有关于WTO
 知识的讲座，你去听吗？

（59）你经常看NBA
 吗？

有时使用语码转换，可以委婉地表达一些不便于用母语直接表达的概念。例如在（53）中，小孩知道在公共场合讨论性爱是一件不雅的事，于是在第3行中通过使用法语，规避了直接表达，从而有效避免了社会禁忌，起到了委婉的功能。又如，在（60）中，钟丽缇一名著名的电影演员，其表演以性感著称。但在公共场合中谈论某人性感有所不雅，于是在此例中，发话人通过使用英语语码，使表达“委婉、含蓄、笼统”（赵淑梅、秦秀白，2005：64）。这种情况下的语码转换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礼貌策略。

（60）钟丽缇曾在过去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坦言，自己拍戏都靠Body Language
 ，

（赵淑梅、秦秀白，2005：64）

使用语码转换，还可以使语言更加形象地描述所发生的事情。例如（61）中的“PK”一词，来源于英文的“Player Killing”，其原意指网络游戏中“两人对决，杀个你死我活”。在此例中，通过使用“PK”一词，将成龙、李连杰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观众支持，从而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暗中较量的场景描述的栩栩如生、淋漓尽致。

（61）2009年12月29日晚，成龙李连杰大PK
 。

使用语码转换，还可以使话语充满调侃、戏谑的成分，从而达到幽默的交际效果。例如（62）中的“out”一词，被学生用来描述老师“落伍”，充满了调皮、戏谑的成分。

（62）老师，你out
 了。

在会话中经常进行语码转换，也是一种时尚的表现，其使用往往代表了发话人特定的身份、地位等。这种情况多出现于在外企工作的人之间，如（63）中的语码混用。

（63）我先check
 一下啊。如果没有收到，你再fax
 一份给我。

（64）Well, I done a li'l obersvin' now.

准确恰当地进行语码转换，还可以标识自己的群体身份或者对该群体的认同，从而达到拉近社会距离的目的。例如在（64）中，白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在一次以黑人占绝大多数的聚会上发表竞选演说时，使用了黑人英语，从而表达了对该群体身份的认同，实现了拉近社会距离的目的。

练习题

1．Schegloff（1968）通过调查五百多次的电话会话后得出一条分布规律，即在电话会话中总是接电话的一方先说话。根据话轮转换规则，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Schegloff调查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你认为这条规律仍然有效吗？请举例说明。你认为在当代中国，在电话交谈中也存在类似的规律吗？请用证据支持你的观点。

2．Tsui（1994）认为，语列是一个没有被界定清楚的概念。从本章11.1.3一节的叙述也可以看出，语列与语对有很多重叠之处。你认为会话分析学者提出语列的初衷是什么？语列的提出弥补了以语对为会话分析单位的哪些缺陷？请根据文献，优化对语列这一概念的界定。

3．请根据下面这段对话，指出发话人是如何进行话题转换的？你认为这些转换自然吗？如果你是其中的交际者，你如何进行话题转换？

1 M:　Well, I don't think if he made that much money he'd work that hard

2 F:　How does my hair look?

3　　Looks better, doesn't it?

4 M:　Uh huh

5 F:　I got it trimmed out

6　　Took her a hour

7　　An hour

8 M:　Gee

9　　What'd she do, each hair individually?

10 F:　Fist she took—me back and washed my hair,

11　　y'know

12 M:　Mm hm

13 F:　Which feels great, 'cause they have a wonderful kind of massage that they do,

14　　y'know when-they wash your hair

15 M:　Uh huh

16 F:　It's just so nice to get your hair washed by somebody

17　　I don't know how they—y'know, just kinda

18 M:　I went to a professional barber in 1969 when I went to work for my father.

19 F:　and then they rinse it and put—

20　　they wash she washed it twice and then she put—a rinse on it, creme rinse on it.　　　　(Crow, 1983: 150)

4．在会话过程中恰当地使用反馈语，既不打断发话人的话语，又体现了受话人对该会话的参与程度。英语和汉语中的反馈语类型及其使用频率有何异同？

5．英语本族语者在会话过程中经常使用话语标记语。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英语会话过程中也经常使用话语标记语吗？中国学生使用的话语标记语的类型和频次与英语本族语者有没有差异？

6．语码转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会话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语码转换在口语和笔语中的使用有何差异？你认为语码转换对汉语会造成什么影响？

文献选读

……

3.3. RULES. The following seems to be a basic set of rules governing turn construction, providing for the allocation of a next turn to one party, and co-ordinating transfer so as to minimize gap and overlap.

(1) For any turn, at the initial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of an initial turn-constructional unit: (a) If the turn-so-far is so constructed as to involve the use of a 'current speaker selects next' technique, then the party so selected has the right and is obliged to take next turn to speak; no others have such rights or obligations, and transfer occurs at that place.

(b) If the turn-so-far is so constructed as not to involve the use of a 'current speaker selects next' technique, then self-selection for next speakership may, but need not, be instituted; first starter acquires rights to a turn, and transfer occurs at that place.

(c) If the turn-so-far is so constructed as not to involve the use of a 'current speaker selects next' technique, then current speaker may, but need not continue, unless another self-selects.

(2) If, at the initial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of an initial turn-constructional unit, neither la nor lb has operated, and, following the provision of lc, current speaker has continued, then the rule-set a-c re-applies at the nex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and recursively at each nex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until transfer is effected.

3.4. THE ORDERING OF THE RULES serves to constrain each of the options which they provide. The fact that la is the first rule to apply does not mean that its option is free of constraints imposed on it by the presence, in the set, of rules which would apply if la did not. Thus the option of rule 1b applies if rule la's option has not been employed; hence, for rule la's option to be methodically assured of use, it needs to be employed before the initial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of an initial unit. The operation of rule la's option thereby is constrained by rule 1b's presence in the set, independent of whether rule 1b's option is actually employed. Similarly, for rule 1b's option to be methodically assured of application, given the presence in the set of rule 1c, it will need to be employed at the initial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of an initial unit, and before current speaker's option to continue (rule 1c) is invoked. If 1c is thus invoked, then rule 2 will apply; the rule set a-c will re-apply; and rule la's option will again take priority over that of rule 1b. Thus the operation of rule 1b is constrained by rule 1c's presence in the set,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actually employed. Having noted that lower-priority rules thus constrain the use of higher-priority options, we should recall that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on lower-priority rules by higher-priority one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rule-set itself.

The rules provide an order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ique groups (i. e. the two groups of turn-allocational techniques) that makes the inclusion of the two types of techniques in the rule-set compatible with 'one speaker at a time', obviating a violative potential of their joint inclusion were they not ordered. If the technique groups were not ordered - e. g., if both were usable on any occasion on which one was usable-then the very techniques whose operation should yield only one next speaker would permit more than one party to be selected. That possibility would be provided because each type of technique involves use by a different party; and unless the party performing self-selection were the same party being selected by current speaker, more than one next speaker will have been selected. The rule-set's order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iques removes this possibility. Furthermore, the 'first starter has rights' provision of rule 1b provides an ordering, within the possibilities provided by that technique group, which is addressed to the possibility of multiple self-selection opened up by that technique.

Minimization of gap and overlap is accomplished in two ways: one localizes the problem, the other addresses it in its localized forms. The rule-set, along with the constraints imposed mutually by the options in it, eliminates gap and overlap from most of conversation by eliminating gap and overlap from most single turns. The rules provide for turn-transfers occurring a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s, wherever the use of the allocational technique has been constructionally accomplished. Thus 'current speaker selects next' techniques may be accomplishe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unit-type employed in a turn (e. g. by the use of an address term for certain unit-types); but the accomplishment of turn-transfer does not occur until the first possible 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he use of self-selection techniques is contingent on the non-use of' current selects next' techniques, and those may be applied at any point up to the firs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hence self-selection may not be exercised (the technique selected or the transfer attempted) until the firs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Current speaker may continue (rule 1c) if self-selection is not done, thus recycling the rules: hence self-selection, to be assured, must be done AT the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The turn-taking rule-set thus provide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gap and overlap possibilities at 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s and their immediate environment, so that the rest of a turn's 'space' is cleansed of systematic bases for their possibility.

......

(Excerpted from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written by Sacks, H., Schegoff, E. A. & Jefferson, G. 1974: 704-706)

注释


〔1〕
 由于存在几种不同的转录符号系统，因此研究者所采用的转录标识也不尽相同。为了保持统一，本章中所使用的例子均按照“11.1引言”中所提及的转录符号进行了改写，但文字部分没有改动。下同。


〔2〕
 在“The Santa Barbara Corpus of Spoken American English”语料库中，每行代表一个语调单位。但本章引用的文献中或者自己的例子，行号为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所加，并不代表每行为一个语调单位。下同。


〔3〕
 SBC为“The Santa Barbara Corpus of Spoken American English”的缩写；“0002”为文件编号。下同。


〔4〕
 此例来源于文献，因为原文没有标识重叠的结束位置，所以例中只有重叠的开始位置。


第十二讲　实验语用学

导读：作为语用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实验语用学涉及语言学、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从广义上来看，实验语用学指以定量研究法为手段来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定量研究法主要指调查法（如问卷法、调查表法、随访法等）和实验法（涉及对特定变量的人为操纵）。从狭义上看，实验语用学正如它的名称Experimental Pragmatics所示，只指使用实验法来对语用课题进行研究，这也是广为接受的观点。为了拓展实验语用学的学科生态范围，这里使用其广义定义。

12.1　引言

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是涉及语言学、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新兴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是语用学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术语最早见于1999年的Cognition杂志上（Nicolle & Clark，1999：165；转引自刘思，2008），它主要指使用实证主义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法，来进行语用学课题的研究。实验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由来已久，例如，用它来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实施致谢、道歉等言语行为的方式进行跨文化语用学研究，或用它来研究学习者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的发展等语际语用学中的课题等等。而之所以说“实验语用学”是新兴的领域，主要是因为它倡导将实验法推广到语用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在这一视野中，语用学的理论几乎都能通过制定一定的实验方案得到（局部）验证。探讨人类大脑的语言机制是整个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不同的分支研究这一机制的不同层面。语用学研究这一机制中的得体使用和正确理解话语这两个层面，而它们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心理加工过程。基于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实验语用学尤其主张采用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手段和技术来探讨语用研究课题。

根据Sperber和Noveck（2004：1）的观点，实验语用学是研究语用学、心理语言学和推理的心理机制的全新学科。1998年9月由大不列颠语言学协会（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在卢顿大学（University of Luton）举办的秋季会议中，就设有实验语用学的专题讨论会（workshop）。2001年在法国里昂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实验语用学国际会议，2003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了第二届。2005年4月于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以“实验语用学：探究会话的认知基础”（Experimental pragmatics: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basis of conversation）为主题。第四届于2007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的代表性议题有含意、语言与认知、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等。第五届于2009年4月在法国里昂召开，议题涉及句子处理、预设、非字面意思等。第六届国际实验语用学会议将于2011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在中国，这一课题也受到关注。在2005年8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探讨了会话含意的实验研究、统计方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等多个与“实验语用学”相关的课题；而在2011年即将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实验语用学”已经成为一个重点议题。

除了定期召开研讨会，学者们还建立了实验语用学的专题网站。最早的一个应该是B. Clark和Noveck于2005年1月15日共同建立的www. experimentalpragmatics. org，上面可以看到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最新动态。2009年11月20日，在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的资助下建立了主要以欧洲各国实验语用学研究者为核心成员的欧洲实验语用学网站http: //www. euro-xprag. org/，法国学者Ira Noveck是领军人物。该网页不仅提供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课题、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也发布一些会议消息，同时也资助欧洲各成员国的实验语用学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实验语用学的课程也在兴起。2002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首次开设了面向研究生的实验语用学课程（见刘思，2008）。

实验语用学的成果还体现在第一本论文集的出版。2004年，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了Ira A. Noveck和Dan Sperber主编的《实验语用学》（Experimental Pragmatics）。两位主编中，Ira A. Noveck是权威认知心理学家，Dan Sperber是关联论的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学术背景很好地说明了实验语用学的特点：由实验心理学和语用学结合而成，主要利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检验后者的理论设想。全书由引言（第1章）、开拓性研究（第2章至第6章）、研究现状（第7章至第11章）及等级含意专题研究（第12章至第15章）等四部分组成，既回顾了与实验语用学相关的早期研究，也从实验的全新角度探讨了指称、歧义消解、隐喻、关联论、言语行为、等级含义等一系列语用学重要议题。书中还对一些实验技术和方法进行了推介，如EEG、ERP等。它们都是心理语言学中较为成熟的常用实验方法，能对语用学假设或设想进行系统的实验验证。科学实验的结果不仅能系统验证语用学假设的真伪，还能对语用学理论的构建起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避免理论上的含混或循环论证等不足，也能对语用现象中的心理属性进行充分描写和解释。实验语用学也能为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提供帮助，在被试之间或研究者与被试之间的言语交际的心理学实验中，涉及认知推理等心理学实验，为确保实验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都应考虑语用因素。

12.2　实验语用学的学科基础

语用学与哲学、认知学、心理学等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早期的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等语用学理论创立者本身都是颇具名气的语言哲学家，而关联论、顺应论等则是认知心理学倾向的理论。哲学思想的介入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和技术为该领域提供了科学方法。因此，实验语用学是语用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心理学、认知学、统计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下面介绍其中的几个相关学科。

12.2.1　实验语用学与实证哲学

实验语用学的直接哲学依据是实证主义（也称科学实证主义或实证论；positivism），由法国哲学家Auguste Comte（1865/2009）率先提出。实证主义的初期代表人物在自己的哲学著作中都论述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前提是，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而独立存在，事物本身具有内在固定的、能重复发生的规律，而事物的量化维度可以用来考察事物的本质，所以量的研究不需考虑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而应该重视研究手段如操作工具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支撑这一前提的依据是，人或物质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人类行为、社会与自然物质变化都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能被客观地计量，因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程序也能用于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从发展出抽象理论原理到构造出反映客观世界一般性质模型的研究路线是可行的，应注重对能被直接观察到并可以进行客观测量的因素进行研究。

经过发展，实证主义广义指任何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而基于经验材料的哲学体系。狭义上的实证主义指Comte关于这一认识论的哲学观点（Pichering，1993；Giddens，1974）。Comte认为人类知识发展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三个阶段。科学阶段是实证阶段，人类研究各种现象、思考各种问题都应有科学的根据，都要依靠精确的观察、假设、实验等科学方法。它们不仅适用于物理学或化学等研究物质世界的学科，也适合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作为社会学的创始人，Comte还发明了“社会学”这一术语，并将科学实证主义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使前者成为后者的基本哲学立场。实证主义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专门领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也注重将实证主义方法用于解决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问题。他们发现社会现象乍看起来缺乏重复性和齐一性，似乎无规律可循，但在它们的背后往往却有另一类具有齐一性的社会现象在对它们起支配作用，如果能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理清楚，就能找出那些看上去齐一性不足的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从而能对它们的发展过程作出预先判断。

以马赫主义为代表的是第二代实证主义和以维也纳学派（Vienne Circle）为代表的是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又称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张庆熊，2009）。第二代和第三代实证主义者主要从事（自然）科学哲学的研究，阐发（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相关的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反形而上学的口号，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发起了冲击。他们深受Frege，Russell，Wittgenstein等人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流派自其产生以来，对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探索受到西方哲学和科学界的广泛关注（陈嘉映，2003；石里克，1993）。逻辑实证主义关注经验和逻辑对命题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并对什么是命题的意义作了尝试性解答，其核心思想是：一个命题（statement）只有可以被逻辑证明或经验证实时才有意义，核心问题是经验的意义问题、逻辑与经验的关系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法，从经验角度来看外部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量化的。语言世界也是可以被量化的，研究语言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获取数据，依靠定量数据来揭开语言的奥秘。逻辑实证主义虽然以感性的经验为依据，但却否认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是十足的理性主义。

到20世纪初，实证主义关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中业已获得成功的方法即实证方法的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在实证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实验语用学认为人类得体使用和正确理解语言的过程是有依据可循的，能凭借科学仪器和手段进行测量，结合特定的文化社交语境能对其进行解释。实证主义的这些思想还通过其在心理学中的研究来对语用学进行辐射。

12.2.2　实验语用学与心理学

作为实验语用学源头之一的心理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实证主义也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中得到体现。一直以来，心理学研究路向不统一是困扰这门学科的一大难题。Staats（1983；1989）认为，心理学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具有复杂性。心理学以人的心理现象与行为规律为研究对象，涉及条件作用、人格差异、人格异常、内心冲突等多种复杂研究课题。而且，不同的心理学家对所研究的现象具有多种层次性，也会导致最终结论的分歧。再者，在实验室对智力、人格等心理特征进行研究时，尽管通过控制主要变量能直接测得受试者对所呈现的刺激的反应时间、得分等数据，但由于其间的因果、相关等关系主要靠推断间接得出，也会有所出入。要较好地解决这些不统一的问题，Staats（1989；1991）认为要借助统一实证主义（unified positivism），通过建立各种联系将零散的实验结论、大大小小的理论简化为深奥明了的结构。为此，研究者应着重考察其现象、概念、原理、方法等方面，揭示其理论的本质。如果研究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心理学的实验结果只会增加心理学这一学科复杂和分裂的程度。而心理学领域目前的状况是，心理学家们似乎都只关心建构自己的理论，却没怎么考虑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理论联系起来，这说明他们尚未具备这种统一的眼光。这一情形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得出片面或错误的结论。要改变这种局面，心理学家应重视对实证主义方法的进一步探索。

实证主义的理念还体现在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手段和技术上。1879年，Wilhelm Wundt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思辨转变为实验。科学的实验手段与技术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的发展。从Wundt所处的19世纪末至今，心理学的实验手段与研究技术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科学心理学产生初期，当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主要是传统的心理物理法，仪器设备处于初级的机械装置水平，通过对表面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和行为来推断内在的心理过程。20世纪20至60年代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鼎盛时期，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主要通过测量刺激-反应的过程来推断心理和行为机制。这时期，俄国心理学家Павлов（1849—1936）用来研究狗的条件反射活动的条件反射装置，美国动物心理学家Thorndike（1874—1949）用来研究猫的行为习得的迷笼装置，Skinner（1904—1990）则发明斯金纳箱来研究操作性条件反射。这里我们简单介绍Thorndike的“饿猫逃出迷笼实验”：将一只饿猫关进“桑代克迷笼”，笼外放一条鱼，饿猫要冲出笼门吃那条鱼必须一气完成三个分离开笼门的动作——先提起两个门闩，接着按压一块带有铰链的台板，最后将横于门口的板条拨至垂直位置。经观察，一开始饿猫会以抓、咬、钻、挤等方式想强行逃出迷笼，在此过程中它们无意中抓到门闩或踩到台板或触及横条使门打开，多次实验后，饿猫的无效动作越来越少，最后一入迷笼就会立即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触及机关打开门。Thorndike将猫在迷笼中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排除错误最终学会开门出来取食的过程称为尝试错误学习，并提出了学习的“尝试-错误”理论。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初），认知心理学取代了行为主义的主流地位，新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被用来研究心理与行为活动背后的认知机制与脑机制，最常用的实验技术是反应时测量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学研究的技术手段在心理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催生了认知神经科学，常用的实验仪器有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正电子扫描技术（PET）、脑电技术（EEG/ERP）等，它们将心理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张学民等，2004）。

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迅速波及其他学科，在语用学研究领域，关联论、顺应论等理论都是认知心理学理论。但由于当时研究技术和条件尚未成熟，它们停留在假设阶段，尚未完成系统的实验验证或称“科学验证”，只能算是理论雏形（周榕、冉永平，2007）。实证方法在语用学的研究中由此提上日程。这种方法甚至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所需要。

12.2.3　实验语用学与统计学

实验语用学的发展还离不开统计学。语用现象是涉及社会、文化、认知等因素的复杂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以研究随机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工具，为描述和解释随机现象提供了有效的数量化方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能较好地探索出大量复杂语用（语言）现象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实验语用学将人类的言语交际行为和认知过程类比于自然现象，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事件，也同样可用客观化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加以研究。尽管以数学公式或符号逻辑为表达形式的语用学理论目前尚不多见，但对庞杂的语料进行进一步处理分析和推断时却必须借助某种统计方法才能使看似无意义的材料显示出其本身的意义。在根据资料分析的结果作进一步推导时，也离不开必要的统计处理，统计学对实验语用学的贡献由此略见一斑。

尽管统计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但就实验语用学者来说，只要了解统计学的基本原理，依靠SPSS等统计软件仍能出色完成研究任务。SPSS软件（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三位研究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研制，1984年率先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统计分析软件的微机版（SPSS/PC＋），是一款广泛用于人文社科、医学、政府和企业等领域数据分析的统计分析工具，集数据分析、自动统计、绘图等功能于一体。在学术界，使用SPSS软件完成的计算和统计分析，不必说明具体演算过程。SPSS（for Windows）为人机交互界面，界面友好，简单易学——使用下拉菜单就可以选择所需要执行的统计命令，通过窗口就可以了解各项功能说明，还可以在开放式的命令语句窗口通过拷贝和粘贴来学习和使用“统计程序”句法语言。SPSS兼容性好，它允许变量名最长达64个字符（相当于32个汉字），能使用中文进行输入，也可以直接使用数据库或者数据表中的变量名。它还能同时打开多个数据集，在研究时能很便捷地对不同数据库进行比较分析和进行数据库转换处理。

在统计图表处理上，SPSS能自动绘制分辨率高、色彩丰富的饼图、条形图、直方图、散点图、三维图形等多种图表，节省了创建和编辑图表的时间，PDF格式的输出能够保证图表的质量，而且图表结果可读性强。目前，SPSS公司的最新产品SPSS 17.0的图表功能更加强大。

可以说，娴熟地掌握一款统计软件的使用是实验语用学者必备的基本技能。而SPSS软件为数学功底不够的研究者提供了运用现代统计技术的条件，他们只需要关心某个问题应该采用何种统计方法，而不需要了解其具体运算过程就可以在使用手册的帮助下完成对数据定量分析，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学会解释计算结果，发掘这些结果与研究问题之间的联系。

12.3　实验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实验语用学以定量分析和数理统计为研究手段。它们都属于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较极端的主张。定量主义受心理学的操作主义和生物测量学的影响，强调在任何科学中都必须使用测量和计量方法，甚至认为概念都可以测量，如果某概念不能被明确定义和无法测量，那么它在科学研究中就毫无意义可言。20世纪40年代流行的经验实证主义原则促进了数量分析技术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研究者通过分析实验数据来推导理论。数理学派是20世纪50至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个实证主义学派，主张以数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公式来描述和表示社会现象，并运用数学模型或数学符号的运算来模拟真实的社会过程，认为借助数学描述和计算机模拟能够找出社会规律并对社会发展作出预测。实验语用学的一个理念是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建立语言理解和使用的模型，对语言的使用作出预测，因而使用定量分析和数理统计的研究手段不容置疑。

12.3.1　定量研究与语用学研究

定量研究运用数学工具来收集和处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通过抽样或实验的统计方式来验证其研究假设，是开展实验语用学科研活动的基本方法。广泛应用的计算机技术加速了语用学研究数量化趋势。语用活动涉及多参数、多变量、多层次等繁杂因素，以前依靠人工计算和模拟难以实现定量研究，限制了定量法在很多语用学问题中的应用。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发展，现在使用计算机来完成实验和批量处理数据已成为可能，数学、统计方法在语用学研究领域的使用范围也因此得以扩大，使定量研究方法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数据采集和分析两个阶段。在数据资料收集阶段，语用学研究的数据有随机性和统计规律性两大显著特点。一方面，导致语用现象产生与发展变化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研究者在通过各种方法收集数据时必然会产生随机误差，因而数据具有随机性。譬如，在对同一批受试者运用同一个语言形式进行交际时，对语用效果进行多次测验，所得的数据总不会完全相同。这就表明语用学研究数据具有随机性。另一方面，尽管语用学研究的数据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但这些数据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上下波动。随着测验次数的增加，所得的数据总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总是围绕一定的数据上下波动。对于一次观测而言，其结果受随机误差的影响，表现出随机的性质；但是通过大量的观测，可以发现表面上杂乱无章的随机现象，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统计规律性。数据的随机性和统计规律性要求研究者在纷繁的数据中寻求研究对象的特征和规律性，这一要求也适用于实验语用学研究。

数据资料收集完成后，还要进行科学分析，这一过程包括数据质量的审核和数据的统计分析。数据质量的审核指研究者获得数据之后，首先须对原始资料、数据进行质量审核：审核数据的可靠性、完整性、代表性。对于一些有明显错误的资料和数据应予以剔除；资料不完整、数据有遗漏时应及时补充。其次，研究者要对原始资料、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形成系统化的有条理的资料和数据。完成该步骤后，便可进入数据的统计分析阶段了。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描述、统计推论和多元分析方法等。目前，统计分析已经成为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工具。统计分析可以针对某一研究问题提供一种清晰的形式化的描述，也是进行科学解释和预测的重要方法。统计分析一般都使用SPSS或EXCEL等统计软件来进行。

总的来看，定量研究在语用学领域的应用一般包括下面几个步骤（如图12-1）：（1）针对那些有争议或有价值的语用学研究课题提出研究问题，建立能经由数据搜集和分析来加以检验或回答的研究假设（hypothesis），对相关概念下操作性定义；（2）围绕研究假设，对研究的实施程序加以规划，确立样本、受试者、测量工具等的选择标准，按照研究设计来收集数据；（3）应用统计技巧对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来检验研究假设或回答研究问题；（4）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呈现研究结论，它们应与最初拟定的假设或研究问题有关，并指出研究假设是否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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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定量研究步骤

合理先进的定量研究方法能全面、客观、准确地描述语用现象，确保通过实验数据能发掘出隐藏在复杂语用现象后面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按一般规律，学科发展越完善、越深入，定量研究（数量化）的成分就越多，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发展是学科成熟和科学化的表现。随着语用学研究的深入，语用学研究越来越离不开定量研究。量化方法成为研究语用现象、揭示语用规律的重要工具和表现方式。目前，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语用学研究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研究者必须掌握量化研究方法，才可能看懂相关文献，才能提高科研水平。下面将介绍实验语用学研究中常用的两种定量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

12.3.2　调查研究法

由图12-1可知，调查研究法是一种定量研究方法，它指在科学方法论和相关理论指导下，通过使用问卷、访谈、测量等科学方式，围绕研究问题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相关数据资料，获取科学事实形成科学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是语用学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一种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与实验研究不同，调查研究的变量通常是现有自然情境中的变量，有些调查只局限于现状，有些则试图确定变量之间发生的关系和影响。调查研究法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进行实质性接触、沟通，回收数据、资料的质量和数量非常依赖受试者的配合程度、能力及意愿等因素。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此法可进行不同的分类。按照收集资料的具体方式和使用工具的不同可分为访问调查法、调查表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测量法等，这里称为第一类；按照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可分为普遍调查、抽样调查、个案调查、偶遇调查和专家调查等，这里称第二类。这里我们以表格的形式（表12-1）描述一下这两种类别的具体方法。

表12-1　调查研究法类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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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类方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会有所不同，但它们都遵循调查研究法的一般步骤：

第一步：在研读相关理论和文献基础上选定研究问题，建立研究假说，定义研究范围、阐述理论依据、发展研究模式，弄清楚与研究假设相关的各个变量，并确保持定变量能被科学测量。这里须注意：建立研究假设时应将其相关的理论依据清楚交代，以支持假设的建立；研究假设要简洁明了，研究中涉及的各个自变量、因变量、无关变量等要清楚交代。

第二步：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目的和任务，确定调查项目，选择样本或调查对象、调查地点，选择合适的调查方法，拟订调查计划，设定调查进程。这个阶段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调查方法与所要收集的资料类型相匹配，例如，语用态度方面的资料用问卷调查法，语用行为方面的资料可用观察法，语用能力及其表现方面的资料可用测量法。根据研究问题，有时可能只采用其中一种方法，有时可能会综合地采用多种方法。其次，所运用的抽样方法能保证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因此应交代抽样的步骤，样本数量也应该予以考虑，当样本数在200（不应少于30）以上时，统计分析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第三步：选择或编制调查表格、观察记录表、问卷、访谈提纲和编制测验题目等调查工具。可直接采用现成的、成熟的测量工具，也可以自行设计、编制测量工具。在编制调查工具时，必须有翔实充分的文献为依据，同时应遵循一定的技术要求和编修程序：请有经验的专家评阅后，进行小样本的试测，最后才用于大样本的测试，这样才能保证量表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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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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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科学性和实用性。

第四步：执行试探性调查（pilot study），旨在考察调查项目、调查程序、样本选择方法、调查工具和研究设计等是否合宜有效，调查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是否合格。如果试探性调查的结果不理想，应针对出现问题的环节如调查项目、工具等作出科学合理的调整修改。

第五步：实施调查，使用编制好的、历经了试探性调查检验的有效调查工具进行实地调查，同时兼顾各种调查方法的具体要求。

第六步：调查完成后，整理调查材料，运用恰当的统计方法收集的调查数据、材料进行分析、处理，选择合宜的方式呈现调查结果。

第七步：撰写调查报告。这一过程不光是数据统计分析结果的罗列或只是简单地说研究假设被拒绝或接受，还应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解释，得出研究结果及推论。同时，还应做以下工作：将本研究的发现与文献结果进行对比，总结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将研究结果与理论进行验证、比较，若两者不吻合，要指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如指出是研究情境、研究对象或是其他因素导致了差异，据此来决定是否要修正、精致化原来的理论模式；应该对同行的后续研究提出建议，给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为了更好地诠释这些方法和步骤在语用学研究中的应用，我们这里给出一个研究实例。Matsumura（2003）以137名母语为日语的英语学习者为受试，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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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统计方法，研究中介语语用能力发展（interlanguage pragmatic development）、二语水平（L2 proficiency）和接触二语时长（exposure to L2）之间的关系，这时就采用了调查研究法，所有数据都是在自然条件下收集，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在英语水平不断提高和接触二语时间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受试者的语用能力如何变化。在对受试者进行的三次语用能力的测试所使用的调查工具均为多项选择调查问卷（MCQ），此问卷在该研究者之前的研究中已经使用过，是一项较为成熟的工具；在测试接触二语时长时使用了自我报告问卷（self-report questionnaire）来收集数据。这两种问卷是同时发给受试的。受试的英语水平则选取受试的三次托福成绩，这里的研究工具是权威的标准化测试，所有数据收集完毕后，就进入了统计分析阶段。在此阶段，研究者不仅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定义、说明，还给出了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的依据和目的。对统计结果采用列表的形式，与其他模型进行对比。最后，再进入结论部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调查研究法的实施顺序和便利——他们不需要涉及实验控制这一块，是研究受试语用能力发展情况、语用态度等课题的常见方法。

12.3.3　实验研究法

实验研究法，又称实验观察法或实验法，是将要观察的问题的各种因素控制起来，通过改变（或称操纵）某个（些）因素，来了解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它是为了某种特定研究目的而设计的数据搜集过程。语用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研究有两种：针对语言使用者的实验研究和针对语言本身的实验研究。在前一类试验中，研究者给受试分派特定的语言理解或生成的实验任务，受试根据实验要求研究目标在具体情境中，研究者至少精心控制和改变一个实验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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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确定它们与实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实验法要求从假设出发来选定研究的变量和被试者，在控制和操纵相关变量的条件下来观察其他变量的变化。实验法有几个特性：研究工作是在人为设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受试者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取，并被分成实验组及控制组；研究者通过操纵自变量、测量因变量并控制无关变量来观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Tuckman（1978）将实验方法的特点总结为：

系统性（systematic）：实验方法必须遵循严密的程序性规则以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这些规则将变量的确定和定义、实验方案的设计、假设的检验、数据的整理分析等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以克服主观偏见和随意性。

逻辑性（logical）：严密的规则和程序不仅能保证实验的每一个环节能有条不紊地进行，还能保证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使整个实验由内到外具有相当强的逻辑性。

经验性（empirical）：实验方法通过控制和操纵的方法从现实世界收集数据，而这些数据与客观世界的人、事、物存在着量化和被量化、体现和被体现的关系，实验数据的这个性质使实验成为一种经验性的研究。

精简性（reductive）：研究者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把纷繁的个别事物和对象提炼归纳为可理解的概念和范畴，概括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过程有助于揭示事物间的内部规律，突出重点。

可重复性和可传递性（replicable and transmittable）：实验的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等都是按照程序逐步执行的，具有相对客观性，与研究者独一无二的个体特征无关，其他研究者可以重复这些程序来验证实验结论，也可以将这些程序和方法用于同类研究。

常用的实验法有实地法和实验室法两种。实地实验法指在现实的自然环境中，对各变量进行明确定义并尽可能控制无关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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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观察因变量变化的一种研究方法。此法的实验环境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比起人工的实验室环境更为真切。实验室法的研究环境是研究者制造出来的，是在人为控制的环境下操纵自变量、测量因变量的一种研究方法。与实地实验法相比，实验室法具有研究环境可人工控制、某些无关变量的干扰能被隔离、自变量能被充分操纵等优势，是实验语用学广为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实验研究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进行实验设计，它是指研究者为回答研究问题，对如何科学抽样和分派受试、如何控制变量、实验考虑的因素、数据如何分析等内容所做的一种扼要的计划或策略。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如何对变量进行控制，一般应遵循MaxConMin原则：Max指操纵自变量产生的变化最大，即进行实验设计时，须设法使实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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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几个水平之间尽可能存在较大不同。例如，在研究教学法对语用能力的影响的实验中，教学法是自变量，这个因素下面可设交际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两个水平，语用能力是因变量，分别让实验者和控制组接受交际和传统教学法就是实验处理过程。这两种教学方法越不同，实验变异量可能就越大。Con指控制无关变量的干扰，Min指随机误差最小。无关变量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导致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系统误差也叫常定误差，指由恒定而有规律的无关变量引起的误差，只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度，但不影响研究结果的一致性。随机误差指由偶然的无关变量引起的误差，使对同一观测指标的多次观测得出不一致的结果，既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度，又影响其一致性。而其影响方向和大小无规律可循，因而较难控制。为减少误差，可采用以下方法来对无关变量进行控制：

1）消除法：将影响研究结果的各种无关变量去除。例如在做实验时给被试提供清晰明了的指导语，消除他们的紧张、焦虑和猜测，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到实验中去。指导语还能告知被试实验流程，避免被试因不清楚实验程序而导致的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2）随机法：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被试并将他们随机分派到各种实验处理中去来控制无关变量的方法。理论上，随机法可使不同被试组除了实验处理外，其他无关变量相互抵消。

3）纳入法：将无关变量当做自变量的一个因素一并纳入实验设计中，以便于对其进行控制，之后再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将其从自变量效应中分离去除，使误差减小。

4）恒定法：采取一些措施使无关变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不变。有些无关变量如受试的年龄、性别、人格特质、研究条件等是无法消除的，这时可选择年龄、性别、人格特质等相同或相近的被试，同时不改变实验条件，以使无关变量达到恒定。

实验法的执行还须遵循一定的步骤，大致可分为以下几步：

第一步：阅读文献，确定研究问题，选择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变量。

第二步：建立研究假设，确定实验变量的处理水平。

第三步：控制实验的环境，对诸如年龄、性别、种族、个性等可能影响因变量的无关变量加以控制。为避免被试对研究目的或情境进行猜测所带来的影响，实验者可以采取措施不让被试知道哪组是控制组、哪组为实验组。

第四步：制订实验设计，要兼顾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力求客观准确、经济合适。

第五步：确定研究对象，随机选择被试者。

第六步：选择或编制具有理想信度及效度的研究工具。如果有现成的、成熟的测量工具，可以借用；如果没有现成的可用，则要自行编制。常见的实验测量工具有问卷、书面测试题等。自行编制的量表、问卷等工具要经过试测，以保证有足够的信度和效度。有时要经过多次试测和修改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果还须使用实验仪器（见12.5），则需检查仪器是否运转正常，以免实验中断。

第七步：进行实验，记录因变量的变化值，收集实验数据。

第八步：整理分析实验数据，这里的关键是要选择一个正确合适的统计方法。

第九步：撰写研究报告，遵照特定的格式报告研究出来的新成果，要具有科学性、理论性、客观性和简洁性。

尽管实验法存在人为性、成本高、实验结果的推广受限等缺点，但它的优点更不可忽视：研究者可操纵自变量，能较好地控制无关变量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干扰，对控制组与实验组进行比较有助于发现操纵的意义；最适用于因果关系的探讨，个案法、调查法等研究法较适合回答变量间的相关性，而实验法在严格控制外在环境及变量的情况下，很适用于探讨存在因果关系的研究问题；实验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后来的研究者可对不同的被试在不同的情境下，重复进行实验及复验，以提升因果关系的外部效度，研究过程严谨科学；采用实地实验法，比实验室实验更能降低研究者的干扰及实验情境与日常生活的脱节。

语用学研究中采用实验法可检验已有的语用理论假设或根据已有资料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探寻语用能力与其他（如语法、文化、认知、心理、教学法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12.4　实验语用学的研究课题

理论上而言，语用学的所有课题都可能是实验语用学要关注的对象。但限于现实条件和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制约，实验语用学目前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对语用推理过程进行探讨，如在关联论一讲所提到的关联论的推理实验研究以及下文即将讨论的会话含意研究，也有些研究关注言语行为、语用能力、语用前提、隐喻／转喻认知等话题，这里对其中一些内容作简要述评。

12.4.1　等级会话含意的实验研究

“等级”（scale）这一概念是Horn（1972）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探讨词汇的等级问题。所谓的“荷恩等级”（Horn Scale）指词汇的等级关系，而等级词汇意为含有等级概念的词类，例如，英语数词〈one，two，three〉、副词〈seldom，sometimes，always，often〉、不定数词〈few，some，many，most，all〉、形容词〈warm，hot〉、情态动词〈may，should，must〉、动词〈know，believe〉、连接词〈or，and〉等。“等级”概念随后被迁移到会话含意研究中，“等级会话含意”（Scalar Implicatures）指通过运用等级词汇而产生的会话含意，是会话含意的一个特例，也具有会话含意可取消性、不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等五大基本特征，是语用推理的结果。Grice（1975）明确提到在会话中使用all、some会产生等级会话含意，如I ate some of the pie的含意是I did not eat all of the pie。再如：

(1) Mary: Do you have three extra paper clips?

　Anne: I have two.

(2) Daisy: What do you do on weekends?

　Herbert: I sometimes play basketball.

按照严格的语法，Anne只需要回答yes或no就行了，但她用了I have two来作答，意思是I don't have three extra paper clips。这里的two就体现了相对于问句中提到的three的等级。在回答Daisy的问题时，Herbert也使用了等级副词sometimes，意思是I don't always play basketball on weekends。

等级会话含意从狭义上看，指通过分析荷恩等级关系词、凭借等级推理方法而推导出来的语用含意；从广义上看，指通过语境等级关系（contextual orderings）推导出来的语用含意，语境等级关系可以通过世界知识（world knowledge）或临时概念（ad hoc concept）来构建（Papafragou et al.，2003；项成东，2006）。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几种涉及会话含意推导的语用推理模式。根据Levinson（2000）和李海辉（2003）的研究，言语交际涉及演绎推理（deductive inference）和默认推理（default inference）。前者用于推导特殊会话含意（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在有意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下，依赖特定语境信息推导出来的含意，具有时效性；值得注意的是，在Grice的框架内，他认为凭借意图推理可以获得此类含意），后者用于获得一般会话含意（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指在遵守合作原则各准则时语句携带的含意，即当特殊语境缺省、语境信息缺失时，含意仍能轻松自如推导出来）。在Levinson（2000）看来，演绎推理具有必然性，只要前提正确就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不能解释一般会话含意的可取消性。而默认推理具有或然性，它不需要明确的前提，只根据常规作一般性的推理，它不能也无须保证结论的必然正确，特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信息资源来作出假设，可以被证伪，是推导一般会话含意的理想机制。在区分这两种推理模式的基础上，Levinson（1983，2000）对等级会话含意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提出在Q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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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运用默认推理模式可以推导出“等级Q-含意”（scalar Q-implicature；2000：76；刘思，2008）：在某等级词类范畴（如〈all，many，some〉）中，如果发话人使用低等级词（如some）而不使用高等级词（如all），那么他清楚实际情况不是高等级词all所描述的情形，所以撤销all引发的含意，而启用some的含意；反过来，也可以撤销some引发的含意，如：

(3)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linguists.

(4) Peter has eaten some, perhaps all, of the apples.

（3）的等级Q-含意是Not all of my best friends are linguists，发话人知道不是all，所以就撤销了all的含意，而（4）的等级Q-含意是：Peter has eaten perhaps all of the apples，发话人推断可能不是some，所以撤销了some的含意。

等级含意已经成为语用学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学界的注意。Experimental Pragmatics（2004）一书的第三部分是等级含意的专题研究，涉及多篇等级含意研究的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综述Bezuidenhout等（见Noveck & Sperber，2004）就含意、关联与默认语用推理（default pragmatic inference）之间进行的一项实验研究。他们在对Grice（1989）和Levinson（1987：723）对GCI（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不同观点进行述评后，沿用Levinson的做法，将GCI定义为根据某种语言的惯用词意和常识来表达的、在语境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依靠默认推理机制也可能理解的含意，并对比了等级词语用推理中所涉及的默认模式（default model，DM）和待定模式（underspecification mode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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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语用推理模式的异同。在默认模式中，等级含义的推理是在语境缺省的情况下进行的，结论随时可能被撤销。而在待定模式中，等级含义的推理需要对局部语境进行语用充实（enrichment）处理，并对相关语义经过比较筛选后才能确定的。作者设计了一个眼动实验，24名受试者的视力都正常，母语均为英语，实验材料是31组分别以〈Some/Many/The N〉开头的三个句子，例如其中一组句子是：

[image: alt]


根据DM，除了The N结构外，受试者不论看到Some N还是Many N结构都会自动触发Not all N的普通会话含意（GCI）。因而，相对于以The开头的句子而言，受试者在处理以Some和Many开头的句子时停留在them did这个区域的时间会相对长一些，因为他们之前启动的是Not all的意思，而现在给出的是all of，这使得他们耗费时间去处理这一冲突。而根据UM，受试者不论看到Some N、Many N，还是The N都不会先行启动not all的读解，他们会一直让some和many的读解处于待定状态，直到他们看到them did这个区域才将意思确定下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给它们安上not all的意思，所以没必要折回句首进行重新分析判断，因而不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除了试验句组，受试者还看到63组填充句（filler items），它们也以句子组的形式出现，但其中33组与实验句无关，另30组中每个句子的开头与实验句组相同，但随后的句子不存在对前面等级词汇意义的取消，如Some/Many/The pictures were fuzzy. Actually their resolution was so bad that they were impossible to make out。在试验中，实验材料与填充材料一并通过随机顺序呈现给受试者，每名受试者都看到互不重复的10组实验句子。实验仪器分别记录受试者Some/Many/The N这几个词项上的朗读时间，并记录他们在all、them did、每一句最后那个分句的句末区域的留视时间（gaze duration）。实验结果表明，在理解Some、Many、All等等级词项时，受试者倾向于使用UM模式。

Noveck（2001）还对儿童与成人的等级含意推理能力进行了对比研究。他分别测试了五岁、七岁、九岁的儿童及成人的等级含意推理能力，实验结果表明等级含意的确存在于心理推理中，语用推理能解决逻辑推理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发现与Politzer（1986）关于“矛盾假设”（conflict hypothesis）的实验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逻辑学认为荒谬的推断可以在语言语用推理中得到解释。根据实验结果，Noveck（2001：174，184）还指出儿童等级含意理解能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年龄小于七岁（含七岁）的儿童基本上不具备语用推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语用推理能力才逐渐增强。

等级会话含意因具有理论基础坚实、可操作性强、实验手段成熟等优势，已经成为当今实验语用研究的主要内容，常见的实验思路是通过验证、解释某种语用推理模型来探究人类的语用推理的运作过程，或揭示人类语用推理能力从儿童到成人的纵向发展规律。语用推理能力反映人们理解话语的成功程度，是人们在交际中得体使用语言的必要条件。

12.4.2　言语行为的实验研究

言语行为理论是关于语言使用的学说，把语言的使用视为一种传达意义的行为，是研究语句（sentence）意义的一种基本理论构架。Searle（1969：16）指出言语行为是言语交际的基本或最小单位。任何言语交际都涉及言语行为，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符号、词语或语句，也不是符号、词语或语句这样的表意单位，而是言语行为，每一个言语行为表达一个意义。“语句”（sentence）与交际语境结合形成“话语”（utterance），亦即一定语境条件下用于某一特定交际目的的语言形式。

言语行为能力也是重要的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反映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水平，在定量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言语行为的研究有两个维度：从发话人的角度研究言语行为的产出和使用，从受话人的角度来研究对它们的理解。在过去几十年间，这两方面的研究平分秋色。通常的做法是，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二语学习者的言语行为能力以考察他们的语用能力来探讨语际语用能力的发展情况。近年来，已出现通过实验的方法来研究二语学习者或儿童的语言理解或使用能力。Josie Bernicot等（见Noveck & Sperber，2004）采用故事完成法（story-completion task）研究了母语为法语、年龄为3—10岁的儿童对法语中许诺（“premettre”）这一言语行为要求具备的预备条件习得情况，要求受试儿童在预备条件满足和不满足时分别对“许诺”这一言语行为作出正确反应。该研究由两个实验组成。在第一个实验中，72名（30男42女）儿童按三岁、六岁、十岁三个年龄段分成三组，每名被试者完成9个故事，故事的第二部分即“承诺”这个环节分三种不同的语言形式：带premettre（promise）动词的（许诺行为）、不带premettre（promise）的将来时（保证行为）、不带premettre（promise）且以被动态出现的句子各3个。每个故事由四张图片组成，分别描述故事情景、承诺、承诺是否兑现、故事结局。实验者将前三张图片的内容告知被试，之后两张分别表示故事中受话人反应（高兴／不高兴）的图片随机呈现给被试，他们需从中选出一张来完成故事结局。实验结果发现，整体上，三岁组的正确率最低（61.9％），六岁组居中（70.7％），十岁组最高（91.6％）。其次，当许诺预备条件得到满足、许诺结果得以实现时，受试的年龄和语言形式这两个因素不影响他们对承诺行为的理解；当预备条件不满足时，而话语中又出现“保证”行为（类似“许诺”但并不是典型的许诺行为）时，三岁和六岁的受试儿童作出的错误理解较多。当预备条件满足时，三种语言形式对受试的理解正确率无显著影响；但当预备条件不满足，而承诺行为中又带有promettre这个许诺词时（也即受话人愿望和发话人意图发生明显冲突）时，正确率最低，尤其三岁组受试错误率最高，这说明他们对“许诺”言语行为的理解往往还只停留在语言形式上。这一实验表明，儿童对言语行为预备条件的习得相对较晚。第二个实验旨在揭示法语中的将来时标记语是否影响儿童对承诺类言语行为的理解（动词使用将来时是许诺言语行为的必要条件），预备条件在这里被当做理解许诺言语行为的一个语境因素。该实验的最终目的是确定语言形式（例如将来时）和语境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54名（28男26女）法语儿童参加了实验，每18人一组，共分为三岁组、六岁组、九岁组三组。实验材料为18个故事，每个故事由6张带有简短注释的图片组成，前3张图的功能与第一个实验类似，但在故事结局时有3张图供被试选择。实验结果发现，6岁左右的儿童已开始借助语言形式（带有将来时标记的动词promise/promettre）和语境因素的相互作用来理解言语行为。到了9岁，儿童基本获得了凭语境判断和理解承诺言语行为的能力。这两个实验显示了语言、语境因素与语用习得之间的密切关系。

尽管语用能力包括正确理解语言和得体使用语言两个基本内容，前文所述的语用推理能力侧重于研究语言的理解过程，这里评述的言语行为实验研究仍是这方面的研究。从文献看，目前对语言使用的实验研究远远落后于对语言理解的研究，这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12.4.3　转喻认知的实验研究

如果把转喻（metonymy）当作一种修辞手法，则它指一种在语言形式上用一个词语（“喻体”，vehicle）来替代与其相关的另一个词语（“本体”，target）以期取得某种表达效果的语言现象。其中，被替代与替代的词语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association），如We need more hands（“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中hands指people，hand（“手”）是人体的一部分，因而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如果把转喻当做一种认知模式，则研究焦点是人类大脑怎样对转喻进行加工。它与转喻修辞有联系，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层面。转喻修辞反映的是一个词语对另一个词语的替代关系，而转喻认知感兴趣的是发话人和受话人在使用转喻这一方式来表达意义时经历了哪些认知处理过程。转喻替代关系不是随意的，被选作转喻喻体的词语往往突显了发话人的意图，转喻的使用受内在动因的驱使，发话人对转喻喻体（vehicle）的选择受其头脑中要表达的某种意图的支配，以此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或修辞目的。因此，转喻的用法具有意图性，不是随意的文字游戏（徐景亮，2007）。另一方面，转喻义具有不确定性，喻体与本体之间不是“一对一”，的绝对对应关系，如The White House is sad中的The White House，可对应于the president，the American government，the political staff，the administrative stall 等多个意义，要得出确切的意思必须进行推断。而结合语境运用转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常规连接模式来进行推断是常见的做法。这一过程中涉及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层面的操作，即“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源自两个具体事物之间的经验关系（如PART FOR WHOLE, OBJECT FOR USER），或者源于一个具体事物与某个概念化了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如THE PLACE FOR THE EVENT，THE INSTITUTION FOR THE PEOPLE RESPONSIBLE）（Lakoff & Johnson，1980：59）。用Gibbs（1994：319）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提到某一事件的一个部分，就能推断出有关整个情形的一些东西，这种理解是人类转喻思维的结果，体现了转喻模式在人类思维系统中的重要作用。概念转喻有助于人类形成认知框架，它们是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各种认知框架是自然的经验类型，常见的有（转引自沈家煊，1999：5）：

（6）

容器——内容（胃和胃中食，壶和壶中水）　　　　壶开了

整体——组成部分（人体和四肢，一年和四季）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领有者——领有物（学生和书包，小孩和玩具）　　小王的（书包）

劳作者——工具（作家和笔，铁匠和锤子）　　　　他是个笔杆子

物体——性状（桌子和大小，女孩和胖瘦）　　　苗条的（姑娘）

机构——所在地（美国政府和白宫）　　　　　　白宫没有表态

当事——行为／经历（宝宝哭，他失败了）　　　老哭的（孩子）

施事——动作——受事／结果（老张开车，小宝写字）　开车的（人），小宝写的（字）

施事——动作——与事／目标——受事（玲玲送老师一束花，老张把书放在箱子里）　　　玲玲送老师的（花）老张放书的（箱子）

Radden和Kovecses（1999：17）认为转喻认知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它在纯概念层面（如范畴化、语言推理）和不同的语言层面（如词汇、词法、句法、话语）上的运用体现了邻近性（contiguity）概念的存在。转喻不是用喻体代替本体、甲事物替代乙事物的简单过程，而是构建新意义的认知加工过程——概念物体（喻体；vehicle）提供了在同一个理想认知模式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中对另一个概念物体（本体；target）心理加工的途径（Ibid.：21）。Gibbs（1994，1995）提出转喻表达式的加工理解经历意义建构（sense creation）和意义选择（sense selection）两个过程。在转喻表达式加工中，说话者／听话者从心理词汇的数个可能意义项中为正在使用的词语选择一个恰当的意义。当这种选择不能明确进行时，他们还须寻求新意义的构建，因为心理词汇所表征的意义不是总是能派上用场。一旦意识到心理词汇缺乏与语境匹配的意义且词语按字面义解释不能得出合适结论时，他们就会启动临时在线构建意义的心理加工过程，以词汇为主要线索（cues），结合语境创造出一个意思，实现话语的成功解读。

Frisson和Martin（1999）通过眼动实验对转喻表达式的处理进行了研究。他们研究两个相关问题：人们能对熟悉的名词转喻表达式的处理进行快速处理吗？对那些既含有字面义又带有转喻义的歧义名词所进行的处理能否为非字面意义的处理（figurative language processing）提供信息？为此，他们将区分出用于非字面意义的处理的三种模式：字面义优先模式（literal-first model），非字面义优先模式（figurative first model）和平行模式（parallel model）。然后设计两个实验对它们进行分别检验。28名被试参加了这两个实验（这种实验模式也称“被试内实验设计”）。实验一研究受试者对地点-机构类转喻（place-for-institution metonymies）理解的时间进程（time course）。刺激材料是16组句子，如下例（黑体系本书编著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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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7a）和（7b）研究的是the convent这个词组，根据句子提供的语境，（7a）中涉及的是the convent字面义，指修道院建筑物本身，（7b）中的the convent用的是转喻义，指运营修道院的机构或委员会。预测结果表明，人们对这个转喻义是熟悉的。句子（7c）和（7d）研究的是词组the stadium，（7c）涉及的是字面义，指体育馆大楼；对（7d）句义的理解牵涉到对该词组转喻义的解读，但究竟是指体育馆里的人（people in the stadium），还是指一个正在讲话的体育馆（a speaking stadium），人们并不能确定，也就是说the stadium的转喻义并不为人所熟悉。实验结果表明，受试能很快地处理熟悉的地点-机构类转喻，而对不熟悉的这类转喻要耗费更大的心力。这一结果不支持字面义优先模式和非字面义优先模式对转喻义的相关解释，说明它们不适合用于对转喻义认知处理的解释。平行模式能为这一结果提供有力解释，人们对字面义和熟悉的转喻义的处理是同时进行的。实验二研究地点-事件类转喻（place-for-event metonymies）的理解过程。本实验使用与第一个实验较为相似的16组情景句，例如（黑体系本书编著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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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介词around和during决定后面的名词Vietnam或Finland是作字面义还是转喻义来理解：跟在around后的作字面义解，跟在during后的做转喻义解。这样界定的理由是，语境中的around表示“在某个地方的四周”，而during不能这样来理解，只能是“在某件事件中”。字面上，Vietnam和Finland都可以用来指地方，但在转喻义上有不同：Vietnam所涉及的转喻义是人尽皆知的“越南战争”这一事件，而对与Finland联系紧密的转喻义的解读则大费周折。人们首先可能会假定在Finland也发生了某个事件，但随后会发现那里并没发生什么事件。这与实验一中的（7d）的测试点有些不同：地点-机构类转喻不如地点-事件类转喻那么多产（productive），因为能容纳一个机构的大厦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与事件相关的地点却是无限的。实验结果发现，受试对不熟悉的地点-事件类转喻名词的理解存在困难，这与实验一的结果相互印证，也说明受试对地点-事件类转喻和地点-机构类转喻的理解过程具有相似性。这两个实验都说明了，人们倾向于使用平行模式来处理熟悉的转喻表达式，但有些问题仍得不到解释。由此，他们提出了待定模型（underspecified model）来对实验结果进行解释。

实验方法的引入为从认知心理角度研究转喻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与传统的修辞、认知视角形成相当大的不同，但目前转喻认知的实验研究仍十分不足。

12.5　实验语用学技术简介

如前文所述，现代心理实验技术为实验语用学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与心理学实验类似，语用实验也可分为在线（on line）和离线（off line）两种。在线实验也称即时实验，是对受试者反应的频率、对错和时间等都进行记录并主要以反应时为主要观察目的实验设计模式。离线实验，指只记录受试者对语料刺激的反应频率和对错，对反应时间并无要求的实验设计模式。语用活动与语境关系密切，而这两种语用学实验都可以测试带语境和不带语境的话语认知过程。实验室的仪器、计算机软件通常是为在线实验量身定做的，但通过一定设置也可以用于离线实验，忽略反应时变量。下面介绍用于实验语用学的心理实验软件和技术。

12.5.1　心理实验软件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心理学实验的计算机化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现今，心理学实验普遍移植到计算机系统上进行。计算机可以代替实验专用的机电或光学设备模拟物理刺激，也可以用于控制实验过程使实验的精准度和可靠性大幅度提高，还可以自动记录、处理和分析实验数据，减轻试验者的体力、脑力负担。心理学领域中，这些软件被称为心理实验软件（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Software）或心理实验系统（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System），统称PES（张智勇、田立，1996）。E-prime、DMDX等心理实验软件也常用于语用认知的研究。

E-Prime（Experimenter's Prime的简称），由美国Walter Schneider博士于1987年所创立的心理软件公司（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 Inc.）开发，是实现行为研究计算机化的一个跨平台系统。E-Prime使用的类似于Visual Basic的E-Basic语言，是一个涵盖从实验生成到毫秒精度数据收集与初步分析的图形界面的应用软件系统（陈文锋等，2005）。E-Prime具有可视化编程语言系统的特点，其核心功能模块包括：E-Studio、E-Basic、E-Run、E-Merge、E-DataAid、E-Recovery。

E-Studio是一个可视化的编辑界面，主要用于将Toolbox中的编辑对象（E-Object）拖放到SessionProc中的程序时间控制线上。一个实验可能由多个E-Object构成，每个E-Object的属性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自行设置。具体而言，研究者可以设置某个视觉刺激的大小、颜色、在屏幕中呈现的位置、呈现时间（以ms为单位）、反应方式（键盘、鼠标或者反应盒）、是否需要记录反应时间等。Toolbox中常用的E-Object主要有Procedure、Slide、TextDisplay等，具体功能如表12-2所示（参见曾祥炎等，2009）。

表12-2　ToolBox中的E-Object功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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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rime还配备了E-Basic脚本语言以便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自写程序。研究者在E-Studio中编制的可视化的实验，只要运行都会被自动地编译成E-Basic脚本，并生成文本文件。如果研究者需要一些特殊的、非标准化的操作，而通过E-Studio无法实现，E-Prime允许研究者使用E-Basic语言来扩展E-Studio的功能。操作流程为：在ToolBox中选择InLine，然后使用E-Basic语言编写一个能满足实验特殊要求的脚本，接着将InLine（见上表）插到SessionProc中，这样当实验运行时E-Prime系统会对该脚本进行自动转译。当研究者在E-Studio中正确编制好实验后，点击菜单栏中的E-Run按钮，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关于整个实验的、用E-Basic语言编写的脚本。由于整个实验被激活，从而进入运行状态，因而系统能提供毫秒精度的刺激呈现和同步收集被试的反应数据。

E-Prime还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E-Merge是该系统中一个关于数据处理的扩展功能，能实现多个数据文件快速、简单地合并，形成一个独立的数据文件，避免每次只能打开一个数据文件的情况。E-DataAid则可以过滤数据。例如，研究者只需要被试正确反应的反应时间，那么在E-DataAid中选择Tools菜单，然后选择其中的Filter，设定stimuli. ACC＝1，就能得到被试正确反应条件下的各项数据。E-DataAid也可以用来编辑数据，并通过导出系统将数据导入到指定的电子表格或SPSS文件中，以便进行更深层次的数据分析。如果数据意外丢失可以用E-Recovery来恢复文件，把不完整的E-Run文本文件转换成E-Prime的数据文件。

E-Prime还能与其他软件组合应用到现代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如在ERP、fMRI、眼动实验中用于呈现研究刺激材料。再加上编程简单、时间精度高、数据分析和导出方便等诸多优点，E-Prime现已成为研究者必备的研究工具，广泛地应用于心理学实验研究中。E-Prime 2.0版现已投入使用，其功能更加优化。

DMDX是另一款常用于心理实验的编辑软件。DMDX是Arizona大学Jonathan和Ken Forster等人开发出来的基于Win32平台的刺激呈现软件系统，由基于DOS环境的编程软件DM、DMTG扩展而来。DMDX3.0版可在Windows98/2000/XP环境中运行，以在WindowsXP上的运行最为稳定。

DMDX由timedx、dmdx和utility program组成。其中，timedx用于设定和检测实验运行环境的软硬件特征，譬如图形分辨率、刷新频率、声卡类型等；dmdx用于呈现刺激、记录反应；utility program是数据分析准备包。DMDX主要用于言语、注意、记忆等领域的实验程序编制，可以呈现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片断等实验材料。DMDX时间精度高，对被试反应的记录精确度可达到毫秒级。界面友好，简单易学，稳定性好，很受非专业程序人员的青睐。

DMDX在使用之前必须先在电脑上进行TimeDX的测试，使DMDX获得所使用电脑的硬件性能，并自动记录到程序中，以便在运行DMDX的时候使用。TimeDX的测试步骤大致为：执行TimeDX测试前，先关闭其他应用程序。双击TimeDX的快捷键进入操作界面，点击屏幕左上方的工具栏上的基本测试（Basic Test）。在基本测试中，分别选择视频模式测试（Video Mode Test）、毫秒计时器（Milli-second Timer Test）测试、刷新频率测试（Refresh Rate test）等测试项目，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能正常工作。之后，选择工具栏上的高级测试（Advanced tests），执行Time video mode （the Vertical Retrace Sync Test）、Tachistoscopic Acid Test等测试。待这些测完后，回到基本测试，执行声音测试（sound test）以检验电脑音效系统的功能是否正常，保证声音刺激材料能正常呈现。做完声音测试后，再回到高级测试（Advanced tests），进行Tachistoscop ic Acid Test，确认声音材料数值设定后，电脑仍能正确运作。接着设定声音时间值（sound latency test）。设好后，回到基本测试中的输入测试（input test），进行键盘和鼠标的测试。以上步骤中sound latency test、input test、sound test等如在实验中不重要或不使用此功能，可以跳过。接下来，双击DMDX的图标进入DMDX的主界面，在屏幕中部的对话框上用Brouse键浏览目录，找到目标控制文件并打开，接着用Syntacx check检查一下该文件是否能够运行。如果中间出错，可以回头检查原有的控制文件；如果该文件没有错误，则可以点击run运行。中途可以按ESC键中止实验；运行完毕后，按ESC键提示保存结果退出（详见耿柳娜等，2009）。从这个步骤看，DMDX的使用不如E-Prime简单。

这两款软件的优缺点可以通过比较见分晓。从实验设计编程界面来看，DMDX的刺激控制主要由RTF脚本控制，程序结构被分割，编程界面可视化程度不如E-Prime高。E-Prime中的E-Studio能够直观地呈现整个实验程序的结构。研究者甚至可以通过SessionProc中的程序时间控制线把握整个实验事件的流程，增强了研究者对实验的控制和理解。从实验结构搭建来看，DMDX有特定的程序语言，研究者需要按照其固有格式编写命令来构建所需的实验程序。如果实验结构较复杂，研究者需耗费很大精力编程。E-Prime系统中，只需简单拖放Object，并设置对应属性，就可完成大多数实验的编制；如果研究者对实验有特殊要求，也可以借助E-Basic语言轻松地完成。从计时精度上看，E-Prime系统要优于DMDX，计时更为精确。从数据收集和处理来看，DMDX没有匹配处理大量原始数据的功能，无法完成数据的筛选和初步加工，须借助其他软件，如EXCEL等完成。E-Prime可以在系统内完成数据的初步处理，也可以将数据导入其他软件，如EXCEL、SPSS等进行进一步分析。由此看来，E-Prime似乎具有DMDX无法匹敌的优势。但DMDX在成本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它是完全免费的，不需要密钥狗就能使用，可得性和移动性强。而E-Prime的单机版的价格也不便宜，成本问题也就成了实验研究中须考虑的要素了。

12.5.2　心理实验技术

语用推理过程是一项高级认知过程，涉及各种脑功能活动，与认知神经科学有着密切关系。认知神经科学是揭示人类认知活动脑机制的学科，旨在研究人脑高级功能。脑功能成像和脑电生理技术是该学科的主要技术手段。这里我们分别作简单介绍。

脑成像（brain imaging）技术通过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来摄取人及动物脑和脊髓的影像，据此来了解其活动的机理和功能。目前较成熟的脑功能成像技术主要包括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PE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ingle 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和光成像（Optical Imaging）四种技术
〔9〕

 （曾祥炎，2007），但它们在语用学研究的应用还有待发展，这里不作详细论述。

脑电生理技术已有逾百年历史，常用的有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
〔10〕

 和事件相关脑电位（Event 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RP）等脑电生理技术。1875年，Richard Caton等人在家兔脑表面发现了脑的自发电活动。1924年，德国精神病专家Hans Berger首次在颅骨损伤病人大脑皮质和正常人头皮记录到自发电活动，这种电位就是自发电位（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他发现，当人闭目养神时，脑皮层有8次／秒－13次／秒的电活动波形变化，当人睁开眼时，这种波形变得幅值很小、变化更快。脑电图观测记录的就是这种自发性的综合性电活动，它是以这种电活动的电位为纵轴、时间特征为横轴所记录下来的电位与时间相互关系的平面图。其绘制过程是，在头皮特定部位放置8－16个电极，经脑电图机将脑细胞固有的生物电活动放大并连续描记在纸上或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脑电主要通过波幅、潜伏期和电位或电流的空间分布等指标来提供大脑工作过程的信息，能直接反映神经的电活动，具有时间分辨率高、造价低、无创伤的优点。但由于心理活动所引发的脑电信号（通常只有2至10微伏）比自发脑电（介于几微伏到75微伏之间）要小，因而很难被观察到，所以在EEG水平上并不能观察到人的心理活动所产生的脑电信号（周爱保，2008），因而不能准确反映大脑对特定刺激（stimuli）的加工情况，对它的分析很难判断究竟是大脑的自发性活动还是对某刺激的认知活动。尽管EEG有这些不足，但它为ERP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基础。鉴于此种原因，EEG一般作为了解ERP技术的背景来介绍。

ERP，事件相关电位，这一概念由Sutton于1956年提出，是伴随感觉、运动或认知事件所诱发的大脑电位集合的总称。ERP的广义定义是，凡是外加一种特定刺激作用于机体，在给予刺激或撤销刺激时，在神经系统任何部位所引起的电位变化；狭义上，指凡是外加一种特定刺激作用于感觉系统或脑的某一部位，在给予刺激或撤销刺激时脑区所引起的电位变化（周爱保，2008）。在语用学研究中，一般使用它的狭义定义。ERP通过平均叠加技术从头颅表面记录大脑诱发电位（Evoked Potentials, EPs）来反映认知过程中大脑神经电生理的改变情况，具有潜伏期恒定和波形恒定两个重要特性。所谓诱发电位，也称诱发反应（Evoked Response），是指给予神经系统（从感受器到大脑皮层）特定的刺激，或使大脑对刺激信息进行加工，在该系统和脑的相应部位产生的可以检出的、与刺激有相对固定时间间隔和特定位相的生物电反应。它记录的是神经系统对刺激本身产生的反应。诱发电位可分为刺激相关电位和事件相关电位。刺激相关电位体现与感觉或运动功能有关的外源性成分，是诊断神经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brain potentials, ERP）反映与认知功能有关的内源性成分，与刺激的感觉通道模式及物理属性无关。它是在注意的基础上，与大脑对刺激的识别、分辨、比较、记忆、期待、判断、决断相关，反映了认知过程的不同方面，是了解大脑认知功能活动的“窗口”。经典的ERPs成分有P300、N400、MMN （Mismatch Negativity，失匹配阴性波）、CNV（Contigent Negative Variation，伴随负反应）等，而P300、N400最为常用。

P300由Sutton于1965年发现，P取自positivity（正波）的首字母。按照潜伏期（以ms,“毫秒”为单位）的差异，ERP成分可以划分为：早成分（潜伏期在10 ms以内），中成分（潜伏期为10—50 ms），晚成分（潜伏期为50—500 ms），慢波（多于500 ms）。可见，P300指潜伏期约为300 ms最大晚期正性波。在句法加工的ERP研究中还发现了与句法加工有关的晚期成分P600，是在关键词之后的400—500 ms出现的、持续几百毫秒的正成分，也被称作句法正漂移成分（syntactic positive shift, SPS）。Coulson（2004）认为P600不是特属于句法加工的成分，它是P300家族复合体中的晚成分，用于反映受试对不断变化的语境的认知处理过程。他提出，P600成分可以用来测试语法过程对语境、语用因素的影响。

N400是研究脑的语言加工原理常用的ERP成分，由Kutas和Hillyyard于1980年发现。他们通过屏幕向被试者呈现一些句子，要求他们进行认知反应。句子的单词从前到后依次逐个呈现，先出现的几个句子都是符合语法和语境的正常句子，最后一个句子的最后一个单词是畸义词。句子呈现的同时，同步记录每个单词诱发的脑电变化。结果表明，畸义词出现之后的400 ms左右出现了一个新的负成分，即为N400。研究发现，只要关键词与语境的语义背离，都会诱发N400，且语义畸异程度越大，N400越大。目前普遍认为N400反映语境信息与词汇本身语义信息的整合加工。Coulson（2004）将N400应用于语用意义理解过程的研究。N400可以体现大脑对不同语言刺激的不同反应：高频词引发的N400比低频词引发的N400要小；在语义启动试验中，出现在相关词后面的词诱发的N400比那些出现在不相关词后面的词要小。实验发现，N400与语境中目标词的可预见性程度呈反相关，词汇在歧义语境中诱发的N400波幅要大于非歧义语境。N400是反映大脑对语言认知加工过程的ERP重要成分。

Coulson（2004）还将ERP方法用于笑话和隐喻的理解。就隐喻而言，从字面意义到隐喻意义的理解构成一个连续体，而非简单的二分法。由于ERP方法是对大脑反应的直接的、连续的记录，对语言理解的测量较之其他测量方法（如阅读时间）更加详尽，因而更加接近大脑进行语言处理的真实状况。ERP还可以用于直接言语行为与间接言语行为、显性意义与隐含意义（explicatures and implicatures）等语用学课题的研究。

ERP是刺激事件引起的实时脑电波，时间精度可达到微秒级，有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它可以与反应时间（RT）很好地配合，来研究认知加工过程的规律。从电生理角度来看，ERP是以作业的某种事件的时间为基础，将其前后一定时间段的脑电（EEG）进行多次累加平均而得出的一系列脑电位活动，能从电生理角度揭示大脑思维行进的轨迹。从心理角度看，ERP是一种有心理因素参与的长潜时内源性诱发电位，主要检测人类的认知功能和大脑的关系问题，能对大脑高级心理活动如认知过程作出客观评价。事件相关电位与认知过程有密切关系，是研究心理活动的入口。尽管存在空间分辨率低等不足，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最得力的方法，也不阻碍它在实验语用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脑功能成像技术如fMRI所显示的主要是解剖学信息，即结构图像，PET和SPECT所显示的主要是功能和代谢成像，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而脑电生理技术EEG、ERP、MEG等所显示的主要是生理功能成像，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因此，合理利用这两种技术手段能起到互补作用，能较全面地观察认知活动中脑功能的时空动态变化规律。

练习题

1．你如何理解“实验语用学”这一术语？

2．实验语用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3．列出实验研究法的主要术语并进行解释。

4．设计一份与语用研究相关的调查问卷。

5．制订一个与语用研究相关的实验方案。

文献选读

What is generally meant by calling something a default is that it settles some issue without the need to make a choice among alternatives. For instance, consider what is meant by calling something a default assumption. Suppose we are in a restaurant and have been shown to a table and given some menus. We assume that a waiter or waitress will come to the table to take our order. This is a default assumption, and we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alternative scenarios, unless something untoward happens. Something similar holds in the case of default inferences. For example, normally when something looks red to me I will infer that it is red. This is a default inference. It is one that will be drawn, all things being equal. If all things are not equal, say because I am alerted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unusual about my perceptual circumstances, then I will consider alternative conclusions. For example, perhaps the object is actually white but I am seeing it through a red filter or perhaps the object is actually green and I am seeing it through colour inverting spectacles and so on.

…

The notion of 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in recent times, particularly by cognitive linguists such as Fauconnier (1985, 1997), Pustejovsky (1995, 1998), Van Deemter (1996), Coulson (2001), Tyler and Evans (2001) and others. It is also a crucial component of Sperber and Wilson's (1986) Relevance Theory. These theorists all stres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meaning that is encoded by a lexical exp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he item receives in an utterance context. Such interpretation frequently goes beyond the encoded meaning. It must be constructed on-line, on the basis of the encoded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together with non-linguistic contextual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is sort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s a proces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which combines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concepts according to general cognitive principles. A semantically underspecified lexical expression is thus one whose encoded meaning does not fully specify its contextual meanings. In order to fully flesh out a processing model that relies on the notion of underspecification, one would have to know a lot more about the cognitive principles that are involved in sense construction. Moreover, one needs to have a clearer idea of what a semantically underspecified meaning is. One suggestion is that an underspecified meaning is the meaning that is common to all its possible specifications. This idea doesn't seem very plausible. For example, consider a polysemous noun such as 'newspaper'. It can refer to either a publisher ('The newspaper fired its editors') or a publication type ('The newspaper today has an obituary for Nozick') or a publication token ('The newspaper is on the kitchen table'). One might want to argue that the term itself is semantically underspecified, and that the various meanings it has are constructed from the encoded meaning on the basis of contextual information. However, it is not plausible to say that the encoded meaning in this case corresponds to the meaning that all these uses have in common. The different uses refer to things that belong to different ontological categories, and thus there may be nothing they share in common (except something trivial, such as being a thing, or something unhelpful, such as being able to be referred to by the term 'newspaper').

A more promising idea is to select one of the meanings as primary, and hence to regard its referent as the primary referent of the term. Other meanings will be secondary, and their referents will be things that stand in certain relations to the primary referent. Context will be needed to figure out what the relevant relation is in a particular case. For example, suppose one holds that 'newspaper' refers primarily to a publication token, then the underspecified meaning of 'newspaper' would be thing(s) that stands in relation R to this token publication. In context, the relation R could be specified as the identity relation, in which case the term refers to a publication token. Alternatively, it could be specified as the relation of publishing, in which case the term refers to the publisher of some publication token. This accoun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propose by Recanati (1995) for possessive phrases such as 'John's book'. Recanati proposes to analyse this as making reference to a relation R holding between John and the book that has to be specified in context. If the relation is specified as one of ownership, then 'John's book' refers to the book John owns. If the relation is specified as one of authoring, then the phrase 'John's book' refers to the book John wrote, and so on.

In the course of their own work on the preposition 'over', Tyler and Evans (2001) lay out some helpful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in identifying the primary sense associated with such a polysemous term. They also suggest strategies to be followed 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sense is a distinct sense instantiated in semantic memory or is instead to be accounted for by a cognitive proces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 e. , is instead a meaning that must be constructed on-line). Thes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could be profitably applied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n order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primary senses associated with terms such as 'some' and 'and', and to distinguish such primary meanings from senses that must be constructed on-line by a process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of lexical and non-lexical concepts.

(From Noveck, A. &D. Sperber.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2004: 265, 267, 268)

注释


〔1〕
 信度（realiability）：主要指测量结果的可靠性或一致性。


〔2〕
 效度（validity）：指测量结果的有效性程度，即测量工具确能测出其所要测量特质的程度。通俗而言，指一项研究所能揭示的事物本质规律的有效程度。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由多种统计模型综合起来的因果分析型模型，因素分析法、路径分析法以及回归分析法都是它的特例。


〔4〕
 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任何一个系统或模型都是由各种变量构成的，在对它们进行分析时，可以选择研究其中一个／些变量对另一个／些变量的影响，被选择的变量即为自变量，而被影响的变量即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在实验中，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掌握的变量，因变量是被测定或被记录的变量。通常，自变量指由研究者操纵对被试产生影响的条件或变量，是研究者呈现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指通过操纵自变量而引起的被试的某种特定的反应。


〔5〕
 无关变量（irrelevant variable），又称干扰变量或额外变量，指除了实验规定的自变量外，一切能够影响实验结果的变量。


〔6〕
 实验处理体现所要操纵的自变量的变化，涉及自变量的数目及其具体表现。一个实验至少要有两种（以上）的不同处理，即要有实验组采用的变量和控制组采用的变量。


〔7〕
 量原则：发话人准则：话语信息不能小于发话人的世界知识所允许的量，除非这样做会违反信息原则。特别要选用与事实吻合的、信息量最大的聚合词。受话人推理：假设发话人的话语已穷尽其所知。通过量原则推导出来的含意称为量-含意（Q-implicature）。


〔8〕
 default inference和underspecification的定义可参考本讲的文献选读部分。


〔9〕
 fMRI通过一定刺激使大脑皮层各功能区在磁共振设备上成像，能在活体人脑定位各功能区，结合了功能、影像和解剖三方面的因素。fMRI成像原理是脑的神经活动时血红蛋白产生的动力学反应　　当神经活动增加时局部的血流量增加，引起局部的脱氧血红蛋白浓度下降；脱氧血红蛋白是顺磁性物质，产生局部梯度磁场，使脑激活区信号相对升高。这些激活区的信号能被磁共振成像系统采集并形成激活脑区的功能成像图。fMRI具有无创伤性、无放射性、较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可多次重复操作等优势，是脑功能成像的首选方法，而且在视觉、听觉、嗅觉、语言及认知功能、情绪活动、躯体运动功能、躯体感觉功能等方面都有诸多的研究和应用。

PET的依据是一些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分子（如含18F的脱氧葡萄糖FDG）能正常地参加脑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些同位素发射正电子，正电子不稳定，易与负电子撞击而湮灭，所生能量以双向γ射线方式释放。测量这两束γ射线的量，即可知该标记同位素分子的含量，从而作为该部位功能活动是否增强的标记。PET主要反映脑内的生化代谢以及生理功能的变化，能进行动态的定量观测，具有其他脑成像技术难以取代的优点。其缺陷是需要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基本上属无创伤性），测量时间长。PET可进行细胞活性与功能的研究，可用于肿瘤的早期诊断，神经、精神疾病及脑功能的研究。

SPECT为利用发射γ射线的放射性核素进行器官断层显像的设备。脑功能SPECT显像主要包括局部脑血流（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脑代谢显像和脑神经受体显像。SPECT作用原理同PET，仅放射物质的衰变期较长，所生能量以单束γ射线方式释放，而不是以双束γ射线方式释放。该技术能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诊断、癫痫病灶的术前定位和肿瘤的诊断，而且还可进行脑功能测定。

Optical Imaging的成像原理是神经元活动会引起某些有关物质（如水、离子）改变，导致其光学特性发生变化，在与外加的某些特定波长的光量子相互作用后就得到了相应的光信号。通过成像仪器系统探测到此光信号的某一时间间隔内的空间分布来形成影像。光学成像具有比fMRI更高的空间和时间分辨力，可以更小的体素来测量总脱氧血红蛋、总血红蛋和血容量的改变，能提供观察脑皮质功能柱的高分辨图像。


〔10〕
 MEG的依据是电磁感应原理　　大脑工作时产生的感应电流能够在头颅外表产生感应磁场。脑磁图（MEG）装置通过捕捉这种极微弱的磁信号（相对应地磁场的百万分之一）来反映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EEG只能反映脑表面的生物电活动，而MEG则可反映大脑深部电向量的位置和活动方向，是无数脑电向量的综合。相比于EEG, MEG突出的优点是对神经兴奋源的定位更为直接和准确，而且时间分辨率也极高。但MEG的造价高，且探测范围受限，只对某些流向（如垂直于颅骨）的兴奋源敏感，对有些流向的兴奋源不太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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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Aitchison. Jean　艾奇逊

Anderson. A.　安德森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

Atkinson. J. M.　阿特金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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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in. J. L.　奥斯汀

Bar-Hillel. Y.　巴尔-希列尔

Bach. K.　巴赫

Berg. J.　伯格

Bird. Graham H.　伯德

Blakemore. D.　布蕾克莫尔

Blackmore. S.　布莱克莫尔

Blum-Kulka. S.　布卢姆-库尔卡

Bouton. L.　布顿

Brown. Penelope　布朗

Carnap. Rudolf　卡纳普

Carston. Robyn　卡斯顿

Chesterman. A.　切斯特曼

Chomsky. Noam　乔姆斯基

Clarke. D. D.　克拉克

Comte. A　孔德

Cole. P.　科儿

Coulthard　库尔哈德

Criper. C.　克里帕尔

Davidson. D.　戴维森

Davis. Steven　戴维斯

Dawkins. Richard　道金斯

Donnellan. K. S.　唐奈兰

Duranti. A.　杜兰蒂

Escandell-Vidal　埃斯坎德-维达尔

Fanshell. D.　范希尔

Fauconnier. Gilles　佛孔尼尔

Fillmore. Charles J.　菲尔墨

Fodor. J. A.　福德尔

Franken. N.　弗兰肯

Fraser. B.　弗雷泽

Frege. F. L. G.　弗雷格

Gardiner. A. H.　加德纳

Gazdar. G.　盖兹达

Gibbs. R. W.　吉布斯

Goffman. E.　戈夫曼

Green. M. Georgia　格林

Grice. H. P.　格赖斯

Gumperz. J. J.　冈普斯

Gutt. E.　古特

Halliday. M. A. K.　韩礼德

Harnish. M.　哈尼什

Hasan. R.　哈桑

Have. Paul Ten　哈夫

Heritage. J.　赫里蒂奇

Hickey. Leo　赫珂

Horn. L.　霍恩

House. J.　豪斯

Hymes. D.　海姆斯

Jefferson. Gail　杰斐逊

Kadmon. N.　卡德蒙

Kant. I.　康德

Karttunen　卡通伦

Kasper. G.　卡斯珀

Keenan. Edward L.　基南

Kempson. R. M.　坎普森

Kuroda. S. Y.　库罗达

Labov. W.　拉波夫

Lakoff George　雷可夫

Lakoff Robin　雷可夫

Leech. Geoffrey N.　利奇

Leinonen. Eeva　莱因诺宁

Levinson. Stephen　列文森

Lewis. D.　刘易斯

Lyons. J.　莱昂斯

Marmaridou. Sophia. S. A.　马默瑞斗

Mey. Jacob　梅伊

Miller. G. A.　米勒

Moore. G. E.　摩尔

Morgan. Jerry L.　摩根

Morris. Charles W.　莫里斯

Neale. S.　尼尔

Nerlich. B.　纳力奇

Noveck. I.　诺韦克

Павлов　巴甫洛夫

Peirce. C. S.　皮尔斯

Plato　柏拉图

Psathas. George　萨塞斯

Quirk. R. S.　夸克

Reinhart. T.　莱因哈特

Rosaldo. Michelle Z.　罗萨多

Russell. Bertrand　罗素

Sacks. Harvey　萨克斯

Sadock. J. M.　萨多克

Saussure. F. de　索绪尔

Schegloff. Emanuel A.　谢格洛夫

Schiffer. S.　希夫尔

Searle. J. R.　塞尔

Sellner. Manfred　塞勒尔

Sinclair. J.　辛克莱

Skinner. B. F.　斯金纳

Smith. Benita Rae　史密斯

Spencer-Oatey. H. D. M.　斯潘塞-奥蒂

Sperber. Dan　斯珀伯

Stalnaker. R. C.　斯托纳克尔

Strawson. P. F.　斯特劳逊

Thomas. Jenny　托马斯

Thorndike. E.　桑代克

Verschueren. Jef　维索尔伦

Walters. J.　沃尔特斯

Widdowson. H.　威多森

Widdowson. H.　威多逊

Wierzbicka. Anna　威尔日比卡

Wilson. Deirdre　威尔逊

Wittgenstein. Ludwig　维特根斯坦

Wolfson. N.　沃尔芙森

Yule. George　尤尔

Ⅱ．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阿特金森　Atkinson. J. M.

阿特拉斯　Atlas. J.

埃斯坎德-维达尔　Escandell-Vidal

艾奇逊　Aitchison. Jean

安德森　Anderson. A.

奥斯汀　Austin. J. L.

巴尔-希列尔　Bar-Hillel. Y.

巴赫　Bach. K.

柏拉图　Plato

伯德　Bird. Graham H.

巴甫洛夫　Павлов

伯格　Berg. J.

布顿　Bouton. L.

布蕾克莫尔　Blakemore. D.

布莱克莫尔　Blackmore. S.

布朗　Brown. Penelope

布卢姆-库尔卡　BlumKulka. S

戴维森　Davidson. D.

戴维斯　Davis. Steven

道金斯　Dawkins. Richard

杜兰蒂　Duranti. A.

范希尔　Fanshell. D.

菲尔墨　Fillmore. Charles J.

佛孔尼尔　Fauconnier. Gilles

弗兰肯　Franken. N.

弗雷格　Frege. F. L. G.

弗雷泽　Fraser. B.

福德尔　Fodor. J. A.

古特　Gutt. E.

盖兹达　Gazdar. G.

冈普斯　Gumperz. J. J.

戈夫曼　Goffman. E.

格赖斯　Grice. H. P.

格林　Green. M. Georgia

哈夫　Have. Paul Ten

哈尼什　Harnish. M.

哈桑　Hasan. R.

海姆斯　Hymes. D.

韩礼德　Halliday. M. A. K.

豪斯　House. J.

赫珂　Hickey. Leo

赫里蒂奇　Heritage. J.

霍恩　Horn. L.

基南　Keenan. Edward L.

吉布斯　Gibbs. R. W.

加德纳　Gardiner. A. H.

杰斐逊　Jefferson. Gail

卡德蒙　Kadmon. N.

卡纳普　Carnap. Rudolf

卡斯顿　Carston. Robyn

卡斯珀　Kasper. G.

卡通伦　Karttunen

坎普森　Kempson. R. M.

康德　Kant. I.

孔德　Comte. A.

科儿　Cole. P.

克拉克　Clarke. D. D.

克里帕尔　Criper. C.

库尔哈德　Coulthard

库罗达　Kuroda. S. Y.

夸克　Quirk. R. S.

拉波夫　Labov. W.

莱昂斯　Lyons. J.

雷可夫　Lakoff George

雷可夫　Lakoff Robin

莱因哈特　Reinhart. T.

莱因诺宁　Leinonen. Eeva

利奇　Leech. Geoffrey N.

列文森　Levinson. Stephen

刘易斯　Lewis. D.

罗萨多　Rosaldo. Michelle Z.

罗素　Russell. Bertrand

马默瑞斗　Marmaridou. Sophia. S. A.

梅伊　Mey. Jacob

米勒　Miller. G. A.

摩尔　Moore. G. E.

摩根　Morgan. Jerry L.

莫里斯　Morris. Charles W.

纳力奇　Nerlich. B.

尼尔　Neale. S.

诺韦克　Noveck. I.

皮尔斯　Peirce. C. S.

乔姆斯基　Chomsky. Noam

切斯特曼　Chesterman. A.

萨多克　Sadock. J. M.

萨克斯　Sacks. Harvey

萨塞斯　Psathas. George

塞尔　Searle. J. R.

塞勒尔　Sellner. Manfred

桑代克　Thorndike. E.

史密斯　Smith. Benita Rae

斯金纳　Skinner. B. F

斯潘塞-奥蒂　Spencer-Oatey. H. D. M.

斯珀伯　Sperber. Dan

斯特劳逊　Strawson. P. F.

斯托纳克尔　Stalnaker. R. C.

索绪尔　Saussure. F. de

唐奈兰　Donnellan. K. S.

托马斯　Thomas. Jenny

威多森　Widdowson. H.

威多逊　Widdowson. H.

威尔兹比卡　Wierzbicka. Anna

威尔逊　Wilson. Deirdre

维索尔伦　Verschueren. Jef

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Ludwig

沃尔芙森　Wolfson. N.

沃尔特斯　Walters. J.

希夫尔　Schiffer. S.

谢格洛夫　Schegloff. Emanuel A.

辛克莱　Sinclair. J.

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尤尔　Yule. George


附录2　语用学常用术语对照表

Ⅰ．汉英术语对照表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A

暗含　implicature

暗含结论　implicated conclusion

暗含前提　implicated premise

　　　B

百科信息　encyclopaedic information

表达类（以言行事）　expressives

表述句　constatives

表述类（言语行为）　expositives

（含意的）不可分离性　non-detachability

（含意的）不可取消性　non-cancellability

（含意的）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

　　　C

裁决类（以言行事）　verdictives

插入语列　insertion sequences

阐述类（以言行事）　representatives

承诺类（以言行事）　commissives

纯语用学　pure pragmatics

词语信息　lexical information

　　　D

代码模式　code model

得体准则　tact maxim

等级含意　scalar implicatures

地点指示　space deixis

动态语用学　dynamic pragmatics

断言类（以言行事）　assertives

对比语用学　contrastive pragmatics

对方修正　other-repair

低调陈述　understatement

　　　E

二元关系　dyadic relation

　　　F

发话人意义　speaker meaning

发展语用学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反讽／反语　irony

方式准则　manner maxim

非规约性　non-conventionality

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讽刺　sarcasm

符号　sign

符号关系学　syntactics

符号学　semiotics

负面礼貌策略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负面面子　negative face

负向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G

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功能语言学　functional linguistics

共知　common knowledge

构成性规则　constitutive rules

关联／关联性　relevance

关联论　relevance theory

关系准则　relation maxim

规定语法　prescriptive grammar

规约含意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规约性　conventionality

规则　rule

　　　H

含混　ambivalence

含蓄动词　implicative verb

含意　implicature

合适条件　felicity condition

后指用法／后照应　cataphoric use

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

互动语用学　interactive pragmatics

互明　mutual manifestness

互知　mutual knowledge

互指　co-referential

话轮　turn-taking

话语标记语　discourse marker

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意义　utterance meaning

话语指示　discourse deixis

缓叙　meiosis

会话　conversation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会话结构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会话修正　conversational repair

会话原则　conversational principle

或然性　probability

　　　J

（实施言语行为的）基本条件　essential condition

记号　symbol

计算语用学　computational pragmatics

间接言语行为　indirect speech act

交际目的　communicative goal/purpose

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交际用意　communicative force

交际原则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近指　proximal terms

经济原则　principle of economy

旧信息　old information

句法学　syntax

句子意义　sentence meaning

　　　K

慷慨原则　generosity maxim

科学实证主义或实证论　positivism

可变性　variability

可接收性　acceptability

（含意的）可取消性　cancellability

（含意的）可推导性　calculability

可行性　feasibility

空间指示　space deixis

跨文化语用学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夸张　hyperbole

　　　L

类比结构　analogous construction

离格　deviance

礼貌　politeness

礼貌策略　politeness strategy

礼貌原则　politeness principle

连贯　coherence

两可性／歧义　ambiguity

量准则　quantity maxim

临床语用学　clinical pragmatics

笼统性　generality

逻辑信息　logical information

逻辑语义学　logical semantics

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positivism

　　　M

蒙塔古语法　Montague grammar

面子　face

明示-推理过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明说　explicature

命题内容　prepositional content

命题行为　propositional act

模糊限制语　hedges

模糊性　fuzziness

模因　meme

模因论　memetics

目标语　target language

　　　N

内嵌施为句　embedded performatives

　　　P

篇际关系　intertextuality

评价动词　verbs of judging

普通语用学　general pragmatics

　　　Q

恰当性　appropriateness

谦逊准则　modesty maxim

前提　presupposition

前提触发语　presupposition triggers

前指用法／前照应用法　anaphoric use

情态意义／情态性　modality

情态动词　modal verb

　　　R

人称指示　person deixis

人类文化方法论　ethnomethodology

人际动态学　interpersonal dynamics

认知环境　cognitive environment

认知效果　cognitive effect

认知语用学　cognitive pragmatics

认知原则　cognitive principle

弱陈　meiosis

　　　S

三元关系　triadic relation

商讨性　negotiability

社会语用学　societal pragmatics

社交世界　social world

社交-语用学　socio-pragmatics

社交指示　social deixis

施为动词　performative verb

施为假设　performative hypothesis

施为句　performatives

施为用意　illocutionary force

时间指示　time deixis

实验语用学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手势用法　gestural use

顺应理论／顺应论　adaptation theory

顺应性　adaptability

随意言谈　loose talk

　　　T

特殊含意　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

调节性规则　regulative rules

同情准则　sympathy maxim

同义反复　tautology

投射规则　projection rule

推理　inference

推理模式　inferential model

推理努力／处理努力　processing effort

　　　W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图式　cultural schemata

威胁面子的行为　face threatening acts

未知信息　unknown information

物理世界　physical world

　　　X

衔接机制　cohesive device

显性施为句　explicit performatives

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　neo-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新格赖斯语用学　neo-Gricean pragmatics

心理世界　mental world

新信息　new information

信息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信息照应　information bridging

行动类（以言行事）　behatives

行使类（以言行事）　exercitives

形式语用学　formal pragmatics

修辞学　rhetoric

叙实动词　factive verbs

宣告类（以言行事）　declarations

选择限制　selectional restriction

　　　Y

言语交际　verbal communication

言语情景　speech situation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一般含意　generalized implicature

一致原则　agreement maxim

移情　empathy

移情指示语　empathy deixis

已知信息　known information

以言成事　per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目的／施为目的　illocutionary goal

以言指事　locutionary act

意思　sense

意图　intention

意向性　intentionality

隐含结论　implicated conclusion

隐含前提　implicated premise

隐性施为句　implicit performatives

隐喻　metaphor

语法性　grammaticality

语际语／中介语　interlanguage

语际语用学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语境　context

语境含意　contextual implicature

语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语境假设　contextual assumptions

语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

语境意义　contextual meaning

语境因素　contextual factor

语句　sentence

语句意义　sentence meaning

语码模式　code model

语篇性　texturality

语言离格　linguistic deviation

语言信道　linguistic channel

语言学转向　linguistic turn

语言语境　linguistic context

语言语用学　linguistic pragmatics

语义前提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语义学　semantics

语用标记语　pragmatic marker

语用代码　pragmatic code

语用等级　pragmatic scale

语用含糊　pragmatic vagueness

语用含意　pragmatic force

语用类属　pragmatic category

语用能力　pragmatic competence

语用歧义　pragmatic ambiguity

语用迁移　pragmatic transfer

语用前提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语用推理　pragmatic inference

语用行为　pragmatic act

语用学　pragmatics

语用学综观　pragmatic perspective

语用移情　pragmatic empathy

语用语言学　pragmalinguistics

语用原则　pragmatic principle

预示语　pre-sequences

寓意言谈　metaphorical talk

元交际行为　metacommunicative behaviour

元指用法　meta-phoric use

原意或刻意言谈　literal talk

原则　principle

远指　distal terms

约略性　approximation

蕴涵　entailment

　　　Z

赞誉准则　approbation maxim

哲学语用学　philosophical pragmatics

（实施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　sincerity condition

真实条件　truth condition

正面礼貌　positive politeness

正面面子　positive face

正向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指令类　directives

指示结构或词语　deictic expressions

指示性　indexicality

指示语　deixis. indexicals

质准则　quality maxim

中介语／语际语　interlanguage

主题　topic

状态变化动词　change-of-state verbs

准则　maxim

字面用意　literal force

自然意义　natural meaning

自我修正　self-repair

Ⅱ．英汉术语对照表

（按英语字母顺序排列）

　　　A

acceptability　可接收性

adaptability　顺应性

adaptation theory　顺应理论／顺应论

agreement maxim　一致原则

ambiguity　两可性／歧义

ambivalence　含混

analogous construction　类比结构

anaphoric use　前指用法／前照应用法

approbation maxim　赞誉准则

appropriateness　恰当性

approximation　约略性

assertives　断言类（以言行事）

　　　B

behatives　行动类（以言行事）

　　　C

calculability　（含意的）可推导性

cancellability　（含意的）可取消性

cataphoric use　后指用法／后照应

change-of-state verbs　状态变化动词

clinical pragmatics　临床语用学

code model　代码模式／语码模式

cognitive effect　认知效果

cognitive environment　认知环境

cognitive pragmatics　认知语用学

cognitive principle　认知原则

coherence　连贯

cohesive device　衔接机制

commissives　承诺类（以言行事）

common knowledge　共知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force　交际用意

communicative goal/purpose　交际目的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交际原则

complementarity　互补性

computational pragmatics　计算语用学

conceptual meaning　概念意义

constatives　表述句

constitutive rules　构成性规则

context　语境

contextual assumptions　语境假设

contextual effect　语境效果

contextual factor　语境因素

contextual implicature　语境含意

contextual meaning　语境意义

contextualization　语境化

contrastive pragmatics　对比语用学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规约含意

conventionality　规约性

conversation　会话

conversation analysis　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会话含意

conversational principle　会话原则

conversational repair　会话修正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　会话结构

co-referential　互指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跨文化语用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　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schemata　文化图式

　　　D

declarations　宣告类（以言行事）

deictic expressions　指示结构或词语

deixis. indexicals　指示语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发展语用学

deviance　离格

directives　指令类（以言行事）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

discourse deixis　话语指示

discourse marker　话语标记语

distal terms　远指

dyadic relation　二元关系

dynamic pragmatics　动态语用学

　　　E

embedded performatives　内嵌施为句

empathy　移情

empathy deixis　移情指示语

encyclopaedic information　百科信息

entailment　蕴涵

essential condition　（实施言语行为的）基本条件

ethnomethodology　人类文化方法论

exercitives　行使类（以言行事）

experimental pragmatics　实验语用学

explicature　明说

explicit performatives　显性施为句

expositives　表述类（言语行为）

expressives　表达类（以言行事）

　　　F

face　面子

face threatening acts　威胁面子的行为

factive verbs　叙实动词

feasibility　可行性

felicity condition　合适条件

formal pragmatics　形式语用学

functional linguistics　功能语言学

fuzziness　模糊性

　　　G

general pragmatics　普通语用学

generality　笼统性

generalized implicature　一般含意

generosity maxim　慷慨原则

gestural use　手势用法

grammaticality　语法性

　　　H

hedges　模糊限制语

hyperbole　夸张

　　　I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行事

illocutionary force　施为用意

illocutionary goal　以言行事目的／施为目的

implicated conclusion　隐含结论

implicated premise　隐含前提

implicative verb　含蓄动词

implicature　含意

implicit performatives　隐性施为句

indeterminacy　（含意的）不确定性

indexicality　指示性

indirect speech act　间接言语行为

inference　推理

inferential model　推理模式

information bridging　信息照应

informative intention　信息意图

insertion sequences　插入语列

intention　意图

intentionality　意向性

interactive pragmatics　互动语用学

interlanguage　中介语／语际语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语际语用学

interpersonal dynamics　人际动态学

intertextuality　篇际关系

irony　反讽／反语

　　　K

known information　已知信息

　　　L

lexical information　词语信息

linguistic channel　语言信道

linguistic context　语言语境

linguistic deviation　语言离格

linguistic pragmatics　语言-语用学

linguistic turn　语言学转向

literal force　字面用意

literal talk　原意或刻意言谈

locutionary act　以言指事

logical information　逻辑信息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logical semantics　逻辑语义学

loose talk　随意言谈

　　　M

manner maxim　方式准则

maxim　准则

meiosis　弱陈／缓叙

meme　模因

memetics　模因论

mental world　心理世界

metacommunicative behaviour　元交际行为

metaphor　隐喻

meta-phoric use　元指用法

metaphorical talk　寓意言谈

modality　情态意义／情态性

modal verb　情态动词

modesty maxim　谦逊准则

Montague grammar　蒙塔古语法

mutual knowledge　互知

mutual manifestness　互明

　　　N

natural meaning　自然意义

negative face　负面面子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负面礼貌策略

negative transfer　负向迁移

negotiability　商讨性

neo-Gricean pragmatics　新格赖斯语用学

neo-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

new information　新信息

non-cancellability　（含意的）不可取消性

non-conventionality　非规约性

non-detachability　（含意的）不可分离性

non-natural meaning　非自然意义

　　　O

Old information　旧信息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明示-推理过程

other-repair　对方修正

　　　P

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　特殊含意

performative hypothesis　施为假设

performative verb　施为动词

performatives　施为句

perlocutionary act　以言成事

person deixis　人称指示

philosophical pragmatics　哲学语用学

physical world　物理世界

politeness　礼貌

politeness principle　礼貌原则

politeness strategy　礼貌策略

positive face　正面面子

positive politeness　正面礼貌

positive transfer　正向迁移

positivism　科学实证主义或实证论

pragmalinguistics　语用语言学

pragmatic act　语用行为

pragmatic ambiguity　语用歧义

pragmatic category　语用类属

pragmatic code　语用代码

pragmatic competence　语用能力

pragmatic empathy　语用移情

pragmatic force　语用含意

pragmatic inference　语用推理

pragmatic marker　语用标记语

pragmatic perspective　语用学综观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语用前提

pragmatic principle　语用原则

pragmatic scale　语用等级

pragmatic transfer　语用迁移

pragmatic vagueness　语用含糊

pragmatics　语用学

pragmatism　实用主义

prescriptive grammar　规定语法

pre-sequences　预示语

presupposition　前提

presupposition triggers　前提触发语

principle　原则

principle of economy　经济原则

probability　或然性

processing effort　推理努力／处理努力

projection rule　投射规则

propositional act　命题行为

propositional content　命题内容

proximal terms　近指

pure pragmatics　纯语用学

　　　Q

quality maxim　质准则

quantity maxim　量准则

qualitative research　质的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量的研究

　　　R

regulative rules　调节性规则

relevance　关联／关联性

relevance theory　关联论

relation maxim　关系准则

representatives　阐述类（以言行事）

rhetoric　修辞学

rule　规则

　　　S

sarcasm　讽刺

scalar implicatures　等级含意

selectional restriction　选择限制

self-repair　自我修正

semantic presupposition　语义前提

semantics　语义学

semiotics　符号学

sense　意思

sentence　语句

sentence meaning　句子意义

sentence meaning　语句意义

sign　符号

sincerity condition　（实施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

social deixis　社交指示

social world　社交世界

societal pragmatics　社会语用学

socio-pragmatics　社交-语用学

space deixis　地点指示

space deixis　空间指示

speaker meaning　发话人意义

speech act　言语行为

speech act theory　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situation　言语情景

symbol　记号

sympathy maxim　同情准则

syntactics　符号关系学

syntax　句法学

　　　T

tact maxim　得体准则

target language　目标语

tautology　同义反复

texturality　语篇性

time deixis　时间指示

topic　主题

triadic relation　三元关系

truth condition　真实条件

turn-taking　话轮

　　　U

understatement　低调陈述

unknown information　未知信息

utterance meaning　话语意义

　　　V

variability　可变性

verbal communication　言语交际

verbs of judging　评价动词

verdictives　裁决类（以言行事）


附录3　参考答案

第一讲　语用学概述

1－5．略

6．语用学告诉我们要合适得体地使用语言，说话时就得注意分寸，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不说。材料中，Sandy的祖母去世了，这种时候不宜多说，只需对她说I am sorry to hear that，交际双方心照不宣，既表达了同情，又回避了不快话题。或者，稍微提及逝者用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grandma也可以。如果用I was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grandma killed herself就有些过了，再用I was very sorry to hear your grandma tripped over the cat, cartwheeled down the stairs and brained herself on the electricity meter来详细谈及逝者的逝世过程和原因，无疑是往人家伤疤上撒盐，是很粗鲁无礼和冷酷无情的，属于很严重的语用失误。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交际时还要考虑文化因素。在东西方的文化中，人们对死亡这一话题都是相当忌讳的，“死”（die/death）在这两种文化中都属于禁忌语（taboo），为此人们会使用“过世”（to pass away）、“离别了”（to depart）、“离我们而去”（to leave us）等各种各样的委婉语（euphemism）来间接地提及这个字眼。材料中提到的情境，跟死亡有关，所以用I am sorry to hear that是得体的：在语言上只需用that代之即可，在情感上that本就可以指发话人不喜欢的事物、事件，这里能表现出发话人的同情之心，因而是得体的。

第二讲　指示语

1．指示语是特定语境中表示事物和人的社交关系的词语或结构，映射出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体现话语中表空间、时间、移动等概念，包括话语进程、会话双方相互识别及相互关系等指称信息，其意义需要在语境中才能确定。

2－3．略

4．（1）只指被采访人即受话人，不包括记者，因为记者不是这些单位的职工，所谈及的事件中记者也不可能是参与者。

（2）这里的“咱们”适用于对受话人不利的语境；记者使用“咱们”而不使用“你”或“你们”，能起到维护对方面子的作用，促进他与被采访人之间的心理和情感趋同，有利于交际目标（这里指成功采访）的实现。

5．一般地说，同一人称指示语在特定语境中只指示一个对象。如果同时指称两个对象，而且这两个对象又不和谐，往往导致幽默的效果。第一则笑话中的“您”明确指当事人的律师，但根据上下文语境，它也可指上文中的“他让我见鬼去吧”中的“鬼”，一换算就变成律师是鬼了。第二则笑话异曲同工：部长本意是想提醒两位职员不要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要当着他的面相互羞辱，但是他没想到当时的语境：甲、乙都在指责对方要么是最糊涂的人，要么是最蠢的人，而他这时把他自己牵扯进去：“显然，你们忘了我在这里。”“我”正常所指当然是部长本人，但在语境的力量下它还指世界上最糊涂、最愚蠢的人，如此一来就变成了部长说他自己是世界上最糊涂、最愚蠢的人了，而从笑话中来看他确实也够幽默的！

第三讲　言语行为理论

1．言语行为理论是在逻辑实证主义与真值条件语义学不能充分解释语言意义的情况下，在日常语言哲学对它的一片反对声中产生的。

2．言语行为是用语言创造一个事态，改变世界，简单地说就是以言行事。

3．Austin的施为句要求主要是第一人称单数，动词用一般现在时直陈式主动语态，动词可以被副词hereby修饰。

4．Searle把言语行为分为五类：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与宣告类，分类标准有三个：施为用意、适从方向与心理状态。

5．间接言语行为是通过实施另一行为而间接得以实施的行为，表现为施为用意与句型的不一致。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解取决于受话人根据背景信息（有时还要借助语言使用的规约）作出推理。推理的触发机制是字面用意的语境非充分性，也就是说，只有当字面用意在语境条件下不关联或者说不通时，发话人才进行推理。

6．言语行为的礼貌规律是，在实施威胁面子的行为时应尽量间接，在实施加强面子的行为时，应尽量直接。

7．1）knock ... out of...指向的是一个物理行为，不是言语行为，它不具备语言反身性，不能施为。2）欺骗的关键在于隐藏欺骗的意图，如此才能达到欺骗的目的，但是deceive把这个意图暴露无遗，属于“施为自杀”。3）劝阻某人买东西是成事效果，逻辑上后于劝阻行为，因此，talk ... out of...不具有施为动词要求的即时性，不能施为。4）insult表示成事效果，一句话能不能达到侮辱的效果取决于受话人如何理解，并非由发话人控制，侮辱效果逻辑上后于侮辱性话语或行为，因此insult不具即时性；另外，侮辱他人并非是一种高尚行为，出于理性，发话人一般不会对自己的话语作负面标记，所以insult不具反身性。5）离婚属法律行为，非言语行为，它必须经过法律程序，而后由相关机构批准、证明方能有效，任何人不能自行解除与配偶的婚姻关系。但是在穆斯林国家里，如果一位男子当众对自己的妻子连续三次说I divorce you这句话，那么，这个离婚宣告就生效了，这位妻子因此就被休掉了。这完全是由文化因素造成的一个特例。6）所谓恭维，就是发话人过度赞美受话人，以取悦对方，这种意图是双方心照不宣的。然而flatter将这个意图明晰化，大煞风景，达不到取悦的目的。7）威胁他人涉及惩罚他人的意图，这种意图从道德上说是不应该的，因此理性的人不会对自己的话语或行为作如此负面的标记，因此insult不具反身性，不能施为。8）诽谤是蓄意捏造事实以达到伤害他人目的的行为，这是违反道德及法律的，与insult同理，slander不具反身性，不能施为。9）order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施为的，但在此例中不行，因为它构成了一个悖论性命令。命令的真诚条件就是让受话人执行命令，而这个命令却要求受话人不执行命令，这就是自我挫败，或称悖论。它要求受话人既执行命令又不执行命令。

8．1）提供帮助；2）拒绝邀请或请求；3）请求受话人接电话；4）责怪对方；5）拒绝接电话。

9．1）“指令”类下的禁止行为。A句是发话人已经多次提醒受话人而受话人在陋习不改的情况下说出的，发话人显得不耐烦，特地用这句话来加强语气，试图改变受话人的习惯；B句的目的与A句相同，但是语气温柔得多。2）“宣告”类下的解雇行为。A句突出受话人的过失与应有的惩罚，说明责任在于受话人本人；B句突出发话人的施为主体与权力，但难免有私人恩怨或公报私仇的意味。3）“表达”类下的同情行为。A句突出受话人的中心地位，旨在安抚受话人，说明发话人对对方的移情倾向；B句突出发话人的主导作用，有“施恩”之嫌。4）“表达”类下的感谢行为。A句自然、随意；B句过于正式，有点故作姿态。5）“承诺”类下的提供行为。A在第一次说出时是礼貌的，体现发话人的好客，在对方一再谢绝后说出时是不礼貌的，有强迫的意思；B句对方谢绝后说出时是礼貌的，它既体现主人的好客又尊重对方的意愿。6）“指令”类下的提议行为。A句是在朋友聚会这种非正式场合下说出的，大家谁都可以提议干杯，气氛随和、融洽；B句是在重大庆典仪式上由单位领导或重要宾客说出的，目的是烘托气氛。7）“宣告”类下的叫牌行为。A、B两句都是桥牌游戏中说出的，发话人竞叫到最高定约7无将。A句显示叫牌过程自然、流畅，目前定约是水到渠成的；B句显示叫牌过程可能出现过中断，发话人可能是经过犹豫、思考后才毅然（或贸然）叫到这个定约的。

10．按礼貌级别升序排列：2）1）3）5）4）。

11．这则笑话通俗地说是房子主人与路人的资格之争。主人认为，房子是他的，所以他有资格在墙上写字，自己不在禁止之列。路人认为，如果别人不能写，那么房子主人也不能写，禁止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从言语行为的角度来看，房子主人实施了一个自我挫败的禁止行为，他用来发布禁令的语句本身违反了禁令，也就是说禁令的基本条件被自我取消了。如果房子主人在墙壁旁边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墙不准写”，那么就没有后来的问题了。当然，可能路人是故意曲解房子主人，同他开个玩笑。但是，房子主人因为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才被捉弄了一把。

第四讲　会话含意理论

1．依据Grice的观点，含意可以分为两类：常规含意和会话含意。前者更为侧重话语中特定词语的附带语义信息，而后者更强调的是具体的交际语境。确切地说，会话含意之所以是语用学的研究范畴之一是因为会话含意的推导离不开语境因素——语用学最为关心的因素的参与。没有语境，会话含意也就无从说起。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会话含意具有可取消性、不可分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和不确定性这五个特征。

2．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Grice发现形式逻辑对于自然语言并不适用，而且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自然语言有自己的逻辑。他的观点是：在会话中，参与会话的人首先得愿意合作。否则，会话就无法进行。这条基本原则叫做合作原则，简称CP。其主要内容如下：交际者在交际中要按照交际双方共同接受的目标或者方向，在交际过程中提供所需的并且符合交际目的的信息。更确切地说，这条基本原则包括四项准则：量准则、质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会话双方几乎总是遵守合作原则的四个次则。但是并非总是严格遵守。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幽默或者礼貌），这些准则可能经常被违反或者置之不理。这样，就会产生Grice所说的会话含意。换言之，任何一次次则的违背均同语言的间接性密切相关。

3．a违反了质准则；b违反了量准则；c违反了质准则；d、e均违反了量准则和方式准则；f则违反了方式准则。

4．1）B的回答之所以都是单个词语为主是出于当时话语环境的制约。二者讨论的问题属于个人隐私，而此时B在开会，因此不方便回答的过于明白。“对”、“啊”、“行”、“哦”、“嗯”、“嗨”几个词语都表示是对于对方话语的肯定。

2）上述几个单个词语的使用十分恰到好处，遵守了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它们没有违反量准则，因为B的话语既完成了应答，同时也没有提供多余的信息；它们遵守了质准则，因为B的话语命题内容完全真实有效，否则交际不可能进行到最后，并以愉快的氛围结束。这几个回答没有违背相关准则因为它们均与发话人想要的答案紧密相关。它们没有违反方式准则是因为这些词语表达得简洁到位，并且满足了交际双方信息彼此互明。

5．在上述对话当中，丈夫很明显在闪烁其词，其答语“谈那些谈不完的事儿”以及“下班就回家”完全违背了量准则，因为他并没有提供给对方足够的话语信息。同时丈夫的话也违反了方式准则，因为他没有清楚明了地提供相关信息。而当妻子质疑当前时间的时候，丈夫的回答“领导，我喜欢闻鸡起舞”则违反了相关准则，意在岔开话题，摆脱妻子的纠缠不休。丈夫所有这些违反合作原则次准则的行为均告诉妻子他在传递特殊的会话含意——丈夫没有说实话或者有意隐瞒。

第五讲　礼貌与语用

1．略

2．合作原则解释了话语的字面意义和它的实际意义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会话含意的产生和理解问题，但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违反会话原则，拐弯抹角地表达自己。在不少情况下，人们违反会话原则是出于对礼貌的考虑。Leech指出礼貌原则可以“拯救”合作原则，即礼貌原则可以用来合理地解释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为什么要故意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些准则。但在某些场合下，礼貌原则可能会让位于话语的内容或交际信息，屈居次要地位。简单来讲，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之间是互补关系。

3．该语料选自海明威的短篇小说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小说讲的是一对美国夫妇去狩猎。在外人看来，他们过着富裕而幸福的生活，但是他们幸福婚姻的基础是：Macomber被Margot的美丽所吸引，而Margot又舍不得Macomber的金钱。一天，他们出去狩猎。Macomber在将一头狮子击中后，由于没有击中狮子的要害部位，最后落荒而逃。Margot非常憎恶他的懦弱，在当天晚上选择了他们的导游，职业猎手Robert Wilson。练习中的对话是在Margot从Robert Wilson的帐篷回来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对话。从话语本身来讲，Macomber的话语是很不礼貌的。首先，Macomber在知道Margot出轨后，反复质问Margot的去向，试图使妻子处于劣势，违反了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其目的是要让Margot明白他对她的行为极端不满。其次，在Margot回答“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后，Macomber表示不相信后，骂了句“You are a bitch”，违反了赞誉准则，同样表达了Macomber对Margot的恼怒。再者，Macomber在文中多次表示不相信Margot，如“You did, like hell.”（鬼才信）；“That's a new name for it. You are a bitch.”（又一个借口，你这个婊子）；“You think that I'll take anything.”（你以为我会相信）；“Well, I won't.”（我不信），违反了一致准则，其真实意图是要Margot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她应该表示悔意。最后，在Margot表示自己很困、想睡觉时，Macomber仍坚持讨论她的行为，违反了同情准则。因为他认为Margot是想以睡觉来逃避问题，而他想得到Margot的承诺，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4．a. Don't touch that. It's dangerous.（直接性策略）b. Look, I'm sure you won't mind if I borrow your bicycle.（正面礼貌策略）c. I don't suppose I could possibley ask you for a cup of sauce, could I?（负面礼貌策略）d. Harry is a real fish.（间接性策略）

5．汉语中“面子”（miànzi）和“脸”（liǎn）共同构成了脸面（face），其中“脸”（liǎn）指的是希望得到他人的喜爱、认同，“面子”（miànzi）指的是通过努力从他人那里争取到的，强调的是指个体在所处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良好公众形象（public image）而非自我形象。

6．该语料是元春省亲时与父亲贾政见面时的对话，元春的话原是想与贾政叙叙父女之情，但贾政要求元春“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勤慎肃恭以侍上”，威胁到了元春的正面面子需求。同时，在对话中，贾政自称“臣”，所担之职为“厥职”，自喻为“鸠”、“鸦”；称女儿为“贵人”、“贵妃”，使元春不能再以女儿身份与贾政叙天伦之乐，威胁到了元春的正面面子，并使得元春不得不端出贵妃的架势，要贾政“国事宜勤”，威胁到了元春的负面面子。

第六讲　关联理论

1－2．略

3．代码模式和推理模式都是人类交际方式，在有的交际事件中它们可以独立，但也能兼容。代码模式认为人类交际行为通过对信息内容的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来实现的：发话人利用代码来传递话语内容和思想，受话人接受代码后并进行解码，从而获取代码所传达的内容和思想。推理模式主要有Grice的意图推理模式和Sperber和Wilson的明示-推理模式。Grice等人的意图推理模式认为，交际是发话人给自己所意欲交际的意图提供证据，接受者收到话语信息后，结合语境寻找和分析证据，对发话人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得出话语含意。语用推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解释受话人如何基于所提供的证据来推导发话人意义（语用意义）。在Grice研究的基础上，关联理论认为话语能自动产生将受话人导向发话人意义的期待。换言之，话语产生的关联期待有足够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将受话人导向发话人意义（Sperber & Wilson, 2006: 607）。该模式已经涉及意义的认知心理研究领域，撇开了传统研究意义的形式主义方法。关联理论所提倡的推理交际模式也称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由传信意图和交际意图两层面的意图构成：在传信意图中，发话人希望所说话语能对受话人产生相应反应；在交际意图中，发话人希望在受话人识别自己传信意图后推导出自己的交际意图。

4－7．略

8．关联理论提倡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认为发话人通过话语明示、受话人以话语为根据来推导出话语意义来进行交际的。本例中，伊丽莎白为拒绝柯斯林的求婚，使用了I am not of those young ladies who are so daring as to risk their happiness on the chance of being asked a second time. I am perfectly serious in my refusal等话语进行明示，表示自己的拒绝是认真的。原则上，柯林斯应该不需要付出太多的认知加工努力就能从伊的明示手段提供的言语证据推断出伊不愿意与他结婚的意图。不过，从下文来看，他似乎并没明白伊丽莎白话语的真正含义，因为他认为伊丽莎白也像别的女子一样，拒绝男子的求婚，是出于矜持，要经过多次求婚才会答应的。这也说明了个体认知语境对话语解读的影响。

第七讲　语言的顺应

1．这是一个语言选择顺应语境的案例。例中被激活的语境关联成分首先是电梯间（物理语境），其次是交际双方是同事关系（社交语境构成要素）。电梯间的交际既受空间因素的限制，又受时间因素的限制。同事关系决定双方有更多的共享语境要素。这样一来，双方选择的语言更多表达的是问候内容，且语言较为急促，并多有省略。

2．例中女上司的语言（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言语行为）选择较为明显地顺应了其与下属（恐怕是男性老资格下属）互动时的心智状态（心理世界的语境关联成分）。作为年轻的上司，不应该随便在下属面前动用权威，但当这位老资格下属不买账时，还是应该让他感觉到作为上司的权威。这里，对话中女上司言语行为的选择及其变化（即从间接言语行为向直接言语行为的过渡）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也说明，动态顺应过程的策略选择总是和显性义与内隐义的调控和处理有关。

3．从语言结构的选择来看，这位中国学生和英国老师互动时，显然不是顺应英国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关联成分，而是顺应了本民族文化的语境关联成分。因而让人感觉有点儿忍俊不禁。这是跨文化交际中语言选择如何顺应语境的问题，也是语言顺应如何与跨文化交际结合的课题。

第八讲　语言中的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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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讲　语用翻译

1－3．略

4．Bacon的《谈读书》文笔简约、自信，格言警句迭出。译者要翻译好这篇文章，不但要在阐释字面含意上下工夫，而且更要在把握原文主题思想的同时，注意兼顾对原文文体风格的传达。从文学翻译顺应论的视角，译者既要在字面含意上作好源发语和目标语之间认知语境的动态顺应，又要在语体风格方面找出一种最佳的顺应。从四位译者的译文来看，王佐良译文的动态顺应最佳，他把首句语言的含意阐释得准确无误，同时把该句的语体风格传达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使汉语读者读后掩卷品味，回味无穷。其余三个版本的译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原文文本的字面含义上，与目标语认知语境都作了较好的动态顺应。但是，在语体风格的传达上，与王译相比就稍为逊色了。廖译虽简约，但他译文中排比修辞效果欠佳；王楫的译文似乎不能顺应原文的简约，而且排比稍欠工整，读起来略嫌拗口。周译选词得当，排比整齐，但三个顿号似乎打破了排比节奏上的美感。这说明能否在译文中处理好句子字面含意和语体风格，是整个翻译过程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翻译时，译者对句意的理解，必须从原文作者的动态语境中细心体会，认真解读，以便从字面含意和语体风格方面顺应目标语文化的认知语境。

第十讲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问题

1．语用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但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体现形式。

2．语用语言失误指学习者以一种本族语者不用的和与本族语不同的语言结构来表达某种语用功能，社交语用失误则指学生用母语中的语用原则（比如损益观念、社会距离、相应的权责等）理解和表达目标语里与母语相同语境下的言语活动。

3．造成跨文化语用失误的原因有教学引导类错误、语用迁移、保持母语文化身份等。

4．语用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习者了解二语语用文化和表达习惯，让外语语用规范成为学习者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能力。

5．在这个例句中，由于导游混淆了中英文对反义疑问句的不同回答方式，造成严重的语用失误。当客人问“So you didn't know that before hand, did you?”导游应该回答“No, I didn't know”，而他的两次回答“Yes”在英语中意思为“Yes, I knew that before hand.”（是的，我事先知道此事。）

第十一讲　会话分析

1．在电话交谈中，铃声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打电话的人说出的、以便引起接电话一方注意的话语。因此，铃声可以被视作第一个话轮。接电话的一方所说出的话，相当于第二个话轮，是对打电话一方的回应，表示对话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由此可以看出，电话交际的开始也得遵循“呼唤-回答语列”模式。

我们认为这条交际规律仍然有效。大家可以在同事、同学、朋友之间做一个实地调查，来进一步佐证这一规律。此外，如果存在打电话一方先说话的情况，可以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2—3．略

4．根据X. Deng（2008），汉语中常用的反馈语有hm、mh、m、ah、en、oh等，而英语中常用的短语有hm、mhm、eh ah、uh hu、ho、hah等。就频率而言，汉语中对反馈语的使用频率高于（澳大利亚）英语。（读者也可以从自己的英语和汉语口语语料中，进一步验证这一发现。）

5．从现有研究（何安平、徐曼菲，2003；李民、陈新仁，2007）来看，尽管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语会话中会使用到话语标记语，但在使用的类型与频率上与英语本族语者还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中国学生对I think这一标记语的使用频率就很高，而对话语标记语well的使用频率就很低。读者可以选择某一种或某一类话语标记语，然后到英语本族语者口语语料库中进行检索，查看其类型与使用频率情况，最后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会话产出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异同。

6．人们在会话交际中使用语码转换，可以提高交际效率（如缩略词的使用），也可以弥补语言本身的缺陷（如母语中尚无相关表达），还可以标识群体身份（如外企员工之间的语码转换），等等。我们认为，语码转换主要出现在口语中。当然，书面语中也会存在语码转换，如英语文章中经常夹杂一些法语表达。但这些表达方式，尽管形式上是法语，但其本身已经成为英语词汇的一部分，因此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码转换。至于汉英语码混用对汉语的影响，我们承认在交际过程中使用语码转换不仅丰富汉语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且还能起到提高交际效率等功能。但我们始终认为，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的根本，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从而保持语言的活力。

第十二讲　实验语用学

1．略

2．实验语用学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法，它是运用数学工具来收集和处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通过抽样或实验的统计方式来验证其研究假设，是开展实验语用学科研活动的基本方法。它还借助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加速了语用学研究数量化趋势。语用活动涉及多参数、多变量、多层次等繁杂因素，以前依靠人工计算和模拟难以实现定量研究，限制了定量法在很多语用学问题中的应用。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发展，现在使用计算机来完成实验和批量处理数据已成为语用学科研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扩大了数学、统计方法在语用学研究领域的使用范围，使定量研究方法成为语用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常用的两种定量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

3．实验研究法涉及的主要术语有：

1）实验研究法，又称实验观察法或简称实验法，是将要观察的问题的各种因素控制起来，通过改变（或称操纵）某个（些）因素，来了解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法。它是为了某种特定研究目的而设计的数据搜集过程。

2）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任何一个系统或模型都是由各种变量构成的，在对它们进行分析时，可以选择研究其中一个／些变量对另一个／些变量的影响，被选择的变量即为自变量，而被影响的变量即3）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在实验中，自变量是由实验者操纵、掌握的变量，因变量是被测定或被记录的变量。通常，自变量指由研究者操纵对被试产生影响的条件或变量，是研究者呈现给被试的刺激变量。因变量指通过操纵自变量而引起的被试的某种特定的反应。

4）无关变量（irrelevant variable），又称干扰变量或额外变量，指除了实验规定的自变量外，一切能够影响实验结果的变量。

5）实验设计，指研究者为回答研究问题，对如何科学抽样和分派受试、如何控制变量、实验考虑的因素、数据如何分析等内容所作的一种扼要的计划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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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During my trip, I hitchhiked around Vietnam, but in the end I decided to rent
a car for a couple of days.
(8b) A lot of Americans protested during Vietnam, but in the end this did not alter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180> During my trip, I hitchhiked around Finland, but in the end I decided to rent
a car for a couple of days.
(8d) A lot of Americans protested during Finland, but in the end this did not alter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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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Some books had colour pictures. In fact all of them did, which is why the
teachers liked them.

(5b) Many books had colour pictures. In fact all of them did, which is why the
teachers liked them.

(5¢) The books had colour pictures. In fact all of them did, which is why the
teachers lik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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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These two businessmen tried to purchase the convent at the end of last April,
which upset quite a lot of people.

(7b) That blasphemous woman had to answer to the convent at the end of last
March, but did not get a lot of support.

(7¢) These two businessmen tried to purchase the stadium at the end of last April,
which upset quite a lot of people.

(7d) That blasphemous woman had to answer to the stadium at the end of last
March, but did not get a lot of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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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and I and Jim .. met with him.

..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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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s financial friend that
- s retired.

Yeah.

.. He's a ban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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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B: It’s alright. ((Pause, rustling sound))
—=2 K: So how are you doing?
3 B: ((Jaugh)) As well as can be expected this time of the semester.
1 How are you?
5 K: (Canimated)) Umm good. (Crow, 1983: 143)
(23) (1 M: I tell you what love,
sz if we eat any more of those potato chips.
3 T won’t be able to eat my dinner.
4 F: Yeah. no more. (Craig & Tracy, 1983: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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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h, no more milk ((opening refrigerator))
4F: I don’t need any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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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Jamie: So they tried on the men’s clothes,

2 and they had a very small selection of men’s clothes.
3 Pete: Mhm,

4 Jamie: they try on these really great pants.

5 and they look really goo: d .. in them.

6 ... Then they didn’t buy em. (SBC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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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n’t we all have lunch?
Okay. So that would be in St. Jude’s, would it?
Yes.

Okay. So ...

One o’clock in the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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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ay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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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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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you there.

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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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A: Did you hear the terrible news?
12 B, No.
3 What
4 A: You know Grandpa Bill’s brother Dan.

5 He was killed in an accident this morning. CElg E ] Sk BE, 2000: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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